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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序重建被颠覆的世界

步入2007年，美国以发行美元纸币购买世界的观点，已在网上广为流传，已为越来越多人所熟知。不过，对于美元霸权的复杂性，人们的认识并不够。将美元霸权提升到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高度来思考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早在30年前，一位美国年轻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就揭示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仍然是世界货币，美国以债务国地位管理世界经济，将塑造一种以美国国库券为本位的全新国际金融体系，美国金融霸权将彻底颠覆传统的经济世界。经过长达30余年的跟踪研究，赫德森在其再版的《超级帝国主义》中沉痛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的货币霸权“已完全颠覆传统的经济世界”
 
[1]

 。关于这个已完全被颠覆的经济世界，本书作者、美国著名金融分析专家和金融实业家廖子光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美国发现，为了挣钱，美国所需做的就是印发更多的美元，世界贸易于是成为这样一种游戏：美国以法令发行美元，而其贸易伙伴生产不兑现的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从石油、衣服到电视机和汽车等一切商品。美国保持其国防工业和研究，将老的经济制造业首先外包给日本和德国，再将服装业和低技术产品外包给亚洲和墨西哥。最重要的是，美国实质上已以垃圾债券和其他结构性金融产品建立并经营一种新型金融部门，而直到十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对此才有所理解。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步入金融资本主义，而其贸易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



“美元霸权导致当前全球金融处于一种恐怖平衡状态，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都可能招致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彻底崩溃，正是害怕彻底崩溃，全球金融体系的上层国家例如欧洲和日本虽然已经感受到美元霸权对全球经济平衡持续发展的危害，但是却不敢提出任何具有实质性改革内容的替代方案动摇美元霸权。世界金融体系就日益混乱而脆弱，危机四伏。”



而当前中国金融正准备大步融入这一已处于高度危机状态只是维持着脆弱的恐怖平衡的美元霸权体系，中国金融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如何？中国该如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对美元霸权的危机和它对中国可能的影响，所有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廖子光先生也都做了深刻而又极富建设性的回答。



一、廖子光先生其人其文


廖子光先生（Henry C. K. Liu，有人也将其名音译为亨利·C·K.刘）1938年出生在香港，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建筑学和城市设计的教育，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期间，对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潜心研读，廖子光先生曾担任过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现任纽约著名的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实业家。

廖子光先生自幼旅美，不过，他深谙中国历史与文化，对中国的热爱从未消减。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时，作为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主动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担任翻译。并在1997年为记者留下了一段富有深远意义的感言：“当中国乒乓球队来到美国时，我很激动，因为这是美中人民之间交流的开始。25年过去了，美中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但今天的美国舆论对中国还存在着偏见，说明双方的交流还不够。”他希望通过中美“乒乓外交”25周年庆祝活动能让美国人再次认识到，加强相互交流对发展两国关系是多么重要。
[2]



1996年，由于对纽约时报该年12月28日社论《再见了香港的自由》“热衷于臆想，对香港历史与现实评说失准”义愤填膺，廖子光提笔向《纽约时报》编辑部去信，意图澄清事实。但《纽约时报》却拒绝刊登这封实事实说的读者来信，廖子光只好将该信转投我国的《人民日报》。该信后发表于1997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阅读该信，可充分感受到一位旅居海外几十年的华人的拳拳赤子之心。
[3]



在2002年之前，廖子光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评论文章很少见，除了上面提到的读者来信，还有一篇文章题为《新千年》（The New Millenni－um），写于1999年12月23日，发表在kimsof1网。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在西方日历中，2000年标志着两个编年史事件，即新千年和新世纪，庆祝2000年标志着西方文化在20世纪的全球支配地位；在中国阴历中，新千年只是4398年——极其平常的一年”。作者最后提出了一个美好的希望：“亚洲人应当理解，2000年是摈弃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寻求真正地复兴自己的丰富遗产的大好时机；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新千年的概念在亚洲文化中无任何意义。”
[4]




自2002年以来，廖子光先生在香港出版的由马来西亚人主办的《亚洲时报》（Asia Times）上开设“The Complete Henry C K Liu”专栏，截止到笔者完稿之日，共有136篇文章发表于《亚洲时报》，其中不乏数万字的长文。其文章重点研究美元霸权对世界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地缘、军事、经济意义，以及美中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这三个领域。从2002年4月11日该专栏的首篇文章“美元霸权必须终结”（US dollar hegemo－ny has got to go）开始，随着研究与认识的不断深入，廖子光的笔触日渐深入到美元霸权运作机制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揭示出美元霸权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它已成为阻碍全球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祸根，并对全球各国，尤其是中国，如何应对美元霸权，如何重建这个被颠覆的世界提出了富有见地、催人猛醒的思考和建议。


他的部分力作都比较长，由系列文章组成，每篇可独立成章，但各篇之间又具有非常紧密的有机联系，完全可以作为一本专著发表。现将其系列长文按完成与发表时间顺序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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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廖子光先生的著述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早在2002年就开始注意到廖子光先生的著述，至今已陆续编译发表其10余篇文章。《国际先驱导报》、《南方周末》也曾分别就中美关系、香港问题采访过廖子光先生。他于2007年2月14日发表于《亚洲时报在线》的“美国是世界首要货币操纵国”更是引起国内强烈的积极回应。新华社《参考资料》全文译登该文。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刘军也翻译该文全文，并附上自己的介绍与评价“华裔经济学家廖子光先生（Henry C. K. Liu）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颇有研究，且视角独特、中立客观，他撰写的‘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操纵国’一文分析精辟、论据充分，对美国国会和媒体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是一篇好文”，上传于网上。美中自由贸易促进会秘书长、旅美经济学者、人民日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温跃宽对该文的评价是，“作者长期旅美，深悉美国政策，故此文章通篇分析透彻，论据充足，可供我国研究中美经济机构和学者参考。”
[5]



鉴于廖子光先生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历史和哲学等诸多领域，下文将从“美元霸权与被颠覆的世界”、“终结美元霸权与重建被颠覆的世界”和“中国在重建被颠覆世界中的特殊地位”三方面阐述阅读廖文和翻译本书的感想。

廖子光先生深悉东西方发展史，尤其是经济与金融史、东西方思想史、美中关系史，得益于其作为学者和实践家的双重身份，其研究总是切实做到了从历史的高度，全面、发展地认识与分析问题，其行文中立客观、分析透彻，论据充足、逻辑严谨，相信阅过本书的读者自会对他行文中贯穿的历史感、动态性、洞见力有深刻的印象。


二、美元霸权与被颠覆的世界


当今世界是一个被美元霸权严重扭曲和彻底颠覆的世界，若离开这一视角，来观察全球和平与发展、中美关系的过去与未来，将很难看清全球经济增长、中美贸易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美国对华政策等许多关键问题的实质。


（一）美元霸权的含义


“霸权”（hegemony）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本是指斯巴达在对抗波斯的希腊城邦联盟中所处的领袖地位，具有“领导性”这样一种广泛的含义，在马其顿被征服后，“支配”的意思列入其内。
[6]

 近代，霸权概念得到广泛的使用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有着巨大关系。他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监禁狱中时，思考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主流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力量塑造的，而葛兰西认为文化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指出，控制了人的思想，也就控制了人的心灵和躯体，一国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支配，也就是建立文化霸权来确立、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旦建立了文化霸权，就没有必要公开使用武力。
[7]



国内外大多数关于美元霸权的研究只是笼统地考察194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元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却往往忽视了此期间美元霸权运作机制和实质的演变和根本性变化。在《美元霸权必须终结》这篇被广泛传播和引用的文章中，廖子光再造了“美元霸权”这一术语，将美元霸权严格地界定为自1971年以来，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货币和财政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力和地缘政治实力支撑的不兑现纸币，却继续担当全球金融与贸易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廖子光对美元霸权的重新定义现已经得到广泛的接受。

从表面上看，美元只是美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它的特殊性也仅在于它是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的计价单位、支付和储备手段，国内学界对美元霸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关注最多的是美元霸权如何为美国取得了一笔铸币税收入和美元霸权如何为美国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元霸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已是内化于全球经济增长并牵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每根神经的主导性机制。美元霸权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层面。在物质层面，美国强大的军力和世界关键商品以美元计价维持着美元在全球的显赫地位和结构性优势；在意识层面，倡导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虽历经批判仍支配着全球大部分国家和人的思维。即使向底线竞争的市场原则造成全球惨不忍睹的贫困和饥饿，市场还是如上帝那样被供奉为解决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唯一选择。
[8]



据笔者统计，2006年初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至少不下三次地自豪地使用“霸权”一词来描述美国金融地位的显赫和结构优势。
[9]

 可以说，格林斯潘比谁都了解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维系其唯一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拓展的独一无二的意义。所谓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政府通过没有任何实物支撑、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导和塑造一系列有利于其领导和支配全球的制度安排。



（二）美元霸权的缘起与形成


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实际收入和生产率就已超过西欧，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美国崛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国家，美元才最终取代英镑的地位，成为主要国际货币。1947年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相挂钩、其他货币比兑美元的国际间货币交易准则，由此奠定了美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凌驾于世界其他货币的优势地位。1948年生效的关贸总协定确立了交易自由、市场开放的国际贸易准则，这推动了美元向全世界的流动。

开始，美国也想担当欧洲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近300年期间所扮演的主导世界的角色。然而，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受挫，美国政府发现，按照欧洲统治全球的路走下去，前景只能是步欧洲的后尘。原因很简单，随着帝国战线的拉长，总有一天，其经济会不堪重负而崩溃。而早在越战期间，美国就意识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的横财，经过朝鲜战争和越战，大都流向了其盟友西欧和日本；战争再这样打下去，其实是为重新崛起的西欧、日本做嫁衣裳。而这两者正日益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要求更多的平等对话，甚至出现了很多美国控制不了的与共产主义世界来往的离心倾向。

为力图维持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和摆脱长期的黄金外流及财政困境，1971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果断地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美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货，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无限增大会为其带来国内外财政支出带来“金融搭便车”机会。也就是说，虽然美元与黄金相脱钩，但资本主义世界仍将不得不接受美元，因为还不存在其他可以运作为国际货币的通货；也由于美元与黄金相脱钩，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从而，美国联邦预算也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国内消费可以高度膨胀，而不用顾忌债务负担。

现在看来，1972年，这一普通的一年，是当前新型国际金融体系形成的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一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从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接受了一笔资助，研究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他的研究报告在1972年出炉，分析指出，作为一个通货为世界货币的全球强国，从短期来看，美国的账户失衡问题会实际上加强其全球经济主导地位，而从长远来看，不断扩大国际收支赤字无异于饮鸩止渴。该报告递交给当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后，尼克松政府官员说，“哎呀，棒极了”。然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将赫德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转变为“如何做”的订单，而不管赫德森已将该报告写成一份“如何不做”的订单。就是自该年起，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作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中“金融搭便车”的工具。
 
[10]



就这样，美元霸权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1973年，面对美国在加紧落实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同时，继续向世界经济输出过量的美元，使之通货膨胀，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忍无可忍地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对此，美国采取三重外交联盟战略挫败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成功地维持了美元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地位。一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与第三世界债务国联合起来对抗工业化国家；二是与工业化国家合作，形成消费者卡特尔，压低主要商品的价格，对抗第三世界；三是与苏联缓和，使世界事务现状有利于两个超级大国，维持各自体系内的卫星国安于现状，对抗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
[11]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逐渐衰落，美元霸权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嵌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和收支赤字的震撼感日渐消失了。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到发生了什么。美国转变为债务国，使得战后经济体现为一种剥削性的双重标准。对一般债务国，美国的外交官经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华盛顿共识，要求债务国提高利率，强制执行经济紧缩计划，将工资保持在低水平，廉价出售其公共部门以筹募资金偿还外债。对自己，美国称自己为世界上负债最高的发达国家，拒绝遵循华盛顿共识对其他债务国的指令，拒绝提高其利率，也不允许廉价出售关键的美国产业，而是通过维持联邦预算赤字，使其资本市场膨胀，降低利率，力图一降再降其汇率以使其生产者更具有竞争力，来支持其自己的就业和增长。
 
[12]

 正如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政策的怒火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国家说：‘当你们面对减速时，你遵循的是我们在经济课程中都学过的规则：你采用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但是，当我们面对减速时，你坚持经济紧缩政策。对于你们，赤字不错；对于我们，赤字是万万不可的，即便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进一步甩卖一些自然资源而筹集资金’。”
[13]

 美国国库券本位使美国不用财富交换就可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通过其债务国而不是债权国地位管理国际金融。


不过，直到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市场猛然向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开放，跨国界的资金流动由于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而成为惯例，美元霸权才得以完全形成。1993年1月，曾担任高盛公司董事长的罗伯特·鲁宾就任克林顿政府的财长，推动美元霸权成为美国的正式政策，其打着“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而不顾美国贸易赤字的直线式持续上升。鲁宾推出的观点是，美国贸易赤字是良性的，因为它可以得到美国资本账户盈余的冲销。
[14]

 此后，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不受限地发行美元纸币，以其资本账户盈余弥补贸易赤字，这不仅消除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且剥夺了贸易盈余经济体所需要的国内资本。
[15]



总之，三方面的发展使美元霸权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完全形成。首先，1971年，由于美国海外开支造成的财政赤字引起美国黄金储备的大规模锐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抛弃了布雷顿森林体制，并中止美元与黄金相挂钩。其次，石油是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之后以美元标价的，随后是其他的关键商品以美元标价。第三，1991年冷战结束后，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形成，推动跨国界的资金流动成为常态。
[16]




（三）美元霸权颠覆传统世界


随着外汇及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和市场经济逐步被全世界所接受，美元逐渐统治了世界经济，美国金融霸权由此也通过美元霸权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运作至今，美元霸权的影响已从它直接作用的全球金融、贸易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各领域。

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当今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两个关系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
 
[17]

 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被迫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那些美元只被允许作一种用途：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在该过程中，这些央行也为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了资。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越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手中结余的美元就越多，这些不得不再循环回到美国购买其财政部债券的钱也就越来越多。美国不但剥削贫穷国家，而且剥削富裕国家。
[18]

 例如，欧洲和日本现就因为其众多财产掌握于美国手中，在许多全球政策上都投鼠忌器。


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世界贸易储备货币，实际上是发行国通过该货币向所有参与世界贸易国征税。美元霸权使所有其他法定货币从属于作为关键储备货币的美元，剥夺了其他国家为国内发展而发放主权信贷的权力，使其资本极度匮乏。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向其货易伙伴征税，使这些国家失去了用自己的货币发展国内经济的能力，迫使它们寻找美元贷款和投资，然而只有美国才能不受限地任意印刷美元。
 
[19]



在美元霸权下对美国的出口只不过是一种蓄意安排，出口国为了赚取美元以购买以美元标价的必需品和清偿美元债务，不得不为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融资，因为他们必须把贸易盈余的美元投资于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从而使美国资本账户盈余日益上升，弥补了其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不是靠贸易优势取得的，而是以牺牲本国的基本需求和国内发展紧缺的进口品为代价的。出口国以贬低劳动力的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却走上了一条贫困的不归之路，他们在此过程中加强了美元经济，强化了美元霸权，同时也使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从而，出口国牺牲了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等重要领域所紧缺的资金，然而它们还在乞求更多外资投资于出口部门，为外资提供更多的回报和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加重国内经济的社会负担。不过，许多小国如同吸毒上瘾一样，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继续服从美元霸权。
 
[20]



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它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出口果实，使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严重缺乏资本，因为所有剩余美元必须再投资到美国国债上，以防止相应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货币崩溃。更严重的是，美元储备必须投资于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从而为美国经济制造出资本账户盈余。
[21]

 因此，美元霸权阻止了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消费其从对美贸易顺差中挣得的美元，并迫使它们为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融资，从而把真正的财富输送到美国，从而为美国债务融资，进一步发展美国经济。
[22]



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为了充当全世界的最后消费者，美国经济因挥霍消费和账目欺诈而产生日益扩大的债务泡沫。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税收和利润的支持，美国的资产净值和房地产价格不可持续和不合理的增长意味着美元事实上的贬值。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美国的资产净值从2004年的顶峰跌落下来和预期中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反映出美元更为走强的趋势，因为同等数量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缩水的股票和财产。美国国内美元购买力的提高造成了它与其他货币购买力之间程度不同的差距，致使实行可自由兑换货币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的物价高度不稳定，如香港和一直持续到最近的阿根廷。对美国来说，美元汇率的下降实际上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从而，由于美国经济中存在债务泡沫，强势美元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债务已将美国的美元政策推向极端。
[23]



而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美国新经济实质是，借助于美元霸权，加上如下因素，美国的金融市场泡沫高度膨胀，促成了美国经济奇迹。一是苏联解体后，两个平行市场不复存在，从苏联解体而来的15个国家和东欧诸国均被纳入了以七国集团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加入了一直向美国出口产品、再将换回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债券的全球其他国家行列。二是美国投资者无须购买一张政府债券，而是将他们的钱投入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和不动产，而不论好或坏。这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繁荣，吸引了国外私营部门的美元进入美国市场。三是亚洲国家经济崛起后，尤其是东亚国家，其中央银行手中持有的美元越来越多，这些美元由于美国施加的不能购买美国公司等限制，无处可去，只能流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国库券，否则通过贸易接受的美元毫无价值。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所谓的新经济更是一种放大的泡沫。廖子光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或者更直白地说，使美国现在政治霸权成为可能的经济繁荣是由长久处于低生活水平并深陷于出口的附庸国的进贡所维持的。”
 
[24]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支撑美国经济扩张的新经济和信息经济泡沫的萎缩，伴随着日益加速扩大的贸易和财政双高赤字，美国一直处于经济的持续衰退中。为挽救其执意实施美元霸权而不顾后果带来的世界经济和自身增长困境，小布什政府2001年组建后，开始逐步走向更深地介入世界、谋求美国独霸之路，其目标实质是更多地以军事、科技实力谋求美元霸权的长期稳定。该年的“9·11”事件为小布什政府带来了干预世界的借口，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麻烦。这些麻烦需要全球国家通力合作才可解决，但小布什政府已铁定心做世界秩序的界定者和领导者：美国要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并可以违规行事，其他国家必须在其划定的范围内行事。


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与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一样，美国都无须由其国内产出来进行战争融资，而无一例外地主要是由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融资的：它们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
 四场战争中，美国都快速胜利地达成战略目标，美国经济也在冲突期间实现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抒解了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的压力。

2006年2日6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向国会提交的2007财政年度政府预算中，提议2007财年美国国防部基础预算为4393亿美元。2005年2月7日，小布什提议2006财年军费预算为4193亿美元。2005财年美国的军事预算为4207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美国自2002财年以来的历次财年军费预算都不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行动的预算。例如，2005财年，美国会已批准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拨款250亿美元，布什还提议追加拨款800亿美元）。2004财年为4005亿美元（实际支出4550至4620亿美元）；2003财年为3961亿美元；2002财年为3432亿美元；2001财年为3156亿美元。
[25]

 在小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军事支出高达1.5万亿美元。该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其军事预算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换句话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在以1.5倍返还美国某一天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贸易纠纷，向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开战的军事成本。
[26]



美国从1972开始蓄意推行美元霸权的最大恶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对美国的贸易尤其是出口，而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全球霸权国美国又是一个最大的全球债务国，其现在的经济运转完全有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早在1985年至1988年短短的3年间，美国就已由一个债权国急剧沦落为最大的全球债务国，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高赤字已持续近18年了。2005年，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已达到8049亿美元的水平，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3%，需要世界其他国家每天25亿美元的流入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净外债已超过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近25%的国内生产总值。
[27]

 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尤其是金融圈的指出了这一事实，他们忧心忡忡：一旦外国资金撤走，美国面临衰退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何时会如此呢？
[28]



经过近26年的演变，美元霸权已形成为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成为美国推行新帝国主义的金融中介，成为金融全球化撕破国家边界并削弱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威的机制。在人类金融事务中，首次出现了由一国不兑现纸币通过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强加的货币霸权，从而首次形成了由一国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成为超国家货币的全球金融与贸易体制。
[29]

 只要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持续作为全球金融与贸易体系的首要储备货币，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永远不是问题，美国继续加强以“债台高筑”维持“对内福利”、对外扩张之路也就永远具有滚滚而来的财源支持。

自主权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以来，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今天一样能够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长期获利；而自1971年以来，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日渐形成的美元霸权，能够在一个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上，使全球经济臣服于美国经济，维持全球各国变相向其“进贡”的帝国地位。在传统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在军事上野心勃勃的国家都变成欠债的、高税收和高成本的经济体，最后难以为继而放弃战争，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等等，都概莫能外；在当今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轻松地进行四次地区性战争，并准备再来一次伊朗战争。在传统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各国竞相出口，以换取真正的财富——黄金或其他硬通货，来扩大本国的生产，没有国家情愿，也无能力长期维持贸易赤字；在当今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几十年如一日地维持进口大于出口，世界贸易成为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购买的产品的游戏，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维持经济高度繁荣和全球霸权，全球众多的贸易顺差国沦为“出口进贡国”，挣扎于国内贫困与国内资本匮乏。
 在传统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那些债务缠身的国家不仅会失去其世界权力，还会失去其制定国内政策、央行金融政策和保留公共资源的自主权；在当今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债权国反而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制定国内政策、央行金融政策和保留公共资源的自主权。


美元霸权已完全、彻底地颠覆了当今的世界。


三、终结美元霸权与重建被颠覆的世界


重建这个被颠覆世界的最紧迫问题莫过于重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以恢复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制度，体现基于全球充分就业与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真正的比较优势理论。做到这一点，要害在于终结美元霸权。就此，廖子光先生在《美元霸权必须终结》一文中提出了6点建议。一是促使全球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对于任何经济体，过度依赖服务于美元债务的出口都是自我毁灭；二是促成一种新型的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摆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强迫世界各国不仅向美国出口商品，而且向美国出口美元贸易盈余；三是废止支持国际货币主义的中央银行业，回复国家银行业，以支持国内发展；四是促进国家货币理论（该理论宣称，货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一国政府征税的能力）的应用，为健康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国内信贷，将发展中经济体从过度依赖外资中解脱出来；五是重组国际经济关系，朝总需求管理方向转变，摆脱目前掠夺性的供给扩张的政策；六是在全球充分就业并达到工资和环境标准的条件下，重组世界贸易结构，走向真正的比较优势。


当今世界，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各类商品的产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20多年来，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全世界的消费购买力却在萎缩，我们已步入一个生产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时代。
[30]



近些年来，世界贸易正萎缩的原因是当前的贸易结构将财富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一国内的穷者转移到富者。这意味着贸易结构应支持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以提高工资，而不是为了扩大出口份额压低工资。这意味着贸易的动机应更多地集中于教育、卫生和社会发展，而不是排他性地集中于低成本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应将其生产财富的技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能够通过国内发展在当地制造财富，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低价产品使发达国家更为富裕。发达国家需要转移其技术和知识，放弃定价过高的知识产权，接受较低的利润率，为发展中国家留下更多的财富。因为世界经济将增长得更快，即便较低的利润率也会为发达国家带来更高的利润。
[31]



如果美国带头对贸易进行革新重组，这将削弱全世界被剥削的穷者不断增强的反美情绪，遏制破坏性恐怖主义的势头，降低反恐支出。问题不在于美元或日元或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合适，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技术性调整问题。一个多元化货币的世界贸易体制将允许各经济体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国内发展。美元作为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使贸易作为一种工具，强制性地将全球财富转移到美元发行者美国手中。美元的汇率并不如美元的主导地位这一问题重要。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充分就业和收入提高的政策，以消除全球性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
[32]



《纽约时报》报道说，从1980年到2002年，美国0.1%的收入最高者的总收入翻了一番，而10%的收入最高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其余90%的收入都有所下降。世界银行估计称，在过去的十年间，由美国极力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全世界增添了2亿新的穷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承诺，到2015年，也就是10年以后，国际社会将会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半。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只有一半的贫困人口死于饥饿、疾病和地区性冲突，这一目标才可能实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警告说，如果全世界还是像目前这样，不努力实现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话，到2015年，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就会有三百万儿童死亡。据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几个主要途径都与国际贸易有关，然而减少贫困的记录是更为贫困。
[33]

 更有甚者，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最惨烈的世界大战中，据估计死亡3000万人，而当前每年仅死于饥俄的就有1500万人。
[34]

 换言之，当前每两年死于饥饿的人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人数一样。

由于新自由主义贸易全球化的破坏性经济影响带来暴力的政治后果，当今世界已处于历史性的危险时刻。美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它自1971年8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已将整个世界引入经济、环境、生态的浩劫。作为现存体系中受益最大的国家，美国急需调整方向，掐断其向全世界“搭便车”、不劳而获的战略，停止其忽视国际收支赤字的政策，终止以美国债券本位代替金汇兑本位的做法，帮助全世界制造可在美国境内和国际上更平等分享的财富。最终，在一个更繁荣与和平的世界上，美国作为主要经济体将获益更多。
[35]



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如何促进美国平和地放弃美元霸权已是刻不容缓且责无旁贷的重任。它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如下两个全球基本现实：一是美元霸权早已是维系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帝国的关键和内核
[36]

 ；二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称的全球“金融恐怖平衡”格局已形成，即，若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中央银行突然将其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转走，由于美元价值的大跌，它们自己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它们必须坚定彻底终结美元霸权的意志，再不能停留于赫德森长达近30余年的跟踪观察已揭示出的水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只有美国显示出根据其金融需求创建和重组全球国际结构的意志，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就像一个跳舞的人跟随着舞伴的领舞一样，简直如同美国的镜像”。
[37]



从另一面看，美元霸权的运作机制之复杂远远超出众多学者的想象。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欧元诞生后，对美元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却没有看到，由于欧盟“不具备征税和制造信贷（create credit）的公共权力，欧元与日元一样，无法与美元竞争。欧洲委员会实际上就是美国外交的一只手臂，它剥夺了各成员国政府采取独立于美国的货币立场的权力”（Michael Hudson，Su－per Imperialism：The Origins and Fundamentals of U. 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2003）
 。自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流通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一直处于升值中，它是1985年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成为欧盟版本的结果，即便没有正式的协议文件。其战略意图远不只是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记录表明，就算美元对欧元下跌了30%，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攀升。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促使之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参见Hen－ry C K Liu，“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Asia Times， Jun 16，2005。）而打破美元霸权需要完成双重任务。一是粉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削弱美国的军事机器至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这两项任务中的任一项都是艰巨的。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美元霸权的认识是较深刻的，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也是较深刻的，但很少看到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形。实际上，这二者就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美元霸权要求自由、无管制的市场，要求“贸易双赢”、经济社会“线形进步”等粉饰太平的言论，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发挥作用的支柱性机制。而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万能，资本主义是永恒的，恰好起到了为美元霸权鸣锣开道、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作用。因此，终结美元霸权，首先需要扫除新自由主义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对货币的扭曲。从重建真正的为民服务的货币银行学做起，全面扩展到金融、贸易、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唯有彻底打破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和维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及帝国地位的美元霸权，这世界才可能回到平衡、有序、稳定、公正的发展之途。


四、中国在重建被颠覆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终结美元霸权、重建这个被颠覆世界的关键，取决于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远见去开创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国正处于一个开创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地位，新的金融体系结构将更好地服务于国际贸易。中国只要简单地以人民币结算其全部出口，就能选择人民币作为世界贸易中的另一种储备货币。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单方面地采取这种主权行为。如果中国的出口全部以人民币支付，中国就无需持有外汇储备，而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2万亿美元。如果港币与人民币挂钩，而不是与美元挂钩，香港的12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可以腾出来支持国内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贸易盈余将保留在人民币经济体中。中国正向世界的经济巨人迈进，但是因为美元霸权，中国还有待要求其合理的金融权。
 
[38]



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这样的睿思，中国只是计算其积累的美元数量，而未意识到中国持有的美元越多，中国经济的损失就越大，因为真正的财富已从人民币经济出口到美元经济，如同日本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所做的那样。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更多地了解美元霸权这一祸根。”
[39]




在当前的全球化体系中，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发动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第一大发动机美国正更多地以美元霸权将整个世界引入经济、环境、生态的浩劫，中国的积极作用尤为彰显。
 不过，中国在以其庞大的人力、丰富的资源推动世界发展时，也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挑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近30年。改革开放政策在将中国带入现代相互依赖的世界方面硕果累累，但过分依赖进口、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发展鸿沟、猖獗的官员腐败、严重的环境危机及几近全盘崩溃的社会服务和保障系统等由此而来的失衡问题，正日益增多地要求反思中国发展模式。
[40]



30年，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不是非常短的时间，而是相当长的时间。廖子光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仅用4年时间，就赶超了英国和法国；而中国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仍未达到如此的水平。

“1933年的德国形势与1945年的德国形势具有天壤之别。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成为战场，1933年的德国不像1945年那样成为一片废墟，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也未破坏。但在1993年，德国不仅没有马歇尔计划的资助，反而承受着破坏性的战争赔款和无效的信贷等级。1933年，德国所具有的是完整的主权，它能够全面地应用经济民族主义政策。1945年，德国主权被剥夺，国家政策不得不根据美国和苏联的地缘政治意图做出调整。经济上，对外资和信贷的依赖迫使西德成为仰赖其主要市场美国鼻息的出口经济体。

“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25年之后，中国仍未能实现德国四年内所达到的经济复兴，也就是在未必需要出口的情况下，以主权信贷为充满活力的经济提供资金，实现充分就业。这使德国在经过4年后能够挑战那时的超级大国英国。中国之所以做不到这点，是因为中国一味地依赖外国投资，而不是运用自己的主权信贷。中国受到的损失是，她不得不出口真正的财富，来清偿她已不需要的外国资本。经过20多年后，其结果是，尽管中国成为美国的债权人，美国欠中国的债务接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还是不得不继续企求美国的投资资本。”
[41]



而我们能够见证的是，日本、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了近25年，到1973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均近达到美国的1/3。考虑到当时几乎没有外包和当今如此的相互依赖、渗透，两国的成就尤为显著。从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接二连三的危机导致其经济衰退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发展速度。这样的增长已有30多年，不过，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总量比例却下降了，而发达国家的上升了。“比较1961～1987的日本和1980～2006的中国，一个是26年，另一个也是26年，结果日本在26年间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而中国在26年间几乎将本土的自然资源耗尽，整整一代的青壮年被作为廉价劳动力遭受压榨，最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4%不到。”
 
[42]

 这是值得我们一再深刻反思的问题。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GDP已失去了其原有的统计意义，它一不能全面反映该国的综合国力，二不能全面反映该国的实际产出和消费。有意义的是就业率，工厂开工率这些真正反映人民民生的指标。从另一个侧面看，GNP也比GDP更能反映实质。中国走到今日，已是一个世界经济巨人。可是，中国一不具备市场话语权，二不具备石油等关键商品定价权，甚至连稀土、煤炭等这些中国占据绝对优势的资源，中国也无定价权。尤为重要的是，“外贸量现已超过中国经济的70%……当出口部门支配中国经济时，中国本质上是将财富输往美国，换来它在国内不能使用的货币。
 中国已累积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其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她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民币减轻大面积的贫穷，或资助其社会保障义务，或支付环境保护的费用。美元的不断下跌将使中国越来越贫穷，因为中国的贸易收入是美元，而它在国内消费的是人民币。除非中国要求其出口以人民币结算，而不是以美元结算，否则上述情况将始终存在。”
[43]

 换言之，关键是如何扭转中国将资源、人力、财力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而反遭其压迫的趋势。

中国现已积累1.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大多数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存在，13亿多人就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成为美国的奶牛。而美国反而很少给中国好脸色，她还希望要更多，今天是人民币升值，明天是金融市场开放，后天是农产品开放和免检，再后天是……一句话，它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可谓欲壑难填。


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已步入史无前例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金融资本主义之下，美元霸权是渗透于全球经济所有部门的根本性垄断；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是由美元霸权作为金融中介的；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全球化催生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不仅劳动力，而且甚至资本也来自被剥削国。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出口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换取黄金为其国内更多的新兴现代工厂融资。而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进口附加值的产品，并付给它们不兑现的纸币。现在，殖民经济体出口真正的财富，换来没有任何实物支撑的纸币。使情况更糟的是，在美元霸权下，美元只能投资于美元经济体，而不能投资于非美元的出口经济体。以出口换取美元只是将财富从出口经济体转移到美元经济体。美元经济体从而成为富丽堂皇的全球经济前沿办公室。

“两种形式的帝国主义都是通过政治高压维持着对殖民地的有利贸易条件。由货币霸权支撑的持续贸易赤字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本质。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化核心区的生产者不同，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生产者并不能从生产中致富。他们被锁进了一个低工资的血汗工厂生产体系，这样，全球的通货膨胀可以得到控制，以维持美元纸币得到不断扩大的供给。中央银行体制不是将信贷分配给维持工资不断上升的企业家，而是分配给了在政府默许下成功地压低工资的企业家。美联储发行的美元越多，世界工资也就必须降得更低以阻止全球通货膨胀。美元经济体扩张得越快，以美元计算的工资对物价比率也就越小。在美元霸权下，那些藐视低工资铁律的经济体将受到金融危机榨干其美元外汇储备的惩罚。

“美元霸权使凯恩斯式的国内需求管理失效。即便在金融核心区，以提高工资管理需求在经济上也不再必要，因为可以消费低工资边缘区生产的低成本产品。从而，在美元霸权下，除了其传统的价值储存和交换媒介的功能之外，货币还有了另一种向工资征税的功能。这种货币向工资征税的功能跨越各国边界地发挥作用，为全球各地的工薪阶层带去贫困，并使之长期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之称为工资套利，它内在于金融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指出，工人并未受到帝国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的不公正的剥削。在美元霸权下，根据新的李嘉图式工资铁律，工人的凄惨命运是哈耶克非道德的市场科学主义的逻辑结果。金融丛林法则已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最终目标。

“……在美国，无业可就的工人指责海外的低工资工人，而不指责美元霸权，这一可预期的命运对于世界各地的工人都一样。国内的阶级冲突已转化为相互竞争的国家经济中的工人的民族主义争斗。美元霸权阻止了非美元经济体通过以本国货币标价的主权信贷为充分就业和提高工资融资。在解除管制的外汇市场中运作的美元霸权压低了各经济体之间的购买力差距，从而使美国外包其高工资工作有利可图。”
[44]



自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以来，国防领域和金融领域一直是一国的两大关键敏感领域。实际上，这两大领域中的任一个若被外国掌控或操纵，该国就如同虚设。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在金融领域的受控为其带来了灾难性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由于美国在这两大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有另辟他路。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考察科学发展观，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社会、市场协调合作、和谐运作的社会，而非是一个为强势集团操控，尤其是食利者集团、代理人集团操控的社会。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为挽救其执意实施美元霸权而不顾后果带来的世界经济和自身增长困境，已发动了两场战争。当前，她极力推动中国走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从而任由它支配之路，居心已是昭然若揭。2006年，日本进行邮政改革，放出了一大批资金，又随后调整其维持近10多年的隔夜利率，已是日益加深地走向与美国共生并相竞争的金融自由化。中国与美日等玩虚的或虚拟的，必败无疑；中国只有逐步扎实地提高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才能有自己的一席容身之地。实际上，在美日大肆吹泡沫之时（它们现在确实也有这么做的资本和条件），中国务实地做好制造业，培养精干的金融队伍，树立自己的民族品牌等等更能受到肯定。

概言之，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发展，唯有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停止不惜一切代价地对美出口政策，建立自己的货币主权（即主权信贷），根本性地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使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大幅度改善国内的消费能力，打破当前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制约。

确实，中美关系之重要，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问题是，中国也有如东南亚国家一样的发展趋势，成为美国的“人质”，也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公共及私人部门购买的美国债券和对外投资连同其他国家的类似资产，正与美国的高额双赤字形成当前的“金融恐怖平衡”。虽然当前国人对人民币升值问题讨论得很多，也充分认识到国际金融体系潜在的风险，但由于未在资本账户完全放开的背景下经受一次金融危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经济危机，最后发展为政治危机背后的美元霸权因素认识不清，忧患意识极为薄弱；许多人还醉心于当下的高速发展，我们能够防患于未然吗？

鉴于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中国应将解决现存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切实把如何促进国内发展摆在首位，不断提高工薪阶层的工资，增加农民收入，为打工者规定一年底薪等。社会主义并不拒绝财富，而是拒绝分配不公。一个收入和财富高度失衡的社会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
[45]



当前，中国摆脱美元霸权，通过发放主权信贷，启动国内发展规划，具有最佳的时机。实际上，自进入21世纪以来都有着良好机遇。朝核、伊朗核、中东问题正耗尽美国的大部分实力。

我们时代的根源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动荡，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美元与黄金的脱钩，由此形成的美元霸权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高度剥削性的金融和贸易体制。

不论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来说，还是就作为一个个体的中国来说，当前的发展都已到了关键时刻。当前，美元霸权与支撑美国全球霸权的另两根支柱美国军事及科技优势、政治及文化影响相辅相成，渗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领域、各层次。美元霸权已整个地颠覆了传统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尽管廖子光先生对此已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士参与其中，深入地探讨其运作机理和如何彻底地粉碎之，为一个平衡、有序、稳定、持续发展的世界奠定基础。

******

2006年1月，廖子光先生授权和委托我们从“全球经济与金融”、“全球地缘政治”和“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三个方面对他的著述进行整理和翻译工作。《金融战争——中国如何从美元霸权中突围》是我们整理和翻译的第一本，是关于“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按照作者的意见，我们对编入本书的每篇文章都注出了其最初的发表日期及其他相关信息，以充分反映文章的时效性。

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林贤剑、林小芳合译第1、5～7章和第9～11章初稿，黄芳、林小芳合译第2～4章、第8章初稿，张先迪、林小芳合译第12～21章初稿；其中，第1章第二、三、四节主要分别由胡迎春与关付新、严海波、刘元琪译，胡迎春、关付新、王梦熊还参与第11章的部分译事，全书由林小芳、刘元琪、查君红和林贤剑校译和统稿。由于本书涉及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历史、哲学等众多领域及其专业术语，加之时间紧迫，尽管我们作了不少努力，还是不能肯定这个译本究竟有多少错漏，我们恳切希望各界同仁不吝赐教。

林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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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美国霸权：阻碍全球与中国发展的祸根


 第一章 美元霸权与新型全球帝国

美元霸权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在人类金融事务中，首次出现了由一国不兑现纸币通过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强加的货币霸权，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使这种货币霸权的形成成为可能。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全球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各经济体臣服于美国经济的工具；世界贸易现在是一种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的游戏。美元霸权使美国金融霸权成为可能，从而使美国例外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可能。全世界低工资的出口国，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不惜一切代价地自残性出口竞争，不明智地以“高消耗、高污染、低工资”增长模式为美国源源不断地输送真正的产品财富，而换来在国内不能使用的美元纸币，并造就了它们现在敢怒不敢言的美国全球霸权。



 一、美元霸权的起源、演变和影响
[1]



经济学教科书上常常说外汇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并且倾向于无视影响市场供求的社会政治因素。

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建立在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基础之上，美元占全球货币储备的比例从10年前的51%增长到现在的68%。80%的外汇交易是通过美元进行的。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部贷款都是以美元标价的，大部分外币贷款也是如此。然而，美国占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比例只有11%（世界总量是9.1万亿美元，美国总量为1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口的比例是13.8%（1.260万亿美元）。商品价格和汇率的变动导致2003年的世界商品贸易价值比2002年提高了10.5%。自1995年以来，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美元价格第一次全面提高。2004年，世界人均商品出口额达到1562美元，也就是说每天4.30美元。而在64亿世界人口中，30%的人一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不足人均出口商品价值的四分之一。


（一）美元霸权的起源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持续的财政和贸易逆差将掏空美国黄金储备的压力下，放弃了美元同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此后，美元成为一种无任何国家财政和货币纪律约束的不兑现纸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由黄金支撑的可靠货币美元确立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基准货币，其他各国货币都以极少发生变化的固定汇率盯住美元。固定汇率体制的目标是维持贸易国家的诚信，防止其陷入长期的贸易逆差。人们并没有料想到它会支配贸易国家的生活标准，因为后者是由汇率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衡量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国际经济学界传统智慧构思下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考虑到世界贸易融资所需求的跨国资金流动。从1971年开始，美元就从一种由黄金支撑的货币转变为一种只有美国可以任意发行的全球性储备货币工具。同时，美国继续承受着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

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开始。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即作为一种不兑现纸币的美元担当着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具体而言，自1971年以来，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一直不是以黄金为基础，而只是建立在迫使所有关键商品都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地缘政治实力之上。


现实的运行情况就是如此的荒谬。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元一直是全球货币储备工具。美国，也只有美国，才能够依法生产不需要黄金支持的美元纸币。尽管最近有所调整，美元的汇率还是维持在18年中贸易权重的高位，而毫不顾忌美国早已是世界最大债务国，其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已经创记录。截止到2004年9月15日，美国的国债是7.38万亿美元，以每天16.9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同期，其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73万亿美元。


（二）美元霸权的演变和影响


1991年冷战的结束推进了解除管制的金融市场全球化，这使大多数经济体允许不设限地通过电子网络操作跨国界资金流动。此后，以不兑现美元纸币为基准的巨大外汇市场发展到日交易量超过2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和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许多货币开始以美元为基准自由浮动，这不是对市场的力量做出反应，而是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为了维持其出口竞争力和抵制美元霸权对其国内生活标准的影响，许多贸易国家将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作为其经常性且最后诉诸的选择。


自1991年以来，金融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具有最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其双重赤字均是以美元纸币融资的，而美元不仅继续充当国际贸易的主要储备货币，而且更重要的是继续充当国际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元霸权的形成使美国能够以其资本账户盈余消除国际收支失衡，以此平衡否则将造成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国际收支失衡的持续性贸易和财政赤字。


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的放松银根政策，为从贸易赤字中分离出的财政赤字融资，这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可以吸收日益攀升的债务，却不改变债务与资产比率，并造成被重命名为“增长”的、事实上但非公开的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将这种虚幻的增长吹捧为外国投资被吸引到美国资产的原因所在。美元霸权所做的是将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失衡转变为美国经济中以美元标价的债务泡沫。美元持续地丧失购买力，而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价格日益攀升，反映这种资产价格的经济高速增长又为美国债务和资产的持有人带来了名义上的高额回报。


美元霸权下的世界贸易是一种这样的游戏：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相互联结的经济体不再为了获得李嘉图式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它们在出口行业竞争，获取所需的美元清偿以美元标价的外债，并积聚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汇率。


为了防止本国货币在解除管制的市场上遭受投机性和操纵性攻击，全世界的央行必须获得并持有相应数量的美元储备，以预防其货币流通的市场压力。某一货币贬值的市场压力越大，其中央银行必须持有的美元储备就越多。只有美联储免于这种压力，因为美国可以不受限地任意印发美元。这就为强势美元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反过来又促使所有的中央银行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使美元更为坚挺。这种反常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其得以建立，是由于地缘政治建构的特征，即关键性的商品，尤为突出的是石油，是以美元标价的。每个人都接受美元，因为它能买到石油。自1973年以来，美国容忍石油出口垄断，而美国向那些产油国攫取的筹码是以美元标价的石油和石油美元的循环。一国货币的交易价值不再取决于该货币发行国的生产率，而是取决于其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规模。

讽刺性的是，在产油国从以美元标记的油价突然上涨中获益的同时，它们促成了维持美元价值的需求。从而，三个条件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美元霸权：首先，1971年，由于美国海外开支造成的财政赤字引起美国黄金储备的大规模锐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抛弃了布雷顿森林体制，并中止美元与黄金相挂钩。其次，石油是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之后以美元标价的，随后是其他的关键商品。第三，1991年冷战结束后，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形成，推动跨国界的资金流动成为常态。


在汇率自由浮动的背景下，对资本和外汇控制的总体放松使得各国货币遭受投机性攻击经常发生。此后，各国中央银行一直被迫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以备消除本国货币在金融市场中遭受突发的投机性攻击。从定义上看，美元储备必须投资于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从而为美国经济制造出资本账户盈余。因此，美元霸权阻止了出口国在国内消费其从对美贸易顺差中挣得的美元，并迫使它们为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融资，从而把真正的财富输送到美国，而换来为美国债务融资，进一步发展美国经济的特权。


即使在经过长期的大幅调整之后，美国股票的价值仍然位于25年来的高点，其交易溢价比新兴市场的平均值高56%。1996年到2003年，美国股票资产的价值上升了约80%，欧洲上升了60%，而日本下降了30%。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股票资产缩水一半以上，其中80%左右的为美元形式，即便当地货币也经过了大幅贬值。虽然自1986年以来美国就成为净债务国，但其国际投资的净收益还是保持着正增长，美国海外投资的回报率一直高于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回报率。这反映出美国经济的总体实力，而其实力源于美国是唯一能在累积外债的同时，还能享有由主权信贷带来的收益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

货币数量论显然在起作用。美国资产的增长和美元数量的增长并不同步。尽管所有部门的价值下降了80%，美国公司仍占全球市场资本的56%。从1990年至2001年，道琼斯工业指数（DJIA）的累计回报率为281%，而甚至在不计算日本的情况下，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MSCI）发达国家指数的回报率也只有12.4%。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仅有7.7%的回报率。


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转而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而且，任何资产，不论位于何地，只要以美元标价，本质上就是美国的资产。当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使石油以美元标价时，鉴于美元是不兑现纸币，美国本质上就无偿占有了世界的石油。
 货币数量论主张，美国印发的美钞越多，美国资产价格上升越高。根据新古典主义的界定，只要工资不提高，资产价格的上升不是通胀。从而，强势美元政策为美国带来双赢，而世界各地的工人，包括美国国内的工人，交出了两倍的损失。

历史上，全球化过程一直是国家行为的产物，各国一直采取行动抵制国家主权遭受市场力量单方面的压制。货币垄断无疑是单个国家对贸易施加的最根本限制。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11年后，美国的建国者在斯密的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制定了美国宪法，成文、理性地表达了对贸易垄断和政府限制贸易政策的憎恶。斯密最憎恶的政策就是当时所有强国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我们需要记住，斯密有关限制国家行为的观点只是适用于关于贸易限制的重商主义问题。斯密从不支持政府容忍贸易限制，不论该限制是来自大企业垄断集团，还是来自其他政府。

重商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确保一国出口额高于进口额，在当时，贸易盈余都是以金属货币来结算的，也就是以黄金支撑的硬通货，而不是不兑现纸币来结算的。以黄金支撑的贸易盈余使英国等顺差国家能够投资于更多的工厂，制造更多的出口品，从而为本国带来更多的黄金。而美洲殖民地等出口地区，不仅耗尽了维系其货币的黄金储备，导致本地货币的自由落体式贬值（这与当今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所面临的情况并无两样），而且缺少多余的资本来建造工厂，生产出口品。因此，美洲尽管拥有丰富的铁矿石，还是只能出口生铁到英国，来换取英国的铁制品。

1795年，当美洲人最终意识到他们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并开始募集欧洲资本（主要是法国和荷兰的）以着手建设制造业时，英国颁布了《铁制品法》（Iron Act），禁止在美洲制造铁制品，这导致了新兴的殖民地居民的巨大不满。斯密赞成与英国政府所持立场相反的政策，即支持促进国内经济生产和自由的对外贸易，这种政策后来被称为“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因为英国无法接受这种异端思想，所以拒绝以英文命名。虽然字面意思是“放任不管”，但自由放任的实质意思根本不是那回事。它意味着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来抵制重商主义。推崇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宣传“自由放任”就是政府不干涉贸易事务时，都暴露了其根本性缺陷之一：他们是完全不合格的历史学者。

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它能通过低成本的进口维持美国的低通胀，也使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资产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十分昂贵。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政会上自豪地将这种安排称为美国的金融霸权，它使得美国经济在其他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繁荣发展。它扭曲了全球化，使之成为一种为了得到自1971年以来就不再由黄金支撑、近十多年来也不再由任何经济基本原理所证实的全能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最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最高的环保代价生产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商品的“向底线竞争”过程。

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它剥夺了它们大量的出口成果，使其国内经济缺乏资金，因为所有盈余的美元都必须重新投向美国国库券以防止本国货币的崩溃。

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为了充当全世界最后诉诸的消费者，美国经济已被推进了因挥霍消费和账目欺诈而日益扩大的债务泡沫。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税收或利润的支持，美国的资产净值和房地产价格不可持续和不合理的增长意味着美元事实上的贬值。讽刺的是，最近美国的资产净值从2004年的顶峰跌落下来和预期中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反映出美元更为走强的趋势，因为同等数量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缩水的股票和财产。美国国内美元购买力的提高造成了它与其他货币购买力之间程度不同的差距，致使实行可自由兑换货币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的物价高度不稳定，如香港和一直持续到最近的阿根廷。对美国来说，美元汇率的下降实际上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从而，由于美国经济中存在债务泡沫，强势美元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债务已将美国的美元政策推向极端。

货币汇价的规定已不仅是主权国家对本国货币行使主权的实践。美国借助于美元霸权，在全球自由贸易的名义下，篡夺了其他国家为支持其民族经济规定本国货币兑换价值的特权。美国对汇率的立场一直是不一致的。80年代美元升值时，美国为了保护出口贸易，将固定汇率奉为至理名言。近年来美元不断贬值时，美国为了转嫁对其贸易逆差的责难，抨击固定汇率是在操纵货币。现在，它的目标是盯住美元已长达十多年时间的中国人民币。当其货币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以固定比率钉住美元时，该国如何能够操纵其货币的汇率呢？所有的操纵都来自于美元，而不是人民币。


世界经济通过技术进步和无管制的市场已经进入一个生产能力过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总需求管理是明显的解决办法。然而，目前情况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买不起这些产品，从商品生产中获得利润的人消费不了更多的商品。美国市场规模尽管很大，但也不足以吸收全世界不断增长的新的生产力。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全世界人口需要公平地参与消费。然而，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却继续将充分就业和工资上涨视为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而通货膨胀被认为是货币稳健的威胁。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美元霸权的实质
[2]




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实现单边政策自主，本质上能对持有或使用美元的经济活动征税和掠夺，这导致：一方面美元强势，全球2/3的资本流入美国，使美国经济泡沫化、腐败化；另一方面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不是出于比较优势，而是为了稳定货币和赚取外汇还债，不得不采取过分出口导向的工业战略，以自残性的价格向美国出口，最终使国民买不起自己生产的商品或进口的商品，需求一直不振，同时教育科技等长线建设萎缩，人民福利下降。



（一）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文化霸权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被法西斯主义政府监禁于狱中时，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概念：控制了人的思想，也就控制了人的心灵和躯体。葛兰西解释了，一国统治阶级如何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支配，来确立它对其他阶级的控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力量塑造了社会结构，而葛兰西认为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指出，一旦建立了意识形态权威或“文化霸权”，就没有必要公开使用武力。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新自由主义鼓吹下，市场占绝对优势，竞争十分激烈但并不公平，社会公正被践踏，暴力被合法化。各国的许多公共和私人机构都真诚地认为，他们正致力于创建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却无意地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暴力胜利。然而，现实证据表明，在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下，永久繁荣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空头承诺，更不用说对所有国家了。

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自豪地使用“霸权”一词来正式地描述美国金融地位的显赫和结构优势。与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不仅涉及道德有效性，还涉及权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显然在实践中非常奏效，因为奉行该意识形态的全球霸权国已建构了一个“真实”世界，借助于“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个“真实”世界似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理论上的合理性。无论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引发了多少社会经济灾难和金融危机，又造成了多少失业者和流浪者，市场原教旨主义就像“上帝”一词一样，仍然被鼓吹为挽救人类唯一可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论调解释了这一切。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奴役尽管不幸，还是强于饿死。它错误地认为，被奴役，还是饿死，两者是人类文明的自然选择。据世界银行估计，在过去的二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全世界新增了高达2亿的贫困人口，使世界贫困人口总数超过15亿，占世界62亿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全球化促进全球繁荣的断言还是不容置疑。

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称，开放的经济体已显示出最高增长率，这是美国推进文化霸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克林顿正好说反了：那些国家的最高增长率源于结构性优势的综合条件，而正是这些国家正在进一步推动较贫困经济体的有选择开放。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最根本缺陷就是，它选择性地推动资本完全不受限制地跨国界流动，却没有推动劳动力以相同的方式流动。


资本无法脱离劳动力而存在，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劳动力，资本只是闲置的财产，无法提高生产率。只有劳动力可以在全球化的体系中自由地流动，才能出现真正的开放。当前的体系并不算真正的全球化体系，只是美国金融霸权通过美元霸权在全球的扩张，是美国货币——美元——统治全球经济。



（二）外资骗局与美元霸权的实质


在世界金融和贸易中，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制造美元，而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美元购买的产品。由于长期的财政困境，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放弃了美元同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阻止美国国库黄金外流，从此，美元作为法定货币，从理论上失去了世界贸易储备货币的地位。

尽管30多年来美国财政和贸易长期赤字，美国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元还依然是世界贸易的储备货币。美国虽然担当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首要支持者之角色，但为了国家利益藐视市场动力，维持强势美元的政策。


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世界贸易储备货币，实际上是发行国通过该货币向所有参与世界贸易国征税。
 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种货币的通行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政府征税的能力。在一国范围内发行货币是政府的意志，货币是为了纳税人支付税收而发行的。正如经济学家兰德尔·雷（Randall Wray）所概括的那样，国家货币理论
 （The Chartalist）认为，所有政府有权以其发行的法定货币征税，无须外资就能发展本国经济。因此，即使在一个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中，主权信贷也能够让政府为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融资。该理论的逻辑是，税率过低导致货币需求量减少，长期的预算盈余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可持续，因为它挤占了经济信贷。英国在南非的殖民政府就曾以土地税，促使悠闲的当地人使用英国货币和从事金融活动。

从而，按照这种理论，一个国家既无须背负主权债务，又无须外国贷款或投资，就能够以主权信贷为国内发展需求提供资金，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高速增长，而且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惩罚。但该理论只局限于基本上封闭的国内货币体制。在全球化体系下，尤其是在无管制的全球金融和货币市场中，参与新自由主义国际“自由贸易”的国家由于存在外汇问题，因此这个理论也就不适用了。在这个体系下，任何国家无论采用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只要其为合法的国内需求进行融资而印发的本币超过外汇储备，其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就会遭到攻击。因此，所有非美元经济体甚至在满足国内需求时，也被迫吸引美元外资。但是，非美元经济体在吸引外资前，必须储备美元。即便实行了资本控制，外资也只会投资于能赚取美元的那部分出口行业。但是，出口经济体从贸易盈余中积聚的美元只能投资于美元资产，这剥夺了非美元经济体发展国内行业所需的资本。应对本币遭受如上攻击的唯一办法是取消其可自由兑换，而这样做将赶走外国投资。因此，美元霸权使所有其他法定货币从属于作为关键储备货币的美元，剥夺了非美元经济体政府为国内发展而发放主权信贷的权力，使其资本极度匮乏。


正是为了阻止上述货币攻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以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从制度上保证了对资本国际流动的紧缩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家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普遍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家发展是不受欢迎的、不必要的。贸易在大多数国家经济中只占相对较少的份额，一般以本国货币盯住与黄金挂钩的美元的固定汇率进行结算。为了反映参与国际贸易的各经济体的相对实力，那些固定汇率只进行缓慢的和定期的调整，这被预期将加强，而不是压制国民经济。汇率的影响仅局限于国际贸易融资。人们并未想到汇率调整将支配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国内发展，并被视为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根据国家货币理论，外资除了推进帝国主义的议程之外，毫无其他有意义的国内用途。从而，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向其贸易伙伴征税，使这些国家失去了用自己的货币发展国内经济的能力，迫使它们寻找美元贷款和投资，而只有美国才能不受限地任意印刷美元。


凭借蒙代尔—弗莱明理论（The Mundell－Fleming thesis），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认为，在国际金融中，一国政府在如下三项中选择：一是汇率稳定；二是资本自由移动；二是政策自主（充分就业、利率政策、反周期的财政扩张等）。由于全球市场缺乏管制，政府只能选择其中的两项。

通过美元霸权，美国是唯一可以挑战蒙代尔—弗莱明理论的国家。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十多年，美国一直使美元纸币远远高于其实际的经济价值，吸引资本账户盈余，在美元霸权统治下的全球化体系中执行单边政策自主。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关键性商品，尤为突出的是石油，都用美元标价，美元成为超级大国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这一事实是美元霸权得以形成的基石。美元霸权使美国金融霸权成为可能，从而使美国例外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可能。


凯恩斯主义的出发点是，充分就业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在适当工资水平的充分就业情况下，通过调节性货币政策就可以最好地处理所有其他的经济无效率。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将这个原则颠倒了，它将偏爱转向供给（生产），货币主义者支持萨伊定律，对通货膨胀十分恐惧，他们宣称失业是反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工具，从长期看，稳健货币将产生最高的可能的就业水平，但一直存在着一定水平的失业率，他们称这种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其经济学术语就是非加速通涨失业率（NAIRU，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没有任何单一的经济体能以牺牲世界上其他相互依赖的国家为代价长期获利。目前迫切需要重组全球金融体系结构，以恢复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制度，调整世界贸易体系，体现基于全球充分就业与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真正的比较优势理论。做到这一点，关键的出发点集中在美元霸权上。


 三、美国的货币政策与美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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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开始，美元相对于欧元已经从其峰值跌落了30%，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也在贬值，但美国现政府仍然正式称，将维持长期的强势美元政策。本部分首先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强势美元政策的情况，其次分析这一政策走入危机并开始采用弱势美元政策的原因，最后总结指出，美国货币政策的实质是选择性的强势美元政策。具体而言，美元贬值是有选择性的，美元主要针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而对亚洲国家等出口国仍维持强势，并且美元不可能大幅贬值，这是美国维持美元霸权，从而维持资金和廉价商品流入美国所必需的。从新帝国主义的美元霸权视角出发，可以深入地剖析美国货币政策的实质及其可持续性。



（一）十年的强势美元


由于2003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接近6000亿美元，联邦赤字达到4500亿美元，这样美国每个工作日需要吸引大约5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大部分来自海外。这相当于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5%。假定保守的货币周转率为5，外国资金流入支撑了25%的美国经济。弱势美元被认为能够更容易地满足上述融资需求，并有助于减少贸易赤字，这是通过使出口更为便宜和进口更为昂贵实现的。但是，美元不断贬值将减少外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资产额，促使美国债券的持有者卖出债券。从而，美国财政部选择性的强势美元政策的目的在于，阻止日本等美国债券的大的外国持有者退出美国债券市场，保证美国所急需的资金留在美国。

美国政府已经锁定强势美元政策近10年了。从克林顿政府到现任小布什政府都一直正式执行强势美元政策，而美国财长约翰·斯诺在2003年7月中旬于法国召开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界定的强势美元政策却被市场解读为美元走弱。斯诺解释说，“你们希望货币强势，就是希望人们对你们的货币有信心，也就是说，你们希望看到一种作为良好兑换媒介的货币”。这描述的是稳健美元政策，而不是强势美元政策。斯诺所言的真实意图是，希望日本和中国等国继续购买美国债券。

从2002年开始，美元相对于欧元已经从其峰值跌落了30%，但这还没有到终结强势美元政策的地步。美国一直乐观地看待美元仅仅相对于选择性的货币快速下跌。自美元在2003年6月中旬达到该年的低点以来，美元兑欧元已反弹了6个百分点。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将是维持对长期美元市场的支持。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被普遍认为是强势美元政策之父的罗伯特·罗宾，在1995年1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不久，就宣布了强势美元目标。罗宾理解，根据里根政府的马丁·费尔德斯泰因（Martin Fieldstein）经济学研究结果，资本账户盈余可以解决经常项目赤字。强势美元是资本账户盈余加经常项目赤字战略的关键，这是美元霸权的中心环节。

该政策充分利用了其他国家以低估的货币进行出口竞争的本能偏好。美国将对世界的出口经济体开放其巨大的市场，并迫使它们的资本流入，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强势美元确保美国公司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使全球一起支持强势美元。美国贸易伙伴的中央银行如果想使其货币免受投机性攻击，美元霸权就迫使它们以美国债券和资产的形式持有其贸易盈余。国内货币贬值将引起国内利率提高，从而使需要清偿和分期偿还的美元贷款更为昂贵。

克林顿时期的预算盈余并没有减慢资金的流入，这易于兼并、收购的融资和新股发行（IPOs）。充裕的资金和贷款来自于出口经济体低工资工人及其微薄退休金的支持，它们使美国经济能够在新的科技领域冒险，例如，这些领域包括驱动网络公司升温的数字电讯业，孕育对冲基金业的结构性金融业，以及各种新出现的金融和会计业。财富创造的速度与美国印发美元的速度相当，几乎没有通货膨胀的惩罚。世界的其他国家把他们消费不起的产品运送给美国消费者，交换回来的是满足美国消费者负债能力的美国金融系统的美元纸币（它们只是一些纸张）。


一个称作金融服务的新经济部门开始形成。这就是“强势美元符合国家利益”这句口号的真实意义。
 美元是一种法定货币，却被使用为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储备货币，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向世界其他国家征税。世界工人的生计开始依赖美国消费者持续负债的胃口，而美国消费者的负债来自于世界低收入国家政府对美国的贷款（指它们持有的美元债券、美元储备等美元资产）。新帝国主义通过世界穷人为世界富人的高生活水平融资来运行。这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资本剥削劳动力理论。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全球化中，不仅劳动力，而且甚至资本也来自被剥削国。

若不是从低工资工人那里压挤挣来的资本在华尔街通过欺诈和庞氏骗局被挥霍浪费的事实，《华尔街日报》所称的民众资本主义倒不是什么坏事。由于国外资金流入而得到融资的新冒险业确实增强了美国经济。但是，由于除了美元之外，美国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没有资金流入快时，过多的资金很快地流向大规模的金融操纵和欺诈，从而导致诸如美国长期管理公司、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环球公司的金融丑闻以及成千上万其他不为人所知的公司破产。

由于众多的海外进口，美国的国内工作机会数以百万计地消失，与此同时，海外工人被告知要感谢野蛮工资和血汗工厂的条件，至少使他们免于饥饿。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美国官员并不承认他们的管制失败，而是欣慰地认为，金融衍生品已经抹平大规模的金融动荡。他们自称的“抹平”实际上是使破坏延续更长。

投机的财富效应掩盖了工资和工人福利的不断下降，而普通民众根本承受不起投机的风险。如今，伴随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的冲击和蓝领制造业及白领高科技部门的空洞化，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长达十几年的低增长，而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作证称，通货紧缩的威胁仍然是“遥远的”，思考就业问题比从事就业问题更为重要。

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只有在一种全新的美帝国战略之背景下，才有其完整的意义。美国制造业和通信数码业的空洞化成为美国控制世界，以保护其离岸外包的无法抗拒的理由。毕竟，石油的分布是大自然配置的，而美国制造业和数据处理业的分布是“自由”市场配置的；美国既然已为保护石油供给而战，难道就不应该为保护制造业和数据处理业的供给而战？


在上述战略中，美国只需要保证两件事情：一是快速部署到全球各地的强大军事力量；二是印发美元来购买世界为出口到美国而生产的一切物品的美元霸权。
 由于国内农业被工业挤出，大英帝国进口食物的需要是合理的。同样，由于国内生产被金融服务业挤出，美帝国进口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是合理的。


这一大战略有两个难点：一是为了建立理想的帝国，美国工人将不得不为服务部门做出牺牲，大量的蓝领和白领工人将陷入困境，以至于民主政治将出现问题；二是世界其他国家并不愚蠢，它们不可能臣服。
 因此，国内的自由和民主将不得不以本土安全的借口而更改，而外国的抵抗将不得不以自由和民主的借口而遭到镇压。“反恐战争”就是为这一大战略量身订做的。

有清晰的迹象显示，美国工人并没有停止反抗。众议院议员伯纳德·桑德斯（弗蒙特州无党派人士）在7月16日的国会听政会上抨击格林斯潘说：“我长期地关注到，你很不关心我们国家中产阶级和劳动家庭的需要，你主要代表富人和大公司的需要。

“我必须告诉你，你今天的证词只是证实了我对你的怀疑。我敦促你——我说这话时是严肃的，因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你简直不知道现实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敦促你与我一起去弗蒙特州，看看人们的现实生活。乡村俱乐部和鸡尾酒宴会不是美国人的现实生活。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都是特例。

“你谈论改善经济，但是，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已经失去300万个私有部门的工作，长期失业人数超过3倍，1994年以来失业人数不断提高。

“我们有4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140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障，千百万老年人负担不起处方药，中产家庭由于没有钱，而不能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破产事件上升了破纪录的23%，商务投资处于超过50年来的最低水平，高级主管们的收入是他们的工人的500倍，中产阶级正在缩减，所有工业国家中，我们的穷人与富人的差距最大，这就是改进中的经济。

“你，为废除最低工资并且给予富人最大的税收减让已经辩护了多年。

“仅仅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已经失去了2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这相当于我们10%的劳动力。沃尔玛已经取代通用汽车，成为美国的主要雇主，支付给工人的是温饱工资，而非生活工资，所有这些对你都不重要。”


（二）弱势美元？


正当格林斯潘失去他一贯正确的形象时，美国力图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用弱势美元来拯救挣扎着的美国制造业。其逻辑是通过弱势美元政策来增加出口，而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格来保护国内产业。在此条件下，美国不反对弱势美元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事实是弱势美元政策使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而引起进口量下降时，总进口价值并不一定减少。同时，当美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越来越具有竞争力时，美国进口的减少可能会导致国外对美国出口商品购买力的下降。因此，美国可能会增加其出口量，但总出口价值不一定增加。根据传统的思维，当公司面临通货紧缩和持续虚弱的国内经济威胁的时候，弱势美元未必使美国公司加大在美国的投资和采购计划，除非他们能够确信美元将不会很快反弹回来。如果美元长期摆动在低水平，公司可能决定从新的更便宜的工厂采购更多原材料，包括可能在美国，但是这也不可能使高工资的美国比亚洲和拉丁美洲有竞争性。即使一个美国低收入的非法移民工人也会要求比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低级管理人员高的工资。当然，短期货币波动不会使他们做出重新采买的决定。要想让制造业就业机会回到美国的唯一办法是迅速增加七国集团之外国家的工人薪水，从而迅速增加七国集团之外国家工人的购买力。

迄今为止，即使美元对欧元处于4年来的低水平以及美元对加拿大元处于6年来的低水平，海外投资者仍选择不抛售美国的资产来对冲他们货币的风险。然而，现今无管制的金融市场能够突然反转。如果美元加速下跌开始破坏资产市场，并推升利率，美国可以充分地重新启动现在处于半休眠状态的强势美元政策。新近的预算和贸易赤字的出现，破坏了本来已经动摇的市场情绪，增加了抛售美元的风险。双赤字意味着美国每天需要强大的美元流入来维持其价值，如果外国投资者对美元可能大幅下跌变得充满恐惧，美元的流入将终止。已有迹象表明，美元流入减少正发生于美国资本市场。最近的交易数据显示，在7个星期内，美国股市的资金净流出占其总市值的1/6。美元的走势是确定的：不断下跌的美元使美元下滑得更快。


（三）美元霸权与不均衡的世界经济


2003年7月份，日本银行试图暗中干涉外汇市场，用日元大量兑换美元，旨在阻止日元的上涨，帮助其挣扎中的出口商。据推测，当美元对日元跌到两年来的低点时，日本银行仅仅在一个星期一就用去1万亿日元（相当于85亿美元）。为了阻止日元对美元升值，日本银行在5月份购买了340亿美元。

然而，即便市场参与者被日本银行的干预吓退，市场上对美元的情绪仍然极度高昂。投机者还是可以找到欧元等较少官方干预兑美元汇率的货币。欧洲中央银行制度化地阻止欧元下跌，但却拥有很少的权力和工具阻止欧元上升。在欧洲中央银行形成时，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当1999年欧元发行时，大多数观察家希望欧元增强对抗美元的能力。

由于过去20年的经常项目赤字，美国的净外债现在超过了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并且继续以近20%的速度攀升。美元霸权一直支撑着美国净外债的不断扩大。以美元作为贸易储备货币为目标的美元霸权延续不变，使向美国出口的国家以美元的形式保存贸易盈余，从而被动投资或贷款于美国经济。如下已成为一种现象：美国制造美元，而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美元可以购买的产品，这使美国贸易赤字是可容忍的，并且贸易赤字对美元汇价的影响微乎其微。

自2000年初以来，各种指标显示，美元逐渐、有序地贬值了10%～20%。迄今为止，它已经抵消从1996年起的过去6年半时间内所增长的1/3～1/2。从1996年开始，美元在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上大幅上涨，这引发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果美元保持下降，只要美联储维持接近零利率的政策，在未来的2～3年，美国每年的经常项目赤字可能下降1000～2000亿美元。由于美元的下跌对进口的影响到这种程度，将使经常项目赤字从峰值的6000亿美元缩减50%以上。这意味着即便美元汇率下跌降低了美国产品价格，对美国出口的经济体也将没有头寸消化更多的美国出口。但是，由于美元霸权，除了美国之外，其他任何国家只要维持美元贸易赤字，其本币都将遭受崩溃的惩罚。

美元下跌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才刚刚开始在债券市场和美国资本账户中显示出来。小布什政府已经接受这次调整，并经常重申汇率应由市场调节，抵制任何中断下跌而可能直接干预的想法。但是市场知道，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美联储不同于其他中央银行，可以间接地干预外汇市场。美联储拥有无约束的美元资源，它通过伯南克所称的“印钞机”，可以在保持美元低利率的同时，保持相对较高的美元汇率。
 其他中央银行不能印发美元，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目标。

一些经济学家建议，美国可以把经常项目赤字保持目前水平的一半，也就是每年2500～300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GDP的2%～3%）。在此水平上，美国的净外债对GDP的比率可稳定在30%～35%，低于通常的40%“危险区”。考虑到美元每下跌1%会减少100亿美元的外部不平衡，美国的贸易加权汇率需要从最近的峰值下降25%～30%。因此，目前美元的贬值可能仅仅达到所需距离的一半。由于美元霸权，通常的40%危险区可能不适用于美国。

不过，迄今为止，美元的下跌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具有选择性。美元对欧元下跌了近30%，而对日元只下跌了约15%。美元对人民币从1994年的1美元兑5.8元人民币上升到1美元兑8.278元人民币。但是，既然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它对外汇市场的影响是无关紧要的。中国的央行为了出售美元，将不得不接受其他外国货币，而非人民币。

集中关注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并未抓住真问题，因为迄今为止，日本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债权国，而中国是第二大外汇储备持有国。至于中国的出口，许多经济学家都已经指出，根据其人口规模，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仍然是很小的。世界银行报告评估，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20%，而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将是9.8%。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本推高日元来减少其贸易顺差，但这既未能帮助美国经济，又未能帮助日本经济。在截止到2003年6月的这6个月中，中国的出口增加了1/3，达到1900亿美元，其进口也猛增46%，达到1860亿美元。从全球层面看，中国的外贸是平衡的。中国经济正支撑着贫血的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中国的汇率政策，拒绝加入要求中国重估其货币的不断抬高的全球压力。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最近在一次华盛顿会议上就美元与世界经济演讲称，货币升值对于一些国家具有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支持与美国财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观点相左。两人都表示，中国应该使其汇率制度自由化，以便其货币符合其内在的价值。欧洲和日本也呼吁中国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制。

《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编辑许戈·瑞斯妥（Hugo Restall）7月31日写道：“亚洲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不仅夸大了中国威胁论，而且应该说中国是造福它们经济增长的引擎。

“事实上，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利益非常相近，这是因为两国的经济具有互补性。你甚至可以说，中国是美国的一个经济殖民地，它的货币如此紧密地盯住美元，美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它们的低成本制造基地。

“进一步地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出口国最具生产力的部门主要由外国人操纵，并为外国人赢利。它们接收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那却是部分以提供优惠税待遇及其他对跨国公司的激励做交换的。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出口其产品，而且出口其利润，它们通过操纵公司内部的交易价格而隐藏其利润。

“亚洲走出上述困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美国应该对亚洲的发展模式保持乐观。由于亚洲一些政府的政策，它们不仅向美国输送廉价的资本，以低于真实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出售制造业产品，而且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成熟的高附加值的商品市场。到最后，留给它们的只有毫无竞争力的公司、枯竭的储蓄和不景气的资产负债表。它们必须出卖其失败银行的不良资产，到那时，西方公司便能以更低廉的跳水价购买更多的亚洲国家资产。

“亚洲继续实施其自残性的出口政策并不能让美国受益，它的突然崩溃会损害美国，因为美国的国债市场会遭受破坏，社会动荡会破坏美国工厂，美国的商品销售市场会枯竭。简言之，美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亚洲，美国现在与它们所做的有利交易并不能持久。”

很少有这样的真话说出这种出口政策的愚蠢和荒唐。在美元霸权的背景下，这种政策压低国内工资来挣得美元形式的贸易顺差。美元霸权使重商主义政策失效。亚洲的计划制定者想通过出口收入来发展国内经济的目标具有根本的缺陷。贸易只能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补充，而绝不能代替它。在非自由兑换货币的背景下，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可通过建立在国家货币理论基础上的国家信贷来为国内发展融资，而无须外国贷款和外国资本。


中国货币的价值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由此政府具有征税权，而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并非中国经济的职能。中央银行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影响货币供给，但它们不能够影响经济中的货币需求，除非通过间接的方式。


 四、美国全球帝国的经济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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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运行类似罗马帝国，它通过美元霸权使源源不断的外国商品以掠夺性的价格流入美国并以此来维持繁荣。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或者更直白地说，使美国现在政治霸权成为可能的经济繁荣是由长久处于低生活水平并深陷于出口的附庸国的进贡所维持的。这种解释可以称为美国经济表现的新罗马理论。


确实，如果一个经济体出口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出口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例如，在重商主义和金本位制下，不断积累贸易盈余的经济体积累大量的黄金，从而可以用来支付未来的进口。然而，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外贸盈余积累的是美元，一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而且，这些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这需要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出口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

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的出口部门在10多年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过大的影响。由于害怕失去中国取得大部分外汇储备的美国市场（这些储备又被迫投资到美国政府的债务上），中国外交主动性受到限制。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根据贸易理论，持续的贸易盈余和持续的资本账户赤字不符合出口国的利益。中国不是陷入这种困境的唯一国家。大多数世界出口国面对同样的问题。这是美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

当出口国的出口商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因此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好处。该国出口商是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一堆纸（美元），除非该国在未来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但是出口国不能平衡贸易，更不用说获得贸易逆差，因为贸易盈余要用来保持出口部门的增长和维持出口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长期价值稳定。于是，出口国的贸易盈余必须投资在美国的债券上。这就是美国和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经济现实。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过高估价的进口国货币和过低估价的出口国货币所推动的，因此很明显，单向流动的贸易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结束：或者出口国耗尽了它的所有可扩大的财富，或者进口国的赤字水平已经很高，出口国不愿意接受进口国的债务。出口国中央银行使经济的利率很高，使贸易不平衡长久化。而污染、低工资和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长的贫困是出口国所要承担的恶果。

例如，中国在2001年出口了40.7亿双鞋，比前一年多2.55%。但是这些鞋出口的价值是100.1亿美元，仅仅比上一年多2.4%。实际单位价值的增长是负值。广东省是中国最大的制鞋地区，年生产约30亿双鞋，占世界总产量的1/3。假定中国制鞋工人数量是不变的，那么中国在2001年制鞋业生产力下降了。而生产力保持不变或提高的唯一可能是中国制鞋业削减工人，这加重了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

当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在美国出售时，美国进口商赢得比中国出口商大得多的利润率。这部分和美国货币高估所导致的配销成本虚增和美国很高的生活水平有关。例如，一个离开中国工厂时值2美元的玩具当到达美国时加上成本值3美元。当消费者购买这个玩具时，将花10美元，由于进口花费为3美元，那么这个玩具的销售增加了美国7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利润为进口商和外资投资商所进一步挤压，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实上可能是负值。别的类型产品的数字变化很大，但是模型是一样的。2000年美国1.25万亿美元的进口直接形成了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大约占美国9万亿美元GDP的28%。


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出口直接导致中国8000亿美元的GDP损失（如果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产品完全不出口，中国通过将同样的生产力转向为国内发展生产，那么中国将使自己的GDP翻一番（该年中国GDP约为1万亿美元）。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GDP损失将更大，约为出口价值的4倍。中国出口盈余越大，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进与出之间的缺口越大，从而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越大。


美国生产力的实际增长并不像总增长数目那么大。美国政府统计的每年约4%的增长率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进口的急剧增长。
 新兴经济体不断使自己货币贬值以补贴和扩大出口，从而偿还以美元标记的外债，却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向美国的廉价商品出口缓和了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美国不断扩大货币总量，也就是说不断地印钞。20世纪90年代，输往美国的货物的年增长率大约为15%。当美国利率高于那些债权国利率时，美国经济很繁荣。看来有一种很奇怪的效应：利率的提高事实上延长了而不是威胁了美国的繁荣，因为它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系统，降低了进口货物价格，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由于财富效应，虽然工人工资增长放慢，但工人变富了）。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采取提高利率这一所谓先发性反通胀措施的真实意图。美元霸权使美国可以通过印制美元来反通胀，导致美元债务泡沫。美国就像罗马帝国：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就像战利品不断流入罗马帝国一样。这就是格林斯潘所谓的美国“金融霸权”。


美国政府生产率数目表表明，除去进口国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美国生产率增长并不大。虽然该表显示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0%之间。这种由金融体系造成的扭曲的结果是，所有出口负债国的实体经济的生产者甚至美国实体经济的生产者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实际上报酬已经和真实贡献分离，并被转让给支配者了。产品的组件越来越来自低工资和低利润的出口国，却最后打上美国品牌。全球的生产力都有很大进步，但美国进步很小。正是美国储备体系赋予美国不用遵守经济规则的特权，使美国可以从国外进口生产力并维持繁荣。

世界贸易正萎缩。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统智慧认为，全球经济减速是在消除债务过剩，从而使全球贸易暂时收缩。世界正等着美国经济反弹，以使别国再启动出口，以摆脱衰退。

然而，有理由认为，全球贸易萎缩可以这样解释：全球贸易是将财富从一无所有的人手中向拥有太多的人手中转移，而在20年后，这种不可持续的财富转移开始出现危机，从而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那些依赖出口维持增长的经济体很清楚地知道，最近的出口下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它将成为一个向下的恶性螺旋下跌，除非出口成为国内发展的补充而不是破坏。



像亚洲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应该重建它们的出口政策，应集中在区域内贸易上，这样才会带来发展而不是将财富转移出该地区。像上海、新加坡和东京等地应该停止追求掠夺性竞争优势，而转向共生的贸易政策，从而推进区域发展。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巴西的前所未有的300亿美元贷款，并不是要帮助巴西，而是为了挽救持有巴西债务的美国跨国银行。这将迫使巴西出口更多的财富以支付300亿美元及其利息，以及偿还它已有的不能偿还的债务大山。巴西如果像俄罗斯做的那样拖欠债务，也许经济情况会好一些。那些故意推行意识形态性阴谋的经济学家能逃避良知的谴责吗？



 第二章 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
[5]



——大萧条很可能重演

20世纪的历史表明，经济原教旨主义可以造成灾难性的结果。20世纪早期，英镑霸权加剧了对金本位的顽固坚持，这最终导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今，新的一帮原教旨主义者占据显赫要职。

20世纪早期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金融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先是顽固坚持金本位制，后来又利用币价重估和提高关税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终于导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的美元霸权既没有黄金支持，又没有经济作后盾，日益只靠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支持，已经导致全球特别是中国向美国持久大量出口，各国国内得不到发展，这些将导致大萧条更严重地重演。



 一、金本位制与大萧条

一旦货币失去黄金的支撑，其汇兑价格就必须由政府管理，更具体的说，就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没有任何负责任的政府会自愿让市场规定货币的汇兑价格，就算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例外。不过，中央银行家倾向于受到金本位的吸引，因为制定不受欢迎的维持货币价值的货币政策是他们吃力不讨好的责任，而金本位可以减轻他们的这种责任。中央银行家们被漫画讽刺为晚会破坏者，他们在晚会就要开始时拿走了大酒杯。

不过，即便是金本位，也是建立在一定量的货币与黄金相挂钩的基础上，是由人们根据当时的基本经济状况制定的。这就必然需要人类的判断。中央银行家不关注经济状况变动下的货币价值水平的适恰性，往往只关心如何维持先前制定的货币与黄金的兑换率，而严重损害了任何与该固定汇率暂时不同步的经济进程。中央银行家很少认识到，固定利率是个问题，动态经济不是问题所在。当货币的汇价下跌时，中央银行家常常有一种个人的挫败感，而当经济由于货币价值过高崩溃时，他们就只是耸耸肩，将此归于金融自然法则。


20世纪20年代，饱受战争创伤后，欧洲回归金本位。这是由大西洋两岸的国际主义中央银行家联合起来推动的，他们将之作为战后经济重建的前提条件。贷方希望确保其贷款收回时的货币价值与贷出时的相同，这与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债务问题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
 纽约联储银行董事长斯特朗及其在摩根财团的前同事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的中央银行，以及这些国家的一流国际主义私营银行家密切联系在一起。1920年至1944年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与斯特朗私交甚笃，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共识。有关文件清楚地记载了，他们共同致力于重建欧洲的金本位，以恢复战前“国际金融的正常状态”。诺曼认识到，英国金融霸权的削弱意味着，为了完成可以维持英国战前利益的战后经济重建，欧洲将“需要与我们的美国朋友的积极合作”。

与其他纽约银行家一样，斯特朗也将此视为一个扩大美国参与国际金融的机遇，它使纽约能够通过发展商业票据市场和促使银行家接受英国的金融说法，迈向其觊觎已久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伦敦的历史性优势相抗衡，打破伦敦的长期垄断。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准许联储银行购买商业票据或对之再贴现。这使美国纽约的银行在与伦敦市场展开竞争的国际金融中能够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

由于1929年的股市崩溃，赫伯特·胡佛在其第二任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开始批评斯特朗是“欧洲的精神附庸”，谴责斯特朗推动欧洲战后经济恢复的国际主义承诺造成了美国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从而剥夺了其再次当选总统的机会。欧洲回到金本位，连同英国坚持的而胡佛称之为“虚构的”1英镑兑换4.86美元汇率，要求斯特朗通过保持不现实的过低贴现率扩大美国信贷，并操纵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保持美国的低利率，以减轻英镑估价过高的市场压力。胡佛义正词严地把斯特朗的国际主义政策归咎于他所认为的诺曼和欧洲其他银行家，特别是德意志银行的赫尔玛·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和法兰西银行的查尔斯·瑞斯特（Charles Rist）的恶意说服。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历了信贷引起的通货膨胀，这扩大了最终于1929年崩溃的股市泡沫。

在美联储系统内部，20年代中期，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也引起一些地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美国中西部和农业区，它们普遍认可胡佛后来的批判性分析。整个20世纪20年代，两任美联储主席阿道夫·C.米勒（Adolph C Miller，一位专业经济学家）和查尔斯·S.哈姆林（Charles S Hamlin）永远都无法接受，他们会相信斯特朗为了国际考量牺牲国内利益。

胡佛断言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但白宫和美联储在优先选择上存在分歧这一事实已无须争论，正如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往往未必有利于一国经济。这在当前又得到证实：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崩溃，而各国中央银行都出于机构团结的意识，本能地支持该体系。如今，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香港、上海等地方金融中心都正在竞争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为此，它们必须遵循要求民族国家经济付出一定代价的国际金融体系规则。
 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对抗，正如30年代胡佛与斯特朗的对抗所阐明的，也正危及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保护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后是如下主张：国际主义金融力量未将国内发展作为其优先目标。

政府控制对外贷款的问题也使主导美联储的斯特朗与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发生直接冲突。胡佛认为，美国政府应有权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批准对外贷款，而美国贷款的收益应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斯特朗反对诸如此类的所有限制，认为它们是自由贸易和国际金融中不受欢迎的政府干预，是起反作用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应该允许，而且应该鼓励企业去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采购，包括购买基金，这是当前自由贸易者仍然喋喋不休批评的限制。当然，单一价格法则被扩大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商品，甚至包括货币价格，也就是根据汇率变动调整的利率，使那些争论学术化。唯一不适用单一价格法则的商品是劳动力。这个例外使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成为空谈。


1927年7月和8月，斯特朗不顾市场投机和通货膨胀均不断增加的不祥数据，推动美联储将贴现率从4%下调至3%，再次缓解英镑估价过高带来的市场压力。1927年7月，英国、美国、法国和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家在美国长岛开会，讨论增加英国的黄金储备和稳定欧洲货币局势的办法。斯特朗降低了贴现率，用黄金从英格兰银行购买了1200万英镑，这些都是那次会议直接达成的。与会的法国银行家查尔斯·瑞斯特汇报说，斯特朗表示，美国主管部门将降低贴现率，这“对证券交易无足挂齿”。斯特朗通过美联储推动了贴现率的降低，而不顾米勒和代表中西部银行家、来自芝加哥储备银行的美联储董事詹姆士·麦克道格尔（James McDougal）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般不认同纽约国际主义者的优先关切。

跨国投资银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纽约分部股东弗兰克·奥斯舒尔（Frank Altschul）告诉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摩里亚（Emile Moreau），“斯特朗先生认为降低贴现率合情合理的原因并没有引起他人的重视，美国所有人都认为，斯特朗先生想要通过支持英镑，帮助诺曼先生”。斯特朗个人档案中的其他书信揭示出，他优先考虑的是国际货币形势，而不是美国的出口需求，这与他的公开观点迥异。斯特朗写信给诺曼，将美国贴现率降低描写成“我们重建经济的年度贡献”，诺曼称赞他处理事务是“精到的”。1927年，美联储放松银根，但已过热的实体经济无法吸收进一步的投资，货币无法流入实体经济，被迫流入投机性金融市场，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斯特朗逝世于股市崩溃前一年的1928年10月，没有亲眼目睹其国际主义政策的破坏性后果带来的痛苦。


学术界仍在继续争论斯特朗的努力是否是在牺牲美国国内经济的情况下，促进了欧洲经济重建，尤其是他是否将美国的货币政策从属于国际主义需求。1930年，美国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支配全球经济。然而，对于如下观点，人们几乎没有异议：欧洲中央银行的总体货币战略一直受到其企盼恢复金本位的误导。
 批评人士指出，斯特朗、诺曼和其他国际主义银行家的承诺虽然雄心勃勃，但受到误导，他们推动了英镑、马克及其他主要欧洲货币以兑换黄金的过高平价恢复金本位制，从而被迫不惜任何代价加以维持，甚至对通货紧缩漠不关心，其后果是阻碍了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斯特朗及其中央银行家同事不仅以货币政策促成了大萧条，而且其持续地盯住黄金政策充当了经济的紧身衣，严重地阻止了政府采取任何扩张主义的反周期措施。


固定的金本位制和中央银行家不惜任何代价捍卫本国货币与黄金可兑换性的决定，完全限制了他们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时可采用的政策选择。这一情形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基于不兑现美元纸币的固定汇率制，它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直到2005年还有待全面恢复。1927年，斯特朗无条件地支持金本位，其目标是逐渐树立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美国日益崛起的金融优势，却恶化了新生的国际金融问题。


 二、美元霸权与大萧条的预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

美元霸权以类似的方式对当今的全球经济造成同样的破坏。正如国际金本位制本身是促成和加剧1929年股灾之后紧随而至的大萧条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战前支持金本位的环境已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建立的、基于黄金支撑美元的固定汇率制瓦解了，还依然将不兑现美元纸币作为贸易和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会引起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全面崩溃，带来同样的灾难性后果。不可兑换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只能依靠地缘政治因素支撑其价值，这推动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军国主义和好战的单边主义。在当今的美元霸权下，就如同在1930年的金本位下一样，贸易战是通过比传统关税加减更关键的货币估价展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特征和局限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际主义和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都十分相似。胡佛猛烈地抨击斯特朗不计后果地将国际金融体系的利益放在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内发展需求之前。斯特朗真挚地相信，他对欧洲货币稳定的支持就是最好地促进美国的利益，如同冷战后新自由主义者真挚地相信，他们推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就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幸的是，真挚并不是杜绝谬误的疫苗。

斯特朗毫不妥协地指出，汇率波动，特别是当美元的汇价高于其他货币的时，将使美国出口商难以为其商品确定有竞争性的价格。如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后来许多次所做的那样，斯特朗还强调，美国有必要通过向欧洲放贷，实施宽松的债务政策，并慷慨地接受欧洲进口，防止黄金涌入美国，从而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他从不质疑德国马克和英国英镑兑换黄金的平价，只是接受了，恢复英镑对黄金的战前汇率，要求英国实行通货紧缩，和美国努力运用美元的低利率来减轻英镑的市场压力。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一样，斯特朗错误地认为弱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之对比，90年代的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正确地认识到，强势美元支持美元霸权，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当然，美元也会出现选择性贬值，但是，美元不论是过高估价，还是过低估价，其结果都将是全球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的美元霸权就曾推动日本和德国进入长期的经济衰退。



2005年，美国的立场仍然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在21世纪强势美元要求甚至更强势的中国人民币。
 正如斯特朗看到了强势英镑需要以英国的通货紧缩来补偿，从而换取英国/欧洲持续地向美国出口这一胡萝卜一样，布什和格林斯潘现也想要人民币坚挺，以中国的通货紧缩来阻止反对中国出口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这标志着日本经济因货币导致的通货紧缩，陷入螺旋式下滑。另一项事实上的“广场协议”迫使欧元升值，使欧洲经济陷入停滞。一项事实上针对中国的新“广场协议”也会将中国经济打入长期的通货紧缩。
 当前，中国的通货紧缩将导致中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国际清算银行的管制体制已压弯了中国银行系统，将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变成大量的不良贷款。中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可怕后果，因为富有活力的中国经济是现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发动机。

诺曼送给斯特朗一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23年发表的《币制改革论》（Tract on Monetary Reform），斯特朗评论称，“他（凯恩斯）的某些结论毫无根据，极其缺乏美国事务和联邦储备体系的知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凯恩斯倡导通过赤字财政进行需求管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在战后经济重建上，欧洲的重大错误是力图通过回到金本位重建与过去一样的好景，而对于新的未来没有什么远见。由有钱阶级组成的民主政府从没落的君主政体继承了权力，它并没有充分理解作为统治者的君主消失的含义，有钱阶级试图维持的民主政府下的金融体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选举权的扩大使政府和中央银行家更难以抵制选举的压力：增加社会支出，满足提供低利率的充分流动性的需求，以及高度地容忍适度通货膨胀，以减少失业，而不管这些国家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美联储称其是政治独立的，但它自其成立之日以来就从未超脱于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
 在去世前不久，斯特朗还是欣慰地信奉，欧洲的重建实际上已完成，其国际主义政策已成功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他死后不到十年，整个世界又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在1929年，美元仍然是由黄金支撑的。美国政府规定1美元兑换23.22格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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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也就是20.67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当股票价格的增长高于实际经济增长时，美元就有效地贬值。价格涨了，购买同量的股票需要更多的美元。但金价还是稳定在20.67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从而，黄金贬值，美元高估，买卖的公众一窝蜂地购买黄金，将现金注入经济，这进一步助长了股票交易。金矿业股票的价格上涨了600%。但由于金本位，美联储在不能重新估价美元与黄金的汇价的情况下，不可能印发超过其持有黄金比例的美元。货币数量理论正好迎合了金融泡沫，因为股价上涨了，而货币数量保持不变，其演变是极端的。由于金本位，总有一天，会发生某人不先卖出，就无货币买进的情况。当卖出开始后，债务泡沫就会爆破，恐慌也就随之来临。当股市崩盘时，恐慌性抛售将迅速席卷大多数购买股票而不购买黄金的投资者。由于金价固定，黄金不会因总体的通货紧缩而价格下跌，黄金持有者与股票持有者相比，表现得特别好。

斯特朗没有考虑到，在1925年英镑恢复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之后，当美联储降低贴现率，以缓解英镑估价过高的市场压力时，世界经济将不再扩大，因为与黄金挂钩的货币没有任何弹性，留给美国经济一个没有任何收益增长支持的金融泡沫。英国控制的金本位证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紧身衣，而不同于90年代末基于强势德国马克的带来通货紧缩的《马约》“一致标准”。在柯立芝—胡佛时代，诺曼和斯特朗鼓励以投机消除黄金引起的通货紧缩。

美联储的融通性货币政策（accommodative monetary policy，又译调节性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国的泡沫经济，与1987年以来格林斯潘的泡沫经济类似。但有两点差别：1930年，美元是由黄金支撑的，而1987年它只是一种不能兑换黄金的货币；1930年，世界货币体系建立在英镑霸权的基础上，而当今它建立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上。1929年秋，华尔街泡沫正接近其不可持续的顶峰时，它给人一种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错觉，于是诺曼大幅度地降低英国的银行利率，试图刺激英国经济的同步发展。短期利率下调给英国的跨国银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它们持有大量以高利率借来的长期基金，现只能放出低利率的短期贷款。它们不得不从纽约遣返英国的热钱，以弥合破坏性的利率鸿沟，却让纽约的投资者身处困境，同时无法借助于利率杠杆。这是热钱蔓延的第一个案例，而1997年打击亚洲银行的是反向的流动：亚洲的银行借来低利率的短期贷款，再放出高利率的长期贷款。当由于本地货币汇率下调，利率上升时，借款人拖欠债务，信贷制度于是崩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重创所有亚洲经济体。1997年7月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崩溃引起香港、新加坡等具有高流动性的强健市场的崩溃，当时投资者在流动市场上抛售，以筹措资金挽救他们在非流动性市场的地位，这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地诊断为只是稍纵即逝的暴风雨，随着流动性的暂时转移，它就会风平浪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重错误的建议，投资者抛弃良币，追逐劣币，既打击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又无法解决泰国问题。

1997年7月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造成香港、新加坡等充满活力的流动性市场上的大量抛售，到10月份甚至影响到华尔街。但泰国的物价下跌并不是由于国内的潜在买家手里没钱。问题是，泰国股价是以本国货币衡量的，当泰铢盯住美元的汇率开始瓦解后，以外汇衡量，泰国股价迅速下跌。这样，随着泰铢自由落体式地快速贬值，以本国货币作为收入的泰国公司股票，包括已签订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健康的出口公司股票，都逻辑上自然地崩盘了，而根据本国货币衡量，那些以硬通货作为收入的公司股票其实升值了。投资者不愿变现资产，以免遭受损失，就设法不抛售，其结果是追加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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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持续追加保证金的动机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该组织称，危机只是暂时的，援助即刻就到，也就几个月，问题就会解决。但口头承诺的援助从未兑现过。兑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附有条件”的计划，将处于困境的亚洲经济体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该计划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外国债权人。“暂时的”金融危机被制造成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其间，地缘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在初期就决定，泰国危机是亚洲的一个小问题，并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亚洲办法解决问题，但不能让日本当头。香港捐出了10亿美元，基于对鲁宾的泰国问题将被控制在泰国境内（毕竟，冷战时期，泰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这一说辞的盲目信任，中国也捐献了10亿美元。1997年12月，韩国爆发危机。鲁宾又认为，这是亚洲的另一个暂时性问题。韩国中央银行吐血抛售美元储备，设法支持盯住美元、估价过高的韩元，到了12月底，仅剩几天时间，其美元储备就难以为继。鲁宾还是坚持他的道德风险立场，直到其财政部助手星期天早上告诉他，巴西人手中持有许多韩国债券。如果韩国不履行还债义务，巴西的经济就会崩溃，而美国的银行也会遭受重创。直到那时，鲁宾才让花旗银行下一个周二在韩国制定一个重组计划，并与美联储沟通，允许美国的银行将韩国的短期债务转化为不用付息的长期债务，这样，那笔债务就不是不良资产，从而，使美国的银行免于遭受必要的资本注入使利润下滑的负面影响。


 三、大萧条可能更严重地重演

1931年9月，由于英国无法履行黄金支付的义务，并随后将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作为开展新的国际贸易战的国家战略，加重并延长了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英国的政策包括蓄意地应用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货币体制——英镑霸权，将之作为国际贸易战中的国家货币武器，导致世界贸易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为了应对英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等正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不同的货币集团。这些国家很快就意识到，它们必须发动战争，以得到石油和其他维持其经济不断扩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因为已经崩溃的世界贸易在此时已不再能提供这些。


对英国和美国来说，速战速决正是推动本国经济走出衰退所必需的。没有人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造成那么大的破坏。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迫使英国和法国9月3日对德宣战，但整个冬天，英法军队都滞留在马其诺防线后面，满足于它们对德国的海路封锁。这段惰怠的“虚假战争”历时7个月，直到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军攻陷卢森堡，并入侵荷兰和比利时。3月13日，德军从侧翼包抄马其诺防线，德国装甲师直奔英吉利海峡进军，切断了退往佛兰得斯之路，在敦克尔克包围了英国远征军全部22万人和法军12万人。从5月26日到6月4日，被包围的盟军不得不依靠民用小型飞机撤退。6月22日，法国投降。如果英军从敦克尔克撤回失败的话，那就不得不如同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乞求和平了，战争将以德国控制欧洲的方式结束。英国如果无法成为美军基地的话，美军也不可能在欧洲登陆。如果不是两线作战，德国就有可能战胜苏联，兴起为霸权国。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3月9日，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3月10日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支付。4月5日，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
 ，要求全国民众将其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对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
 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短视的政府货币政策是导致市场崩溃的主要因素，但随后的大萧条是由世界贸易的崩溃造成的。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商业是社会的目标，就如同当今的决策者信奉文明的目标是自由贸易。从而，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非建设性的投机，而是认为市场知道该如何自我调整。冒险者应自食其果。该观点的缺陷在于，投机后果的承担者主要不是专业投机者，而是无辜的民众，这些民众还不能理解其正受到操纵而买高卖低。
 经济建立在投机基础上，但风险不均衡地主要由不知内情的老百姓承担。


投机获得的国家财富也不是均衡地分配的。相反，大多数钱都掌握在极少数富人手中，他们很快地离开风险，维持住了利润。他们将钱用于储蓄或投资，而不是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而，不久就出现了供大于求。有些人从中获益，但大多数人没有。物价比收入上涨得更快，人们只有借债才能负担生活所需，而他们还对魔法般地摆脱债务满怀希望，将其可支配收入都投向摸不着头脑的投机。农民、工人和上班族根本就没有从中受益。虚假繁荣背后的不平衡使经济难以复苏，因为收入集中于那些无须花钱的人手中。当前的形势极为相似。
 1929年股灾发生后，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又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

这次，世界贸易也会崩溃，高关税将再次成为其结果而不是原因。即将发生的世界贸易崩溃将再次是美国过度利用美元霸权优势的产物，如同英国在1930年对英镑霸权所做的那样。美元不应是主要贸易货币，因为它既没有黄金支撑，又没有美国的财政和货币纪律的支持。人们想买的大多数东西都不再是美国制造的，因此美元已成为一种非自然的贸易货币。世界贸易体系将走向崩溃是因为虽然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但在美元经济体之外并没有全球性的货币循环。所有国家的货币只在美元的货币供应量范围内流通，这哄抬了美国经济，为美国的全球化魔爪（更不用提军事冒险主义了）和国内吃喝玩乐提供了融资，挤干了全球经济的其他所有经济体，剥夺了非美元经济体独立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必要购买力。
 这次，世界贸易将走向崩溃不是因为限制贸易的关税，那些只不过是暂时让人分心的小事，而是因为美元霸权造成的全球购买力分配不公。

1913年美国采纳了中央银行制度，以便使货币供给具有弹性，而适应商业周期的潮起潮落。然而，弹性的致命死敌是能够使橡皮带突然折断的结构性疲劳。当前，美元霸权切断了货币向所有非美元经济体的再流通，迫使贸易盈余不断增多的所有出口国虽然收获大量外汇，但却根本不能用于国内发展，
 从而陷入塞谬尔·泰勒·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描写的古代水手那样的地位：“水，水，到处都是，可一滴都不能喝”。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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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是一个抽象概念。经济是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而政治制度又是代表性别、年龄、宗教、财产、阶级、部门、地区或国家等的集团利益的互动结果。个人利益不是政治学问题。因此，个人主义政治学是一个矛盾的修饰语，由此延伸开来，哈耶克关于个体决定形成市场的观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市场是大规模民众和群体本能现象，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对之起不了多大作用。政治的定义基础是权力，权力有多种形式：道德的、知识的、金融的、选举的和军事的。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环境中，公司主管总是痛惜定价权的丧失。全球经济是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全球宏观经济学是对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理论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的术语反映，并反过来指导着其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歪曲逻辑。货币、资本、劳动力、债务、利息、利润、就业、市场等用语都被概念化，用以描述贪婪的强权政治创造的人造物质制度的各组成部分。
 正是资本家对工人的贪欲，迫使他们把工作机会让给了国外的低收入工作者。被假定总是根据自我利益行为的经济人概念是一个明显错误的抽象概念，它建立于如下有缺陷的立论之上：市场参与者总是根据完全和对等的信息行为，并明确地理解其自身行为的意义。随着这些用语在时间推移中的广泛使用，人造制度被粉饰为自然法则的逻辑产物，而不再是贪婪的强权政治的概念化组成部分。


 一、关于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神话

世界贸易已迫使所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然而，市场不是经济，它只是经济的一个方面。

当前，市场经济全球化正自我诱导，走向即将来临的市场经济崩溃。在这个时代，重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是极具启示意义的。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市场经济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反常情况。其代表作《我们时代的起源：大转型》（1945年）的主题就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市场经济事实上已崩溃。然而，市场经济这种人们熟悉的制度源起于最近，只是到19世纪才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动下得到充分的发展。

当前的市场全球化发生于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也就是说它始于冷战的结束，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电子信息时代和解除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持续衰退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终结，智慧的人类最终将认识到，市场经济内在的商业周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调节，因此也不可能防止其在本性上不对人类福利造成破坏，人们将被迫为人类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安排。收益递减原则将使人们最终抵制市场经济，因为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管制，市场都将越来越不合时代要求。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到来之前，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次要角色。即便在可以见到市场运作的地区，市场也只是处于主要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外围。在很多前工业化经济体中，市场交易一个月只有两次。波兰尼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内，市场需求决定了社会行为，而在那些前工业化的原始经济体中，社会需求决定了市场行为。波兰尼还再次为经济学引入了人类互动的互惠和重新分配概念，它们都是贸易的最初目标。

互惠意味着人们生产和提供他们最擅长的产品和服务，在最大程度的生产和服务中享受着快乐，并与其他人共享这种快乐。他们与擅长于并享受着生产和提供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其他人是互惠的。每个人都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并相互分享这些产品，而不是卖给出价最高者，或更为糟糕地生产他们鄙视的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协定。血汗工厂的主张完全是贬低人类尊严和无视人类福祉。由于互惠的存在，就无须层层管理，因为工人们幸福地为了生计奔波，而无须强制性的监管。劳动不是被迫的，工人们也不是为了与其内心向往的职业完全无关的，其所憎恶的工作出卖时间。物价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不同环境中不同买家的购买力或卖者反过来对不同买家的需求而变化。单一价格规则既是非人性和非自然的，也是不灵活和不公平的。所有工人都从其选择的不同谋生手段中找到了各自的成就，而没有受到金钱需求的扭曲。生产和分配的动机并非个人利益，而是个人成就，免受公众轻视和社会排斥，以及免于社会地位和道德声誉的丧失。

虽然上述动机如今在金钱支配下有所扭曲，但它对于金融资本主义下运作的社会仍然至关重要。不过，在一个金钱社会，大家都只关注如何积聚最多的金融财富，从而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福布斯》杂志每年对世界富豪100强的排名清楚说明了这种反常状态。媒体经常就金融之外的话题追逐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富豪的看法，似乎拥有金钱本身就代表着具有智慧。20世纪60年代，财富对美国嬉皮士来说是一种困扰。只是到80年代，贪婪的年代才形成，重商主义普遍受到欢迎。

在2005年6月3日于华盛顿召开的“夺回美国”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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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演讲谈到了《经济学家》编辑（也就是所有的企业友人和资本主义及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的结论，即“美国具有钙化为欧洲式阶级社会的风险”。2005年5月13日《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社论总结说，“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变富，或者富人家的孩子沦落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不大。……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社会在流动性上仍然高于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认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大陆（或加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比美国穷人的孩子有更多的致富机会。”
 同月，《纽约时报》连续12天刊登题为“阶级至关紧要”的系列文章，分析认为美国的阶级与金钱紧密相联，“家庭在经济阶梯上不断上下运动是扎根于美国梦内心深处的希望。但这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地发生了。”
 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心脏地区，自由市场传播平等的神话似乎正面临着挑战。


人们进行贸易是为了弥补当下发展状态的不足。自由贸易不是放任剥削。剥削不是贸易，而是奴役。
 帝国主义是在国际层面上以体系性高压进行剥削的体制。为了维持体系性高压，冷战结束后的新帝国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失去体系性高压的保护，自由贸易就无法立足。）体系性高压阻碍了自由贸易。反对体系性高压不能与保护主义混为一谈。为了参与自由贸易，贸易者必须有一些东西，并能以之在一个免于体系性高压的市场上进行自愿的贸易。所有自由贸易参与者必须有最基本的定价权，即要求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垄断定价权。贸易品来自于发展这个自我完善的进程。正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公正的先决条件，在市场的定价权上人人平等是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贸易者需要基本的定价权以确保贸易自由。为了参与自由贸易，工人们也需要劳动价值的定价权。

然而，当前市场经济下的贸易成为一种在定价权上战胜贸易伙伴以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博弈。例如，不论是作为一个大批量采购的买家，还是作为一个特大规模的零售商，沃尔玛都有巨大的定价权。但它没有用这种压倒性的定价权为工厂及其连锁店里的工人支付最高工资，而是向消费者提供最低廉的价格。沃尔玛的销售额大于世界上许多小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营业模式却是与发展背道而驰的。低收入和低零售价之间的制衡遵循着螺旋式下滑态势。以压低工资得到低物价的螺旋式下滑一直是贸易解除管制的主要破坏性后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降低工资，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削减成本。
 国际贸易不可能取代国内发展甚至国际发展，如果国际贸易是基于贸易双方之间的平等互利而展开的，那么它才会促进国内和国际发展。首要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

国际贸易必须考虑到当地条件，这不是勉为其难的忍受，而是对多样性的尊重。1999年1月22日，日本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副财长坂木永辅（Eisuke Sakakibar）在东京向外国记者俱乐部作了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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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讲演，对全球宏观经济正统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评。他认为，各国的经济制度必须符合已达成协议的国际贸易规章制度，但未必需要吸收他国国内的规章制度，这对美国领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在一个计算机化的世界中，产量标准化已没有必要，某类定制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也已程序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霸权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国内发展必须优先于国际贸易——据称将推进国内发展的外部交易体系。国内发展意味着各国自由选择最符合其历史情况的发展道路，而不必采用美国的发展模式。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和边缘，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都日渐地领先于国内发展。在效率的名义下，经常性做出让步的是生活质量。

这就是法国和荷兰投票反对欧盟宪法，以之抵制美国模式的全球化的原因。英国推迟了投票，以免欧盟宪法再次遭到投票者的拒绝。意大利的内阁部长建议，为了重新获得金融主权，应放弃欧元，恢复独立的货币。欧盟成员国在各国预算和补贴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多样化的国内发展和国家文化，新自由主义贸易越来越被确认为一种障碍，甚至是一种威胁。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全球贸易都已成为剥削弱者以强化强者的工具。
 在文化上，美国式的全球化正把世界转变为一个充斥不健康的麦当劳快餐、沉闷的沃尔玛连锁店、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和银行自动取款机的乏味的大市场。全球每一个机场都是美国大型百货公司的翻版，看着同样熟悉的品牌，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除了不公平和破坏文化之外，现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长期地将财富从穷人那儿转移到富人手中，就如同在干旱时期从一口干涸的泉井里掘水，是不可持续的，消费者收入停滞不前也无法支撑消费型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称，自由贸易为世界上的穷人，不论是核心区的，还是边缘区的，都带来同等好处，该论断完全与事实不符。世界各地的工人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利润都被大洋彼岸看不见的投资者攫取。



 二、贸易与货币

货币为贸易提供了便利。主流的货币经济学家把政府发行的货币看作是可随时兑现的主权债务工具，历史上来源于自由银行发行的票据。这一观点只适用于金属货币，金属货币是一种债务凭证，持有人有权要求将之兑换为相应数量的黄金或其他等价物。另一方面，主办国家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债务工具，而是主权信贷工具，它得到政府接受其作为纳税手段的支持。这种货币观就是人们熟知的国家货币理论。
 美元是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持有者有权在任一处美联储银行不多不少地兑换另一种面值的美元。主权政府的债券是以货币标价的主权债务。由于主权政府可以任意发行货币，以不兑现纸币标价的主权债券永远都可以兑现。地方政府的债券是机构债务，不是主权债务，因为地方政府尽管具有有限的征税权，却没有货币发行权，不能发行货币，所以其债券有可能无法兑现。货币发行权是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专有权力。用不兑现纸币购买债券时，交易表现为主权信贷方清销公共债务或公司债务。这种关系是直截了当而又至关重要的。

推动经济的是信贷，而非债务。债务是信贷的镜像反映。即使最精确的镜子也会破坏其镜像的对称性。为什么镜子将一个图像左右颠倒，而不像照相机的镜头那样上下颠倒图像？科学的答案是，镜中的图像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将右变成左，而是将前转变为后。然而，我们往往接受这个异常的被扭曲的镜像是未加任何修饰的真实，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镜中扭曲的映像是一种完美的再现。镜子，挂在墙上的镜子，谁才是最公平的？答案是：你的背后。

货币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和债务是对立不统一的。事实上，信贷和债务是以相反的关系运作的。信贷要求资产净值为正数，而债务无此要求。一个人可以有良好的信用，并不欠任何债务。债务越高，信贷等级就越低。只有理解了信贷，才能理解现代金融经济之后的主要力量，它是由信贷推动的，而受阻于债务。从实践中看，债务扭曲了边际效用的计算，并重组可支配收入。债务把公司股票转变为价格越高、需求越大的吉芬商品（Giffen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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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创造出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谓的“非理性繁荣”，即经济人走向疯狂。

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建立于不兑现纸币上。如果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债务，那么金融资本主义的整个概念体系就需要重组，这就如同当人类意识到地球既不是静止的，又不是宇宙的中心时，其世界观发生变化，物理学必须重新书写一样。一方面，需要以资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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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融资将被披露为一种残酷的骗局，因为主权信贷可以毫无问题地为有益于社会的融资发展。另一方面，并不必然需要以私人储蓄为国内公共的社会经济发展融资，因为主权信贷的供给也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从而，一国的私人储蓄率与公共金融至多只是间接的关系。通过不断提高工资，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防止生产能力过剩，主权信贷可以为那些失业人口不明的经济体融资。由于依靠私人储蓄的资本形成是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制度原因，恰当地运用主权债务将带来经济民主和更健康的发展。



 三、主权信贷与失业

在一个依靠主权信贷为发展融资的经济体内，劳动力将长期出现短缺，劳动力价格将持续上升。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劳动力持续短缺，劳工享有基本的、而非垄断性的劳动力定价权，从而能够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并减少生产能力过剩。在劳动力短缺形成之前，一个经济体将一直扩张，并将通过生产率提高保持扩张势头，从而维持较小程度的劳动力短缺。失业是经济体运作不佳的明显征兆，必须把它当作经济瘟疫加以预防。

1958年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商业周期内失业与工资引发的通胀之间的系统关系。它代表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 W H Phillips）注意到，从1861年到1957年，英国的工资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致的反比关系。失业率下降，通胀率就会上升。失业率上升，通胀率就会下降。菲利普斯的问题是，将典型的商业周期内有缺陷的劳动力市场接受为自然法则，并运用有缺陷的体制的重复出现的数据来证明其合理性，使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能够接受失业问题，以掩盖商业周期的不合理性。这就如同观察医院的病人，然后得出结论：医院引起了疾病，减少医院的数量就可以减少病人的数量。该理论是能够以数据证实的，如果只将医院内的病人计算为生病的，而将医院外的病人视为这一系统的“外部性”的话。这正是美国发生的情况，医院病床过多是因为医疗保险经济学的变化所致，而不是因为需要医院治疗的病人数量减少所致。反对非法移民的部分经济学论点就是基于一个遭受生产能力过剩的卫生保健系统已不堪免费病人的重负。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带领一些政府经济学家，把菲利普斯曲线用于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市场经济体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如何权衡取舍。后来，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各自独立地向该理论的基础发起了挑战，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和“长期”有不同的效应。他们认为，受通货膨胀调节的货币工资购买力或实际工资，将不断地调整，以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平衡，失业率将停留于实际工资水平，以调节商业周期。他们把这种失业水平叫作“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同与其相关的通货膨胀率是自我循环验证。自然失业率是通货膨胀率达到相关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水平。相关通货膨胀率是失业水平控制在自然失业率范围内时的通货膨胀程度。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部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货币是最重要的。但作为一个社会保守派，他离开了已走一半的真理之路，没有进一步讨论公平的货币分配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而货币流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条件。
 与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理论关系相反，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高通胀率伴随着高失业率，而非低失业率；同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反，90年代，日本的通货紧缩伴随的还是高失业率。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一事实对菲利普斯曲线和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提出了质疑。但主流经济学家继续接受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理论的核心原则，即某种自然失业率的确存在，如果加以维持，就能带来某种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他们将之命名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些年来从4%慢慢攀升至6%。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意味着美国稳健货币的代价是6%的失业率。美国劳工部报告了“好消息”：2005年5月份，美国有760万人或者说5.1%的劳动力失业，还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范围内。由于低收入者倾向于生育比国家平均水平更多的孩子，美国的失业水平转移到相关家庭，就意味着2000多万儿童的双亲是失业的。这些无辜的不幸者将稳健货币，也就是所谓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制度成本，扛在其双肩上，为美国政府高度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导致贸易赤字和债务直线上升的错误货币政策买单。换言之，如果全世界6%的人口死于饥饿，那么食品的物价就能稳定。不幸的是，这就是维持全球农产品贸易体制的条件。没有任何政府经济学家费心地找出与真正的充分就业率相符的自然通胀率。

当失业才能使货币稳健时，很难看到稳健货币可以怎样导致充分就业。根据明确的范围和原因，失业伤害老百姓，而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如果货币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通胀与失业之间选择何者就是显而易见的。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只不过是萨伊定律的国际化。其运作的前提是充分就业。


 四、工资与利润

新古典经济学不允许雇主们像亨利·福特做的那样，胸怀加工资的目标，相反，而是促使雇主们像福特汽车公司等当前的管理层日常所做的那样，尽量把工资压到最低程度。亨利·福特加工资是为了把更多的汽车卖给工人以增加利润，而如今福特汽车公司削减工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与之同时却加剧了生产能力过剩。后者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毒瘤栖身之处：工资不断下降将导致一个生产能力过剩经济体的崩溃。


这就是全球的工资套利为什么具有经济破坏性的原因，除非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世界各地都提高工资，而不是发达国家维持低物价水平。要做到这点，不是以最低的工资来谋求最低的物价，而是以不断提高工资来谋求越来越大的市场。需要重新制定全球贸易的条件，奖励那些旨在全球性地提高工资和福利的公司。为此，这些公司将应用国际协调一致的过渡型政府补贴，而不是为了切断利用工资套利的贸易，运用倒退的保护性关税方式。这将使那些低工资经济体能够开始买得起其生产的产品，并能够从高工资经济体进口更多的产品，从而走向平衡的贸易。

最终，可以确定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随着工资水平趋于平等，工资套利将停止作为全球贸易的驱动力。当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当时，世界经济将摆脱由有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短缺理论带来的现代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当在支付最高管理层数以千万计的美元奖金的同时，工资和工人福利却被削减，这并不是对经营管理良好的公平报酬，而是偷窃合法化。经营管理者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应接受奖金：其经营管理战略为其公司带来利润和工资的提高。



 五、主权信贷与美元霸权

当一个经济体能够在主权信贷的基础上运转，不受美元霸权的影响时，由于私人投资没有明确的社会补偿性目标和价值，只有私人投资才需要私人储蓄。

储蓄是不充分就业情况下的通货紧缩，因为储蓄减少了日常消费，也就是减少了进行投资以加大未来供给的机会。新的投资带来能力扩大和生产率提高，从而导致新的税收，用于资本形成的储蓄只有一个目标：填平新投资与新税收之间的差距。由于主权信贷的存在，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抹平上述融资空缺。在一个通过计划摆脱了商业周期控制的经济体中，不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在未来的衰退时期，也都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

一个因需求不足而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并不需要储蓄，需求不足又是低工资和高失业率造成的。正如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所指出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只有在充分就业和高工资的条件下才有效。萨伊定律忽视了供求之间关键性的时间差，这对于快速流动而又没有需求监管的现代经济来说很可能是致命因素。储蓄要求支付利息，利生利使金融体系偏向于由过度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从而将最终使任何金融体系都难以为继。宗教禁止高利贷，是有其实际原因的。而货币生息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石，这得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支持，该学派认为，货币在短缺时更有价值。从而，总体贫困对于稳健货币来说是必要的。这就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总是会有穷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国际清算银行（BIS）评估，在2004年底，全球场外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利率衍生品的名义价值约为185万亿美元，而其具有的市场风险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接近美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迄今，利率衍生品是标准化金融合约的最大类别，在后者总额250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中占了185万亿。利率衍生品185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是美国未清偿的国库券价值的41倍。这意味着利率波动将以远大于历史上的数据的规模，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自1971年与黄金支持美元相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瓦解以来，在所有现代国民经济中，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成为法定货币。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发行的作为不兑现硬通货的纸币的通行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政府的征税权。在一国经济中发行货币是政府的意志，货币是为了纳税人缴税而发行的，是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发放的主权信贷。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就是由政府发行的信贷工具即不兑现纸币来清偿。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后，不欠任何人的债务，只是承诺，接受该货币为纳税手段。

中央银行体制的运作是基于将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作为主权信贷的观点。中央银行实质上是一国银行系统的最后贷款者，其发放的是主权信贷。这就是中央银行与自由银行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前者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是主权信贷工具，而后者私营发行的硬通货是允许持有人兑换黄金的银行借据。


由于苏联的衰亡，美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场发生了改变。它现在不再需要争取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民心和民意了。从而，贸易取代了援助。为了同冷战时期的盟友、现在的贸易领域的工业化对手竞争，美国实施了利用第三、第四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标准的战略，也就是利用美国传统的反劳工的意识形态优势，外包低报酬的工作位子，以之与欧洲和日本有利于劳工的强大社会福利传统展开竞争。与之同时，基于美元霸权，美国推动全球金融解除管制，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它就像一只500磅重的大猩猩把日本和欧洲扔进了垃圾堆，与它们玩一场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赢的追逐游戏。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游戏中，那些持有可任意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形式的资本的人将轻而易举地成为赢家。

美国上述战略的实施工具是美元，美元作为世界贸易最主要储备货币扮演着特权角色，这就是美元霸权。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极大地削弱了从事实业的生产商，而为金融投机者带来巨大利益。美元不仅不是一种中立的汇兑媒介，而且已成为一种比核弹更为致命的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ED），具有极大的勒索钱财能力，美元的这种力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华盛顿共识无情地付诸实践的。
 贸易战正是通过各种货币价值的波动展开的。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将其贸易逆差作为其资本项目盈余的诱饵。

贸易不再是全球竞争的有效手段。如今，跨国公司以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取代出口展开竞争，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这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为了掩盖这个倾斜的“竞技场”和不公平的货币制度，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统计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一个国家在其自然/政治国界内生产的产量、收入或支出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要素收入”（factor in－come）——从国外投资或经营中获得的收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两个技术指标具有了新的含义和关系。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标准统计方法。这个悄然的变化具有重大含意，因为90年代是快速全球化的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跨国公司所得归于该公司所属国家，其利润最终将恢复为要素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却将跨国公司利润归于那些工厂、矿山或者金融机构所处的国家，而不管其所有权归属，即使利润和投资可能不会永久滞留该国。账目转移使得许多处于挣扎中的被剥削经济体根据统计数据衡量转而成为新兴都市，同时也促使当地领导者拥护全球经济。在当地精英——被新自由主义媒体称颂为国家英雄的新兴买办阶级成员——的帮助下，位于核心区的富国正在搜刮边缘区的资源，卑鄙地从当地奴隶式低工资中赢利，而富国却称之为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的边缘区收益。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毛额”，因为它不考虑有形资本的贬值和环境恶化，更不用说人力资源的滥用和贬值了。当国外收益被计算在内时，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变成国民生产总值。日益降低的国民生产总值正显著地破坏具有大规模贸易部门的经济体，它们包括许多被迫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以外国直接投资融资的出口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

美元霸权下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改变了国际经济的面貌。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就一直与全球商品贸易同步成长，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净储蓄和主权信贷均未担当此角色。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以美国自1971年以来就可以任意印发的不兑现纸币美元标价，部分以日元或欧元等美元衍生物标价，这些货币并非真正独立的通货。从而，外国直接投资必然集中于与出口相关的发展部门，其出口品主要流向或售往美国市场，换取美元，再以之提供美元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经济政策从促进贸易转向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其资本项目盈余提供融资的，再反过来为出口经济体提供用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元。例如，美国若与欧盟发生牛肉战和香蕉战，那么它就面临大量美国投资滞留欧洲的风险。以美元贬值促进美国出口的建议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只会使美国企业在海外从事经营的成本更多，而使外国公司可更廉价地购买美元资产。这样，任何改善贸易平衡的努力都将实际上最终削弱外国直接投资的平衡。这就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口号背后的基本逻辑。

在美国，现也日渐扩散到欧洲和亚洲，资本市场正迅速地取代银行，成为储蓄场所和公司融资的资金来源。这种转变伴随着日益加深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被认为将为全球投资者创造富有希望的新机遇。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宣称，这些变化有助于消除许多国家面临的迫近的退休金危机。但迄今它只带来了突发的、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
 如1982年金融危机首先在墨西哥爆发，1992年英国发生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随后又发生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阿根廷危机和土耳其危机。

欧元的引入加快了欧洲金融市场的扩大。对于目前欧盟25个成员国来说，共同的货币使各成员国所需的退休金和保险金无法投资于欧元区国家，作为其地方债务，这一限制使欧洲大量的长期储蓄一直滞留于银行，而成为各成员国国内资产。到2020年，欧洲的公司退休金行业将从3.5万亿欧元增长到17万亿欧元，因为各成员国政府不得不要求公司和个人将既定的退休金存为储蓄。由于没有外汇交易成本和货币波动的风险，这些储蓄金推动了规模更大、流动性更强的欧洲证券和债券市场的兴起，包括在最近推动了大规模欧元后保债券市场的形成。这些更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选择，降低了欧元区内的资本成本，从而反过来对银行系统施加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不过，由于美元霸权，这些资本市场如何与欧洲美元市场相结合还是不确定的。

有趣的是，欧盟竞争委员会拒绝了通用电气公司提议的合并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案，其理由是，通用电气公司在飞机引擎市场上占有极高份额，霍尼韦尔公司在航空电子市场上占有极高份额，两者的组合是否让该合并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不公平的优势，而可能注定推动新公司从主导一种市场扩大到主导另一种市场。关键问题是通用电气公司以卖方融资实现营销的侵略扩张性，直到现在，该公司凭借其在美国和欧洲商业证券市场的优势，一直享受着独特的利益。其他的区域市场，特别是在亚洲，将无疑更加意识到这种利害关系。

欧洲美元（Euro－dollars）是美国境外的美元，不一定发生于欧洲，一般都是税前美元，如果回到美国本土或账户，就又适用于美国税则。欧洲日元和欧洲欧元也是同样的含义。但对于法国普通工人，以法国退休金账户投资于非法国资产的想法既是令人讨厌的，又是不理性的，特别是当投资导致法国的就业保障降低，并危及已成为法国人生活一部分的并得到高度捍卫的每周工作35小时和每年30天的带薪休假时。

以世界上最大的债权经济体日本为例，它持有8000多亿美元的储备。过去两年里，日本中央银行（BOJ）从货币市场上用日元购买了3000多亿美元，以尽力稳定日元持续对美元升值的汇价。现在，日本央行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继续徒劳地购买美元，制止日元的升值；要么卖掉美元，尝试以美元储备补偿日元损失。日本官方承诺其美元储备不会投向其他货币而多元化，以免刺激货币市场，但很多对冲基金预期日本将很快做出选择。

现在，即便日本央行每天卖掉40亿美元，照此速度也要近200个交易日才能卖完其美元储备。抛售美元的最初两天后，剩下没卖的7920亿美元储蓄的市场价值将比抛售前下跌20%。因此，日本央行将净损失1600亿日元。如果日本央行继续抛售美元兑换日元，每天将有4000亿日元从日元货币供应市场中流回日本央行，以美元兑换欧元的情况也一样。这将推动美元对日元或欧元的汇价进一步下跌，这样，日本剩下的美元储备价值也将进一步下跌，更不用提其日元货币供应中的急剧缩水了，这将推动日本经济陷入更深重的衰退。

如果日本央行出售美元换取黄金，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情况是，没有足够的卖家，因为按照目前的金价，无人有那么多黄金吸收巨额美元。相反，当金价上涨时，黄金市场就会冻结，而不能进行任何交易。黄金持有人将无须出售黄金；他们可以从基于名义价值的黄金衍生品获利。美元面临的相反的市场效应也将压制黄金交易。
 日本购买黄金两天时间后，每个人都会手持黄金，等待更高的金价。根本找不到任何市场销售者。近年来，中央银行一直租出黄金，其部分原因就是为黄金市场提供流动性。


可能发生的第二种情况是，以货币衡量，黄金的价格将扶摇直上，而引起黄金的急剧通货紧缩。截止到2005年6月1日，美国国家债务达到7.787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大约2.61亿盎司。以美国持有的黄金清偿其国家债务，金价就需要达到每盎司29835美元。在此价位上，1盎司黄金能买一辆车。
 不过，2005年6月4日，黄金的市场价格是每盎司423.50美元。1980年，黄金价格达到最高峰时每盎司850美元，1999年最低谷时每盎司252美元，当时石油每桶售价低于10美元。当每盎司黄金30000美元时，各国政府将不得不从事非法的黄金交易，如同1930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所做的，我们又回到了第一种情形。一国政府可以轻易地宣布国内的黄金贸易非法，但不能轻易宣布世界市场上的本国货币交易非法。可以不费力地得出结论：不论谁建议实施长期持有黄金的战略，他都不会进入上流社会阶级。


重债穷国需要减免债务，以摆脱事实上的金融奴役。一些非洲国家政府花在债务清偿上的钱高于其花在卫生保健上的三倍。英国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当前市场价格总额达43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可以出售其中约12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为债务减免融资。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黄金的决定具有否决权。从而，美国国会掌握着生杀大权。
 然而，美国矿业游说集团一直反对投票表决。2005年1月，美国西部采矿州的12位参议员在一封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售黄金的信上联合签名，并称，抛售黄金将下挫金价。3月，众议院30位议员也在一封内容类似的信上联合签名。甚至在黄金议案还未被提交辩论之前，美国国家矿业协会和纽蒙特矿业公司、巴瑞克黄金公司等金矿开采公司的游说者就劝说美国国会领导层，国会不要通过该议案。

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黄金衍生品占据了世界商品衍生品市场的26%，而黄金只占该年度世界商品生产价值的1%，即与黄金对应的衍生品是与包括石油在内的其他商品对应衍生品的26倍。小布什政府起初显然不愿介入国会内的斗争，可是，从2005年4月开始表示坚决反对黄金抛售。但美国总统小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6月7日宣布，美国和英国就要达成协议，为一些穷国免除所有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基金的债务，以之表示八国集团关于债务减免的讨论已经有所进步。

2005年6月15日，《华尔街日报》前编辑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对同一天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企业专栏标题“复兴对外援助的骗局”，发表网络评论文章“页边备忘录”。万尼斯基写道：

这不是援救非洲穷人或拉美农民，而是援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第二个圈套是，为了得到债务减免，穷国必须将其在“基础设施工程”债务清偿方面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直接帮助其贫苦的民众购买饮用水，修筑下水道，等等，而这些都将由富裕国家的合同商来进行打造……接下来是什么呢？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学家之一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正负责联合国计划，从西方纳税人募取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以作为该计划的第二条腿。我记得，他想要以后每年有250亿美元，他还狂热地支持总是为那些诈骗者挤几滴鳄鱼泪的《纽约时报》。也许你还记得，正是杰弗里·萨克斯支持《纽约时报》，说服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苏联应用“休克疗法”从共产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结果造成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人民陷入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经历过的贫困。

如果不爆发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不可能短期内对其他主要货币涨涨跌跌达到20%以上。不过，在2000年到2002年的市场危机中，美元的购买力在美国的资产市场提高了近40%。而相对于2002年至2005年的房地产价格，美元贬值了60%以上。根据格林斯潘的计算，美联储可以多印发8万亿美元，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问题不在于发行货币。问题在于8万亿美元投向何处。如果投向银行业，那么为了维持正常运作，美联储今后每年都要多印3万亿美元。如果8万亿美元以就业充分和高工资的形式投向实体经济，美国将有非常良好的经济，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偏执地反对亚洲或欧盟。但是，只要全球工资套利还发挥作用，美国的工资就不可能提高。这是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它致使格林斯潘2005年5月5日说，他担心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将日益加大，从而削弱美国和世界经济经受冲击的能力。不过，如果美国的民主是有效的，而且自由贸易是以牺牲投票大众的代价造福于精英分子的，保护主义就将是不可阻止的。


 六、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错误与危害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自由化，货币主义货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货币主义货币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应不受一国的政治干预，它发行货币必须有黄金或美元储备作支撑。实际上，一国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是主权信贷而不是债务，因此它应该受制于一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机关，并为一国经济的有计划可持续发展融资，而不必受制于美元储备，就像美国历史上和现在所做的一样。一国货币价值的真正保障是该国国家政权存在并前景良好，而不是黄金或美元储备。货币主义本质上是用美元霸权剥夺他国金融主权，从而摧毁他国自主独立发展的能力，以使他国发展服从于美国的需要。


（一）不兑现纸币是主权信贷


金钱正如权力：使用之或丧失之。未使用的（不流通的）货币是死财富。不流通的不兑现纸币不是财富，而只是放在保险箱里的印制过的纸张而已。像货币一样不使用的黄金也只不过是闪闪发光的金属，只能用做婚礼或生日晚会上的装饰性礼物。货币对经济的用处取决于它的流通，就如同血液循环为有机体带来氧气和养分。货币经济学家将货币流通速度叫作周转率。一个经济体越是充满活力，其货币周转率就越高。如同大多数代表性指称，货币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在语义学上，描述性声明就是自我确认。例如，“我是国王”是一个声明，意味着说话人是国王，即便其王国只有他一个子民。赋予该宣言意义的是接受这则宣言的其他人数量。如果在某一地域范围内有足够多的人接受这一王权宣言，宣称人就成为该地域范围的国王，而不仅仅是一家之主。如果有货币发行者宣称货币是信贷，那么它就是信贷；如果他宣称货币是债务，那么它就是债务。但是，该宣言的社会有效性取决于其他人的认可。

每个人都能发行货币，但只有主权国家政府才能为所有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发行法定货币，由于法律的强制力，法定货币在该主权国家范围内可以通行。私营货币发行者必须以黄金或对未来服务的承诺等价值实体支撑其货币。接受私营货币的其他人为该货币提供了某种价值，他们接受了私营货币，而不是其他有类似价值的物品。因此，私营货币发行者付给了私营货币持有者一种可在以后买回相应价值物品的信贷工具。

当一国根据国家货币理论的原则发行不兑现纸币时，其货币背后的价值实体是纳税义务的履行。因而，一国实际上发行了一种被称为（不兑现）货币的信贷工具，它可用来履行纳税义务。国家发行不兑现纸币，不是向任何人借债，而是为其经济发放纳税信贷。

即便发行方不是主权政府，没有征税权，认为货币就是所谓的债务，接受货币的人也是预期作为债权人得到其所有应得的。当在后来的交易中使用这种货币时，支出者放弃了其债权人的权利，从第三方购买了相同价值的物品，而将发行者的“债务”转移至第三方。因而，不论宣称货币是什么，其功能都是交易过程中的信贷工具。一人付钱给另一人，也就是付出债权，受方是接受债务，除非这笔钱的价值即刻得到实现。以货币还债时，货币也充当着信贷工具。如果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信贷的话，那么政府就不可能以它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回购作为主权债务的政府债券。

一旦货币易手，就出现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否则就没有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代表价值，而不是内在地具有价值。若以一头母牛换另一头母牛，这是以物易物，但若以货币买母牛，买方放弃了货币（价值工具），而卖方放弃了母牛（价值实体）。卖方在母牛交易中得到了货币，成为新的债权人。买方以其债权人身份交换到了母牛所有权。在这项交易中，货币是信贷工具，而不是债务工具。

发行私人货币后，其得到通行的唯一办法是，基于发行者的强大信贷能力，该货币可以兑换为相应的价值实体。私人货币发行者是价值实体的管理人，而非债务人。所有这些是合乎逻辑的，根本无所谓到底有多少主流货币经济学家说货币是债务。

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预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人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和与它们相勾结的公司，将首先通过通胀，再通过紧缩，剥夺美国人的所有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大陆……货币的发行权应从银行手中取回，交还给其归属的美国国会和人民。”这是一个反对中央银行“政治独立”的界定性声明。该警告也适用于世界各国人民。


1840年通过的《独立国库法》，建立了公共基金联邦存储处，不再将钱存入国家级、州级或私营银行，从而使美国联邦政府不用介入美国银行系统。根据《独立国库法》，银行券将逐渐停止作为美国政府收支工具；到1843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只接受硬通货。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领导的辉格党，反对独立国库，但也不支持私营银行制度。他们致力于重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废止的国民银行。在1840年选举中赢得美国国会多数席位之后，辉格党于1841年8月13日成功地废止了《独立国库法》，尽管他们未能赢得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对其国民银行提议的支持。在1844年选举之后，民主党重新掌权，并在1846年领导通过了与1840年法案近乎相同的新的《独立国库法》。这项立法实质上没有任何变动地保留下来，直到1913年美国通过了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联邦储备法案》。

当美国内战在1861年爆发时，新上任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发现独立国库是空的，必须暂停以黄金支付，他呼吁国家特许的私营银行发放贷款，为动员和装备联邦军队所需的补给融资，却劳而无功。那时，29个州特许的1600家银行共发行7000种面貌各异投入流通的银行券。林肯立刻推动美国国会于1862年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储备或硬通货作基础时发行政府纸币，该纸币被称作绿背纸币（Greenback），与以硬通货支撑的私人银行券保持平价，同时承诺“一经要求”即根据该纸币的面值兑现其他等价券。当时设想绿背纸币将通过纳税逐渐地收回，正如1866年的《筹资法案》所详细说明的，从而使政府能够以有序的无息方式收回这些绿背纸币。

然而，在战争的最艰难时期，当北方联盟的胜利被打上问号时，1美元绿背纸币只有39美分金币的市场价格。绿背纸币价值的下跌与北方联盟的生存前景有关，而与硬通货基础的丧失无关，其硬通货基础本来就不存在。在战争后，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例中宣布《法定货币法案》是合乎宪法的，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当时未收回的绿背纸币将保留作为国家通货的永久组成部分。无可置疑，这些绿背纸币帮助林肯挽救了联邦。林肯写道：“我们终于造就了它，赋予了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他们曾有的最大福祉——以他们自己的纸币清偿其债务。”新自由主义货币学家从未向世界各国政府讲授那一课的重要性。


政府征税不是为其运作融资，而是为其作为主权信贷工具的不兑现纸币提供价值。正如一些财政保守派所提议的，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它完全可以通过公共服务使用费为其运作融资。政府从不需要向其民众借债。政府发行政府债券是为了稳定债务市场，而不是因为它需要钱。从技术上说，政府从不需要借债。它发放不兑现纸币作为纳税凭证，以之清偿一切债务。因此，当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政府不制造货币，只有私营部门才制造时，他只是装腔作势地喊政治口号，而没有清楚地理解货币和信贷的本质特征。正如美联储理事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最近在关于通货紧缩的演讲中所警告的，不兑现纸币是只有政府才能自由地和不受限地制造的。只有主权政府才能制造作为主权信贷的不兑现纸币。

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债权或债务，其命名取决于（偿还）义务的流动。（偿还）义务从资产方流向负债方称为债权，反之，则称为债务。债权人就是资产大于负债的人，其资产包括其有权收回的债务人负债。主权债务只是一个虚假的游戏，它使得以不兑现纸币标价的私人货币债务可以交易。

代表人民的国家拥有一国内未让与私营部门的所有资产。不论这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道理都是一样的。因此，国家资产是一个国家减去私营部门财富后所剩的所有财富和根据主权权利对私营部门所享有的一切其他权利。私有化通常使国有财产减少，但同时可能增加纳税收入。只要主权国家存在，其债权只是相对于国家财富才是有限的。如果主权信贷被用来增加国家财富，那么，只要国家财富的增长与主权信贷同步，主权信贷就是无限的。即使一国的一切有形资产都被让与私营部门，该国借助于其存在，也仍然能够要求享有宪政体制所规定的对部分私营部门资产的权利。这包括国家的征税权、收归国有权、充公权、征用权和垄断业批准和废除权，以及最重要的发行法定货币权。这些都是主权的内在权利。

主权国家发行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也就是发行一种包括课税在内的主权权利支撑的货币工具。主权国家从不欠国内债务，除非其明确和自愿地表示如此。一国为了避免征税或提高税收而借债，这是政治权宜之计，而不是经济上的必然需要。当一国出售以其货币标价的政府债券而借债时，它是从金融系统中撤回其先前发行的主权信贷。当一国借进外国货币时，它放弃了其主权信贷特权，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的债务人，因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发行外国货币。


政府债券可以充当私营部门信贷的吸收器。由于美元霸权，美国的政府债券享有最高的信用等级，在国际债务市场中位于信用风险金字塔的顶端。美元霸权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即作为一种不兑现纸币的美元担当着国际金融建筑
[13]

 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不过，建筑是一种道德善意义上的美学艺术，是有利于人类的，而当前的国际金融建筑在此方面具有明显的缺陷。美元霸权是应被唾弃的，这不仅因为美元窃取了其不应有的地位，而且因为它对世界共同体的影响无任何道德善行可言，它破坏了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主权国家以主权信贷为国内经济发展融资的能力，并迫使这些国家以出口挣得美元储备，维持本国货币的交换价值。


主权政府法令发行的货币是主权专有权利的产物，而债务不是。任何人只要具有一定的可接受信用等级，都可以借贷，但只有主权政府才能发行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每个公民均有纳税的义务。主权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也就是发行其公民用于纳税的信用证书。只有在主权国家的授权和许可下，私人发行的货币才能存在，它与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不同点在于，私人发行的货币是发行者的借条，即发行者需偿还持有人相应的等价物。


但是，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不是政府借条，因为该货币是由持有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潜在借条支撑的。
 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是法律支持的用于结算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在美国境内，任何人拒绝接受美元，都是违反美国法律。
 债务结算的工具是信贷工具。以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买空政府债券，是政府向其经济发放更多信贷的方法之一。从逻辑上看，在一个经济体中，货币供给不是政府债务，因为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意味着增加国家债务的话，那么放松银根将使该经济体收缩信贷。经验事实证明了相反的情况：放松银根增加了信贷供给。因此，如果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扩大了信贷，那么就证明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就是一种信贷工具。


（二）信贷与货币创造



经济学者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正确地指出，发放信贷就是发行货币。他没有说负债就是发行货币。
 只有具备良好信用的实体才能发放信贷或发行货币。债务人不能发行货币，否则他们就无须借债。然而，只有债务人的存在，才能产生债权人。因此，对于发行货币而言，既需要债权人，又需要债务人。但只有债权人才能发行货币，债务人接受这样的货币，而使自己处于负债地位。

信贷的发放制造了其对立面债务，但债务不是货币，而信贷却是。债务只是对货币的否定，是一种金融反物质。物理学者理解物质与和反物质之间的关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物质源于能量集中的理论，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提出能量产生物质的同时也产生反物质的思想。物质与反物质的碰撞产生湮灭，使物质和反物质恢复为纯粹的能量。信贷和债务也是如此，它们是密切相连但又是对立的。它们是由金融能量以不同形式产生出来的物质（信贷）和反物质（债务）。信贷和债务的碰撞也将产生湮灭，使它们结合的结果恢复为不能为人类福利所用的纯粹的金融能量。债务清偿了，金融主动也就终止了。

国家的差别在于其征税权，征税权使国家无须以其他任何有价资产支持不兑现纸币的发行。国家是作为主权信贷者发行不兑现纸币的。那些持有不兑现纸币未将之交换为等价物的人是负债于国家；因为税收往往并非只建立在收入基础上，纳税人是国家的债务人是因其公民身份所致，即便没有收入的人也一样。国家以不兑现纸币的形式提供转移支付后，就减轻了转移支付接受人的税赋债务，或是把其他人的免税权转移给了转移支付接受人，使其因持有不兑现纸币成为该经济体的债权人。这样，不兑现纸币持有人就有资格从该经济体中认领商品和服务。对于政府办公楼等不销售的物品，至少从理论上说，货币毫无用处。以不兑现纸币认领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就是众所周知的购买待售商品。

以不兑现纸币买牛和以私人借据买牛是不同的。以不兑现纸币完成的交易是彻底的。交易成功后，双方都没有任何其他义务。而以借据进行交易的话，买方要么最终以货币取消借据（债务），要么归还牛。考察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的正确方法是，它不是主权债务，而是取消纳税义务的主权信贷产品。当政府以不兑现纸币（主权信贷）买回主权债券（债务）时，它不是像庞氏骗局那样为还老债借新债。

货币债务可用货币偿还。主权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后，并未成为债务人。不兑现纸币持有者是主权信贷持有者，而不是如许多货币经济学者所错误认为的国家债权人。不兑现纸币只授权其持有人从政府那里换来相同数额的货币。美元作为美联储票据，只授权其持有人在联邦储备银行兑换成另一种面额的纸币。不兑现纸币持有人是作为国家代理人行为的，其享有该工具背后的国家的信用和完全信任，还可以之纳税。不兑现纸币就像通行证，授权其持有人得到发放主权信贷的国家的保护。它是国家主权内在具有的金融权力的凭证。

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是由美联储，而不是普通银行发行的。在美元上面，也不出现“银行”一词。偿还期为零的货币（ZMM）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的5500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5月30日的6.63万亿美元，不过，它们不是联邦政府的债务，而是联邦政府为其经济发放的信贷，该信贷既可接受为纳税支付手段，又可作为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得以清偿的法定货币。主权信贷赋予美国经济以内在的实力。人们可以自由地确定美元价值或购买力的市场价格，但在美国境内，拒绝接受以美元结算债务是违法的。如果用不兑现纸币购买国家债券（债务），那么货币只不过是主权信贷工具。如果不兑现纸币是主权债务，那就无须出售政府债券换来不兑现纸币。一国政府出售政府债券换来其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其实就是从该国经济中撤离政府信贷。如果政府消费了这笔钱，那么货币供给保持不变。但如果政府的支出少于税收，而带来财政盈余，那么货币供给收缩，而经济增长放慢。这就是比尔·克林顿政府财政盈余的效应，它导致了2000年的经济衰退。失控的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而财政盈余将导致衰退。眼睛盯着财政盈余的保守派根本不懂货币经济学。

欧洲美元是指美国境外的不兑换美元，不需要向美国缴税的人接受欧洲美元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而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政府的借条。每个人都接受美元，是因为它可以购买石油等所有关键商品。当美联储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资金时，它不是发行主权债务，而是扩大主权信贷，也就是美国政府将征收更多的税。但如果政府信贷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那么税收的增加并不用改变税率。美元霸权使美元，也只有美元免于国家货币理论的外汇影响。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库券，也就是发行主权债务。从而，在美元霸权下，美国是根据国家货币理论原则既可以发行政府信贷，又能从中受益的唯一国家。

货币和公债是相互此消彼长的工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可以不兑换的美元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制定美联储基金利率目标，达到控制货币供应量。美联储基金利率是美国银行相互之间隔夜拆借的利率。同样，它也是一种市场利率，可以通过汇率影响全球所有货币的市场利率。政府公债持有者可以根据票面价值随时兑换美元，但美元持有者只能在美联储兑换其他数额的美元。美元持有者既可在财政部购买新的政府公债，又可在债券市场购买发行的政府公债，而不是在美联储。美联储不发行债务，只发行不兑现纸币形式的贷款。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代表财政部买卖政府有价证券的。美联储增加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增加国家债务，而是增加了经济中的主权信贷。这就是放松银根为什么不是赤字财政的原因。


 七、货币与通货膨胀

据说，战争的婚生子是革命，战争的私生子是通胀。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为了给参战融资，美国的国债增加了27倍，从10亿美元提高到270亿美元。战争不仅没有使美国破产，还大力推动美国进入世界主要经济和金融强国的行列。国债结果成了一种祝福，因为政府有价证券作为动荡的信贷市场的稳定器，是不可缺少的。

通货膨胀完全是另一码事。一直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物价每年上涨15%，但经济还是突飞猛进。作为回应，美联储提高了贴现率，从4%提高到7%，并保持了18个月之久，以力求控制通货膨胀。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存储机构从当地联邦储备银行的借贷机构（贴现窗口）贷款所支付的利息。结果是1921年有506家银行倒闭。通货紧缩如同一场剧烈的风暴突袭美国经济，商品价格从1920年的顶峰下降了50%，将农民大规模地推入破产。商务活动下跌了1/3；制造业产量下降了42%；失业率增加5倍，达到11.9%，失业数新增400万人。美国经济急刹车似地停滞不前。在美联储看来，物价下跌是目标，而不是问题；失业对于恢复美国工业的健康生产、摆脱工资推动的通胀是必要的。中央银行家解释说，良药总是苦口的。

在这一点上，技术程序不经意地赋予纽约联储银行对华盛顿美联储的巨大影响力，前者同国际银行的利益密切相连，而后者的构成代表着更为平衡的国家利益。最初，美联储没有应用买卖政府有价证券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制定利率政策，以之作为一种管理货币供给的方式。美联储不能简单地印发钞票，购买政府债券，加大货币供给，因为美元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数量相对固定。银行系统的货币是完全通过当地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发放注入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不买卖政府公债，而是接受贸易“实物票据”，当这些票据被清偿时，也就取消了银行系统的货币，从而货币供给能够根据维持金本位的“实物票据”论自我调节。地区联储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不是为了调节货币供给，而是为了提高其各自的营业利润，它们才将闲置资金投放于有息且高度安全的政府债券，当今的机构资金管理者还是沿用这一方法。

那时，银行业经济学家不理解，当地区联储银行独立购买政府债券时，其总体效应将导致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向银行系统注入“高能”货币，商业银行可以根据部分储备原则（partial reserve principle），通过循环贷款成倍地发放更多资金。政府出售债券时将发生相反的情况。美联储进行公开市场交易时，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将相应地上涨或下跌。当地区联储银行行动不一致时，信贷市场就会紊乱或崩溃，因为在公开市场交易中，某家地区联储银行卖出政府债券的同时，另一家地区联储银行可能在买进。

纽约联储银行第一任董事长本杰明·斯特郎（Benjamin Strong）看到了问题所在，并说服其他11家地区联储银行，允许纽约联储银行以协调的方式处理它们的所有交易。地区联储银行组建了由纽约联储银行管理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其目的是追求整个银行系统的利润最大化。该委员会受到纽约联储银行的支配，后者与大资本中央银行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而与国际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美联储批准了上述安排，却没有充分理解其含义：美联储已落入纽约国际银行家的过度影响之下。对美国来说，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开端。1929年，美联储扮演的角色暴露了其致命的缺陷，它引起了股市崩溃却无力应对。

美联储降低贴现率最终消除了1920～1921年的美国经济衰退，美国经济随后进入繁荣的20年代。繁荣的20年代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泡沫，过去之后，将美国经济的部分产业及其从业人员留在贫困状态。由于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依然是牺牲品；只有工作很长时间的工厂工人，才能共享20年代的繁荣，并从银行的放松银根中大举债务。由于繁荣时期的高失业率，美国工会失去了30%的会员。20年代的繁荣完全是由股市投机繁荣的财富效应推动的，到20年代末面临的是1929年股市崩溃，美国和全世界就此陷入大萧条。历史数据显示，美国经济1927年已经过热时，纽约联储银行董事长斯特朗依靠地区联储银行降低贴现率，美联储丧失了最后一个阻止1929年股市崩溃的机会。一些历史学家称，斯特朗这么做是为了实现其国际主义构想，甚至甘冒牺牲国家利益的风险。这是美国国会至今仍争论不休的一大问题。与格林斯潘一样，斯特朗认为，更可取的是通过增加流动性，处理好股市崩溃后的危机管理，而不是过早地以紧缩银根的预防措施挤干泡沫。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要求在大的泡沫里不断地挤干小泡沫。


20年代信贷放松的投机性繁荣吸引了许多人借钱购买股票，并把炒高的股价作为新的抵押，借来更多的钱以购买更多的股票。经纪人的贷款从1928年中期的500万美元增加到1929年9月的8.5亿美元。1929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846家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为897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倍。以现在的标准衡量，1929年的股价实际上被技术性地低估了。2004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2750家公司的全球市场资本总额超过了18万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1.74万亿美元的1.53倍。

2001年1月14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空前的新高11723点，尽管早在1996年12月6日，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位于6381点时，格林斯潘就警告说出“非理性繁荣”。从1982年8月12日777的低点开始，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了其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牛市，只是在1987年10月19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一被突发的令人战栗的股灾短暂地打断，下降了22.6%，跌至1739点。也就是从8月21日的2760最高点，在不到两个月里下降了1021点。但是，格林斯潘的放松银根政策将道琼斯指数在13年里抬高到11723点，增长了674%。1929年，道琼斯指数的最高点是9月4号的386点。1929年10月22日，《纽约时报》以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所言“股票价格不高”为标题，进行报道。两天之后，股市大跌，到了11月底，纽约证交所股票指数下降30%。直到1954年11月，股指才恢复1929年9月3日的水平。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于1932年1月，股指下跌至40.56点，下降了89%。费雪将其结论建立在收益报表良好、几乎没有产业纠纷、研发和其他无形资本具有高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还未得到理论和相关数据的证实，但事实是股市的繁荣基于借贷和错误的乐观主义。事后，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1929年的股价高估了30%。但是，股灾来临后，过高的股指在不到三年里就下跌了89%。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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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讽刺的是，它并不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体制中一直受害最大的贫穷经济体发起的，而是由富裕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发起的。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并不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联系的话，1929年的股灾在技术上反映出过度泡沫化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宿命。然而，在政府有效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股市崩溃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里恢复元气，如1987年（下挫了23%，9个月内就恢复了）、1998年（下挫了36%，3个月复原）以及2002年（下挫了37%，2个月复原）的股灾所表明的。

但1929年股灾之后，可没有那么迅速的恢复。从结构上看，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rifs）使得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持续了十多年，直到美国1941年参战。该关税使整个世界贸易螺旋式衰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才逐渐恢复。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经济由于战争动员才得以最终恢复，而全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体当时仍深陷战争泥潭，直到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完全恢复。

进入21世纪后还不到5年，在一个市场经济成为规范的世界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的稳固确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逐渐演变为新的复杂的全球贸易战。讽刺的是，这场新的贸易战并不是由在贸易链中接受残羹剩菜的穷国发起的，而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中无论如何衡量都是获益大于损失的美国发起的，欧盟也是有样学样。当然，日本从未放弃过保护主义，也从未把竞争政策当回事。
 富国需要认识到，它们从已经不公平的贸易中努力榨取每一滴收益只会使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经济萧条。历史已经证明了，当穷国吞下经济衰退的苦果时，富国就算有财富上的大力支撑，也会遭受政治上的报应，要么是战争，要么是革命，或者两者都有。


 一、冷战与道德诉求

在冷战期间，并不存在国际性的自由贸易。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完全没有经济联系。每一阵营内部，各国通过对外援助和与各自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备忘录贸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赢得两大对立阵营以及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的民心和民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各自的兄弟国家。

两大超级大国的人民努力帮助各自阵营内的贫穷人民，它们的政策目标都趋向于平等，即便并不总是付诸于实践。冷战年代，两大阵营内的对外援助和备忘录贸易比后冷战年代由单一超级大国操纵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更有助于减少贫困。目标不仅仅是增加收入和财富，而且要结束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状况。如今，收入和财富不均已被合理化为资本构成的必要前提。《纽约时报》报道说，从1980年到2002年，美国0.1%的收入最高者的总收入翻了一番，而10%的收入最高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其余90%的收入都有所下降。

尽管被指责得一无是处，冷战还是达成了两个艰难的目标：它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并将发展作为一种道德诉求引入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由此推动了两大阵营内部的经济平等。冷战结束以来，核恐怖主义形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即便是富国，国内的发展也要让位于全球贸易，世界各处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一直在扩大。

自冷战在约15年前结束后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已经转而排他性地依赖于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主导和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该贸易体系的融资是以主要的贸易储备货币美元实现的，其稳定性是由以美国工人高工资使之可能的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的。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是由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机构大幅度削减世界各国关税而得到维持的，其融资是由解除管制的外汇市场与全球中央银行体制协调提供的，全球央行体制独立于当地行政压力，由超国家的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宰。


美国重新界定了人性中的道德，它声称，世界贸易是一种道德诉求，因为世界贸易促进了贸易参加国的民主、政治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不幸的是，收入和财富平等并不在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之中。即使上述歪曲的意识形态主张的合理性没有受到质疑，它也是与美国对于那些华盛顿所认为的不民主的、缺乏政治自由、不尊重人权的国家采取的贸易禁运行为相互矛盾。如果贸易可以促成如上令人想往的境界，把贸易同自由联系起来的实践也就等同于拒绝让病人服药。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以道德辞令为其自由贸易理论辩护。2001年5月7日他在演讲时说：“开放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机遇，而且是一种道德诉求。”“贸易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给世界上的穷人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开放贸易时，我们就是在促进政治自由。”只要以实际的数据对其加以检验，上述论断仍然是高度争议性的。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制造业岗位已通过国际贸易流到了海外。在全球层次上，由于在干同量工作时雇佣了不熟练的劳动力，虽然就业数一直在增加，但同量工作的工资总额却急剧下降。

三周后，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撰文做出了回应，“自由贸易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她在文中指出，终于能有一位总统给他的行为加上道德光环，这一点肯定使得保守派欢欣鼓舞，“圣经和十诫都没有教导我们去从事自由贸易。耶稣也没有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从事自由贸易……美国宪法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支持自由贸易，痛恨保护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制定者相信保护主义才是经济制度并付诸于实践。保护性关税从1789年起就是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直到1913年通过宪法第16次修正案创造了联邦所得税才取代它。那一百多年中，所有政府官员都未履行自由贸易的‘道德义务’，他们就都玩忽职守了吗？”施拉夫利的论述尖锐，她的观点值得关注，因为美国政治当前正陷入狭义解释宪法的古典保守派和道德帝国主义的新保守派之争。尽管新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优势，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保护主义还是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保守派和劳工运动中。

小布什还提到了中国，在其前任比尔·克林顿即将卸任时，中国与美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于2001年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她将从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中获益。这一声明为那些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反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提供了明显的证据。“和平演变”战略是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率先提出来的，它企图通过和平贸易诱使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改革，放弃政权，推翻工人阶级专政以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大约40年之后，邓小平批评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在他们执行中国现代化政策的过程中没有能够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1月，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5个月，邓小平警告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们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防止了中国重蹈1991年苏联解体的覆辙。


 二、“自由”名义下的敌对

不过，很清楚，政治自由经常是保卫国家精神的第一个牺牲品，而美国对那些它所认为的不自由国家采取敌对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必然会带来那种精神。当美国每次宣称某一国家不自由时，该国在美国政策的作用下将变得更不自由。这一再地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得到证实。当美国对华政策趋于敌对时，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严格的控制。虽然贸易的确有助于开展贸易的国家，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将贸易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脱钩；二是保证公平贸易；三是意识到全球的充分就业刚刚起步，最低生活工资是全球贸易收益的先决条件。

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逐渐破裂的关系起源于贸易纠纷。美国从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获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为美国经济，而不是欧盟和日本提供了结构性的货币优势，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贸易问题涉及到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之间的政府补贴之争，香蕉战、糖战、牛肉战、橘子战和钢铁战，以及关于合并公司、收益和金融服务的公平竞争等争端。如果发现某国政府在长期的争端处理过程中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其他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果世贸组织否决了空中客车的投诉，美国可以对欧盟的其他货物追加关税，反之亦然。如果双方政府都违反了规则，就都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引发一轮攻击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如果美国政府不公平地支持本国的钢铁工业，欧盟就可以向对美国非常重要的行政州采取行动得分，如对佛罗里达的橘子征收关税。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外溢进入安全领域，使经济利益同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由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它们都在拼命寻找新的市场，这必然导致它们将眼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显著的经济增长率，还有12亿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的消费者。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带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增长，澳大利亚仅在最近才开始意识到其未来发展不可能脱离其地理位置，其繁荣有赖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牛肉和乳制品注定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不列颠群岛。欧盟殷切期望解冻已持续15年之久的对华武器禁运，即便这会闹得美国不高兴。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以色列在对华军售问题上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甚至美国的国防部门也意识到，美国的国防工业必须出口，甚至向中国出口，以保证自己的领先优势。据报道，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猛烈抨击中国军力升级，没有邻国能威胁到她，两天后他就设法向泰国出售F－16战斗机，能够发射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见《拉姆斯菲尔德努力推销F－16》，《亚洲时报》2005年6月9日）。销售倾斜是为了与俄制的苏－30型机和瑞典的JAS－39型机竞争。多年前，在里根当政时期，五角大楼的一位重要技术专家唐纳德·希克斯（Donald Hicks）就向美国国会清楚讲明了武器出口领域开放的竞争。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政策选择，而是决策者必须适应的事实。”“事实是所有国家的军事装备都在分享同一个全球商业－国防工业基地。”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穿的靴子和制服都是中国制造的。即使战争转向了高科技，军靴依然是一种关键物品。


 三、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

世贸组织具有148个成员，是处理贸易规则问题的唯一全球性国际机构。其核心是世贸组织协议，也就是多边贸易体制，由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家谈判、签署并由本国议会批准。其声称的目标是为帮助生产者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帮助进出口商管理其交易，而这些是基于如下可疑的立论，即贸易将为所有参与者自动带来同等的收益。人民的福利只被看作是基于如下学说幻想的附带目标，即“平衡”的贸易必然会为每个人都带来相同的繁荣，而这一论断与世贸组织本身提出的贸易条件所制造的事实相矛盾。

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了20年，使得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再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承诺的“双赢”游戏，而更多的是一种“输赢”游戏，领头的富国是赢者，殿后的穷国是输者。国内发展已被边缘化为一种倒霉的对外贸易的牺牲品，只能依赖贸易顺差积累资本。
 对外贸易和国外投资已成为国内发展的首要动力。这种贸易模式使得那些贸易逆差的国家永远都欠发达。由于美元霸权，所有的外国投资都流向了能够赚取美元的出口部门。即便是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也不能把在贸易上赚来的美元用于国内发展，因为它们被迫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2003年9月，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富国拒绝了穷国提出的请求：彻底改革残害第三世界农业的农产品补贴。坎昆会谈失败后，将多哈回合谈判扳回正轨的努力也受挫，由美国牵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在全球复苏的危险。2003年10月13日，拉里·艾里奥特在《卫报》上报导了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谈的失败：“全球化的话题都围绕着民主、自由贸易和共享科技进步的收益。而现实是精英分子的统治，重商主义和自私自利。”艾里奥特注意到会议进程充斥着自相矛盾：在一个人力资本应被看作是国家的新财富的世界上，为什么劳动力还会遭到如此轻视的对待？


在坎昆会议上，马拉维商业和工业部长山姆·姆帕苏（Sam MPASU）被问及其对贸易自由化收益的看法时，他干巴巴地回答说：“我们开放了本国经济。这就是我们卧病在床的原因。”姆帕苏的评论总结出了书写全球化规则者和无能力抵制全球化者在观点上的巨大分歧。

在过去的30年，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出口上增长迅速，部分归因于关税削减和运输费用降低，而使得工资套利基础上的外包成为可能。制造业出口从1965年的25%上涨到30多年后的7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份额从50%下滑到了不到10%。很多发展中国家从日益增长的制造业贸易中收益越来越少，大多数利润都流向了外资。竞争最激烈的制造业出口，如纺织业和服装行业的市场准入仍然高度受限，近期的贸易纠纷预示着将会有更严格的限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与贸易相关的农业不景气，富国政府给农民提供的大量补贴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很多穷国都是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命脉，农业不景气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的衰退。

世贸组织发起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在坎昆受挫，是因为富国政府坚持农业补贴政策，而不顾它对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潜在影响。自坎昆会议以来的谈判集中于有必要更好地理解贸易政策，尤其是富国的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之间的联系。虽然减少贫困现已被官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广泛地看作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必然的核心关切，并已成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的主要任务，但迄今并未制定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UNMDG）承诺，到2015年，也就是10年以后，国际社会将会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半。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只要一半的贫困人口死于饥饿、疾病和地区性冲突，这一目标就可能实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警告说，如果全世界还是像目前这样，不努力实现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话，到2015年，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就会有三百万儿童死亡。据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几个主要途径都与国际贸易有关，然而减少贫困的记录是更为贫困。贸易到底能否取代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是未被提及，更别说答案了。只有这些问题被认真地提出，保护主义才不会重新出现在穷国。在此条件下，如果民主政治真能表达民意，民主政治就会更多地要求保护主义而不是精英政府。

在过去的十年，关税就像秋天的落叶不断跌落，不过，浮动汇率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反倾销进口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是在解除管制的全球外汇市场中运作的，在这种贸易体制下，如果政府干预以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国际货币蛇头）为基准的货币市场波动，一国货币的汇率可以经常性地用于贸易平衡。

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了汇率和当地价格之间的偏离程度。它与利率平价（IRP）理论是不同的，后者假定投资者在资本账户上的交易行为促使汇率发生变化。如果一个美元投资者要在一个具有四倍购买力平价（如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购买力平价）的外国经济体中得到相同的利率，当地工资必须起码比美国的工资要低四倍（75%）。购买力平价理论建立在“单一价格法则”的延伸和变动的基础上，可应用于总量经济。

单一价格法则认为，不考虑两个不同市场的运输费用和各种不同税收，同样的商品在这两个市场上应卖同样的价格。但它不适用于劳动力价格。价格套利与工资套利相对应，生产商可以寻找工资最低的地区进行生产，再在价格最高的市场上出售。这就是外包的动机所在，即不寻求在本地以反映购买力平价差别的价格出售产品。通常没注意到的是，在某个经济体中，物价低廉将提高其购买力平价，因为相同的当地货币可买更多东西。但是，在跨国界贸易中，单一价格现象只适用于某些特定产品，如石油。因此，由于四倍的购买力平价，相对于购买其他货物或支付工资，石油价格上涨将使中国比美国多花费四倍的钱。当地货币与美元相比的购买力平价越大，美元霸权压低当地工资的控制力就越强。


 四、经济民族主义

近段时间欧元对美元的升值是欧元自2002年1月1日被引进以来的首次升值浪潮，它是1985年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成为欧盟版本的结果，即便没有正式的协议文件。其战略意图远不止是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记录表明，就算美元对欧元下跌了30%，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攀升。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促使之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广场协议》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阵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
 当前欧元所发生的变化根本无法说明美元已开始衰退，而是说明了欧元正开始转变为美元的从属货币以支持美国的债务泡沫。

自6年半前欧洲货币联盟启动以来，欧元区陷入了健康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变得具有破坏性，而通过供应方财政政策又无以为继的境地中。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全球化调节或欧盟野心勃勃的扩大的阵痛。欧盟各国开始抵制美国把欧元体系变成迎合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各种需求的美元涨涨跌跌的支持者的战略意图。

上述的现代货币战略是罗马战略的翻版：聪明的罗马人将一个持异见的犹太人奉为基督教的上帝，先发阻止了犹太教日益兴起的文化主导罗马文明。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罗马法，如果不是直接来源于的话，也深受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影响，尤其是该法典中以牙还牙的公平概念，而达到自圆其说。
 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法制定之前，犹太人就基于个人尊严和平等设计了一套法律制度。成文的罗马法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出现。罗马的债务法（Roman law of obligatio）不会促成金融，因为它坚持所有负债都是个人性质的，而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债权人不能向第三方出售欠条，债务人只有责任把钱还给最初的债权人。而《塔木德经》认可非个人的信贷，持有到期欠条的任何人都可以收债。这是现代金融的关键发展所在。
 有了犹太法典，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就有了一部在三大洲和各种文明里都适用的国际法。

罗马人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世俗的犹太思想和价值观正日益渗透进罗马社会，但犹太教是一个排他性的宗教，不允许罗马人加入。罗马人不能像同化希腊人那样同化犹太人。基督教早期也有排他性的特点，直到保罗使基督教向所有人开放。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指出，罗马意识到，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有权保持宗教特色。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没有特定民族的教派，基督教扰乱了其他民族。当罗马的犹太人不抵制罗马的社会不公情况时，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与罗马军团的士兵并肩作战，共同保卫帝国。罗马的犹太人是罗马的优秀市民。与之相比，早期的基督教徒是社会败类，拒不响应政府号召或履行市民义务，拒服兵役，在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充当了和平主义者。吉本指出，罗马体会到，基督教徒的罪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基督教控制罗马的文化和社会很长时间之后，康斯坦丁认识到它有能力帮助其赢得对异教徒的战争，于公元324年赋予基督教以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就像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宗教战争以延长教皇的世俗权力一样。早期的基督教是世俗的犹太教中一个持异见的教派，当他们开始从罗马社会底层一步步地向上爬，并在上流社会发展新教徒时，罗马政坛将所有犹太教派都不那么反对的基督教接纳为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吉本估计，基督教掌权后，在三百年的宗教争端中清除的基督徒，比罗马人在之前三个世纪清除掉的还要多。对犹太人的迫害始于基督教统治的罗马。早期的基督教对中央政府的藐视带来了修道院制，并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败。


由于日元、欧元以及现在的人民币等非美元经济体积累的是以美元标价的贸易顺差，维持合适的美元价值以支撑美国永久经济增长的成本已被转移到这些非美元经济体，它们的明显特征就是工资长期相对较低和国内消费持续低迷。对于工资已经很高的欧盟和日本，惩罚是削减它们传统的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中国目前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债权国，但还是被迫不得不向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寻求其可以任意发行的以美元标价的资本，来为中国的出口贸易融资，从而也为美国不断增多的贸易逆差融资。



 五、市场无力纠正贸易失衡

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各地所有债务国都残忍地施加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条件”，而对世界上最大的且最不负责任的债务国却视而不闻。这是因为美国可以任意发行美元，从而具备免疫力。美元是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生产力支撑，也没有美国出口实力支撑，而是由美国军力支撑的不兑换纸币。
 2005财年美国的军事预算为4207亿美元。2004财年为3991亿美元；2003财年为3961亿美元；2002财年为3432亿美元；2001财年为3100亿美元。在乔治·W.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军事支出高达1.5万亿美元。该数字高于中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其GDP的6%，而其军事预算为其GDP的4%左右。换句话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在1.5倍返还美国某一天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贸易纠纷，向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开战的军事成本。对于不断增多的美国贸易逆差，反对美元的群体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拉姆斯菲尔德试图说服全世界，不到美国军事预算十分之一的中国军事预算是对亚洲的威胁，这实在令人同情。甚至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的防御，而不是像美国的军事原则那样向遥远地区的冲突投送兵力。虽然拉姆斯菲尔德敦促中国应有更多的政治自由，但他对华的好战姿态直接与该目标相抵触。讽刺的是，拉姆斯菲尔德选择了儒家权威主义的大本营新加坡作为政治自由理论的样本。

根据自由贸易理论，一般来说，贸易只会在平衡重新建立之前或是自由贸易完全停止的情况下暂时失衡。双边贸易暂时失衡往往是因为贸易伙伴暂时或是不具备竞争力，或是效率低下，或是生产能力不足。贸易逆差国从贸易顺差国那里购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然后就用本国货币支付差额，以便顺差国有朝一日可从逆差国那里购买食品以恢复收支平衡。暂时的贸易失衡很可能是由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如贸易条件、工资水平、投资回报、调节机制、劳动力或原材料或能源缺乏、维持贸易的基础设施完善性、购买力平价，等等。持续维持贸易逆差的国家将赢得银行所称的只借不还者（ha－bitual borrower）的声誉，也就是该国已具有不良的信贷风险，已是长期地入不敷出。如果用本国货币清偿贸易逆差，汇率就面临下调的压力。在根本性地解决贸易伙伴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时，浮动汇率寻求消除或缓解暂时的贸易失衡。

美元霸权保护了美国的贸易不平衡迫于市场压力重新趋于平衡，基于货币威力而允许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逆差将推动美元汇率的不断降低，即便美元霸权可使降低维持在较慢的速度。但是，如果低于平价的汇率长期存在，就会冒有生产率的暂时失衡转化为永久性失衡的风险。不断弱化的货币会惩罚发行该货币的经济体陷入经济的螺旋式下跌。这在过去十年已发生在美国身上。使情况更糟的是，由于解除市场管制的全球化，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还伴随着由跨境工资套利引起的部门失业率的逐步上升。美国歧视性的移民政策也不支持美国的低收入工作机会，并加剧了非法移民问题。

过去十年里，美国境内的地区工资套利使其经济和生产都趋于国际化。在地区工资套利的推动下，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重新集中于低收入的南部地区。虽然纺织业的迁移带来短暂的调整痛苦，但美国北部经济努力使其生产率、科技水平、金融服务和产品质量都得到升级。美国南部经济也设法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并及时地缩小在国内的工资水平差距。这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就业岗位都保留在国内。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业岗位无情地离开了美国。根据自由贸易理论，美国的贸易逆差应会引起美元相对于其贸易伙伴货币的暂时贬值，使得出口竞争力重新趋于平衡，从而消除或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然后，暂时失去的就业岗位还会重新回到美国。

但由于美元霸权，持续存在的美国贸易逆差打破了贸易理论。尽管有些强势货币有选择性地升值，广义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还是维持上升趋势，这是因为高度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试图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从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中解脱出来。虽然该目标是为了补贴和扩大出口，却讽刺性地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尽管美国不断扩大货币总量，也就是说不断地放松银根或印发钞票，美国通胀面临的压力不大还是增强了贸易加权美元指数的上升势头。

美国的进口量围绕债务驱动的美元汇价的提高做出调整，因此，可以根据扩大的货币总量对之加以评估。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输往美国的货物年增长率约为15%，超过其GDP年均增长率的5倍。当美国利率高于那些债权国利率时，美元就会被看好，美国也就会享受经济繁荣。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效应：利率的提高实际上延长了而不是威胁了美国的繁荣，因为它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美国金融系统，降低了进口货物价格，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由于财富效应，虽然工人工资增长放慢，但工人变富了。美元的资产收益率还是比外国货币的高。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采取所谓的先发性反通胀措施的真实意图。美元霸权使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反通胀，从而导致美国资产增值的债务泡沫。
 这些数据证明了美国就像罗马帝国：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就像战利品不断流入罗马帝国一样。这就是格林斯潘所谓的美国“金融霸权”。

联邦基金利率（FFR）从2004年中期的1%上升到2005年5月3日的3%，也就是在25个基点上提高了8倍。如果同样的“标准步伐”继续下去，联邦基金率到2005年底将升至4.25%。不论美联储如何花言巧语，美元利率的提高都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外国中央银行出售美国国库券等以美元标价的资产，而不是为了反通胀。在债务驱动的经济体中，高利率造成了自身的通货膨胀。
 提高利率以制止通胀就像小狗在转着圈追自己的尾巴，利率提高，通胀也会提高，从而又需要更高的利率。利率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资金远离债务泡沫，但也可以使债务清偿额高不可及而刺破债务泡沫。

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美联储增加了货币发行量，为短期利率的提高创造了一个具有充足流动性的非自然环境，导致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之间利率差距的缩小，这是经济萧条的最主要的征兆。增加货币发行量的问题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称的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即便接近零利率也要绝对优先考虑流动性问题。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中，不论是流动性陷阱，还是利率变动无法引起投资反应，都可以造成货币扩张失效。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再宽松的信贷政策也无济于事
 （pushing on a credit string），因为丰富的资金不能找到信誉良好的自愿借贷人。大量的新的贬值资金趋于流向抹平以从前的高利率计算现有债务。当由于流动性过大，长期利率保持稳定时，短期利率以一定的速度提高，不会消除流动性陷阱。

如同其证券市场所见证的，美国的债务泡沫显然有很大问题。2005年5月是2002年10月以来高产证券发行最缓慢的月份，一共只发行了14支证券，总值29亿美元。4月底，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债务降到垃圾债券等级搅浑了证券市场。2005年3月到5月，高产债券或垃圾债券的交易量与2004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5%，而与前三个月相比，也下降了45%。2005年3月到5月，垃圾债券交易额为176亿美元，而2004年同期是395亿美元，2004年12月到2005年2月为360亿美元。2005年3月到5月，投资级债券交易量为407笔，而2004年同期为522笔——下降了22%。2005年3月到5月，约1539亿美元的高级债券得到认购，而2004年同期为1665亿美元——下降了7%。

50美元1桶的石油，连同尤其是在房地产业的天文数字的资产价格增值，给了债务泡沫更多的清偿时间。但这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结果很可能以新的贸易战造成贸易量缩减而告终。美国贸易逆差减少的代价就是引爆可能使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的美国债务泡沫。考虑到这种情况，美国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在现有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一直驾驶着贸易逆差的列车，如此做的时间也许不会太久，尤其是保护主义已开始聚集力量。


在过去十年里，转向离岸外包生产一直是美国“新经济”的生产率繁荣的源泉。除去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生产率所做贡献，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并不大。美国政府公开的生产率指标数据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近70%，但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仅在0～10%之间。较低的生产率价值与蓝领工人和白领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水平是一致的，他们是以本国升值的市场价值中得到的资金进行消费的。世界贸易已成为一个根据有效劳动力、工资、利率、汇率、物价、储蓄率、生产能力、流动性条件和债务水平的差异进行跨国界套利的网络。在某些领域，美国正成为一个不发达经济体。

布什政府继续安慰美国民众，美国的经济形势是健康的，而事实上美国已将其整个的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拱手交给外国生产商，与之同时还在廉价甩卖部分经济而为日渐增长、源源不断的贸易逆差融资。通常情况下，当政策制定者从自以为是走向狂妄自大时，灾难也就离得不远了。


 六、克林顿政府的遗产

公平地说，美国经济的问题出现于布什执政之前。《华尔街杂志》报道称，克林顿政府2000年度经济报告宣称，根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马丁·拜利的看法，只要“我们坚持合理的政策”，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就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而《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说得略有出入，它引用的拜利所言是“坚持财政政策”。把两份报纸的报导放在一起，就能感受到，克林顿政府认为其财政政策就是结束商业周期所需要的合理政策。政府的经济学主教与我们这些必须在每天的市场动荡中沉浮的、不幸运的凡人不同，能够排他性地关注长期趋势及其与宏观经济理论的结构一致。然而，在宏观经济之外，“长期”不断地被现实世界重新定义。在科技和通信部门，“长期”指的是不到五年的持续时间。对于对冲基金和量子基金来说，长期也就是指几周时间。

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2000年度经济报告确认了两个促成那个“好”消息的因素——新自由主义贸易全球化和科技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即便生产率和消费增长都有所放慢，经济顾问委员会还是相信美国经济可以永久性地持续扩张。至于美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逆差，经济顾问委员会寄望于全球经济复苏将推动对美国出口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大多数美国出口产品日益增多地由进口部件组装的事实。

然而，美国官方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强势美元政策，而削弱了世界对美国出口的需求。对电子商务寄予厚望是乐观主义的重要表现，这还有待相关数据的证实。2000年，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期，电子商务中企业对企业（B2B）的部分将从1998年的430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1.3万亿美元。高盛公司1999年宣称，到2004年，电子商务中企业对企业的部分将达到1.5万亿美元，是1998年美国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总收入的两倍。其他机构显得更为谨慎。朱庇特研究公司预计，全球公司企业对企业的网络市场消费将从2000年的26亿美元仅增加到2005年的1372亿美元，而北美地区将从21亿美元仅增加到809亿美元。北美公司在1998年的消费总额中占到81%，但到2005年该比例预期将下降到60%。现实情况是，亚洲和欧洲的通信技术市场发展得更快。

现实证明是令人失望的。2004年联合国贸发大会报告称，美国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在2002年占所有电子商务额的近93%，占企业间所有交易额的16.28%。而2002年企业间所有的交易（电子商务或非电子商务）都有所下降，但是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一年就增长了6.1%。至于电子商务零售业，联合国贸发大会报告说，2004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占所有零售业的1.9%，这一比重大约是2001年的两倍。从2001年到2004年第一季度结束，美国电子商务零售业的年均增长率为28.1%，而同期全部零售业的增长只有8.8%。根据美国商务部初步公布的数据，2005年5月20日，《道琼斯》报道称，第一季度电子商务零售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3.8%，从160亿美元增长到了186亿美元。第一季度的电子商务销售额比去年第四季度的186亿美元增长了6.4%。各个时期的销售额都建立在调节基础上，也就是说商务部对它们进行了季节性的、假期性的和交易日差别的调节，但没有进行价格变动的调节。

2005年第一季度电子商务销售额占所有零售额的2.2%，美国商务部估计达到了9169亿美元。从海外进口产品的廉价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只增长了2%，这说明一部分低收入的美国消费者陷入了消费疲软，而高档零售商标靶连锁百货（Target Stores）也从海外进口产品，却持续增长了7%，这揭示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的影响。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2000年度报告没有谈到电子商务仅仅是商业变化还是实际增长的问题。可能性存在于造成经济负增长的新科技。就像IBM，其主要机构的效率提高（即计算能力的单位成本降低）实际上减少了IBM的销售总额，个人电脑业的大多数利润和增长都流向了软件公司微软，而对微软所从事的行业，自许为硬件制造商的IBM没考虑过值得去做。英特尔公司的情况类似，1965年，该公司的共同创办人戈登·摩尔发现，每块集成电路上的电子晶体管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并预测发展趋势是每隔两年电子晶体管就会成倍增长。但所谓的摩尔定律没能预测到每单位美元计算能力的提高会削减公司的收益。计算机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而遵循摩尔定律的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却不断上升：计算机芯片更新换代的研发、制造、测试成本都稳定地增长。由于半导体生产的固定成本不断上涨，制造商只有卖掉越来越多的芯片才能保证赢利。近年来，分析家发现，高级程序节点的“新开工设计项目”数量呈下滑的趋势。这些观察是在2000年经济低迷过后的时期做出的，这种下滑趋势也许证明了，长期的全球市场不可能在经济上支持摩尔定律。Google泡沫是美国在线公司悲剧的重演吗？

根据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ep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从长期来看，随着科技的落伍，宏观经济恢复活力抛弃的不只是陈旧的理论概念，还有坚持当前现状的企业和机构。金融中介和证券交易面临电子通信网络（ECNs）的挑战，电子通信网络很有可能将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等行业变成夕阳产业。电子通信网络是在虚拟空间完成买卖交易定单的电子市场。如今，纳斯达克股市交易量的约25%都是由电子通信网络处理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全电子证券交易所（ArcaEx）4月20日宣布，双方已达成最后合并协议，将结合为一个实体——纽约证券交易集团公司，并成为上市控股公司。一旦管制机构、纽交所成员和全电子交易所股东们批准，合并案将成为有史以来证券交易额最大的，它将世界一流证券市场与最成功地全开放、全电子化的交易所联合在一起。通过全电子证券交易所，纽交所第一次可以与纳斯达克上市交易的股票相竞争；还可以间接获得否则没有资格在纽交所上市的企业股。在全电子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与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不同。

关于财政政策，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期间，包括社会项目和国防在内的美国政府支出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对于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连同经济中供求两方面的明显扭曲，这样的财政政策做出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这与罗斯福政府的收入增长和财富平等政策正好相反。与膨胀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相联的财富效应可以突然逆转，2000年也确实如此，而只有通过布什的减税和2001年后“反恐战争”的赤字开支政策才摆脱困境。整个20世纪90年代，私人债务不断冲击新高，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赞美这是一个积极因素。家庭开支主要建立在未来预期收入或账面收益的增长上，而两者都可能，也确实突然化为乌有。1999年11月大选期间，克林顿创造的经济奇迹已开始偃旗息鼓。终究，商业周期没有被终止，当然也不可能被自我吹嘘的政府政策所终止。商业周期的延长只意味着前面是更严重的市场崩溃。2002年8月26日，现任副总统切尼对外战老兵讲演时称，“中东问题专家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教授预测，解放之后，巴士拉和巴格达街头肯定会爆发出欢呼声”。在市场经济中终结商业周期的思想，与切尼的上述论断一样，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在1991年民主党开展的白宫竞选活动中，克林顿和戈尔反复强调美国1%的最富裕阶层无耻地占有国家40%的财富。他们还说，如果扣除住宅所有权，只计算商业、工厂和办公室的话，那么1%的最富裕人员占有全国90%的商业财富。而10%的最富裕人员，他们说，占有99%的财富。他们承诺，如果当选，就一定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当政后，对于平等地重新分配财富什么都没做——虽然90年代他们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繁荣昌盛，但与富人相比，最终对穷人的伤害更为严重。相反，在民主党执政下，经济不平等只是持续加重。里根将国家债务平均分配给全国民众，而克林顿把所有财富分配给富人。


 七、日益兴起的反全球化

从地缘政治上看，贸易全球化在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内面临全球范围内的复杂抵制。克林顿之后的抵制势头将不是放慢全球化进程，就是迫使修改贸易条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成全世界的经济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反对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1999年北约攻打南斯拉夫激发了欧盟的军事主义。美国倡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根本就不是普遍有效的科学，正日益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看作仅仅是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都得不到美国历史条件的支持。
 如同反对拿破仑的国际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法国，反全球化和反对道德帝国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美国。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例外主义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的助产婆。布什教义推出核垄断立场，先发制人战争，“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极端主义，以及不姑息声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不啻是向全世界防御性民族主义郁积的怒火浇汽油。

1997年10月29日，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听政会上对联合经济委员会说，“可以设想，几年后，我们回过头看这个插曲（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根据其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这是一个有益的事件”。如果只注意宏大的画面，细节确实无关紧要：虽然地球上有些人一辈子都忍饥挨饿，有些城镇被战争或自然灾害无情地摧毁，但从太空中看，地球总是看上去近似圆形。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正如格林斯潘所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本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被美国主要的银行家看作是对美国宏观经济的“有益影响”。格林斯潘为那些国家持有反美情绪和货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他们再也不会被控是妄想狂了。

讽刺的是，冷战结束后，市场资本主义成为推动革命性变化的最狂热力量。即便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一旦大量资本来源于工人的退休金，金融资本主义也就变得内在地要求民主。美国退休金的货币价值超过15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中等熟练程度的工人。新型社会资本主义的形成将极大欢喜地剥夺工人们的就业机会，而代之以付给他们高额的退休金。
 个体资本家同样剥削着个体工人。工人的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利益冲突凸现出来。正如柏格立公司（Pogo）过去常说的：“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由于偏好资本回报甚于补偿劳工，社会资本主义造成了过度投资，从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但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只能由高收入消费者来解决。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降低了需求，从而导致金融瓦解。世界经济需要低工资制，就如同畜牧业需要口蹄疫一样。


正如君主主义作为反封建的进步力量刚出现时，合理地使自己成为政治自然法则，最终由于背叛了其进步的使命而导致了衰亡，今天的社会资本主义不仅将资本回报置于工人之上，而且置于资本所有者的福利之上。
 阶级斗争已经扎根在每个工人心里。当人们面临当前生存和今后安康的艰难抉择时，他们总是选择生存，社会资本主义将必然地步绝对君主主义的后尘，而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开路。


[1]本部分内容初次载于《亚洲时报》2002年4月11日的“美元霸权必须终结”（US Dollar He－gomong Has Got To Go），后经多次修改、补充，先后载于《亚洲时报》2005年6月16日的“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和全球性的经济萧条”（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和2006年4月1日的“美中贸易失衡”（The US－China Trade Imbalance）。



[2]本部分内容初次载于《亚洲时报》2002年7月23日的“中国与全能的美元”（China Vs the Almlghty Dollar），后经修改、补充，2005年12月7日以“中国与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China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Architecture）为题载于美国“安全天堂”网站（SAFEHAVEN. com）。



[3]原载《亚洲时报》2003年8月14日的“美国选择性的强势美元政策”（Americas Selective Strong Do11ar Policy）。



[4]原载《亚洲时报》2002年8月14日“全球帝国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 Global Em－pire）。



[5]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二部分“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的后两节内容，原载《亚洲时报》2006年6月24日。



[6]“格令”（grains），又译“谷”，系英美制最小重量单位，1格令等于0.0648克，原为小麦谷粒的平均重量。——编译者注



[7]在期货市场上，交易者需按期货合约价格的一定比率交纳少量资金作为履行期货合约的财力担保，这种资金就是期货保证金。初始保证金是交易者新开仓时所需交纳的资金。它是根据交易额和保证金比率确定的。而交易者在持仓过程中，会因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而产生浮动盈亏（结算价与成交价之差），因而保证金账户中实际可用来弥补亏损和提供担保的资金就随时发生增减。浮动盈利将增加保证金账户余额，浮动亏损将减少保证金账户余额。保证金账户中必须维持的最低余额叫维持保证金。当保证金账面余额低于维持保证金时，交易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补充保证金，否则在下一交易日，交易所或代理机构有权实施强行平仓。这部分需要新补充的保证金就称“追加保证金”（margin ca11s）。——编译者注



[8]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二部分“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的前5节内容，原载《亚洲时报》2005年6月24日。



[9]“夺回美国”（Take Back America）会议系美国公民社会组织“美国未来运动”（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的主要活动之一，自2005年以来，已召开2次。“美国未来运动”组织是美国100多位著名的公民活动人士和政策分析人士共同发起和建立的。其目的是挑战大公司的议程，鼓励美国人讨论新的经济构想和为全体美国人服务的未来。该组织认为，应将工资不断降低和保障日益减少置于全美国辩论的中心，（新）保守主义议程只是使情况更糟，那些认为当前无所作为的人是错误的；全美国人民应为美国的优先目标而战：反对社会保障的私有化，为能源独立、好的就业岗位和可持续的经济争取投资，争取支付得起的医疗、教育等服务。——编译者根据该组织网站（http：//www. ourfuture. org/）材料整理



[10]该文讲演中文版可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8期。——编译者注



[11]简称为吉芬品。这是以英国经济学家吉芬（R. Giffen）的名字命名的。在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中，吉芬发现，虽然土豆的价格急剧上升，但当地农民反而增加对土豆的需求量，吉芬品由此得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答案在于，土豆在当时爱尔兰农民的支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土豆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人们的处境迅速恶化。为了填饱肚子，人们不得不大大减少肉、奶酪这些相对来说仍然很贵的商品的消费，把省下来的钱花在还算便宜的土豆上。后来，经济学家就把像爱尔兰土豆这样价格上涨反而带来需求量增加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现在，吉芬品也延伸为指那些价格下降后反而带来需求量减少的商品。——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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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美中之间的金融与贸易关系


 第五章 美元霸权与不可持续的中美贸易
[1]



尽管所有证据已证实，美国还是继续自欺欺人地认为，公平的汇率，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将解决美国经济痼疾。但西方汇率长期以来一直是问题的一部分；全世界的经济体应该浮动的是工资，而不是汇率。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日益上升，抬高了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不公平问题，却未揭示出该问题的多少实质。美国经济的真正危险是，美国的主权债务等级现已取决于中国主权债务的健全，也就是取决于中国的信贷等级。


 一、核心矛盾

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猛涨到2020亿美元，占美国总赤字的四分之一还多。近几年来，美中贸易失衡的不断扩大导致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固定汇率。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固定在8.28：1，仅有0.03%的微小波幅。

2005年7月21日，在反复声明升值毫无必要或根本不予考虑后，中国意外地宣布人民币升值2%，与美元的汇率变成8.11：1。中国还宣布，此后，人民币将以同样的微小波幅盯住一篮子外国货币，它们包括美元、欧元以及其他可能反映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货币。篮子内不同货币的构成和分量没有透露给市场。中国似乎是应用了新加坡有管理的浮动模式，既保持分量，又维持有效地波动，根据盯住美元的参考，秘密地允许一个有限范围内的最大弹性。很多人认为，这明显是为了缓解美国压力而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

然而，美国还是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因为2006年1月的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到179亿美元，比前一个月增长了10%。而在该月，美国对全世界的贸易赤字总额是685亿美元，尽管美国的飞机和大豆出口也增加了。美国的压力是由如下误导性的传统设想所推动的：较低的美元汇率将会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尽管历史数据清楚地表明：过去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最终并没有降低美国对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

所有这些升值实际上是降低当地货币的国内成本，而不是提高日本和德国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其实际结果是，日本和德国发生通货紧缩，美国发生通货膨胀，而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存在。

美元是美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工具——美联储票据。元是中国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两者都是其中央银行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它们都是没有实际价值的货币，都没有黄金或其他有价物的支持。两种货币都不是由其各自的政府，而是由其各自的央行直接发行。这意味着国家的全部信心和信用并不直接支持这两种货币。

两种不兑现纸币的持有人不能向其政府要求兑换任何国家财富。两种货币的价值是由它们在各自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决定的，同时也受其发行者，也就是各自央行的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元持有人有权在联邦储备银行不多不少地把它兑换成另一种面值的美元。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因为这些政策影响着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这对人民币来说也同样是正确的。因此，这两种货币的汇率反映了其国内购买力的差别，而这差别是其各自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两个央行原则上都是政治独立的。


美中贸易失衡不是由两种货币的汇率引起的。它主要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造成的，
 例如，在两种贸易经济体中以价格形式表现的工资和地租。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因为，在同样的生产率下，中国的工资和地租与美国的相比显得过低。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失调是贸易失衡的结果，而非原因。要纠正这种贸易失衡，需要上调的是中国的工资和地租，而不是中国货币。
 趋于相同的是两个贸易经济体的工资和地租，而不是与某种已存在十年的特定汇率相脱离的货币。

人民币和美元在各自经济里的购买力差距是4：1，人民币对美元的8.12：1已经是这种差距的大约两倍。在不同的部门，美国和中国工资的差别在20倍到50倍之间，一种汇率表现得如此不相称，近乎荒唐。

汇率稳定不仅有利于贸易，对全球金融稳定也极为关键。1971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瓦解后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由于汇率不稳定引发的。汇率政策不能替代两个经济体进行互惠贸易所需的结构性经济调整。汇率政策也不能取代健全的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

当两个经济体在发展不平衡的阶段进行贸易时，欠发达的经济体维持贸易顺差是自然的，也是公正的，除非欠发达的经济体赶上较发达的经济体。否则，那将是帝国主义剥削，而非贸易。

汇率的市场力量来自于贸易经济体的相对实力。外汇市场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贸易经济体的经济健全程度的基本判断，因为它受到政府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市场通过汇率波动将参与者总体判断的讯息传送给贸易经济体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这些主管当局通常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它们无视那些市场反应，就会付出代价。


对于那些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经济体来说，其代价可能是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大规模地攻击其货币，这将迅速耗尽政府的外汇储备，导致该经济体债务市场的崩溃。对于那些实行外汇和资本控制的经济体来说，在贸易逆差时，它们受到的惩罚将是外汇储备的流失和贸易缩减。在贸易顺差时，恶果则是本国货币资本的流失，转变为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


在当前的全球中央银行体制下，不兑现纸币主要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或者由中央银行授权的银行发行，例如，香港等前英国殖民地就是这样。作为维持一国不兑现纸币的稳定和价值的关键角色，中央银行被认为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不受持续、无情的政治压力要求放松银根的影响。

一个主权国家的不兑现纸币的价值仅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支撑，一是该国经济的健康程度，二是发行货币的政府接受其作为纳税手段。它作为法定货币，享有垄断地位，结算该国境内的所有债务。大多数主权国家只允许本国法定货币在本国境内流通，要求外国货币只有在兑换为本国法定货币后，才能在本国市场使用。对跨国交易来说，为了以经济上公平的比率互换贸易国家的法定货币，外汇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

当一国不兑现纸币的外汇价值超出了政府和外汇市场认为合理的范围时，对其的校正需要该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而不是人为地操纵货币汇率。不论汇率是由政府确定，还是由市场力量确定，不兑现纸币的经济价值与其汇率之差的波动，都是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自从1971年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瓦解后，这种不稳定导致了过去十年来连续不断的金融危机。


中央银行体制的哲学基础是如下立论：不兑现纸币的价值稳定是经济长期健康所必须的。
 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不兑现纸币的国内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汇率，而不是相反。然而，美联储在汇率政策上无条件地听从财政部，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议题。
 进而言之，中央银行体制存在的理由同样源于一个自相矛盾的立论：为了满足该经济体不断变化的金融需求，以防止一再出现的银行危机、衰退或萧条，货币弹性（monetary elasticity）是必需的。


因此，中央银行的第一大功能（维持不兑现纸币的国内购买力）和它的第二大功能（为增长放慢的经济提供货币弹性）是相抵触的。中央银行必须制止商业银行通过过度放贷（这由于不公平的储备管理体制而成为可能）促成货币发放，但与之同时它必须在金融危机或恐慌逼近时充当最后贷款人。


最后贷款人的功能是为处于困境的市场提供必需的流动性，将其从过多的负债中解救出来。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流动性储备，处于困境的市场就可能因一再发生的多米诺效应而停止运作——即使信誉良好的债务人也暂时无法履行义务，因为一些缺少信誉的债务人不能向他们偿还债务。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前的美国和近十年很多拥有美元债务的其他国家，这种一再发生的银行危机不断出现，因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无法提供美元形式的货币弹性，只有美联储才能印发美元。

根据货币数量理论，当货币弹性经常被用作克服经济周期性低迷的便利措施时，它就会导致“道德风险”的上升，这会鼓励借方承担无保障的金融风险，因为借方以为这种风险将得到央行救援行动的保护。货币弹性易放难收，因为对债务人来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加痛苦。如同橡皮带会伸展、也会断裂一样，货币弹性最终将因为被滥用而丧失。

美联储在格林斯潘任主席时的领导下，曾一再地公开声称，其信奉如下歪理，即“高度扩张性的放松银根也无疑对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之后，格林斯潘在2004年事后聪明地说：“我们不是以过激行动力图抑制确定无疑的泡沫，从而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我们的选择是，正如我们在1999年中国听政会上所指出的，将政策焦点集中在平息泡沫发生时带来的影响，从而富有希望地轻松过渡到下一次扩张。”

关于“下一次扩张”，格林斯潘指的是下一个泡沫，它就是2000年之后的房产泡沫。“平息”的应对措施就是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

房地产泡沫取代高科技泡沫有其结构性原因。美国贸易赤字为美国资本账户盈余融资，后者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提供低息按揭。房屋不能像制成品一样从低薪国家进口，即便房屋里的许多物件，如家具、硬件、窗户、厨房用品、浴室装备以及暖气和空调设备等，都是外国制造的。尽管许多低技能的建筑工作都是由非法移民来做，建筑工作还是不可能外包给其他国家，以利用跨国界的工资套利。但房地产泡沫和任何其他类型的债务泡沫并无不同之处。一旦收入与资产价值的增长不同步，无法支撑债务清偿付款，房地产泡沫就会破裂。

如此一来，中央银行在扮演双重角色时陷入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是金融市场执行审慎规则的监督者，同时又是以创新型经济扩张的名义破坏相同规则的推动者。而且，中央银行对处于困境的私营公司的援助标准是和这些公司对金融系统的潜在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标准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因为债务大户只是凭借其规模就能可靠地得到优惠待遇。因为每个借款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条金融规则：如果你欠银行10000美元，你会感谢银行；但是，如果你欠银行100亿美元，那银行就会感谢你了。它就是所谓的“太大承受不起失败”（too big 1o fail）综合征。

更可悲的是，在美国，尽管美联储大约98%的利润根据法律归于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在法律上还是由其会员银行所有，而不是由政府或民众所有。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由会员银行提名、总统任命，作为一个团体，他们主要代表银行部门的特殊利益。


在中国，1995年通过的《中央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地位，改变了它先前国家银行的角色。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的不同在于：前者服务于该国经济的融资需求，而后者则试图维持货币的价值稳定，与之同时提供货币弹性以防止银行危机，采取利率政策以确保银行部门的收益率，其背后的思想是，银行部门是经济的心脏，为了经济健康，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

在中国银行改革的过渡时期，没有任何局外人知道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成员的提名和任命程序是怎样的。有把握说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仍然遵循中国政府的政策指示，而中国政府又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警惕中国人民银行转变为代表银行部门及其大企业客户的特殊利益，而牺牲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的利益。中国政府需要客观地认识中国的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及其实力来源。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代表各国央行的超国家中央银行）的定义，这种不民主的、代表特殊利益的央行立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央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政治独立”。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与美联储不同，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国库，是国库的财务代理人。除了管理银行间信贷市场外，中国人民银行还管理中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


只要中国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独立就不应该是中国中央银行家们可以轻易讨论的政策话题。他们选择了银行改革术语中“与国际接轨”等更良性的委婉说法。已有迹象显示，在经历了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负面影响正开始展现。



中国最近的政策回归到平民主义的方向，向贫困落后的农村和内陆地区提供积极的金融援助，试图扭转明显的收入不均和经济失衡。可以预见，这种政策转变将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政治独立性提出质疑。可以预见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将会批评中国人民银行将钱花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花在银行利润最高的经济部门。



 二、美中贸易失衡

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日益上升，抬高了所谓的中国贸易行为不公平问题，却未揭示出该问题的多少实质。

虽然好莱坞特殊利益集团在大众媒体上大肆报道，强调其电影版权受到侵犯，以此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游说美国国会建立针对中国的贸易立法，但是大多数有关不公平贸易的抱怨的真实性却无法经受宏观数据的现实验证。这与沃尔玛的情形类似，沃尔玛一方面抱怨入店行窃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却在损害其员工和海外供应商利益的情况下，从顾客那里获取肮脏的暴利。商店扒手当然应该受到惩罚，但这不应成为沃尔玛实行全球低薪政策的正当理由。

1950年，美国进口127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出口114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达241亿美元，只构成其329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7.3%。由于美国实行的冷战禁运，美国与中国没有贸易往来。1950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13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无关紧要的0.4%。美国可以不费力地维持这样的赤字额，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一个深受战祸的世界中最富有的和生产能力最强的经济体。

还有，那时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债权国，其美元与黄金挂钩，充当着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制指定的国际贸易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确保了美国盟友将及时地、一分不少地清偿其战争负债。从而，对于恢复遭受战争重创的世界经济，美国的贸易赤字是十分必要的。具有贸易顺差的经济体将赢余的美元投回到美国，这是为了清偿战争债务，而不是购买美国资产，因为外汇和资本控制是那个时期的秩序。微小的国际收支失衡是由贸易经济体之间转移黄金储备来清偿的。除了政府外汇窗口，不存在其他任何外汇市场。在那样的安排下，美元霸权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跨国界的资金流动受到各国政府的严格控制，美国也不得不以黄金兑换美元。

当前，与许多具有类似贸易和财政赤字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美国通过美元霸权，以其贸易赤字为资本账户盈余融资
[2]

 ，从而免受与国际收支失衡相关的惩罚。但是，许多美国人不是寻求改革带来这种贸易和财政赤字的美国经济基本结构，而是荒谬地指责其贸易伙伴，起初是几十年前的日本和德国，现在是中国，存在货币汇率问题，以此寻求根本不存在的国际失衡问题的解决办法，该办法虽然没有痛苦，但不着边际。



位于这场货币骗局的顶端，美国还想要进一步降低美元的汇率，以期减少其贸易伙伴持有的大量美元储备的价值，因为美元的汇率只影响那些居住于、工作于或访问非美元经济体的人。因为在美元霸权的体制下，美联储可以任意地印刷美元纸币，所以对美国而言，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赤字不是一个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对于其他所有不能印刷美元的国家，却是如此。
 从而，由于美国贸易赤字并不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它不可能通过操纵美元汇率来解决。解决办法必须是缩小两个贸易经济体之间的工资差距。



 三、美中贸易背后的数字

2005年，美国的国际贸易额达3.3万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达12.7万亿美元，前者构成了后者的26%。美国的出口额达1.27万亿美元，进口额达2万亿美元，它的经常项（产品和服务）赤字是7260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7%），比2004年6180亿美元的经常项赤字多1090亿美元。

单以商品计算，出口8930亿美元，进口1.7万亿美元，商品贸易赤字是7820亿美元，比2004年66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赤字高1170亿美元。这意味着尽管美国的商品贸易赤字巨大并不断上升，但其2005年出口商品额根据195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仍然高达1924亿美元，是美国1950年出口额的15倍多、GDP的3倍。美国服务业的出口额是3790亿美元，进口额是3220亿美元，盈余为560亿美元，比2004年480亿美元的盈余高出85亿美元。

如果美国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的限制，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将会大大减少。

对中国来说，由于美国的禁运，除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不结盟国家的少许备忘录贸易外，其1950年的对外贸易几乎是不存在的。200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达到了1.3万亿美元（占其1.6万亿美元GDP的81%），贸易盈余是1020亿美元（占其GDP的6.4%）。中国与美国大约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流向弥补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


这些数据表明，贸易现已在中国GDP中占据不安全的过高比例。若没有中美贸易顺差，中国的全球贸易赤字将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6.25%，超过了美国5.7%的比例。



 四、中国对贸易的过度依赖

一旦吸毒成瘾，最初的欢娱很快就转变为苦恼。2005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231美元，而中国的人均外贸额也达到了1000美元。减去外贸部分，中国的人均GDP仅有231美元，也就是每天只有63美分。而且该数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非人均收入，后者通常更低。

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为10493元，按官方的8.11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计算是1294美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3225元，也就是401美元。事实上，在农村内部，2005年与贸易无关的人均GDP实际上低于总体的人均收入，这意味着在没有出口贸易的地区，农村人均收入必须人均加入170美元，即加入401美元与231美元之差，或者说每天加入47美分，才能予以取齐。

全球的贫困线是一天2美元，远远高于中国与贸易无关的每天63美分的人均GDP。中国依赖于出口的经济增长政策正造成日益上升且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政府也开始承认这一点。


2005年，美国人均GDP为43000美元，而人均对外贸易是11196美元。除去对外贸易部分，美国人均GDP为31804美元。任何贸易国家都难以避免严重的贸易摩擦。但宏观数据表明，美国对华贸易并非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2005年，美国对中国的人均贸易赤字为685美元，也就是美国人均GDP的1.6%，而中国对美国的人均贸易顺差是155美元，也就是中国人均GDP的12.2%。然而就全球而言，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020亿美元，按人均计算是78.5美元，占中国人均GDP的6%。进言之，70%以上的中国出口是由外国公司交易的，这使得中国在2005年的人均贸易顺差净值约为50美分。显然，中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而且，并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就可以看出美国在对华贸易谈判中掌握着高得多的市场支配权。


随着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大多数人的收入将大大低于人均GDP。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均的指标，基尼系数为0表示完全平等。中国官方公布，其全国基尼系数1990年为0.35，2005年上升到0.45。1978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一个非官方的调查显示，中国2005年的基尼系数为0.6。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4.8亿下降到2002年的8800万，但在2003年，贫困人口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升，因为过度出口的弊病开始从统计数据上显现出来。


中国将GDP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标准的缺陷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从账目上看，中国GDP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其经济似乎高速发展，但其代价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大多数人还是处于贫困之中，环境恶化无法扭转，道德冷漠日益增强，官员腐败制度化，以及社会不安定不断扩散。这一图景与世界第二大债权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美元霸权也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好处，200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1。一般认为，基尼系数高于0.4，将造成社会不稳定，经济效率低下。


 五、以新自由主义贸易赢得冷战

冷战是具有经济意义的一种政治军事对峙。军事化的背后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经济竞争，它们在各自的意识形态集团里向欠发达的盟国提供援助。这两个分立的敌对集团之间几乎没什么经济联系。各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对外援助维系的。冷战期间，经济竞争的名义是经济发展，而非贸易。

新自由主义者现在经常宣称，社会主义在冷战中之所以败给资本主义，是因为自由的胜利。然而，这个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明了。诚然，由于敌对的外部势力的压力，那些拥护社会主义的政府被迫实行军事体制，由此剥夺了本国公民的基本自由，从而成为自身的最大敌人。但是，在约瑟夫·麦卡锡时代，美国大肆压制公民自由并没有使美国政府垮台；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许多盟友也并无多少民主可言。经过15年的市场资本主义改革，从俄罗斯到波兰的前社会主义经济体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中国是一个例外，这只是因为它严守基本的社会主义承诺，后者正是美国竭尽全力所要拆除的。

在经济方面，真正的冷战是在两个完全不平等的对手间展开的。由于作为长达一个世纪帝国主义剥削的受害者的历史性影响，社会主义阵营从一开始就比资本主义阵营的发展水平低得多，贫困水平却高得多。此外，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受益于一个可以担当增长引擎的富强经济体，相反，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美国是唯一未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其后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但是，自苏联为了冷战军备竞赛的融资，开始与资本主义阵营发展贸易后，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发展动力。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目的是建立一个经济集团，它一直持续到1991年才解散。在经互会的文件中，没有提及“贸易”一词。

马歇尔计划来自于杜鲁门主义，后者诞生于1947年，强调美国有抗击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道德义务。马歇尔计划花去了美国1947年2440亿美元GDP中的130亿美元，也就是GDP的5.4%。这些钱如果转化为2004年的美元的话，应该是6320亿美元，约等于200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它们的任务是帮助战后欧洲的经济恢复，以避免受到共产主义的颠覆。这笔钱并非全部来自美国政府的预算，它还来自美国的主权信贷。马歇尔计划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国政府向在欧洲的美国投资者保证，他们可以把弱势的欧洲货币标价的利润兑换为与黄金挂钩、保障汇率固定的美元，他们随时可以35美元兑1盎司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将美元作为基于固定汇率的世界储备货币，马歇尔计划使之具体化。马歇尔计划使国际贸易得以恢复，并为半个世纪后，即在1971年尼克松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限制跨国资金流动的布雷顿森林体制随之瓦解后，美元霸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马歇尔计划确实帮助德国恢复了经济，但这并非完全是胜利方给予失败方的一个无私礼物。它更像是一匹进行货币征服的特洛伊木马。它将德国经济打入美国经济的附属卫星国的地位，迄今德国还有待完全实现其经济自由。

以2004年美元计算，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贷款相当于6320亿美元。在2004年9月底，仅日本一国的外汇储备就高达8300亿美元。换句话说，日本2004年给美国的贷款比美国1947年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还多。而且，日本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因为这些贷款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可以随意印发，除非重新换成日元，否则美元在日本毫无价值。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日本不得不减少日元的供应量，这导致了日本经济的紧缩和日元汇率的升高，并因此伤害日本的出口竞争能力。因此，美元霸权已经不止是“太大承受不起失败”综合征。它造就了一个由众多自愿的奴隶组成的世界，他们出于若没有强势的美元，就无法觅得明天的食物这一恐惧而捍卫美元。


“冷战证明了什么”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在其18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已充分阐述的论题，即一旦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在贸易领域是经济落后的，若没有政府的干预，它仅凭贸易是不可能赶上的。

李斯特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观点上截然不同。它认为，经济行为，乃至经济规律，都要视其历史、社会和制度背景而定。当一国与另一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又被迫采纳该国的国家理论作为国际经济的自然规律时，它往往成为这些规律的受害者。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历验证了上述观点，为了换来极其有限的繁荣，两国都不得不付出作为美国代理国的惨痛代价。


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贸易是战略性的错误，这使它毫无保护地暴露在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游戏中，它在该游戏中从一开始就是失败者，并永远也不会赶上。


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者应宣布的目标是，自由贸易促进了资本主义民主，但他们不诚实地声称，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双赢游戏。国际自由贸易只是有利于霸权国，就像国内自由贸易只是有利于垄断者一样。只有当发展不受对外贸易所控制时，社会主义才能运转良好。世界贸易组织是为迎合资本主义霸权而设计出的一种体制。当前全世界的反世贸运动反映了草根阶层开始意识到这个自明之理。


在美国，李斯特的思想演变为制度经济学，后者持如下观点，即政府政策，而不是市场力量在促进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李斯特的思想受到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持观点的很大影响。

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首席大法官领导的美国最高法院在处理1819年麦卡洛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s Maryland）中确立了以下原则：美国联邦政府在通过法律和实施政策、计划及措施方面拥有广泛的“不言而喻的权力”，各州不能横加干涉任何一个联邦机构。马歇尔规定，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政府是由人民而非各州建立的，联邦政府享有全部主权，“在其职能领域至高无上”，除非宪法明令禁止。马歇尔的主张是美国宪法史上最重大的决策之一。它基于宪法，宽泛地解释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该案例为美国联邦政府随后的权力扩张，延伸开来，为两个世纪后美国的全球权力扩张奠定了法律基石。


汉密尔顿提出主权信贷思想，主张建立国家银行，反对成立中央银行。其观点不仅被用来保护这个年轻国家的弱小的新生工业，还被用来反驳19世纪英国的全球化倡导者为推进大英帝国主义利益而推出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教义。
 （见廖子光：“全球央行批判：美国的经验”，《亚洲时报》2002年11月16日）。随后，也就是1812年战争之后，亨利·克莱（Henry Clay）撰写《美国制度》，主张建立美国第二国民银行，实施关税保护和联邦拨款，以主权信贷推动基础设施等“国内发展”。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使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但是，持续四十年之久的冷战导致美国为胜利付出惨重的代价：其陷入持续周期性的财政赤字。在90年代金融市场全球化之前，财政赤字只有一种惩罚结果：国内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证明可以有效地度过可憎的商业周期。而且，由于对外贸易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只要美元与黄金挂钩和美国持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那么外汇对于美国就没有什么意义。到60年代，美国实际上已受到国内通货膨胀的冲击，美国经济由此遭受的影响足以激励肯尼迪政府的经济学家断定，只要美国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美国就能够以“新经济”做到军事和经济同步并重，甚至把人送往月球。

但是，因为美元是贸易储备货币，而且大部分美国财政赤字是用于国外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资助欧洲的北约运营以及美国在日本、韩国、亚太地区其他盟国、中东和南美的基地，大量的美元流往海外，日渐地耗尽美国金库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诺克斯堡金库流入外国金库的黄金是如此之多
[3]

 ，以致当美国在60年代深陷越战泥潭时，美国总统约翰逊无力资助其“大社会计划”。

1971年8月，为了阻止黄金流入外国账户，尼克松被迫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并对进口品强制征收10%的关税，该关税直到1971年底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的美元固定汇率贬值2.25%之后才解除。两年后也就是1973年，中东危机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提供了机遇，它们将油价提高了十倍，从1桶3美元增加到1桶30美元。美国接受了新的石油价格体制，但迫使石油生产国以美元标价石油。
 说服石油输出国并不困难，因为它们的经济大多数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吸收突然而来的所有财富，而当时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美国在政治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稳定，并不会受到恐怖主义的攻击。


过剩的石油美元流向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以高于美国国内利息的借款利息借入这些石油美元，再由出口挣得的美元来偿还。
 这样的贷款被认为是安全的，正如花旗银行总裁李世同（Walter Wriston，又译沃尔特·瑞斯顿）所发表的名言：“国家不会破产”。花旗银行凭借雄心勃勃的国际放贷，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开始。

但是，直到1991年冷战结束后，随着无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出现，从而允许布雷顿森林体制所限制的资金大规模跨国流动，美元霸权才全面形成。对于催生和推进美元霸权，1991年关于资本流动限制的瓦解比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更为重要。



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的中央银行即美联储由国家货币价值监护人和最后贷款人转变为一部无处不在的虚拟货币印钞机，在美国经济显现放慢增长的最早期，开始了印发货币。
 1987年之后，格林斯潘主席领导的美联储引导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纵情狂欢于注入流动性。


在高盛公司前证券交易商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
[4]

 担任财政部长期间，美国发现，为了挣钱，美国所需做的就是印发更多的美元，世界贸易于是成为这样一种游戏：美国以法令发行美元，而其贸易伙伴生产不兑现的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从石油、衣服到电视机和汽车等一切商品。美国保持其国防工业和研究，将老的经济制造业首先外包给日本和德国，再将服装业和低技术产品外包给亚洲和墨西哥。最重要的是，美国实质上已以垃圾债券和其他结构性金融产品建立并经营一种新型金融部门，而直到十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对此才有所理解。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步入金融资本主义，而其贸易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



 六、货币重估的错误逻辑

以重估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平衡对美贸易的逻辑是错误的。如果商品价格是以消费国的货币标价的，美元就是这样，上述观点尤其正确。

讽刺性的是，90年代末，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一再告诫日本不要以汇率或利率政策取代健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而美国在1985年推动的广场协定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强势美元政策都是这样做的。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去年在北京参加会议时指出，在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国际货币管理机构不断逼迫一个非自由兑换货币的国家升值其货币。他建议，中国在可预知的将来不应让人民币升值或贬值。蒙代尔说，“人民币的升值或浮动将使中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并对中国的发展稳定和亚洲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贸易赤字反映了一国贸易、货币和汇率政策内在的结构性缺陷。1975年，美国具有12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到1987年，其贸易赤字已达到1553亿美元，这种情况被普遍错误地归因于美元的估价过高。1985年的广场协议的结果是通过谈判使美元贬值，暂时缩减了美国贸易逆差，但是价值较低的美元使美国经济能够比其贸易伙伴增长得更快，到199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再次上升，因为金融全球化允许贸易赤字的美元重新投资于美国资产。贸易开始与国际金融紧密联系在一起。


随着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世界金融体系结构开始在美元霸权的规则下运作。美国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于解除管制的金融领域，在该领域，美国是无可争议的革新领导者。
 资本账户盈余的日益增长使不断攀升的贸易赤字呈良性状态，因为国际收支问题被转变成美国债务泡沫。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当地货币急剧贬值，从而使得亚洲的物品价格更加低廉。然而，中国是唯一没有让本国货币贬值的亚洲国家。那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已高达1110亿美元，并不断走向更多的新高。但是，1997年7月后，美国的净资本流入超过1000亿美元，占其GDP的7.2%。200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是6660亿美元，相当于以1997年美元价值计算的7840亿美元，也就是比其1997年贸易赤字的7倍还多。上述数据的互动攀升当然不只是一个外汇问题。

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的报告称，2004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达到6680亿美元，占世界的70%，而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净资本输出国，达成1720亿美元，其次是德国的1040亿美元，然后是中国的690亿美元、俄罗斯的600亿美元以及沙特阿拉伯的520亿美元。199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净资本流入是420亿美元，但2004年的净资本输出达到930亿美元。中国1995年的净资本输出为20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210亿美元，2004年达到了690亿美元。

1995年，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净资本流入为840亿美元。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资本流动突然逆转，从1996年930亿美元的净流入变成1997年120亿美元的净输出，一进一出达1050亿美元，占其在危机前GDP的11%。2000年，这些国家的净资本输出为910亿美元，2004年则达到了3670亿美元。一方面，这些国家继续维持作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纯接受方，另一方面，其中央银行成为外汇储备资产的大买家。这表现为资本外流，因为国内债务所吸收的美元流入更多的是投资到海外，而不是滞留于本国。


1995年到2004年，主要由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全球外汇储备价值从大约1.5万亿美元上升到3.9万亿美元，十年间增加了160%，而同期全球GDP的增幅大约仅为40%。

2002～2004年全球储备的增加量超过1.3万亿美元。其中三个国家就占了全球储备增长的近60%：日本、中国和韩国。

2004年，中国的净资本输出为690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净资本输出国。尽管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但其资本输出量更大，因为其外汇体制导致了其中央银行日益增多地积聚外汇储备。在新协议中，200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计超过1530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得到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该年实际投资总额）也直线上升至近610亿美元的高记录，比2003年增长了13.3%。

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储备一直增长，其资本账户赤字越来越大，而其经常账户盈余也越来越大。2004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相当于其GDP的4%，预计2005年很可能已超过其GDP的6%。2005年9月底，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为7690亿美元，仅该年第三季度，就增加了580亿美元。

中国外汇储备的日益上升是由于经常账户盈余的不断增加、私人资本的净流入和受到严格管理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为了维持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中国的中央银行近些年购买了大量外汇资产。甚至在2005年7月小幅调整了其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将人民币更多地与一篮子货币而不是单独与美元联系在一起之后，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是继续攀升，在2005年底超过8000亿美元，并有望在2006年底上升至9000亿或1万亿美元。2000年至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6000多亿美元。但这不属于国家财产的盈余，而是反映了市场改革所引发的社会保障基金匮乏。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随着人民币的越发强势，其全球购买力将会上升，从而提高中国根据全球标准衡量的收入和消费份额，并因此减少国内储蓄率。然而，在当前的国际贸易条件下，对于严重依赖出口的任何经济体而言，其汇率越高，将直接转化为国内越低的工资水平，进而减少国内消费。中国的社保基金匮乏被误认为是高储蓄率所致。



以高薪刺激国内需求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是，美元霸权使中国朝这个方向的努力成为徒劳，因为它调出了中国国内储蓄，将之转变为无用的外汇储备。



 七、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因果关系争论

对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之间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这就如同争辩圆是从哪里开始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熊市倾向于见证资本账户被动地紧随经常账户的变化而变化。牛市则倾向于见证经常账户随着资本账户的改变而改变，这使美国确信，其可以在维持巨额贸易赤字的同时，不用担心美元外汇价值的崩溃，因为外国人无从选择，只能出售本国货币以购买美国资产，为美国购买外国商品补给美元。问题是，对于进一步向外国人出售美国资产或因为外包而失去工作，许多美国人不再高兴得起来。
 但是，如果美国资本账户盈余缩水，经常账户赤字就会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再度突显出来。


大多数美国新闻工作者以及几乎所有政治家，都极力捍卫美元，聚焦于美国贸易赤字，而不是其资本盈余。他们带着冷战甚至一个世纪前的种族歧视遗留的敌意，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作为最新的替罪羊而大肆鞭挞。


依照反华者的观点，美国是中国重商主义的受害者，而不管重商主义涉及的是寻求黄金，而不是寻求不兑现纸币。他们表示，中国一直低估其货币，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为了支持其上述论点，他们将矛头指向中国快速积聚起来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事实上是中国放贷给美国，
 平衡美国贸易赤字。他们全然不顾人民币汇率已实行十多年，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还抵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诱惑，当美国是债权国时，固定汇率曾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提出的建议之一。

进言之，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相当于全球GDP的1.6%，而所有亚洲新兴国家（不包括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总值才仅占全球GDP的0.5%。石油输出国的也只占全球GDP的0.5%。日本至多也只占全球GDP的0.4%。


为了纠正贸易失衡，假如这是游戏规则的话，人民币重估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只能部分地归因于贸易，更重要的原因来自于资本交易，它占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的29%。货币投机占37%，投机者就是赌定，为了满足华盛顿的无理要求，人民币将不断升值。对冲基金进行“倒买倒卖”，即借进低息的日元购买美元，再将其卖给中国，积聚以人民币标价的中国主权债务，造成了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的美元堆积。华盛顿就中国外汇储备攀升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政治干预，推动了中国持有的美元不断增加。


当然，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是小数目。这笔钱与美国想要中国做的、进一步打开中国金融市场所要承担的资金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中国不能印刷美元，它必须手中持有足够的美元，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其货币供给和出口部门的进口需求，中国必须至少持有5000亿美元，才能满足日常外汇交易的需求。


若应美国的要求，中国的金融部门大规模地开放，这将要求中国解决国际清算银行界定的中国银行系统的大量坏账问题。这是一个由国家银行体制向中央银行体制转变所引发的结构性问题。这项工作最终将花费1万多亿美元（见廖子光：“中国银行改革任重道远”，《亚洲时报》2002年6月1日）。人民币若是可自由兑换，将需要5000多亿美元来防止货币投机。将上述三项加在一起，为了推行金融自由化，中国需要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当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奏效，那么中国将半途而废，达不成其必要的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以人民币标价的主权债务从中国出口部门购买美元，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就是外国（中国）以美元购买其国库券的形式来为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融资。中国挣的仅仅是外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获利润的一点微薄的手续费。由于中国对外国资本和出口赢利实行纳税优惠，以外资融资的中国出口部门已想方设法使其社会和环境成本外部化，将之留给国内部门。如此负面的外部性不久就将带来报应。


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越发强势，中国以人民币标价的主权债务就会从中国的出口部门购买更多的美元，这意味着每1元人民币购买的美国国库券将更多。这将扭转历史上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率差距，叫停借入低利率美元投资到高利率的人民币资产的买进卖出贸易，并阻止美元流入中国人民银行以使其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库券。因此，人民币重估将无助于美国。


美元的危险不是中国可能出售美国国库券，中国已持有太多的美国国库券，在市场上抛售，必定遭受重大净损失。其危险是美国的主权债务等级如今取决于中国的信贷等级或中国主权债务的健全。


如果中国经济碰壁（一旦美国债务泡沫破灭和中国对美出口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就将发生），中国的主权债务信用等级将受到重挫，从而导致人民币利率上升，大量热钱进入中国，中国人民银行购买更多的美国国库券，这又迫使美元利率下跌和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最终转化为一场金融风暴，该风暴将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像一阵无害的四月春雨。日本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但由于对外贸易只占其2003年GDP的18%，日本从而能够抑制国内的通货紧缩。尽管如此，日本持续的通货紧缩还是极大地冲击了全球经济。对中国来说，对外贸易高达其GDP的81%，其经济活动已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没有多少纵深或宽度可言，一场金融危机将很快蔓延到国外。这才是对美元霸权的真正威胁。

纷至沓来的资本流入是一把双刃剑，将造成不受欢迎和不稳定的副作用，它们包括本国货币的升值趋向于超出市场基本面，削弱出口竞争力，引发通货膨胀。资本流入导致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大量堆积，为了扩大国内货币基础，央行不得不在生产没有相应提高的情况下发放本币，造成货币太多而产品严重缺乏的局面，这正是引发通货膨胀的典型原因。这将造就一种不良现象，就是一国货币在国外的价值高，而在国内的价值低，这为对冲基金攻击该货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正是中国如今面临的形势，只要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这个问题就将变成一种危机。


在美元霸权下，资本流动主要以美元标价。尽管所有人都在议论欧元是一种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然而欧元与所有其他货币一样，仍然只不过是美元的派生货币。为了缓解本国货币在境外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的威胁，中央银行必须进行众所周知的资本流动“冲销”。在成功的外汇市场冲销操作中，必须减少基础货币（银行储备加上货币）的国内部分，以至少暂时地平衡储备（美元）流入。


对于日本经历的境外本国货币贬值而国内通货紧缩这一情形，日本需要反其道行之。在理论上，有若干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通过鼓励私人进行海外投资，但这种选择看来已经被美国的保护主义冻结。另一个方法是允许外国人从当地市场借本国货币，但这又会招来难以驾御的对冲基金发起货币攻击。然而，在美元霸权下，典型的外汇市场冲销形式一直是应用公开市场操作，也就是买卖美国国库券和其他美元标价的金融工具来调整货币基础的国内构成。问题是，在实践中，这种外汇市场冲销难以执行，有时甚至会弄巧成拙，因为任何明显成功的操作都会或是提高国内利率，或是降低国内利率，从而刺激甚至更多不合需求的美元资本的流入或流出。

外汇市场冲销能力与国际资本流动程度是反比关系。如果资本高速流动，那么力图实施外汇市场冲销将是徒劳的，因为这些操作很快会淹没于新一批资本流入，特别是在美联储通过放低联邦基金利率而继续发行更多美元的情况下。由于美元霸权，美国是唯一无须外汇市场冲销的国家，因为所有的资本流入和流出都是美元形式。对非美元经济体来说，外汇市场冲销可能暂时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资本持续流入，它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外汇市场冲销只能应对金融体系遭受冲击的影响，而不能消除其根本来源。汇率管制的情形也是一样。


还有，特别是在不可能具有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可能受到金融工具不足的严格限制。
 发行大量有价证券，力图消化注入的流动性，这会给政府或中央银行带来沉重的债务清偿负担。它会破坏财政平衡和国有企业等准财政平衡。对于任一中央银行，当其将筹集的资金投向海外资产时，由于其赚取的美元现行利率通常低于其必须支付给其卖出证券的利率，其运营往往会亏损。巨额亏损甚至可以导致中央银行不得不进行资本重组或拖欠债款。

最糟的情形是，中央银行或财政部的资产负债组合将其暴露于更大的信用风险之中，使整个金融系统对于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更加脆弱。这最有可能发生于大量资本流入表现为短期证券投资形式（就是所谓的热钱）的地区，与外国直接投资相比，热钱能够更快速和更容易地撤走。


 第六章 贸易战能够导致真正的战争
[5]



中国迅速崛起为一支重要的全球经济力量，这引发了美国决策者对自由贸易是否还符合美国国家利益问题的思考；毕竟，“自由”贸易总是有利于强者。如今，既然美国已经得到其想要的，中国已经取消了人民币盯住美元制，美国考虑失当的政策就将产生效果，制造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孤注一掷时刻。


 一、美国对华恐惧和敌视的根源


中国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经济大国的前景，使美国国内很多人极度恐惧。他们担忧中国、印度领导的发展中国家在保留其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竞争拿走高科技的工作岗位。
 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消费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它成为主要的汽车出口国也只是时间问题。目前，造船业是由中国控制的，接下来就是飞机制造业了。美国海军现依靠亚洲，最终要依靠中国建造新的船只，贸易经济学最终还将迫使美国空军只能采购亚洲生产、中国组装的飞机。

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可以追溯到长达近2个世纪的种族歧视，也就是自西方帝国主义在19世纪初期入侵亚洲以来。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拥有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展，它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主角应该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但是，对于中国不久就可能得到劳动力优势、资本优势乃至技术优势，并因此主导世界经济，不断积累战略优势的忧惧，足以推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毫不掩饰地考虑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
 此外，中国与亚洲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而亚洲如今是世界上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是全球地缘政治搏弈的焦点。自其创建以来，美国一直信奉社会经济“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突然，美国决策者不再接受该理论，因为美国再也不是“适者”，而美国霸权的生存已是岌岌可危。对于美国国内的许多人，尤其是军界的新保守派来说，现需要以战争叫停国际社会经济的达尔文主义趋势。

中国人口逾13亿，是世界人口的1/5，劳动力7亿，而美国只有1.47亿。为了避免中国在国民总收入上超过自己，美国必须至少维持美中两国的工资水平有5倍的差距。当前，由于历史遗留的科技和经济优势，美国工人的名义工资是中国工人的35倍，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是中国工人的9倍。这种过高的差距并非建立在当前生产能力差异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贸易条件失衡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基础上。除非工资水平趋同，否则自由贸易将继续受到有利于中国的跨国工资套利的推动。但是，一旦工资水平趋同，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5倍，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前景。
 正是由于美国经济的超群，才使美国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胜利者出现，并赢得冷战。

美国从自欺欺人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自由贸易从来不会导致贸易平衡的事实真相。自由贸易总是不利于那些弱势的贸易参与者，即便根据比较优势原则，也是如此。当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时，它也倡导自由贸易。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在他《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说，当时英国支持的政治经济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科学，只不过是英国一家之言，仅适合于英国人。李斯特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自由贸易信条是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来维护英国繁荣和权力的手段，弱小国家不得不用保护性关税和其他经济民族主义保护措施同英国抗争。亨利·克莱主张的“美国体系”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当贸易不平衡有利于强大的美国经济时，美国就积极地推动自由贸易。不对等伙伴之间的贸易平衡要求牺牲强势贸易参与者的利益来管理贸易，这需要弱势经济体通过政府干预造就对它更有利的贸易条件来实现。上述政府干预是由贸易政治学推动的。当贸易管理不利于弱势贸易伙伴时，实际上是经济帝国主义。当贸易管理不利于强势贸易伙伴时，才能造就众所周知的公平竞争环境。然而，美国有些人为了寻求经济帝国主义的永存，要求在与弱小的、不发达的经济体贸易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其说法总免不了强词夺理。

当穷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施压，要求美国停止不公平的农业补贴时，美国的棉农就通过向穷国的棉农提供帮助，试图驱散不断上升的压力。美国政府每年支出45亿美元，补贴市价59亿美元的棉花作物，否则，棉花价格将是国际市场的两倍多。这种补贴使美国棉农能够有利可图地将其3/4的产量用于出口，并控制40%的世界棉花贸易。美国在纺织业失去的利益，在补贴棉花出口、投资于海外纺织品工厂的高回报和压低棉花产品消费市场价格上又全部拿了回来。从而，当前与中国纺织品的关税战只不过是美国想取回吃的一块蛋糕。45亿美元的补贴只不过是美国2005年度2.4万亿美元财政预算的很小一部分，但足以摧毁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经济。

美国国家棉花理事会是美国政坛一个强大的贸易集团。它在美国棉花出口形势的一片大好下受益众多。从1999年到2004年，美国的棉花出口上涨了350%，从400万包480磅（218公斤）重的棉花包增加到1400万包。对此，该理事会解释说，帮助非洲棉农的目标“不是把非洲变成一个大型棉花生产商”，只是使非洲穷人的悲惨生活“略有改善”。这就是以福利贸易保护有管理贸易的战略。另一方面，简单地把棉花市场价格翻番，无法帮助那些竞争劣势不仅体现在市场价格方面的非洲棉农，如果没有全球农业贸易条件的根本改变，他们的竞争劣势就无法消除。

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9%以上，其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470亿美元猛增到2004年的1.6万亿美元。不过，美国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75万亿美元，仍然领先中国的7.4倍。由于人口数量的差异，美国200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1917美元，而中国只有1411美元，两国的差距高达近30倍。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八，而中国排名世界第111位。2004年，美国人均收入为35400美元，而中国只有960美元，双方的差距为36.8倍。两大经济体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虽然快速地缩小，但仍然十分明显。这些姑且不论，美国人很清楚，正是因为与中国的上述经济差距，使美国丧失了众多就业岗位。如果缩小工资差距，虽然可以放慢就业岗位向中国流失的速度，但结果是中国国家财富总量的提高，还是会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优势。
 在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内，美国只能要么选择丧失就业岗位，要么选择丧失相对于中国的经济优势和地缘政治实力。这就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困境。



好战的美国敌视中国的背后，有经济因素的支撑。美国主要通过其战时的生产力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没有忘记这一事实。过去的二十年，美国的制造业基地被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贸易严重破坏，而对中国发动一场热战将在短期内把美国丧失的制造业重新搬回美国本土。


1942年，日本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几周时间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呼吁每年生产60000架军用飞机，相对于战前仅6000架飞机的生产力来说，这个要求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1943年就生产出86000架飞机，超过了罗斯福总统要求的1/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生产了31000架B－17和B－24远程轰炸机，达到了每天生产50架的极限。1941年生产1架B－17需要55000个工作小时，而1944年减少到只需要19000个工作小时。

战略性轰炸摧残了德国的战时生产力，从滚球轴承生产到急需汽油的提炼加工，无一不遭到摧毁。汽油短缺使德国难以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德国空军也被击垮。与此同时，1941年美国生产1架飞机的时间为36个月，到1945年降至15个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年时间里，美国一共生产出30万架军用飞机。由于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德国和日本无法像盟军那样及时生产出足够的武器，以弥补战争损耗。轴心国的战败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与战时的中央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一个羸弱的懦夫。亚洲爆发的战争将大规模地把制造业岗位重新配置回美国，使美国经济再度前行。
 2000年以来控制美国政策的新保守分子主战派必定已对此思考再三。该集团内的鹰派人物赌定，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SDI）可以消除中国抵御美国进攻的核威慑，美国本土将不会受到打击。

虽然美国的军国主义者正在毫无理性地臆想，但是从根本上说，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并不只是基于军事威胁的层面。亨利·基辛格博士被认为是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大师。6月13日，他在《华盛顿邮报》写道：“军事帝国主义不是中国的行事方式。西方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探讨了重大战役的准备和开展过程。中国也有一个与他类似的人物叫孙子，重点关切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总是通过认真学习、韬光养晦，寻求实现其目标——中国几乎不可能走一条赢家通吃的危险之路。”


一个具有大量人口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其经济实力的自然崛起必将冲击现存地缘经济秩序。美国对华的恐惧就是对中国将冲击现有秩序的反应。正是由于大量人口的自然优势，使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利用地缘政治的机遇迅速地上升为超级大国。
 大英帝国摆在第一位的需求是人口大量增长及与之相连的财富扩大，姑且不论财富是否平等，人口短缺成为大英帝国不能持久的致命弱点。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国内平等的缺乏，而不在于错误应用的共产主义理论。欧盟总人口的不断扩大带动了其经济出现新的活力。日本永远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的竞争者，因为日本人口少，其国家文化又是排他性的。

外来移民是经济发展和持续繁荣的根源。美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美国的经济发展应归功于外来移民。综观中国的历史，外来移民和外国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并为历史上的长期繁荣做出了贡献。德国从犹太人的移民中受益匪浅，又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遭受创伤。当前，美国和欧盟的反移民情结将在它们走向新的繁荣时代之路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过，美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历史具有教育意义。作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演变为向全世界发展中经济体开放的巨大市场。中国作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也应该做到这些。与美国的经历类似，对于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是采取孤立主义还是选择国际主义，中国将会经过若干阶段的历史性政策争论。


发展中国家不应当把孤立主义错误地理解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有效战略。经济隔离是一种战略，将剥夺被隔离国开发抵御病毒入侵的有效免疫方法的任何机会，最终使之暴露出更严重的脆弱性。
 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政策争论的结果。敌视会遭致同样的敌视，保护主义会遭致同样的保护主义。敌对国家间的孤立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战争。

基辛格在同一篇文章继续写道：“至于总体平衡，中国大量的受教育人口、它的巨大市场、它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中日益上升的地位，都预示着中国为世界带来一系列激励和风险的能力日益加强，这是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硬通货。然而，这一能力不仅不会破坏中国的有效运行，还内在于全球经济和金融进程，而美国在塑造该进程中一直发挥最重大作用。”

美国的敌对政策迫使中国防御性地采取孤立主义政策，在中国的长期历史中，这是一种一再出现的趋势。讽刺性的是，中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将导致地区性的衰落和动荡，而在当今相互密切联系的世界，地区性衰落和动荡将迅速地变成全球性的衰落和动荡。中国开始于19世纪早期的衰落，其部分原因就可以追溯到中国自我实施的孤立主义。与此对比，日本被迫向技术更先进的西方敞开国门，从而开启了明治维新。如果中国政界在19世纪早期不奉行孤立主义的话，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将会完全重写：在西方帝国主义还没有机会坐大之前，由于与西方的互惠接触形成必要的激励，中国现代化将得以顺利进行。

一个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是一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积极力量。由于收入不断增长，中国庞大的市场已经形成，它将影响传统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而改变残余的、狭隘的种族敌意和重组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联盟，催生一种新型的世界秩序，它将免于种族恐惧和过时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困扰。

美国对和平崛起的中国推行敌对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可能会被迫诉诸于无效的单边主义，甚至连美国残余的冷战盟国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它。贸易保护主义将导致孤立主义，而孤立主义是美国历史上一种具有辉煌过去的运动。然而，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若游离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外，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就不可能不受严重的惩罚。或者换一种说法，美国孤立主义的代价是其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

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基辛格正确地指出，“在美中对抗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尽量避免选择哪一方”。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如英国、欧盟（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甚至以色列，都已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示出日益增多的反对。这些国家开始认为，美国要求它们无条件地支持其对华敌对政策，不符合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



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从亚洲到拉美，从中东到非洲，都越来越同情中国恢复其世界正常地位的努力，越来越积极地评价中国有效的发展战略。
 与此同时，它们越来越消极地看待美国单边主义的安全和经济政策。虽然美国仍然是一个具有强大实力、能够支配世界大量财富的庞然大物，但其财富制造能力已显示出颓势。对于华盛顿的一些人而言，事情已经逐渐地明朗，军事选择才是避免美国经济衰退和超级大国地位遭受威胁的最好方案。


2005年6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16个国家做了民调，其中11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黎巴嫩、约旦和印度尼西亚——都更为积极地看待中国，而不是美国。全球民调结果表明，虽然欧洲和亚洲都看好中国，但对中国新兴的经济权力反应不一。法国和西班牙的多数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其本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荷兰和英国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国家。两国的受调查者都更为积极地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美国的受调查者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两派：49%的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件好事，而40%的认为会对美国产生消极影响。

尽管欧洲民众对美国政策和美国霸权都有强烈的保留意见，也不论他们对中国经济权力不断上升持怎样的态度，他们还是都反对如下观点：中国正成为美国的军事竞争对手。除了土耳其之外，其他欧洲各国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是不受欢迎的。由于穆斯林国家在现阶段与美国的对抗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剧烈，在土耳其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挑战美国军事强权是件好事。

不过，除了美国之外，在上述接受调查的国家，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某个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在军事上对美国构成挑战。
 法国85%的受调查者认为，如果欧盟或另一个国家成为美国的军事竞争对手的话，这是件大好事。大多数西欧民众希望其祖国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中对美国采取比以前更为独立自主的立场。不仅是欧洲人，加拿大民众也希望其对美政策更为自主，57%的加拿大人支持本国政府对美采取更为独立的立场，而两年前只有43%的加拿大人如此认为。相比之下，美国公众强烈支持本国政府与西欧盟国保持紧密联系。这是美国传统的欧洲中心观的延续，而世界事务的中心已转向亚洲。


 二、中国的困境：增长与平等

5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发表讲话，规划了到20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他誓言，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00年1万亿美元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4万亿美元。这只是美国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已，而到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肯定还会大幅度增长。就算中国经济增长四倍，其人均收入依然归于贫困。中国若实现了上述经济目标，人均收入也就只是增长到3000美元。与此对比，2004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就已达到40100美元。因此，所有谈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赶上美国的论调，均属无稽之谈。

然而，中国正在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第一季度，城市最高收入人口的收入是城市低收入人口的11.8倍。而在1996年和2000年，两者的差距还分别只是4.16倍和5.7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中国城市，最富裕的10%家庭拥有私人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家庭拥有不到1.4%的私人财富。

虽然中国政府在消除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贫困人口一直不断增长。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三大群体：伤残人士和独居老人；失业人口；移民劳工。鉴于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上缺乏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富差距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公众对富裕阶层的憎恨正在走向地震的边缘，而美国不同，美国的富人享有令人称道的名声和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商务报刊《中国日报》认为，“政府政策遭受责难，主要是因为它们未能确保机会平等、财富分配公平以及为城市贫困人口适时提供足够的帮助。”

为了政府的声誉，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5年3月14日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提到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舒尔茨认为，贫穷国家的农村贫困持续存在，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政策以牺牲农村居民为代价偏向地支持城市居民。舒尔茨参观农场，拜会农民之后，提出了人力资本等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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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总理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然而，自由贸易不允许政府向农业提供补贴。

《中国日报》建议政府也应关注城市贫困人口。所有经济体在市场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的过程中，都自然伴有贫富差距。收入和财富不均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阻碍，是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并不拒绝财富，只拒绝分配不公。



 三、美国重新考虑其对华贸易政策

近十年来，美国决策圈一直就中国的身份争论不休：根据其宪法，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究竟是一个战略伙伴，或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或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对手。

美国之所以难以接受中国，是因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尽管中国现在实行的新共产主义正日渐远离冷战期间因美国的敌视和遏制政策导致的保卫国家的战时威权体制。中国的新共产主义主要是中国对全球新自由主义不断扩张的战略反应产物。然而，在中国关于正统共产主义与新共产主义的政策争论尚未形成定论时，美国决策圈已经重新思考自由贸易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如果新自由主义失败，全球贸易体系停滞的话，中国新共产主义的未来也会面临危机。从而，美国的孤立主义无意地成为中国正统共产主义的盟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权威教科书的知名作者保罗·萨缪尔森是自由贸易的忠实支持者，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撰文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对美国来说，自由贸易是否双赢的游戏。萨缪尔森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开放贸易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然而海外竞争压低了低技术工作的工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印度将占领美国的高科技工作岗位，而为了支撑竞争力，更多行业的美国工资将被迫压低。萨缪尔森写道，即便美国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廉价的中国产品，许多美国公民也是上述贸易的净输者。工人收入减少抵销了消费者从廉价产品中得到的利益。如果全球化使大量美国公民的工资遭受工资降低的痛苦，那么这是整个美国的失败。“这将成为如此之大的问题，以致于全球化某种形式的放慢将成为政界的选择，并具有一些优点，”萨缪尔森说道，
 并评估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早期，美国与复兴的欧洲和太平洋盆地之间贸易的增长促成了美国生活标准提高30%，这是比较优势法则作用的结果。

但是，萨缪尔森预计，在即将到来的30年里，美国从贸易、外包、投资和其他全球化领域得到的利益会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净损失。若真是如此，美国的少数人会获利，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会降低。萨缪尔森说，“人们通常认为，扩大全球化的任何事物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正如政治学家都知道的，当大多数人利益受损时，民主社会的政治就变得丑陋。即便作为自由贸易的宗师，萨缪尔森也是认为，全球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只有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才是合乎需求的。如果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自由贸易就必须被有管理的贸易所取代，也就是贸易由国内指令性经济来支配。



萨缪尔森认为，以前的自由贸易与当前的自由贸易的一大区别在于，前者对美国有利，而后者使美国国内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制度化。在美国，不论政治机构，还是选民，都不再愿意以自由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帮助国内被全球化伤害的群体。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萧条期间，他们就是通过累进税制、政府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帮助遇难的弱者的。那些利益受损者通常处于收入和财富阶梯的最底层，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贸易国家，利益易受损者都是如此。自由贸易破坏了工人阶级收入的公平分配，削弱了工会控制劳动力定价权的能力，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职阶层，特别是管理阶层和金融阶层，得到了大部分金融收益。沃伦·巴菲特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资本家之一，他一直表示，美国现行的税务体制极为不公平地偏向富人。


20世纪20年代，财富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连同信贷宽松助长的投机性债务泡沫，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
 但是，危机的最终惨痛后果主要由失业者和低薪穷人承担，造成了保护主义政治，延长了大萧条的持续时间。在21世纪的头十年，类似的经济政治动力似乎在美国重演。


过去的政治哲学家担心，在一个民主国家，低收入阶级会选举主张没收大部分富人财产的政治家。民主制的支持者提出少数者权利的概念，防止出现这种趋势。美国版本的代议制民主已充分考虑到这种担忧。在美国选举中，把某人选进国会的成本逐步上升，只有富裕的少数人才能通过对其支持的政治家提供选举捐款，保护并提升自己的利益。


在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贸易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其第一任期内，小布什政府在关键的政治选区面临竞争压力的领域，如钢铁、农业和伐木业等，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但总统本人仍然是一个坚定的自由贸易者。美国的劳联—产联（AFL—CIO）一直大力推动与贫穷国家“公平”地贸易，迫使它们采用国际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公平贸易”成为美国劳工和保守派的口号，但是美国劳工定义的公平贸易实际上并不是贸易，因为穷国没有任何定价权，特别是在工资和环境保护方面，由更强大的贸易伙伴在现行的贸易体制中制定不公平和不平等的贸易条件。

美国的劳工运动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的主要受害者。工会成员从1948年占劳动力总数的31.8%跌至2004年的12.5%。随着美国国内政策转向保守，支持管理层，工会在保障工人利益方面效率越来越低下。然而，美国劳工一直站在支持美国全球性反共政策的最前线，还狂热地支持从越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每一次不受欢迎的战争，这些战争的目的是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奠定基础，并最终损害了美国劳工的经济利益。传统上，工会的加薪和提高福利要求，甚至有助于提升每一个非工会工人的工资，因为雇主必须满足工会提出的加薪要求，这样才可以防止雇员们加入工会。不过，虽然政府职员在工会成员中的比例从1975年的25%上升到2004年的36%，但是政府职员的总数却一直下降，这是罗纳德·里根总统任职以来反对大政府趋势的直接产物。

私营部门拥有大多数就业岗位，但其就业人员占工会成员的比例从1975年的21.5%下降到2004年的8%。工会成员减少最多的产业部门包括：制造业（从1975年的36%下降到2004年的13%）；交通运输业（从1975年的47%下降到2004年的27%）；建筑业（从1975年的35%下降到2004年的16%）。制造业工会遭受双重损失：一是该行业就业岗位总量大幅缩减，二是该行业现有劳动力参与工会的比例急剧下降，因为第一波工作外包就集中于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制造业工厂。工资套利交易是推动劳工组织衰弱的力量，而美国的破产体制成为大规模解除劳动合同和取消劳工养老金义务的合法途径。



美国国内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体现为与地域相关又不能外包的服务业工资低下。不过，该领域的就业人员主要是妇女、少数民族和合法或非法的新移民，他们为工会组织的壮大提供了机会。
 沃尔玛、家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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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邦快递，国内最主要的清洁公司和电信公司，以及如泰森食品公司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食品包装公司等大型雇主的形成，为如何组织化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工会战略出现了一种新趋势，也就是从提高在富有活力的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定价权转变为抵抗一个结构性不公平的经济体中的不人道压迫。
 这一趋势将推动劳工运动日渐远离经济改革，而进入激进的政治对抗。这一转变的第一个迹象是7月16日劳联—产联在芝加哥召开其年会的开幕式上，服务业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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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劳联—产联，随后，食品业和商业工会与酒店和制衣工会（Unite Here）也退出劳联—产联，后者代表旅馆业、餐饮业和服装业职工。这些意见不一的工会旨在与劳工、农场工人和木工工会合作，建立跨行业工会，对抗沃尔玛、联邦快递和大型全国性洗熨公司先达制服（Cintas）。

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小心谨慎地不让美国有组织的劳工失望，因为传统上他们一直是关键性的政治选民。但是，美国劳工早就是民主党俘获的选民，在美国政治中没有其他选择。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战略在于争取那些还没有做出决定、有可能投票给对手的选民。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宣称支持贸易自由化，但他们各自都对传统的支持者作出贸易保护主义的让步，这纯粹是出于竞选期间的战术安排，而不是出于国家贸易政策的战略性改革考虑，小布什支持钢铁业等大企业，而克里反对外包。萨缪尔森当然警告称，仅仅因为自由贸易有时会造成伤害，并不意味着关税形式的贸易壁垒就有效。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贸易保护主义的诸多努力都是自欺欺人。尽管如此，自由贸易的宗师还是认为，全球化的减速可能“更为适宜”。

许多命运取决于选民情结的政治家都不是那么乐观。奉行自由主义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参议员林德西·格雷厄姆（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人）在两党分别都有反映民众情结的广泛支持，2005年4月他们提出《中国货币法案》（S295），该法案要求，如果中国在法案通过的180天内不将人民币升值27.5%，美国将对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产品征收27.5%的关税。该法案还被作为一项修正案，“插入”对340亿美元外援计划进行立法授权的《外国事务授权法案》（S 600）。支持自由贸易的参议院领导层力图否决该修正案，但由于33票比67票压倒性的劣势而遭到挫败。后来，舒默参议员同意撤回他的修正案，但前提条件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同意举行一次关于中国货币问题的听证会，并保证2005年夏天结束前投票表决《中国货币法案》。众议院议员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和提姆·莱恩（Tim Ryan，来自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也提出了类似的两党联署法案。


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5倍，从1993年的917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934亿美元。然而，62%的增长是外国直接投资推动的，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在中国开办了大量海外分厂和分支机构。中国每挣得1美元的贸易顺差，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就有4美元的回报。甚至连流入中国中央银行的美元也大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债务经济融资，而不可能在中国国内消费。这就是经济学家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正支撑全球经济的原因，而全球经济是由美元经济支配的。


中国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第一大国，还在于它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而具有经济增长的光明前景和基本空间。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经济复兴可以继续快速地进行下去，并可以带来一个全新的富足世界。如今，全世界都希望同中国开展经贸往来，因为在现有贸易体制下，对华贸易为外国贸易伙伴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外国伙伴为中国带来的利益。



中国货币的汇率怎样，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贸易最终是由中国货币标价的，中国产品的价格可以根据中国货币的汇价进行竞争性地调整，中国就能够完全地决定其汇率，即便美元仍然是世界主要的贸易储备货币，也不例外。在特殊的美元霸权体制下，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只是一个次要的技术问题，没有任何基本的宏观经济意义。这一天终将来到：那个技术问题仅仅得到技术性的对待，人民币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贸易储备货币，以反映全球贸易模式变化的现实。


中国国有石油公司试图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这激起了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热潮，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公众听证会上警告美国参议员，不要让他们被误导的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挫败感转化为有损、而不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反应。他们还没有广泛意识到，中国的货币与贸易政策是对美国政策的防御性选择。格林斯潘告诫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委员，提议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采取其他保护主义政策不仅会大幅降低美国生活标准，还不会保留美国的就业机会。

格林斯潘作证说，他“知道没有任何可靠证据”显示，重估中国货币“将显著地扩大美国的制造业活动和就业岗位”。许多贴有“中国制造”标签、在美国销售的商品只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的，而由亚洲其他地区生产零部件。格林斯潘称，如果以美元计算，人民币以及中国劳动力更为昂贵，那么这些产品就会在亚洲其他地方组装，这不会为美国带来任何益处。他还说，舒默参议员提议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会极大地减少美国对华的进口，但将相应地增加美国从亚洲和拉美其他低成本地区的进口。其结果是，就算有，也只能保留极少的就业岗位。从这方面看，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与中国贸易问题直接相关。

格林斯潘认为，商品和劳务跨国界相对自由的流动促成了过去60年的全球繁荣。他表示，“回到保护主义将威胁到全球范围内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持续，特别是美国，其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市场的开放”。鉴于立法者担心美国就业岗位的流失，格林斯潘建议他们支持再就业培训计划，改进中高级学校教育。不过，美国国会引入的政治障碍阻止了中海油购并优尼科案，迫使中国海洋石油公司8月4日取消购并行为。


 四、对人民币升值的错误希望

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提高人民币汇率2.1%，也就是8.11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并取消人民币盯住美元制。相反，中国开始走向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将人民币的汇价盯住一篮子货币。为了限制波动区间，中国只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每一交易日内有0.3%的上下浮动弹性。把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意味着中国货币相对不受基于美元运行的市场力量的控制，而主要受到基于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一篮子货币运行的市场力量的影响。篮子货币由美元、欧元、日元和亚洲其他货币组成。虽然一篮子货币的准确构成还未公开，但是，可以根据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量以及对每日汇率牌价的数学计算推断出来。


价值转移到一篮子货币只是表面行动，因为美元在有效的外汇市场上的汇率已经反映出主要货币是围绕美元波动的。
 这种均衡就是所界定的市场功能，这一功能的维持在于复杂的对冲操作，而对冲操作是通过以美元为基准的衍生品交易实现的。通过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国将享有引导市场的灵活性，但只要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中国就不可能违背市场，而根据中国当前的政策意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在未来的几年都不会发生。

尽管在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体制下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对冲基金和其他投机者还是进行了多年人民币交易，它们既可以在衍生品市场上，又可以通过买卖在中国拥有大量业务的许多外国公司的股票，还可以通过交易灵活性大的、与人民币密切联系的亚洲其他货币，进行人民币交易。对于沃尔玛、摩托罗拉等在中国采购的大公司和路易威登集团（LVMH Moet Hennessy Louis Vuitton）
[9]

 等将产品销往中国的大公司，强势人民币的影响是相反的，沃尔玛的损失是进口成本更高，而路易威登的赢利在于中国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力更大。

非交割远期交易（Non－deliverable forwards，NDF）一直是专职货币交易者的选择工具。非交割远期交易市场允许交易者对那些政府法令限制价值波动的货币进行投机性买卖。近年来，非交割远期交易市场已从一天30亿美元增长到50亿美元。尽管中国一年有1.4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规模，上海的货币交易量还是很少，平均每天不到10亿美元。与此对比，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日均货币交易量达到了近430亿美元，全球更是达到2万亿美元左右，大多数交易都是在伦敦进行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消息发布后，非交割远期交易从业者都赌定，在未来12个月的合约中，人民币会继续升值2.5%～6%。人民币升值消息发布一天后，在新加坡，一年期非交割远期交易提高到7.64元人民币兑1美元，按这一水平预测，到明年中期，人民币升值将超过6%。大型国际银行例行公事地担当赌定不同方向的反方，以获得无风险的费用。美林集团预测，到2005年底，人民币将升值为7.5元兑换1美元。其他分析家比较保守。美洲银行认为，到2005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将维持8.11：1，而法国巴黎银行认为，北京政府年底时将把人民币兑美元固定在7.9：1。只要市场参与者不同意，市场就会活跃。（只要市场参与者认为人民币会继续升值，人民币交易市场就会一直活跃。）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警告投机者称，不存在货币进一步升值的避风港“幻觉”，北京可能谨慎又缓慢地前行。夏斌表示，今年可能再没有“明确的”升值。《中国日报》警告称，预期人民币升值超过7月20日宣布的2.1%，“过去是，将来也是不现实的。”余永定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长期以来都支持人民币重估。据报道，余永定曾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会允许汇率发生急剧的变化。他说：“原则是灵活性与稳定相结合，我们不想鼓励投机资本的流入。”循序渐进一直是中国经济政策的特点。两年前，市场预期人民币终将调整，热钱开始涌入中国大陆和香港。在本文写作期间，热钱继续加速涌入两地。

中国的央行反复强调，政府再也不会进行人民币重估了，因为货币的汇率已经反映了市场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描述此次人民币升值为“汇率初始调整水平”，无意助长了市场热望。人民银行后来澄清说，行长的言论并不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汇率调整。人民银行称，“有些外国人说，这次调整只是初始调整，事后还会有进一步的调整，他们这样是试图制造误解”，并补充说，这些外国人的解释“是出于自身目的的考虑”。人民银行表示，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是“根据客观标准”确定的；“通过浮动机制调节汇率，今后政府不会再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在自人民币升值以来的货币交易中，人民币已经反映市场力量和国际货币汇率的运动”。

然而，中国越是强调它不再进行币值改革，就越会招致美国推动人民币走高的强大压力。中国面临市场和美国政治的双重压力，中国一旦采取遏制市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的举措，就将面对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中国可以静观其变，避免激起美国更多的政治反应，以行动向市场传达信息。管理市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投机者亏损。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最近有上述表态，在北京，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人民银行支持人民币汇率进行比所宣布的更大幅度的改革，并怀疑人民银行只是在其他政府部门的压力下，才公开地勉强接受2.1%的升值调整。

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主要由中国政府的政策进行管理，这对于国家银行体制来说是正常的。在该体制下，国有企业不会受短期市场借贷成本的影响。这意味着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PBOC）对于经济的杠杆调节作用不如美联储。大量外汇流入中国也影响了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利率以管理国内经济的贷款需求的灵活性。货币稳定是宏观经济的优点，但一种货币价值保持在市场期望值之下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后果。

在中央银行体制下，以利率政策反通货膨胀是央行的职责。但是，中国现还是处于从国有银行体制向中央银行体制转型的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力图将中国原先的国有银行体制转变为新的中央银行体制，热衷于建设这一转变所需的货币政策的金融基础设施。将人民币盯住美元制调整为盯住一篮子货币的爬行汇率制，将有助于促进结构性改革，使货币政策能够在中央银行体制下充当管理中国经济的关键工具之一。在美元全球霸权的背景下向中央银行体制的转变是否有利于不可能印发美元的经济体，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央行体制只是有利于以美元标价的外资的利益。


在央行体制下的市场经济运作中，利率既是中央银行家在经济过热时管理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管制难以驾驭的金融市场的主要手段，又是中央银行家在经济发展放慢时抑制通货紧缩并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这一立场依然存有争议，因为利率既可以造成特定条件下的流动性陷阱，正如日本在过去十年所经历的那样，又可以造成债务泡沫，这就是美国近年来所经受的。不过，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货币经济学家继续认为利率政策是管理市场经济总需求的最佳工具。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了刺激停滞不前的经济并抑制通货紧缩，中国使用了财政政策。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增加，2001年央行鼓励中国的银行更多地放贷，导致了信贷高度膨胀和投资繁荣，如今，中国政府正设法放慢投资速度。财政激励在中国奏效，而在日本不起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尚未达到饱和，而在日本，基础设施建设已呈饱和状态，修筑了很多新的不需要的高速公路，对于经济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尽管中国的财政支出被不加选择地使用，达不到最佳效应，浪费不少，还是对极为不发达的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上年同期数据相比，中国年度广义货币量（M2）在2003年8月增长了21.6%，银行总信贷增长了23.9%，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猛增了30%到40%。到2004年，政府被迫控制过度投资和投机，特别是在房地产部门。过度投资正造成生产能力过剩，为银行带来新的一波不良贷款。由于货币政策已反复证明对于指导市场趋势无效，提高利率绝对不是一项政策选择，因为这些粗枝大叶的措施既伤害投机部门，又伤害健康部门。相反，政府应该从行政上管理财政激励，并实施一些计划经济措施。


2004年4月，中国启动了“宏观经济调整”计划，其目标是控制关键的重工业部门的过度投资，它们包括钢铁业、水泥业和煤炭业。所有新增投资需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NDRC）的批准，一些正在进行的项目被中途叫停。对土地开发权的控制收紧了，银行接到指示，必须选择性地控制其贷款，而不是仅仅通过向准备支付高利息的借款人放贷，回应市场需求。政府没有提高利率——这会让所有计划面临困境，而是有选择地切断一些不合需求项目的资金来源。
 到2004年6月，广义货币量的增长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只增长了不到16%，国内信贷增长有所回落，消费物价通胀也大幅降低。200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被允许提高银行利率27个基点一次，这可能只是表示利率是可以上调的。除此之外，近18个月来，人民银行在宏观政策中一直扮演辅助性的角色。

由于具有此次经历，人们会认为，中国决策者将吸取教训，认识到央行体制的无效性，中央银行以牺牲整个经济的代价来保证银行有利可图，中国应重新恢复支持工业政策的国有银行体制，促进中国经济的有效发展。然而，中国的央行体制改革，在国内外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怂恿下，正在“不顾枪林弹雨，勇往直前”
 （damn the torpedoes，full steam ahead）。

中国正在进行走向央行体制的结构性改革，这正导致中国经济对利率越来越敏感。国有企业（SOEs）在管理其经营活动时，不得不考虑到每季度的赢利能否清偿短期贷款及其利息，这阻挠了它们制定长期的发展计划。虽然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处于投资不足阶段，但它们屈服于资金市场成本不可预知的短期波动，这使它们在全球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舞台中处于结构性的劣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以跳水价甩卖给外国竞争者，为剩下的国有企业保持低利率的政治压力衰弱，使这些企业竞争力更为减弱，更容易被外国公司接管。

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在公开市场上得到贷款，其商务决策对利率极为敏感。中国的银行将其11%的贷款发放给对利率变动敏感的消费者。最近，上游产业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正推高利率，并减缓整个经济的扩大速度，而不仅仅是那些过热部门。在基于美元霸权的全球金融自由化体制中，对于中国这样的匮乏以美元标价资本的国家，实行市场资本主义并非明智之举，在这场游戏中，输的总是那些缺少资本的国家。
 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判断人民币估价过高还是过低，根本不存在市场标准。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贸易失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汇率仅是最后借助的补偿因素。此外，中美贸易失衡只在名义上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挣得的外国纸币只能在美元经济体消费，不能在人民币经济体消费。尽管如此，中国持有的美元还是不可兑现的，因为它们只能在美元发行者强加的政治限制下才能消费，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的失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固定汇率除非充当控制价格波动的积极的稳定力量，对贸易平衡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货币估价过低，即便其不可自由兑换，通常也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就算利率不变，出口价也会上涨。这是由于便宜的货币意味着出口大于进口，由此而来的经常项目顺差引起海外资金的净流入。这些流入资金加入基础货币，允许银行将增加的货币放贷给新客户。物价将上涨，因为越来越多的货币追逐商品和服务，而商品与服务的扩大速度慢于货币供给扩大速度。国内通货膨胀转化为更高的出口价。但是，对中国来说，更高出口价的大量利润流入外国资本最大限度的回报，而不是流向提高国内工资。

尽管如此，如果海外涌入资金流向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而不是出口部门，这些涌入资金就会为国内经济带来利益。但是，由于美元霸权，中国贸易顺差带来的经济利益无法流入国内经济发展，中国贸易顺差挣得的所有美元又回到美国财政部，为美国的债务泡沫融资，同时造成美国越来越多的贸易逆差。中美贸易关系是穷济富的一个经典案例：
 穷人将其从富人那儿挣得的微薄工资再借给富人，使富人能够支付未来的工资，而富人要求其支付给穷人的货币不能在穷人居住区消费。美国将传播自由与扩大免费赠品混为一谈。

2004年，流入中国的美元达到2060亿。资金全年加速地流入，这意味着越接近2004年底，流入量越大。2005年上半年，1010亿美元涌入中国，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0%。中国人民银行应用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销售央行票据来应对外来资金涌入。
 商业银行以高能货币购买央行票据，从而，人民银行可以收回部分高能货币。商业银行不能将央行票据贷给客户，因而，根据部分储备金原则，发行央行票据可以阻止商业银行创造新的货币，发放贷款。2004年底，为了应对该月300亿美元的资金涌入，人民银行加快了央行票据净发行速度，并保持了央行票据高发行量。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央行票据，从货币基础中撤出了总额高达6160亿元的人民币（745亿美元）。这相当于该年流入外汇的36.1%。

此外，2004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向四大国有银行发行了1966亿元人民币（238亿美元）的央行票据。从而，2004年，人民银行总共冻结了8126亿人民币（983亿美元），相当于该年外资流入的47.5%。2005年上半年，据估计，人民银行发行6450亿到6720亿元央行票据，吸收相当于780亿到810亿美元的流入外资。换言之，中国人民银行冻结了流入外资的68%至71%。不过，还是有30%左右的流入外资进入了扩大人民币货币供应。


人民银行用于控制外汇储备流入的另一策略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RRR），
 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根据其储蓄必需向中央银行上交的存款比例。2003年9月21日，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高到7%，2004年4月25日又提高到7.5%。这些举措分别从银行系统撤出2030亿元（245亿美元）和1112亿元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还向银行发布放贷指南，指出应向哪些部门和地区贷款，哪些部门和地区又应限制贷款，减少对水泥厂和房地产业的贷款，增加对农业和中小型企业的贷款，减少对沿海地区的贷款，增加对中西部的贷款。

中国的商业银行正努力于2007年1月前达到银行管制者规定的8%的新资本充足率。由于人民银行票据和其他债券没有任何资本金需求，商业银行现在更愿意对它们投资，而不愿意贷款给公司。这正在使银行收回贷款。中国不得不为捍卫人民币盯住美元付出代价。面对大量的外汇流入、快速增长的银行存款和有限的有利可图的投资选择，商业银行成为人民银行票据的积极购买者。中国货币市场的充足流动性推动着收益的降低。市场上的隔夜借款利率如今在1.2%左右徘徊，5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一年期央行票据利率为2%，低于2004年3.2%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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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中国重估人民币的举措是一种平息美国压力的政治姿态，美国不停地抱怨中国货币对美元估价过低。市场还预期中国将做得更多。主要的亚洲货币如今将随着人民币浮动。在人民币重估消息发布后开始的全球交易中，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都有所贬值。消息发布的当日结束时，在纽约市场上，1美元从兑换113.06日元下跌至兑换110.97日元，12国的货币欧元从1欧元兑换1.2108美元上升至兑换1.21969美元。

中国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宣布人民币重估决定仅几分钟后，马来西亚也表示，取消其货币林吉特的盯住制，代之以一种与中国类似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样，香港成为亚洲唯一实行盯住美元制的主要经济体。只要人民币仍然是不可自由兑换的，香港就可以保持港币盯住美元制，尽管其代价高昂。最终，由于人民币围绕美元上下浮动，港币盯住美元将产生交易效率低下、不稳定，还可能遭受对冲基金的操纵性攻击。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中国的第三大经济强国韩国，得知该消息后波澜不惊，政府官员称，他们预期这不会给该国经济带来很大影响。菲律宾央行行长泰谭柯（Amando Tetangco）表示，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此举可以加强包括菲律宾比索在内的所有亚洲地区货币。

现在，人民币能够在0.3%的狭小区间与未透露的一篮子外国货币交易。在新制度下，人民币随即升至8.11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但是，一旦坚冰打破了，在理论上，无论如何，一天都可以涨（或跌）0.03%，对其他一系列货币的每一天收盘价成为第二天交易区间的中间价格。每一步都迈得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积少成多。不过，渐进主义是稳定的关键。

人民币币值改革是对舒默—格雷厄姆提出的《中国货币法案》（S 295）的回应，该法案将在2005年夏季结束前表决通过。美国国会数月前达成协议，推迟对该法案的投票表决，交换条件是，参议院在中国作出象征性表态之后，举行一次听证会，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表示，他们在没有做出任何真正改变的情况下有所收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拟于2005年9月访美，就是希望缓解紧张关系，而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是否为“货币操纵国”的评估悬而未决，将在秋季做出决定，这些都在此次币值改革的时间安排上发挥了作用。亚洲其他货币紧随其后的重新调整，已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失效。


 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中国现已正式采纳新加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模式（managed－float model），而不是香港的货币局模式（currency－board model）。此举意义重大，表明香港企业界正在丧失对中国经济与货币政策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影响力。


自命不凡的香港货币管理当局固执地坚持盯住美元汇率制，错误地把不断波动的美元当作稳定的通货，还自认为它有出众的货币智慧，这只是出于一种虚假的自豪感。
 这种盲目的错误是由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低估，即将离开的英国殖民者将香港转变为一个泡沫经济体。1997年英国撤出香港仅一天时间，香港就爆发空前的大灾难，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同样的货币局制度使香港经济在1997年回归祖国之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都难以恢复，直到2004年美元贬值才有所好转。在这段痛苦的时期，香港的资本市场于1998年遭受对冲基金的操纵性攻击，香港政府被迫进入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相比之下，新加坡从80年代早期就开始运用众所周知的“篮子、区间、爬行”体制（basket，band and craw，国际上简称为BBC体制），
 根据其主要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的一篮子货币管理新加坡元，一篮子货币的构成不向外公布。该制度允许新加坡货币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立即贬值，以缓解经济阵痛。约翰·威廉森是创造“华盛顿共识”一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在70年代为完善“篮子、区间、爬行”模式做出了贡献。新加坡货币管理当局称，“篮子、区间、爬行”政策为新加坡应对本国、本地区和全球条件的变化，从而维持出口竞争力和控制通货膨胀提供了灵活性。考虑到贸易模式的改变，货币篮子的构成定期调整。秘密的政策区间也得到定期的评估，以确保其与经济变化保持一致，必要的话，每六个月就调整一次。新加坡最早实行盯住美元汇率制，然后在70年代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后之所以选择“篮子、区间、爬行”制度，是因为在一个小规模的开放经济体中，汇率与利率保持密切联系。对于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篮子、区间、爬行”制度能否奏效，还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

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一直通过汇率，而不是直接调整利率，来指导货币政策。这在理论上具有借款人不会承受利率风险的优势。但是，对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汇率风险同样是个问题。近些年，金融衍生品一直是规避利率和汇率风险的选择工具。从80年代早期以来，通货膨胀每年都维持在2%的相对低点。在“篮子、区间、爬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新加坡元兑美元升值20%，因为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下跌，虽然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强势货币政策又有了新的空间。与此对比，新加坡元兑虚高的日元下跌40%。

中国和马来西亚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显然与新加坡的极为类似，尽管前二者的运作细节还有待于不断完善。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存在若干明显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货币交易区间也比新加坡的狭小，这意味着前两国的货币波动较小。中国还根据每日交易牌价调整货币交易区间。对中国来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选择既能管理利率又能管理汇率的行政措施，而两者的一致性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人民币仍然是不可自由兑换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出了近40个国家，它们都实行某种形式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是，新加坡官员表示，在某种意义上，其制度是独特的，因为它还被用来指导货币政策，而政策声明为市场提供了货币走向的明确指示。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篮子、区间、爬行”体制可以为亚洲最终采用一种共同的货币奠定基础。另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指出，尽管新加坡获得了成功，该制度还是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浮动汇率的支持者认为，新加坡具有其优势，如拥有管理良好的银行业、金融系统和大量的财政储备，许多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适合“篮子、区间、爬行”体制。

对于可自由兑换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取决于赢得市场的信心。只有当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相一致，才会取得成功。很多经济学家和市场参与者认为，中国面临着引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潜在挑战，因为人民币小幅重估会继续吸引外国投机资本预期人民币更进一步的升值。因而，中国可能最终不得不扩大货币交易区间，以赢得市场的接受。如果人民币有朝一日可自由兑换，上述问题将被放大，不过，除非中国的银行系统达到了国际清算银行规定的标准，否则人民币不可能实行自由兑换，在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形中，问题就从汇率转到利率。


 六、强势人民币对美国经济不利

美国一直称，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低估了20%到40%，而这一低估是美中贸易一再出现失衡的一个关键因素。现实情况却显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人民币兑美元突然升值20%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上涨20%，这将极大地抬高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美元利率。
 美元高利率将提升美元的汇价，使问题又回到原地。由于美国的大量消费品都是从中国进口，进口价格突然急剧地提高20%，会大幅减少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消费，而现今消费支出正支撑着美国经济。


还有一种可能性，美国以美元形式持有消费支出，但实际卖出的商品量减少，美国的生活标准降低，而其贸易逆差没有减少。
 美元在美中贸易中的价值可能保持不变，更多的中国产品等待着向其他国家出口或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这会提高中国的生活标准，缩减美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如果美联储进一步向消费者放贷，以消化进口价格的提高，防止消费品销售出现真正的下降，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还会增多，而生活水平维持不变。就算美中贸易逆差有所缓解，结果也只是美国对华资本账户顺差相应减少。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元数量增长缓慢，中国只能买较少的美国主权债务，抬高美国利率，并可能刺破已经很不安全的美国债务泡沫。

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美元只是其中之一，因此，中国没什么必要非得持有美元。由于中国对美出口有所下降，中国购买美国主权债务的能力也有所减弱。在中国货币篮子中，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波动不断，是不确定的，因此，人民币对美元的市场价格可能时涨时落。如果市场力量不看好人民币，推动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走高，而美国的目标是人民币兑美元不断走强，美国施加的让市场决定人民币汇价的政治压力就将证明是起反作用的。误诊的负面影响往往比当下的疾病还要糟。举例而言，美元强势，美国与进口价格不直接相关的资产，如房地产，将遭受价格崩溃之痛，为已经很不安全的房地产泡沫压上最后一根稻草。人民币强势可不是美国经济之福。


对中国来说，为了保持中国出口价格的竞争力，强势人民币必须用于补偿中国的过低工资，或者说，必须补偿工资上调速度过慢。中国工资较低将放慢富有活力的中国市场吸收美国出口的发展速度。最好的选择将是维持人民币盯住美元制，推动中国提高工资。在一个由美元霸权支配的全球市场中，期望美国经济的复杂问题可以通过某一外国货币的汇价加以解决，这想法愚不可及。
 从定义来看，美元霸权消除了美元汇价对美元经济体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经济与货币政策的政治压力怀有敌意，考虑失当，这打开了装有货币蠕虫的“盒子”，将为美国和整个世界带来无法预测的、极有可能消极的后果。1985年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摧毁了日本的出口经济，也为美国经济带来不景气，最终导致1987年的股市崩溃。与此类似，现今，迫使人民币放弃持续十年之久的盯住美元制，很有可能就是星星之火，将在未来几年点燃债务滋生的美国经济的熊熊森林之火。


 七、贸易战的危险

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敌意首先体现于贸易摩擦，这将导致两大主要经济体之间相互指责的贸易战，从而吸引美国的传统盟友在贸易领域实行机会主义的重组。美国的跨国公司无法驾驭美国国内政治，但可以通过其国外分公司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减少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这种情况会进一步激化美国民众的反华情绪，从而转化为更多的反自由贸易政策和反华政策。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萧条，这反过来将加剧双方的进一步相互指责。美国从外部限制中国的出口贸易，将促使中国加速调整内部的增长动力，增强中国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实力，还将进一步鼓励中国决策圈内的反美情绪。这反过来又证实美国对中国威胁的忧虑，增大双方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美中开战没有赢家，特别是在政治层面。就算美国通过科技优势取得军事胜利，其付出的政治代价也是如此的惨重，以致于美国在冲突过后将面目全非，且冲突背后的最初地缘政治目标还是没有实现，就像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展示的一样。而越南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社会结构造成的破坏性，与中美战争造成的相比，只是小儿科。


美国决策者可以选择中国作为朋友和伙伴，建设一个造福所有国家的和平世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可以基于富足原则运行的，繁荣并不是通过战争杀掉遭受生产能力过剩困扰的世界上的消费者来实现的。



 第七章 保尔森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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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经济关系中，存在许多失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它们都不是美国财长保尔森能够与中国官员进行讨论所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全球化和美元霸权造成的根本性失衡的产物，保尔森无须舍近求远，管理好其后院才是最重要的事。


 一、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性质与召开背景

在近27项反华贸易提案进入美国国会不同的立法程序阶段，面临通过的背景下，美国贸易代表又刚发布一份批评中国贸易行为的报告，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一位中国专家，曾作为一个私营银行家70多次对华商务访问，将与其他六个内阁成员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共同访华，讨论美中贸易关系。他们将参与12月13～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首次会议，该对话机制是新建立的，每半年一次。除了保尔森和伯南克，这次访华代表团的其他美国高级官员还有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迈克尔·莱维特（Mike Leavitt）、能源部长塞缪尔·博德曼（Samuel Bodman）和环保署署长史蒂芬·约翰逊（Stephen Johnson）。

2006年9月20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情况简报称：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达成共识，建立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一对话反映了美中经济之间日益加强的关系，将是双方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进言之，它将为继续举行的富有成效的双边经济对话和未来的经济关系提供一个中心框架。它将既考察长期的战略议题，又为双方职能部门的继续对话提供协调。战略经济对话还将是一个美国和中国作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讨论如何可以共同合作以应对经济挑战和抓住经济机遇的论坛。

对话的基本目标是确保美中日益加强的经济关系的利益为两国公民公平地分享。

战略经济对话将在美国和中国半年举行一次，第一次会议2006年底召开。二位国家元首都将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战略经济对话。

小布什总统指定美国财长亨利·M.保尔森担任对话的美方领队。国家经济顾问爱伦·哈伯德（Al Hubbard）和其他内阁成员将参加保尔森财长的代表团。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将包括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环保署、能源部等。德博拉·莱尔（Deborah Lehr，她在接手该工作三周后就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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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担任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特使，以确保该对话受到关注，确保其所需的达成意义深远的结果的连续性。

胡锦涛主席指定吴仪副总理领导中方参与对话的代表团。作为中方主持人，她已被授权，可以就中国经济各领域的问题做出决策。为了展示对话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建立了其最大的和级别最高的部际工作组，该工作组由吴仪副总理任主席，成员包括外交部长李肇星、财政部长金人庆、国务院副秘书长徐绍史以及商务部、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各金融监管机构、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其他机构负责人。

战略经济对话将有助于确保二国领导人可以应对双方经济面临的关键挑战，具备一个讨论跨部门议题的论坛，并能够最有效地推进已有的双边委员会和对话。可能讨论的主题包括：建设创新型社会，抓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遇确保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能源经济和节约能源。美国还将支持中国达成如下目标：建立一个根植于开放市场的消费者驱动的经济。对话的意图是讨论长期的战略挑战，而非寻求当前问题的立即解决办法。

战略经济对话关于长期结构性议题的讨论，将为美中通过已有的双边经济对话取得具体成果，确保两国公民从日益成长的双边经济关系中公平地受益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新的战略对话将支持和指导那些已有的双边经济论坛，对于管理相互依赖的美中经济关系的各职能领域，它们将仍然是必需的。这些高层讨论将促进，而不是减少那些已有的论坛。双边议题将继续受到全面关注，它们包括要求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不断提高市场准入。

已有的经济对话和相关对话机制包括：

美国商务部长、贸易代表与中国负责贸易的副总理共同主持的美中商贸联委会（JCCT）。

美中财政部共同主持的美中经济联委会。

美国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与中国科技部长共同主持的美中科技联委会。

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国家发改委主持的美中经济发展与改革对话。

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国家发改委主持的美中能源政策对话。

美国国务院与中国外交部主持的美中战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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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与中国卫生部主持的美中卫生保健论坛。

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汇集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韩国。

美国新财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要么就中国默认美国日益增强的贸易抱怨达成看得见的成果，要么面临明年美国新国会发起的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扭转美国对自由贸易的长期偏好。上星期，保尔森与美国商界领导人座谈时，所有人都敦促他利用其任职期间的相当大的权力，推动中国贸易政策和行为的加速改变，特别是在如下方面：中国市场的开放和解除管制，中国放弃所谓的操纵货币以刺激出口，或至少应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升，以减少中国巨大的仍不断上升的对美贸易顺差。美国财长的议程上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服中国政府相信，为了避免美国的报复性措施，中国有必要中止对钢铁和汽车等产业的非法补贴，打击计算机和娱乐软件、药品及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

为了准备12月13日的高层访问，美国财政部助手一直保持着与其中国同行的磋商，如果不是达成立竿见影的实质性决议的话，也要为塑造外交进展的形象奠定基础。讨论桌上的双方都提醒民众，不要预期双方能就困难的关键议题取得不切实际的突破性进展，这部分地因为中国国内政治对美国侵犯中国国家主权非常敏感，美国国内政治对于美中棘手的贸易议题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它会由轻率反应带来的快感而变成失望。

在美中经济关系中，存在许多失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不愉快的形势是已有20几年演变过程的不公平贸易条件的自然结果，这一过程开始于1978年邓小平引入改革政策，中国经济由此向外部世界开放之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基于如下观点指导美国的对外经济和贸易政策，即对美贸易是富有的美国经济对比较贫穷的经济的善意恩赐。使上述立场可操作的条件已发生改变，因为美国在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中，已变得沉溺于廉价的进口货，否则，就无法实施其基于美元霸权的放松银根政策。美国经济现与出口国经济相比，若不是高于的话，至少也是同等程度地依赖于国际贸易。
 在控制供给条件方面，吸毒上瘾者往往不具备任何地位。


 二、贸易赤字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有一点可以指出，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正如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一样。但美国很少有人能够在学术上诚实地或在政治上勇敢地承认这一点。美元霸权这一术语描述了美元的影响，美元作为一种不兑现纸币，担当了其不应承担的国际贸易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以其资本项盈余为其贸易赤字融资。为此，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将耗尽它们的资本项目盈余，并造成美国金融系统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每天需要30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才能维持运作。

在美国，许多人忧心忡忡：美国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和不断增多的外债已对其霸权的可持续性构成新的威胁。克林顿政府的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曾指出，“奇怪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实际上，奇怪的应是美国外债以美元标价，美元是美国且只有美国才能任意印刷的不兑现纸币。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其本币标价其外债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没有真正的外债，因为它所有的债务都是它能够以任意发行的货币清偿的主权债务。
 外债这一术语通常指以外国货币标价的债务。如此的债务需要足够的外汇储备的支持，因为债务国不可能印发外币，从而具有拖欠外国贷款的风险。美国的外债是以美元标价的，因而，它们只是外国人持有的美国主权债务。如果持有美国主权债务的外国人想要兑现其债权，美国可以尽其所需地印发美元，满足其债权人。因此，美国不会面临拖欠外债的风险。这使美国主权债务成为相对安全的投资，因为美国主权债务不存在无法清偿的风险，只有外汇交易才有如此的风险。
 美元内在价值背后的关键是美元，且只有美元，才被美国政府接受为纳税手段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收入工具。这些特征，已由国家货币理论所阐明，使美元成为一个不受管制金融工具的规则约束的政治工具。



 三、新的对华政策

在担任美国财长后，保尔森在其第一次重要讲话中，勾划出美国新的对华经济战略，随后，在即将于2006年9月22日首次访华之前，他向《金融时报》表示，他将向中国传递如下信息。保尔森说：“我们希望你们成功”。“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领导角色的中国，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他说，美国和中国在一些领域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并强调两国应在能源和环境这两个领域携手合作。

毫无疑问，当保尔森说他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对中国的提议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时，他是诚恳的。然而，保尔森向中国提出的模式是，美国只希望中国在符合美国的条件下成功。保尔森的方式基于如下立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保持其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而无视中国决策圈就如此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可适性正盛行的激烈的政策辩论。保尔森想要中国开放其资本市场、在国内金融体系内部形成“良性竞争”，这样中国就能够实行货币“自由买卖”，而无视近几十年来金融危机一再地发生于实行货币自由买卖的经济体。


保尔森警告中国官员，他们低估了“批评人士将人民币问题视为不公平竞争的象征”的程度，这会使“中国自己很危险”，即便他自己的内行看法并不同于上述无知的批评人士持有的观点。然而，如果上述批评性的指责实质上是毫无根据的，那么对它们的任何姑息将只会引发批评人士进一步提出荒谬的要求，持续地重申其反华议程，并总结为“若不是这回事，就是那回事”。保尔森等自由贸易主义者不应容忍政治偏见干预自由贸易。

保尔森呼吁中国广泛推进自由化进程，其中包括：实行金融部门改革、财政和管理政策，以减少过度储蓄，进行市场化宏观经济管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他说，“我们正采取综合的方法。”“我们正共同努力。”保尔森说，出于对全球化的担忧，中国已成为一个“避雷针”，但他坚称：“这不难对付”。

对于中国有些人而言，保尔森发出的新自由主义信息是福音，尤其是对作为中国新自由主义供应学派经济学的保尔森迷来说是如此。这些中国改革者正处于美国和全世界的经济民粹主义日益兴起，迫使鲁宾经济学采取守势之际，都希望看到美国的政治压力将中国经济推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鲁宾经济学是以克林顿政府的财长罗伯特·鲁宾命名的一系列政策。由于出口主导型经济政策的突出缺陷，中国的改革者同样也处于守势，那些缺陷体现为如下形式：不断加剧的收入差距，威胁生命的环境污染，经济和发展的不平衡，国民精神的涣散，以及最糟糕的制度性腐败。中国不会只为了取悦美国的意识形态，而将中国经济进一步推向濒临崩溃之路。



 四、中国的社会主义

1986年9月2日，中国的市场改革和开放政策设计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电视新闻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对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遇到的腐败和其他障碍这一问题回答说：

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

华莱士：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邓小平继续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邓小平关于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点，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目标，尽管中国经济政策近十来年对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有些偏离。中国现任领导人正在努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过度放任，并消除由强调量胜于质的发展道路带来的不平衡。

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了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作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概述了中国政府2005年的工作、2006年的工作方向和2006～2010年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对“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发展、农民生计）农业政策和“执政为民”新观念的强调，贯穿于报告全文。温家宝着重强调将帮助穷弱群体，消除财富差距，并宣布将取消农民在长达几个世纪承担的农业税。

中国新的十一五规划，是指导中国在未来5年发展的行动纲领，将为中国从“先致富”阶段走向缩减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避免社会两极分化的“共同繁荣”阶段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改变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以来，对五年规划模式进行的历史性调整。

实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后，200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上升到1700美元，预期到2020年也只提高到3000美元。即便以4：1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6800美元，仍然远远低于美国2005年35000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论上海盖了多少金碧辉煌的超高层公寓楼和摩天办公楼，中国仍然是，并将继续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还产生新的社会政治问题。最低收入家庭占全国所有家庭的10%，只有不到2%的全国私人资产，而占全国所有家庭10%的高收入家庭拥有40%以上的全国私人资产。中国领导人已发出警告，反对贫困和财富两极分化，反对失业率的不断升高和社会冲突的加剧。胡锦涛主席表示，“共同繁荣不是一个不可达到的目标，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追求”。

十一五规划认识到，一门心思地寻求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而否定了以不平衡的数量增长作为发展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改善生活质量。最近，中国领导人一再地批评错误的经济增长观，主张“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理论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不惜任何代价”。
 在十一五规划中，经济增长将由“为人民服务提高其生活质量”而非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外贸量现已超过中国经济的70%，与此对比，外贸只占美国经济的24%。
 中国与其贸易伙伴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造成高昂的代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资源消费者。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从2002年到2030年，世界对能源资源近21%的新需求将来自中国。2004年，中国50%的进口石油被用于供给出口部门。至于从能源消费量来看，中国只是厨房，美国才是餐厅。


中国的政策规划者正力求在未来的五年内，提高能源和资本的独立程度，改变高度依赖于外国投资和资源来保障国民经济增长的状况。新的五年计划将支持社会服务，以缩小在经济强劲增长和社会弱势发展之间的不平衡。

在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特别严重，因为医疗保健制度和福利不被重视，在过去的20年持续地恶化。从1993年到2003年，中国没有上医疗保险的人数从9亿增加到10亿，也就是从占全国人口的67.8%上升到占80.7%。而同期，城市人口从9653万上升到3亿。这就是一个持有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经济体。

在下一个五年中，中国将在政策和投资上更加重视科技、教育和卫生。预期在2010年之前，所有农村儿童将享有九年免费教育，这每年将减少农民1000亿人民币（123.7亿美元）的经济负担。贫弱阶层会得到更多的生活保护和更好的社会福利。对于中国促进上述全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做不出什么贡献的。



 五、中美贸易对美国并非不公平的

客观地说，认为中美贸易对美国不公平或损害美国，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是，美中贸易的条件一直有利于美国，而不是有利于中国。美国贸易赤字及其另一面资本项目盈余，为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比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多得多。


传统智慧错误地认为，美国经济不稳定地依赖于不可持续的扩大债务，尤其是扩大外债。在美国政府肆意挥霍和低私人储蓄率的推动下，美国维持着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债务国，因为其全部债务都是其可以任意印刷的本币标价。

经常项目赤字是美国居民每年的进口消费与出口收入之差。该赤字现已接近美国7%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净外债总额现正接近其25%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现在既是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又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虽然这意味着中国以货物的形式将真正的财富输送到美国，换来它在国内不能使用的美元，但专家和政客还是大量地散布对如下危险的恐惧：国外投资者（如中国人）突然不愿意继续增加他们已有的大规模美元资产。在这一情景中，恐慌将导致美元直线下跌，美元利率扶摇直上，美国经济落入危机，并拖累世界其他地区。

但是，这一前景的可能性实际上为零。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没有理解，美元在与黄金脱钩后，已不再是一个遵循市场供求规律的金融工具。在美元霸权之下，美元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政治工具。当美元被视为一种政治工具时，劳伦斯·萨默斯所认为的与美元有关的奇事都是合乎逻辑的。



只要美国是世界上的主导国，根据规模和重心，美国经济是世界上的主导经济，以及美元仍然是世界贸易的关键储备货币，所有其他货币就只不过是美元的衍生物。
 随着汇率波动，衍生品契约既可能赢利，又可能失利，但是，这样的汇率波动对美元构成不了威胁。美元将在其基准汇率允许的范围内上涨和下跌，基准汇率是市场在任何给定时间都接受为正常的汇率。汇率的波动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引起的，它们主要是技术性的，而美元霸权的根基着落于美元的基本利率。在很长的时间里，基本利率只发生缓慢的改变，它根据与世界经济规模有关的货币数量理论不断地走高。当全世界的债务和商品以只有美国能印发的美元标价时，美国实质上拥有全世界的所有金融财富。
 外国持有的美元只是不具有多少宏观影响的会计学技术性问题。事实上，一个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越多，他/她就越发地成为美国人。当中国持有超过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时，它的金融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增强。


对于美国居民等在每日活动中花费美元的那些人，或大多数美国跨国公司，美元汇率并没有多少至关重要。如果因为美元汇率的下降，进口货价格上升，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是美联储将视之为通胀，相应地提高美元利率，从而推动美元的汇价走强。出口经济体然后将贬值其货币，以根据美元价值重新确定它们的出口品价格，或采取其他方法补贴它们的出口，这些方法有借助于高失业率降低工资，或减少出口税。这场游戏会一直继续，直到各方筋疲力尽，共求稳定基准汇率。

美国的税收不受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因为它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国的财政支出也不受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因为它也是以美元标价的。随着美元不断下跌，美国的进口品价格将提高，这迫使美国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国内生产品和美国更多地出口。但是，甚至美国的经常项目也不受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因为它是以美元结算的。将会发生的是，经常项目赤字的货币面值不会改变，只有买卖的实际商品量会改变。经常项目赤字的下降只意味着作为债务离开美国的美元减少了，以及作为资本回到美国的美元减少了。只要美国的地缘政治霸权维持所有的关键商品都以美元标价，没有任何参与全球经济者能够逃脱美元，只有更多地接受它。


美元资产的升值允许美国承受越来越高的债务，而不改变债务/资产比率，支撑着整个美国经济。当前的美元洪流是由美联储发放的，但主要是衍生货币的增长所推动的。这引起三种现象：一是越来越多的美元投资于公司兼并和收购，这日益加强地使反托拉斯管制失效，在短期内制造了越来越有效的垄断；二是美国公司可以得到的美元资产越来越多，使它们能够为了扩张承受越来越多的债务，这甚至令处于困境的美国公司暂时看起来也是健康的；三是美国投资于国外的美元越来越多，为廉价地对美国的出口提供了融资。


只要利率，即在一定时期的货币使用成本，比资本回报率低，该经济体就可以通过举债而扩大。结果，只要美国消费者乐意以其不断升值的资产作担保，越来越多地举债维持消费，美国公司的收益就将看上去总是高涨。


中国的出口经济有一个问题。它的出口部门挣得美元收入，但中国在国内市场消费人民币。当出口部门支配中国经济时，中国本质上是将财富输往美国，换来它在国内不能使用的货币。中国已累积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其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它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民币减轻大面积的贫穷，或资助其社会保障义务，或支付环境保护的费用。美元的不断下跌将使中国越来越贫穷，因为中国的贸易收入是美元，而它在国内消费的是人民币。除非中国要求其出口以人民币结算，而不是以美元结算，否则上述情况将始终存在。


中国出口部门的下列全部投入要素都是进口的：资本、贷款、能源、技术、设计、机器工具、生产线、包装、硬纸盒、营销、运输和分配系统。对于其出口部门，中国只贡献了两个价格低估的投入要素：劳动力和环境污染。
 中国从其出口部门挣得的利润完全来自低工资和隐形污染。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中国累积了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其当前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而从2005年到2006年，其外汇储备增加了30%。最近几年，中国每年抑制的国内生产总值达2000多亿美元，中国将这笔收入送往美国，为美国贸易赤字融资，而这笔收入是中国以极低工资和毒性污染为代价挣来的。



中国需要做的是，减少其美元收入，通过向国内市场卖出更多的中国产品，将那笔收入转化为人民币。但是，整个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贸易是基于所有出口经济体认为赚取外汇是好事情。


在美国，劳动力的衰退和环境损耗一直由加大各类要素和资本的投入而得到补偿。从中国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的债务，作为资本再出口，返回中国。
 至于石油消费，中国90%的国内消费来自于国内资源。中国进口的石油主要供给其出口部门，使中国成为厨房，美国成为餐厅。

中国没有任何方法使其美元资产的外汇储备多元化。中国最可能做的是，通过减少出口，放慢其从新的贸易盈余中持有的美元增长。中国将新的贸易盈余分配到其他非美元货币，只是扩大美元衍生物的数量，这一行为犹如绕着环形线路转圈子。


 六、中国需要做什么


中国需要做的是，将对美国的出口与对美进口维持在同一水平。这是容易做到的。每隔3个月，只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超过进口水平，就停止出口，直到对美国的进口赶上来。没有了贸易剩余，也就不会持有新的美元外汇。过剩的生产然后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赚得人民币收入，再将之作为高工资投入国内市场，支持国内购买力。主权信贷可以用来在提高工资与国内消费之间和公司销售与提高就业率之间的断档期，为维持充分就业提供融资。



这将把贸易顺差/汇率这一难题从中方推向美方。由于供给不足，美国的物价将上涨，为了反通胀，美元利率将提高，华盛顿的领导班子将请求中国停止这场理性的作为，并告诉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格雷厄姆（Graham），你们去钓鱼吧。
 这两位参议员正威胁称，除非中国允许人民币大幅度升值20%，否则就提出向所有中国进口品征收27.5%的关税议案。


贸易是市场力量的博弈。美国需要认识到，市场力量的天平正向中国方面倾斜，美国不可能以其弱势地位提出霸权要求。美国贸易困境的解决办法在于重新调整美国贸易政策，而不在于中国调整其货币汇价。


美国的地缘政治霸权有赖于其经济持续地引领技术革新和应用。它并不有赖于另一个国家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事实是，不管爱吵闹的人如何地抱怨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中贸易仍然对美国，而不是对中国更有益。停止美中贸易，将对美国，而非中国造成更大伤害。
 美元作为全球本位货币的角色没有受到威胁，而是人们夸大了美国的大规模外债对其金融稳定构成的风险。美国经济将对美元的下滑和利率的提高做出调整，这将减慢美国消费的增长和阻碍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它们不会致命地削弱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在国内外的混乱和不公平都是由美元霸权，而不是由任何外国政府的贸易政策造成的。美国政治的民主程序与美国引导的全球化造就的美国经济混乱之间存在着错配，这是任何程度的敲打中国行为所不能解决的。


 七、美元霸权与净外债

美国的对外负债以其本币标价，而美元仍然是关键的全球本位货币。美国的净外债或债权是美国居民拥有的外国资产价值减去非美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价值。美国的净债权在1980年达到顶峰，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直到1989年，美国都是一个债权国。但自那时以后，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使美国变成世界史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2004年初，外国对美国的债权是10.5万亿美元，而美国对外国的债权为7.9万亿美元，两项相减，美国的净外债高达2.6万亿美元。2005年，美国的净外债是2.7万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1%，比2004年增加了333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6%
[14]

 。这笔债务的最大份额体现为外国人持有美国主权债务的形式。2005年，外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达到2.4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2150亿美元。2005年，外国投资者购买的美国政府证券达到美国国际净负债增加额的2/3。

美国对外国人持有的那笔巨大债权和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均须支付利息，这意味着花费在美国国内的钱减少了。美国每年的负债利息已上升到1140亿美元，该数额超过了小布什总统提出的860亿美元的2007年教育、培训、就业和社会服务预算。
 通常，只要利率有任何提高，这些债务清偿都是美国脆弱性的致命弱点。但是，外国食利者如何对待他们的美元利息收入呢？他们将之再投资于更多的美元资产，为美国投资者购买外国资产融资。美国经常项赤字的减少将打破上述现金流动的循环，引起美国的金融问题，这很快将转化为现任美国政府的政治问题。


通常，经常项目赤字主要是对商品和服务贸易平衡的计量，美国只有向外国投资者和贷款者出售其资产，才能为之提供融资。然而，2005年，美国的净外债增加3330亿美元，与该年726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相比，还是相当少的，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资产价值的大幅增加。
[15]

 2005年，仅美国国内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股票市场价就上涨了3840亿美元，大大地高于外国持有的美国股票市场价上涨的690亿美元。换言之，美国资产高于票面价与外国资产互换。

2005年，外国的中央银行急剧地增加了其持有的美国政府证券，它们购买美元资产是为了维持其货币兑美元的汇价不抬高。2005年，仅中国一家就增持了至少2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结果，2005年，尽管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净外债都不断地扩大，美元的实际价值还是提高了3.7%。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提高，将意味着中国购买的美国主权债务减少。美国真的认为这对它有利吗？

净外债是由以下二个部分衡量的：一是外国直接投资，外国公司直接控制的国内运营价值；二是金融负债，外国人持有的股票、债券和银行存款的价值。2004年初，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是2.4万亿美元，而美国在国外的直接投资约2.7万亿美元。美国持有的外国金融资产共计5.1万亿美元，而外国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共计8.1万亿美元，也就是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4%。2004年，美国的净外债是3万亿美元，仅中国一家就持有其中的近1/3。2005年，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720亿美元，约占其外汇储备的7%。

2004年初，美国全部证券的市场价为33.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全部证券总价的一半。外国投资者持有4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38%以上，但仅持有6.1万亿美元机构债券的11%（例如由美国联邦全国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等发行的债券）；还持有6.5万亿美元公司债券的23%和15.5万亿美元未清偿股票的11%。美国的这些对外负债是其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存在的结果，该赤字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增长到2005年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约8050亿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学者估计，若美国经常项赤字继续维持在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2010年，美国的净外债将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最后将稳定在63%左右。他们预测认为，如果美国的经常项赤字保持当前的水平，到2010年，美国的净外债将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最后将上升到100%。

不过，未来，美元贬值以及利率和资产价格的市场调整，将有可能控制美国净外债的增加。美元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对欧元和日元的贬值，在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了其净外债的基本不变。在美元霸权之下，持续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反映了美国经济强势的基本面，而非其致命的结构性缺陷。美国贸易政策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由收入差距和相关部门失业等失衡的错位产生的政治影响。


 八、看待贸易赤字的三种方式


贸易导向派认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副产品，估价过高的美元和美国经济的结构性进口偏好放大了这一效应。
 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削减不了的，因为美国比其贸易伙伴增长得更快和更有效，并将其不断增多的收入不成比例地花费在商品和服务进口上，承受以美国能够任意印发的美元标价的债务，以进一步加速它的经济发展。


第二个相关学派责备美国国内的低储蓄造成了其贸易赤字的危险，
 他们担心外国人突然不愿将其过度的储蓄继续输入美国，从而会使美国经济陷入金融危机。但是，美国的储蓄率比美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的更高。美国资产的资本收益、退休金和国内市场价值，甚至在进行适恰的校正之后，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在计算美国个人储蓄时，它们都被排除在外。美国国民账户还排除了“无形的”投资：在职培训、新产品开发与测试和设计与开发等知识生产活动的支出，以及工作场地组织的管理时间支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经济学者估计：整个90年代，无形投资增长快速，现至少与厂房和设备的实物投资一样大，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也就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结果，由于忽视了隐形储蓄，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率被严重低估。

第三个探讨经常项目赤字的学派集中关注全球财富的增长和构成。在这一框架下，国际资本运动推动着经常项目平衡，而不是失衡。
 由于美国在未来的几十年预期将比欧洲和日本增长得更快，亚洲的财富也快速地增加，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外国财富将继续蜂拥流入美国金融市场。
 这可能导致美国经常项赤字连续维持在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造成其净外债急剧上升。但是，这样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外国将丧失对美国资产的胃口；因为全球财富的迅速增长，尽管美国净外债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似乎达到非常高的危险程度，它仍然还是可持续的。唯一的障碍是美国对外国购进其资产施加的政治限制。


甚至在美国赤字的融资从私人投资者转变为外国中央银行之后，美国金融市场也保持坚挺。从2000年到2003年，官方机构在美国投资流入中占的份额从4%上升到30%。亚洲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达1.3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是以美国资产形式存在的。在外国据有的美国总资产中，中央银行持有12%，它们包括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和机构证券。在可预见的未来，亚洲官方的资金流入将继续保持，这将维持美国的利率不至于上升得太快，而吓跑投资。不过，美国偏好私人所有权，厌恶政府所有权，这将最终使该趋势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美国参议员舒默指责中国以低估的汇率推行“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从而在牺牲美国的情况下支持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这是无知地哗众取宠，因为重商主义追求的是黄金支撑的硬通货，而不是美元这样的不兑现纸币。在美元霸权之下，中国必须继续以其出口为美国的进口融资，因为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和主要的直接投资来源之一。只有中国的发展和增长战略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才可以日渐地解除那些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若继续信奉招摇撞骗的新自由主义毒咒，是不可能有上述前景的。对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不是源于外国投资者的情绪，而是源于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

对于中国，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将迫使中国从出口走向国内发展。毛泽东曾说，坏事情可以变成好事情。这样的转变将把中国从已失灵的发展道路上解放出来，回到经济自决的轨道。


 九、战略经济对话

2006年7月3日担任美国财长之后，保尔森就提出了进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于同年9月开始启动。对于这一潜在地具有重大作用的对话，其成功的关键不是将中国推向作为美国的廉价劳动力殖民地，而是允许中国发展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引擎。为此，中国必须抛弃其当前对劳力密集型出口的依赖成瘾，重新调整其资源，以主权信贷而不是外国资本来促进国内发展。只有中国经济充满活力，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与美国贸易，才能将美国从美元霸权为其经济带来的讽刺性问题中解脱出来。

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明年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在她的政治生涯中赢得了一系列错误的反华奖牌。当前，她已经向中国表示了其强硬立场，从而提高了美国财长面临的风险。佩洛西女士通过其发言人表示，“我们，许多国会议员将密切关注保尔森财长的行程带来看得见的结果，”并断言，现任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对华政策总的来看是无效的。如果看得见的结果真正成为现实，那么它们将使美国经济硬着陆。即将上任的议长需要理解，美中贸易是支撑美国经济含金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他担任财长后的第一次演讲中，保尔森说：“因为在中国国内，如同在美国国内一样，存在巨大的声音，支持反改革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这使得那些挑战甚至更为艰巨。在中国，这种抵制根源于许多因素，它们包括经济扩张的利益一直是不平衡地分配于其公民，以及一些有影响的人从未完全领会开放中国经济应对竞争的必要性。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由以下现象得到证明：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强，游行示威活动不断增多和许多知名学者撰写反改革文章。”


 十、财富与收入差距


亨利·保尔森担任财长之后，将美国贫富居民之间不断拉大的差距视为美国经济政策面临的长期挑战之一，此前，小布什政府中没有任何人认为该问题应是关注焦点。
 保尔森似乎力图重塑就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政策辩论，将之作为解决贸易问题的办法。贸易问题根源于全球收入不平等，这是一个美国必须首先解决其国内收入不平等才能解决的问题。

财富差距是美国经济史中工业化阶段的特征之一，但相对的收入平等一直是美国作为消费者经济体的推动力。
 福特主义使美国走上不断提高工业工资之路，从产业工人中造就了美国中产阶级，推动美国经济赶上领先的欧洲竞争者。两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美国工人收入持续超过通胀的增长，并推动了维持可观的消费需求增长的生产率提高，这些是美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市场资本主义自然地产生导致经济危机一再发生的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为了纠正这个结构性的缺陷，国家制定了收入政策。自美国新政以来，收入再分配一直是美国税务制度的传统。由于先实施了8年的供应学派“里根经济学”，随后克林顿政府又实施了8年的新自由主义“鲁宾经济学”（克林顿本人也被正统的自由主义民主党指责为历史上最好的共和党总统），不平等在美国社会日益蔓延，以推动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美国共和党采用了新的收入政策，逐步地削减累进税，将收入再分配到社会上层，而克林顿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民主党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的外包保持美国工资水平的不变，以社会支出匮乏打造财政盈余。其联动结果是，以牺牲美国国内经济为代价，扩大了全球化的经济。

过去的二十年，两党民主无法为美国选民提供其他可能的经济政策选择。而且，外包不是压低美国工资的唯一因素，甚至当美国工人的平均生产率快速提高时，他们的每小时平均收入也停滞不前，而美国的经济精英因其天文数字的收入兴旺发达。高科技、信息科技和金融服务等新部门都是基于低工资和高人才储备的模式运作。甚至对于投资者，趋势也一直是支持资产升值，而不是收入分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似乎是忘记了金融的基本规则：收入才是一切。没有收入的经济增长是无稽之谈。



收入差距现已达到令人深恶痛绝的地步。
 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 One Financial）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费尔班克（Richard Fairbank）卖出360万股，获益近2500万美元，对此，他只须根据较低的资本收益税，而不是个人所得税纳税。他的个人收入超过了《财富》1000大公司中一半以上的公司年度利润，它们包括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Goodyear Tire&Rubber）、锐步公司（Reebok）和一号码头公司（Pie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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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全美国100大公司的大多数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呼啸直上了25%，达到1.79千万美元，远远高于正常美国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的3.1%。美国国会正就提高最低工资提案进行着激烈的辩论，该提案提出从现在到2009年，分三步走，将一小时5.15美元提高到一小时7.25美元，反对者认为，这样做将破坏美国经济。根据通胀提高最低工资的思想竟然被认为是立法不作为。

因为工资一直停滞不前，美国公司的收入一直处于高位。美国公司手里的资金泛滥，但它们拒绝分配给其工人。相反，美国公司实施了以过剩资金回购股份的计划，从而提高了股票的市场价格。


值得称道的是，保尔森是近来美国史上第一位集中关注不平等问题的财长。在他任财长时的第一次重大演讲中，保尔森说：“在这个国家强劲的经济扩张中，许多美国人简直没有感受到任何好处。他们增加的工资都被高能源价格和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等吞噬了。”保尔森指出，该议题将是他重组美国经济结构议程中的优先目标。

美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2001年到2004年，具有大学学历的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动静，在扣除通胀因素后，从72300美元上升到73000美元。对于推进有组织劳工或广大普通工人的利益，克林顿政府几乎未做任何事情。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美国工会会员持续不断地减少，到克林顿离任时，只有13.5%的美国工人是工会会员。鲁宾作为两位撰写者之一的一份报告指出：“繁荣既没有下渗，又没有外溢。从1973年到2003年，美国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3%，而实际的每小时平均酬劳只上升13%。”


 十一、新民粹主义对抗鲁宾经济学


美国新一波经济粹主义浪潮正随着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胜利汹涌而来。不过，这些新民粹主义者似乎专一地批评国际贸易，而没有意识到，不平衡的贸易是新的经济不平等时代的结果，而非其原因，经济不平等的根源正是产生于美国的国内政策。如果保尔森真正地希望处理美国的持续贸易赤字问题，解决方案不在于北京，而在于美国国内。


新民粹主义者认为，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持续到世界贸易组织各类谈判的贸易协议，都无法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从而也就无法提高低薪国家的工资。相反，根据实际的购买力计算，高薪国家的工资一直处于停滞或下滑状态。他们还坚称，不仅要提高最低工资，而且要将之与生活费用相挂钩，以便未来的通胀不会如同过去那样地侵蚀工资的实际价值。

正如新保守派绑架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克林顿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民主党人士绑架了该党的经济政策。克林顿领导的新自由主义者吸收了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只要允许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无管制地运作，美国经济就可以取得持续增长。克林顿政府将劳工视同已抓牢的选民，强有力地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自由贸易协议，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牺牲美国国内经济为代价扩大全球经济，半心半意地向工人承诺，将为他们提供再培训和其他社会保障措施，而这些是克林顿政府的平衡预算根本不可能资助的。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大量举债，造就了美国经济繁荣，这一不可持续的暂时现象掩盖了鲁宾经济学的有害效应。

新民粹主义者希望以另一种政策取代鲁宾经济学，一种中产阶级能够得到经济增长成果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的收入日益增多、不成比例地流入公司利润和富人手中。他们要求检讨美国引导的全球化和贸易条件，不能将经济扩张的成本完全地压在国内外的老穷人、新穷人和无权者的身上。他们要求政府管制贸易条件，更公平地分配收益。

自由贸易主义者指责新民粹派是贸易保护主义者。鲁宾承认，全球化没有为美国工人带来就业保障和收入不断上升，虽然全球经济的扩大惠及整个美国，但其这样做的代价是缩小了美国中产阶层在整块经济蛋糕中享有的份额。然而，鲁宾经济学奉行者还是坚持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老掉牙的别无选择（TINA）主张，认为管制贸易和强加市场限制将弄巧成拙。金融全球化每隔几年就为全世界带来货币和金融危机，现在已有足够的历史数据质疑金融全球化带来利益的错误观点。无管制的资本、债务和货币市场的形成阻止了全世界的政府有效地使用主权信贷为国内发展融资，迫使所有国家的经济都被扭曲，过度地依赖于以出口挣美元，并以廉价工资和环境滥用加入向底线竞争的行列。


而且，目前还不清楚，鲁宾经济学是否真正地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历史数据揭示出，信息革命甚至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和印度等与鲁宾经济学绝缘的经济体的生产率。自由市场不知道什么为最好。若放任自流，自由市场将以不安全的速度奔向正要发生的事故。更平衡的美国经济政策需远离利润最大化，这样才有可能让生产率快速提高，不用如当前这样地扭曲全球经济，就可以将全球经济推向更高的层次。

在其2003年的新著《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鲁宾承认：“回顾过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计划对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影响可能甚至比对利率的影响更重要”。在克林顿政府的经济繁荣期，商业投资并不是例外地朝气蓬勃。虽然与铁路时代等早期资本密集型的商业周期相比，克林顿任内的商业周期具有低资本投入的比较优势，但启动美国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大跃进的是人才密集型信息革命。

1997年2月，在亚洲金融危机5个月之前，美国发布《1997年总统经济报告》，预测美国接下来四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不超过2.2%。实际增长率结果是3.9%，接近于其预测的两倍。有一个观点是可以得出的，即美国经济高增长率是美联储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放松银根的结果，那场危机1997年7月2日开始于泰国，然后像龙卷风一样席卷整个亚洲。当到了10月，危机开始打击华尔街时，美联储做了其他任何中央银行都不可能做的事。它印发美元，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流动性，不仅遏制了危机，而且允许美国银行以跳水价购买处于困境的亚洲资产。这是一个美元霸权如何运作的明确范例。


“鲁宾经济学”是野心勃勃的贸易自由化理论，其代价由挤压国内外的工人工资来承担，为了避免逐渐地提高税收，美国通过削减社会计划来平衡国内财政预算。克林顿政府的财政盈余直接来自工人的口袋。然而鲁宾公然表示，他理解，美国国内和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将在核心区产生政治反弹，这不仅威胁新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甚至威胁资本主义民主的稳定。
 鲁宾承认，当工资挤压从只是很少投票的穷人身上转移到政治上活跃的中产阶级身上时，全球化对美国工资水平的恶劣影响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美国政府政策，特别是税务结构，向富人倾斜的程度已变得如此令人尴尬地憎恨，以致于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这样的超级富豪也抱怨其是不公平的。

鲁宾已发起哈密尔顿计划，这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组成的政策团体，他们正在拟订改善措施，以帮助受威胁的工人阶层和争取广泛的捍卫自由贸易体系的政治选民，应对民粹派的反弹。不过，他们如何能够捍卫一个以大多数人的贫穷来创造财富的贸易体系？神化守财奴是无济于事的。

民粹主义巨浪很可能日积月累地成为海啸。随着外包不断地越过新的技术台阶，危及的就业岗位将不仅仅是装配线工人，而且是在高科技、信息技术、医药和金融领域从业的受过高等教育、富于想象和充满活力的工人，民主进程就将转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种反弹可能变得丑陋不堪，将仇外心理与反犹太主义结合在一起。

新保守派杂志《旗帜周刊》正确地指出，工资一直停滞不前，是因为增加的补偿部分全被呼啸直上的医疗保健费用吞噬了。然而，新保守派和保守派都反对全民医保，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旗帜周刊》提议，“将医保服务外包给廉价的外国，在那些国家，配备最新医疗设施的高质量医学专业人士只收取在美国收取费用的一个零头。有些公司已经开始这样做，到现在为止，结果是非常积极的。”美国医药协会，为医生声言的保守派贸易游说团体，很快就会加入反对全球化的行列。


 十二、新保守派捍卫全球化

新保守派是新自由主义者同床异梦的伙伴，现在正不遗余力地捍卫全球化。《旗帜周刊》猛烈攻击：“据估计，在选举日击败共和党众议员的28位民主党人中，22人是毫不掩饰的贸易保护主义者，5人是顽固的贸易保护主义者。6位败选的共和党参议员都是自由贸易主义者。甚至佛蒙特州参议员、自由贸易主义者吉姆·杰夫兹（Jim Jeffords）也被可靠地反全球化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所取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新的气味，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考虑卢·道布斯（Lou Dobbs）的生活和时间。许多年来，这位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电视主持人一直面临毫无起色的收视率，而新生的暴发户福克斯新闻定期地刷新其收视记录。然后，道布斯开始大力灌输反全球化的话题，夜复一夜地痛惜美国在外国竞争下丧失就业岗位。其收视率猛地上串了30几个百分点。”

自由贸易仍然有一个可靠的捍卫者：总统的否决权，这是未来二年民主党的选票所不能逾越的。


 十三、错误的辩论

然而，关于全球化的辩论是在二种极端观点之间进行的，并非寻求解决办法。国际贸易只有在加强国内发展时，才是可欲的。不幸的是，在近二十年，国际贸易已经转变为抑制国内发展的因素。这是因为美元霸权的毁灭性所致，美元霸权迫使所有经济体压低国内工作和抑制国内发展，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出口，挣得在国内不能使用的美元。现在所需的是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允许出口付款以出口国的货币标价，这样，各出口国就可以主权信贷，而不用求助于进口外国资本来为国内发展融资。与之同时，需要改变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它不是在效率的名义下通过合并和收购解雇了多少工人，而是通过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创造了多少新的工作岗位。应引入公司税制度，打击高得离谱的利润，以便收益能够更公正地流入工资，从而刺激消费者的需求，减少经济中的生产能力过剩。



这些正是保尔森及其班子在“战略经济对话”中应与其中国同人探讨的问题，
 其目的是发展两个急需加强国内发展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共生贸易关系。不着边际地讨论汇率和知识产权等无关痛痒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八章 世界头号货币操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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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周二（2007年2月13日——编译者注）宣布了又一次创记录的贸易赤字之后，一直来抱怨中国货币的合唱不绝于耳。中国必须停止维持人民币低估的“操纵”，这是我们听到的声音。然而，廖子光先生认为，没有任何政府听任其货币汇率取决于市场力量。对于美国，这尤为如此，美国始终和着保护主义乐曲吟唱着自由贸易抒情诗。贸易扭曲一直是由美国政策造成的，而批评中国的人士实际上是告诉北京为美国的错误买单。

引言

几十年来，以“自由贸易传道士”自诩的美国一直偏执地认为，为了获得反向扭曲的贸易优势，其他国家在全球自由贸易中操纵其本币的汇价。美国甚至以立法将这种恐惧制度化。

美国国会公共法律100－418号的第3004条款（22 U. S. C.5304）提出，除其他事项外美国财长每年两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分析外国的汇率政策，并判断各国是否为了阻止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调整或在国际贸易中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操纵其本国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第3004条款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财长认为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拥有全球经常项目顺差、或者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存在操纵汇率现象，那么美国财长应采取行动，迅速地与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双边地展开谈判，以确保这些国家经常地、迅速地调整其本国货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调整和消除任何不公平的优势。

第3005条款（22 U. S. C.5305）提出，美国财长每六个月必须提供一份包括汇率政策在内的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报告。该报告应包含第3004条款提及的谈判结果。每份报告都使用同样的标题“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

遗憾的是，上述立法的根本精神错误地认定：经常账户盈余本身就证明了贸易顺差国家就是货币操纵国。事实上，因为贸易不平衡是构成贸易条件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构性效应，所以，试图以汇率调整纠正贸易失衡，从概念上讲就是操纵货币，这只是试图使用汇率，将失调的贸易条件粉饰为运行正常的。


汇率政策既不能取代两个经济体互惠贸易所需的结构性经济调整，又不能代替健全的国内货币政策或经济政策。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经济体进行贸易时，欠发达经济体维持贸易顺差是自然的和正当的，直至该经济体赶上较发达经济体，否则，这就不是贸易，而是帝国主义剥削。


 一、披着自由贸易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

凭借其单边贸易政策，美国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个披着自由贸易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2007年1月31日，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会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该次听证会是由该委员会新任主席、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托德（Christopher J. Dodd）主持的，民主党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赢得了美国国会掌控权。听证会主要围绕着《美国财政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和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展开。小布什政府新任命不久的美国第74任财长汉克·保尔森是主要作证人。

听证会的目标是中国，近些年，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主要货币操纵国的首要嫌疑者。然而，正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者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在2006年4月24日《华尔街日报》专稿中所指出的，中国实行人民币盯住汇率制的动机是确保货币稳定，而不是在世界出口市场取得不正当的商业优势。他指出，持续的中国贸易顺差和美国贸易赤字反映了中美储蓄的错配，改变汇率只能掩饰而不能纠正这一不平衡。麦金农得出结论：“中国不是货币操纵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好保持在其目前的大致位置。”

每年两次的美中高层战略经济对话是美国新任财长的智慧结晶。首次会议2006年12月在北京举行，美方由财长保尔森领队，代表团成员包括美联储主席本·伯克南和其他几位内阁部长，中方由副总理吴仪领队，成员包括与美国官员相对应的中国官员。第二次会议预定于2007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

依照法令，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每年两次听取由现任财长作证词的财政部汇率报告，对美国政府的汇率政策进行查漏补缺，对于寻求“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美国企业和工人而言，汇率政策已成为其重要关切。美国财政部报告是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直接关注国际经济、汇率政策和其他国家是否操纵货币的唯一报告。在美国，按照有关法律，财长须在国会要求时出面作证。

在听证会上作为委员会主席第一个发言时，托德参议员表达了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不满，因为它“无力保障美国工作人员的机遇和繁荣”。在提名保尔森任财长之前，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已完全展开，已经将克林顿政府留下的创纪录财政盈余转化为创纪录的赤字，由于国家负债累累，导致医疗卫生、学校、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性地为处境困难的企业和为生计奋斗的工作家庭减税等一些重要的国家优先目标投资不足，而生产的扩大只发生在金融服务业等经济部门，繁荣只带给了富裕群体。近些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中等家庭的收入下降了近1300美元。自2001年以来，300多万个制造业岗位丧失了，这是自大萧条以来失业人数最多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在经济复苏的情况下，丧失的制造业岗位还是没有恢复，这在美国也是第一次。托德参议员痛心地表示：“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这种不景气并没有结束，它持续了七年，并仍在继续”。他的发言公正地总结了对二十年全球化造成的不利国内影响持批评立场的新民粹主义观点。

然而，他的观点只对了一半。虽然美国工人丧失了就业，但美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失去这些就业，只不过对他们进行了重新分配。美国经济只是向全球扩张，将就业转移到海外，以利用受雇于美国资本的低薪工人，经济学家称之为跨国工资套利。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帝国主义为核心区提供就业，生产出口品，输往其殖民地，从而为本国经济赚回黄金。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新帝国主义将就业转向边缘区，核心区进口低薪劳动力制造的产品，支付其发行的法定货币（纸币），而过剩的法定货币只能重新投资于货币发行经济体。
 自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由于美元作为一种不兑现纸币继续担当国际贸易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石油等关键商品的交易以美元标价和结算，美元霸权就此形成。美元霸权成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金融媒介。


 二、精选的公平竞争环境

跨国界工资套利是金融套利的一部分，即投资者投资于低成本国家，生产的产品在高收入国家销售。利率套利是另一种金融套利，即投资者借进低息货币，再以高息货币贷出，这种日常性的交易行为在国际银行业中被称为“套利交易”。美国是全球金融套利中显而易见的受益者，她对跨国界工资套利的抱怨，充分说明其自称致力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明显具有选择性的。

托德参议员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对通用公司有利的也就是对美国有利的”这种老口号，在美国推动的金融全球化中已不合时宜。为了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和生存，并吸引全球资本，美国公司必须将其就业岗位转移到海外低工资地区，以减少劳动力成本。与中国等外国政府被错误地指责为操纵其货币汇价相比，美国的大企业才应该被认为是操纵全球劳动力市场，以获取国内外劳动力的不公平优势的真正罪魁祸首。这是一个亲劳工的美国政府能够欣然解决的问题，只要制定劳动力规章，减少美国公司临时解雇工人和为谋取高额利润而外包就业岗位的金融刺激因素，就可以做到，如同德国一直所做的。

除了奴役外，资本和劳动力具有一种类似于婚姻的共生关系。在加利福尼亚，离婚的财产清算方式是：平等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一方支付给没有生产收入的另一方足以维持其在婚姻关系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赡养费，直至后者再婚。我们需要在资本和劳动力间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公平竞争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关闭工厂的，可以根据与公平的离婚清算方式类似的条件，向失业工人提供公平的补偿和生活收入，直至其再就业。


 三、国家安全甚于自由贸易

托德参议员还提出了民族主义关切。他指出，超过一百多万个外包就业岗位属于与国防有关的关键产业，它们扰乱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极为所需的产品生产能力。他举例说，在印第安纳州生产用于智能炸弹的特殊磁铁的工厂，已转移至中国，这暴露了一旦发生战事，美国军事急需品的供给将中断。托德参议员呼吁对贸易规章作出重大修改，“从经济和军事上充分保护美国的未来”。这无疑是宣布国家安全重于自由贸易。

美军不仅需要外国的特殊磁铁，而且需要外国的日常“两用”物品，比如现在主要由中国制造的制服和靴子。尽管如此，这种状况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而非中国单方面造成的。在自由贸易的圣地和在自由贸易席卷的部门，经济民族主义依然充满生机，茁壮成长。


 四、汇率取决于汇率政策，而非市场

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将其听证会聚焦于汇率政策，持有如下错误的立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将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误解。然而，市场汇率取决于政府利率政策。从根本上说，政府汇率政策概念其实是与自由贸易概念相对立的。

若全球市场是真正自由和公平的，所有货币就必须同等地遵循市场力量的公正约束。然而，不论新自由主义怎么说，当今，甚至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听任其货币汇率取决于市场力量。事实上，市场力量是根据中央银行关于利率变动的考虑以及政府税务和贸易政策做出预期和回应的。


不同政府的汇率政策之差异反映了各国经济、金融和货币状况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的差异，但所有政府均操纵货币市场，以将其货币汇率维持在最适合各自国家需求的水平上。


美国运行着汇率稳定基金（ESF），这笔资金是美国财政部主要用来参与外汇市场以维持货币稳定的。该基金包括美元、外国货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可用来干预外汇市场，影响汇率，这都运行于中央银行的管理权限之外，不影响美国国内货币供给。


 五、汇率与货币稳定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是唯一的工业部门不仅未遭受战争重创而且实际上得到战争加强的国家，紧缺的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无可争议的世界储备货币。早在1942年4月，所谓的怀特计划（White plan）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曾师从哈佛大学倡导自由贸易的陶西格（Frank W. Taussig）教授的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命名，就提议建立联合国稳定基金（United Nations Stabilization Fund）和联合国家及联盟国家重建与发展银行（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自动调节的古典金本位从1876年持续到1914年，其提供的稳定汇率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证明是已无法自动调节。古典的金本位造成全世界的通货紧缩，这又转化为全世界的衰退，与之同时，重商主义，即各国通过出口对黄金的追逐，正引起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1920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国际会议上提出了国际贸易需要合作和需要新的“金汇兑本位”的思想，这可以通过以随时可兑换为黄金的基准货币补充黄金，更广泛地运用黄金，但是，由于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接受英国的英镑霸权，与会国政府无法达成协议。25年后，这一思想被吸收进入以与黄金挂钩的美元代替英镑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当时的挑战是，在各不兑现纸币与由黄金支撑的美元挂钩的情况下，如何设计一个可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以适应战后的国际贸易。

美国的怀特计划与英国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计划之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是，美国提出的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SF）基于一篮子混合货币之上，而英国提出的清算联盟（Clearing Union，CU）则是运转于一种被称为班柯（bancor）的新国际货币之上。稳定基金比清算联盟具有更严格的规则，因为后者主要为国际收支逆差国所用。与当前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不同，那时，美国是世界唯一的债权国，其关切的是美国潜在的金融实力不能受到世界坏账的影响和保护具有国际收支盈余的债权国权利。美国代表团说出了对英国凯恩斯计划的严重保留意见：该计划提出自由的流动性供给，具有暂时性贸易赤字的国家轻易地获得流动性，这将助长道德风险。英国预期，其在战后将出现巨额赤字，因为来自大英帝国许多属地的收入已被突然打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美国投票权的控制，它是根据美国怀特计划建立的认缴基金，虽然其数额略大些，有88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的770亿美元，或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的4630亿美元），其中，美国拿出了27.5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的240亿美元，或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的1450亿美元），而英国只拿出了13亿美元。汇率可以在美元的标准价位±1%的范围内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是为其成员提供一种信贷缓冲，树立他们在维持其货币与美元汇率稳定之同时，摆脱外汇和贸易管制的信心。它并未考虑如何通过跨国界金融实现从重建到恢复的战后转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地不向减轻战时债务或战后重建放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允许成员国保持外汇控制三年到五年时间，之后，它们必须每年汇报保留管制的理由。这一缺口延长了放弃外汇控制和贸易限制的绝对截止期限，事实上，因为经常账户的目标，这些管制直到1958年才被取消。英国只是在1979年才放弃其对跨国界资本流动的最终控制。

此外，美国怀特计划深入思考了禁止汇率干预，这对美国而言是重要的特征，而英国的凯恩斯计划没有怎么强调对汇率干预的限制，甚至主张弱势经济体运用资本控制，因为英国预期，由于战争，她将成为弱势经济体的一员。在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就采取了外汇管制，它保持了长达40年之久，直到1979年新的保守党政府取消外汇管制。1979年前英国对直接投资采取管制措施，并限制以英镑融资的对外投资，除非这种投资对国际收支平衡有积极的影响。关于证券投资的管制规定是，在海外投资、具有外汇的英国居民只有以既有外国证券的销售所得或借入的外国货币，才能进行证券投资。管制的第三个特点是限制英国居民持有外汇存款和向海外居民进行英镑放贷。对于国内经济成长，跨国界资金流动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或无必要的，如果不是一种直接的威胁的话。


 六、中国不是货币操纵国

根据美国法律的要求，为了考察美国的贸易伙伴是否正在操纵其货币以获得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财政部发布《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在其2006年的报告结果中，美国财政部认为，中国没有为那样的目的操纵其货币。不过，美国国会和媒体还是主张，中国继续抵制美国的呼吁，不允许其货币升值，以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从而既扭曲了全球市场，又对美国公司和工人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样的论断说错了对象，它既得不到经验事实，又得不到理论的验证。那些扭曲是由美国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及其对美元汇价的影响造成的，而不是由中国造成的，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一直将人民币以8.28：1的汇率盯住美元长达十年之久，该汇率的浮动范围只有狭小的0.03%，有时高于市场趋势，有时又低于市场趋势。

2005年7月21日，在反复声明升值毫无必要或根本不予考虑后，中国意外地宣布人民币升值2%，与美元的汇率变成8.11：1。中国还宣布，此后，人民币将以同样的微小波幅盯住一篮子外国货币，它们包括美元、欧元、日元以及其他可能反映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货币。篮子内不同货币的构成和权重没有透露给市场。中国似乎是应用了新加坡有管理的浮动模式，保持权重和有效浮动区间的非公开性，根据盯住美元的参考，允许有限区间内的最大弹性。很多人认为，这明显是为了缓解误导的美国压力而采取的一项外交举措。

货币操纵指蓄意地、先发地制造汇率波动，以从背离市场基本面的暂时的技术性市场趋势中获益。一位司机在长时期里以不变的合法速度，驾驶车辆旅行，一辆警车与之同行。司机突然被控告加速，只是因为警车丧失动力而减速。稳定的汇率不可能被贴上“操纵性的”标签，就如同该司机不可能被冠之为“超速”。


托德参议员引用了匿名的“可信的分析家”的观点，他们断言，人民币低估15%到40%，这是美国就业岗位因外包而丧失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延伸开来，美国的贸易问题是其许可的货币政策和反劳工政策造成的，为了美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将其货币升值40%，这不是因为市场的需求，而是因为美国需要它减少其贸易赤字。美国所正在做的是要求中国为美国的政策错误买单。


但是，托德领导的委员会需要理解，这样的解决办法将比疾病更糟糕，因为在进口依赖型的美国经济中，它会引起美元通胀扶摇直上，伴随之的是抬高美元利率，并推动债务寄生的繁荣的美国经济陷入沉重的衰退。毕竟，只有中国在其经济承受巨大的损失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整整十年中都保持人民币盯住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1997年7月，当时所有其他的亚洲货币都依次竟相狂乱地向底限贬值。

2007年2月6日，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关于小布什政府2.9万亿美元2008财年预算的听证会上，保尔森再次称，美国对华贸易已走到一个“拐”点，对华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对华进口速度。中国贸易继续是美国国会议员的敏感话题之一，由于就业岗位外包到海外而丧失，他们面临美国选民的压力，正在推动保尔森采取行动迫使中国对其货币重估。然而，促使中国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唯一可持续的办法是，推动中国提高工资，以增加中国的消费需求，而不是迫使中国升值货币。货币重估只会引起货币不稳定，这将造成中国国内市场的通货紧缩，从而抑制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需求。



 七、保尔森捍卫日元，批评人民币

在手握重权的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词时，保尔森捍卫了日元最近对欧元的下跌，宣称美国财政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2004年以来，日本主管当局曾干预货币市场，以操纵日元价值。欧洲官员对弱势日元一直不满意，因为它使欧盟对日本和亚洲的出口品价格更高，更没有竞争力，在那些地区，日元是重要的基准货币。保尔森说：“有些人可能对日元目前的汇率不满意，但我有责任支持和保护市场的自由竞争。我认为日元是在一个以经济基本面为基础的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交易的。”

事实仍然是，一国货币的汇率受到该国中央银行确定的利率的根本性影响。这样的干预是否为操纵，是一种视角问题。

欧洲的部长，特别是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ueck）认为，由于日本的货币政策，日元低估，并希望在2007年2月9日的七国集团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欧盟与日本的货币政策之错配，是由德国对通胀的历史性恐惧造成的，这阻止了欧元利率达到接近于零的日元利率。日元低利率有益于欧盟和美国经济，使套利交易成为可能，也就是允许这样的金融操纵：借进日元等低息货币，贷出美元和欧元等高息货币，从而提供资金为欧盟和美国等高息经济体的投资融资。资本项目的盈余被用来弥合贸易逆差。


 八、盯住货币制并不能免于市场压力

一种货币盯住另一种货币，是一种单边体制。它不需要得到被盯住货币政府的许可。盯住货币制不是神圣的或不可侵犯的，它也不是采纳之的经济体的免费午餐。任何货币盯住制都可能被市场打破，如果采纳该机制的政府不愿意或不能够承受维持其的代价，这已发生于全球许多货币上面，包括英镑盯住德国马克，它被对冲基金投机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于1992年打破，索罗斯在大约数天内赢得了20亿美元的利润，挤干了英格兰银行的外汇储备，并造成欧洲汇率机制（ERM）的瓦解。

欧洲汇率机制是一种多边的固定汇率体制，1979年3月被作为欧洲货币体系（EMS）的一部分而采用，以减少欧洲的汇率波动和达成货币稳定，这为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和1999年1月1日引入单一货币欧元做好了准备。欧洲汇率机制是由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建立的，其目的是将成员国相互间的汇率变动保持在特定幅度，并通过与稳定的强势德国马克相联系，稳定汇率、控制通胀率和促进欧洲内部的贸易。该机制还旨在提高欧洲相对于美国的世界贸易竞争力，创造一个所谓的欧洲联合众国，并为在欧洲建立单一货币体制投石问路。

1990年10月，英国以1英镑兑2.95德国马克的固定比率加入欧洲汇率机制，该汇率高估，其意图是向英国经济施压，减少通胀，而不是使国际竞争力制度化。英国的自大可能在坚持强势英镑方面发挥了作用。该选定汇率和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必需实施的任一固定汇率，证明是误导性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单一货币并未处于一体化经济中的现实，就试图得到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实行单一货币的效应。

从1990年10月到1992年9月，在作为欧洲汇率机制成员的23个月中，英国遭受了其60年来最恶劣的经济衰退，其国内生产总值缩减3.86%，失业率上升了1/3以上，从120万人增加到285万人。据估计，英国为欧洲汇率机制付出了高达其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13.3%的总代价。一年中，具有负资产的住宅抵押贷款数增加了三倍，达到最高峰的125万家，而破产的公司高达25000家。

为了在政治和宏观经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约翰·梅杰首相领导的英国政府支持不可支持的事情，其努力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无法阻止市场力量推动的自由交易的英镑贬值。如果英国在捍卫英镑不可持续的汇率时不丧失82亿英镑的话，那么它本可以避免预算赤字、大举增税、削减公共支出和开征不受欢迎的燃料增值税。国家公共医疗支出也可能在后来的12个月中提高一倍。

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使英国经济摆脱了长期的通货紧缩，并为随后经历的非通货膨胀型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它使货币政策能够脱离唯一的维持汇率的任务，因而可通过结合理性的货币措施，促进经济扩大。当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国被迫维持相对较高的实际利率，以阻止其货币不致于下跌到允许的幅度之外时，英国享有从低利率获益的自由。

由于其货币盯住美元且可自由兑换，香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整整十年中面临相同的问题。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衰退后，香港经济最终在中国大陆的直接补贴下得以复苏。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实行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元债务泡沫。香港经济再一次因该泡沫无法控制的流动性效应高速发展，但是，一旦美国经济面对不可避免的后果，香港经济将面临另一场危机。在解除盯住制之前等待经济改善，就如同等待以死亡来治疗一种传染病一样，或者说，如同在彻底戒毒之前，大剂量地吸毒一次，这是一条用药过量必然导致死亡之路。

在任一特定时间，货币的合适汇率是使其经济能够达到生产资源的充分开工、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汇率过高会造成贸易赤字和国内失业，而汇率过低会产生外汇储备的过度积聚，并刺激导致泡沫经济的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从而，在这个无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和基于美元霸权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每个货币可自由兑换的国家必须保持其调整货币汇价的能力。在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下，实行仅在严格范围内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将招致经济灾难。这就是中国为何抵制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原因。

欧洲汇率机制是一种过渡性体制，其问题最终得以消除，是因为欧盟走向了欧元形式的单一货币。不过，欧洲中央银行的反通胀偏见继续产生与欧元区各国经济货币政策需求的冲突。当前围绕欧元对日元汇率的争论是两种货币的利率差距的产物，而它们的利率是由各自的国内货币需求而不是由市场基本面决定的。

在无管制的全球市场这一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汇率的价值若能促进充分就业和对外贸易平衡，就将频繁地变动。各国央行必须阻止投机性的波动，管理汇率，以避免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崩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遵循欧洲汇率机制规定的不可改变的固定波幅。各国中央银行关于汇率合作的最优策略需要将最高程度的短期稳定与最大程度的长期灵活性结合起来，这正与固定汇率的效果相反。

因为，在欧洲汇率机制之下，英国的利率经过固定汇率盯住德国的利率，英国不能选择降低利率来处理日渐增加的失业和不断减弱的增长。英国不能控制利率这一事实，连同德国央行即德国联邦银行可疑的独立性，是英国最后决定将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这一固定汇率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德国的统一突出了欧洲汇率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因为庞大的资本从西德注入东德，在新统一的德国经济中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德国联邦银行预先加息。同时，在欧洲其他经济体，尤其是英国，正处于衰退中，并不准备如德国所主导的大幅提高利率。这种利率差距放大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英镑高估。

欧洲汇率机制和欧洲货币单位（ECU，欧元的前身）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基石之一。它让成员国的货币以一种中心汇率与欧洲货币单位挂钩，然后再通过欧洲货币单位使成员国的货币确定双边固定汇率。人们希望，该机制会有助于稳定汇率，促进欧洲内部的贸易和控制通胀。欧洲汇率机制规定，各成员国的汇率只能围绕该中心汇率的上下限变动。

1992年，当许多货币若维持该波动幅度，其经济就将崩溃时，欧洲汇率机制瓦解了。在9月16日星期三，一系列因素的汇集导致英国脱离欧洲汇率机制，并允许英镑根据市场力量浮动。黑色星期三成为对冲基金巨人乔治·索罗斯的日子，他阻击了英格兰银行，在一天内赢利10亿美元，最后共赢利20亿美元。英格兰银行花费了400亿美元投入了对抗投机性攻击、捍卫英镑固定汇价的努力，其结果是不成功。之后，英镑不得不退出了欧洲汇率机制。意大利的里拉也退出了该机制，而西班牙的比塞塔贬值。

为了抑制德国通胀，德国提高利率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德国联邦银行作为主导性的地区中央银行，完全地独立于德国政治经济利益，那么它就不会采取这种政策，因为全欧洲都在呼吁降低利率。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为了应对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德国采纳了紧缩货币政策，德国短期利率自1988以来一直升高，到1992年夏季时已提高近10%。因此，在英国需要反周期地降息时，德国联邦银行提高了利率，这通过欧洲汇率机制使英国更深地落入衰退。一旦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上述循环的冲突就有可能经常性地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


这是欧洲汇率机制的根本性问题，即固定汇率与各成员经济体不同经济状况所需的利率水平相冲突。
 英国的利率盯住德国联邦银行确定的利率，这损害着英国经济，因为英国正处于衰退中，需要低利率。

当前，日元汇价的走低是由日元低利率推动的，日本央行一直被迫维持日元低利率，以阻止日本经济陷入更深重的衰退。


 九、完全可兑换的正反方争论

日元与人民币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可兑换的程度。欧盟官员指出，日元的低息是日元被低估的原因，而美国指出，人民币有限的可兑换性是人民币被低估的原因。

诚然，人民币有限的可兑换性使中国能够抵抗对其货币的市场攻击。然而，对于一个参与国际贸易的经济体来说，其货币不是自由可兑换的这一事实，不是不劳而获，这正如许多富有经验的交易商，包括前任高盛公司董事长、现任美国财长保尔森，一再地对中国官员指出的。这样的货币控制招致巨大的经济成本，并只有在当事国能够提供保障货币稳定的成本时，才能加以维持。对于那些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经济体来说，其代价可能是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大规模地攻击其货币，这将迅速耗尽政府的外汇储备，导致该经济体债务市场的崩溃。对于那些实行外汇和资本控制的经济体来说，在贸易逆差时，它们受到的惩罚将是外汇储备的流失和贸易缩减。在贸易顺差时，恶果则是本国货币资本的流失，转变为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


对于有限可兑换的货币而言，固定汇率的成本全由内部吸收，沉淀于国内经济。另一方面，自由兑换的货币与固定汇率结合在一起，就如同将汽油浇在火上，
 1992年英镑的情况已证明这一点。然而，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经济体实行低利率政策，其目的是刺激国内经济，这将提高该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对于美中贸易的情形，中国实行低利率政策，人民币实现自由可兑换，从长期来看，将进一步加剧美中贸易不平衡，而不是缓解之。

在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一种不可自由兑换且以固定汇率盯住美元的货币无视市场力量，甚至进行货币操纵，这完全是不理解在全球经济中国际贸易是如何融资和实现的。货币盯住制不是免疫于市场力量；它们只是通过不同的经济途径传递市场力量的影响。所有政府参与货币市场，是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参与买卖政府证券，是为了执行其利率政策；进入货币市场，是为了维持合乎需要的汇率水平。当今，大多数中央银行甚至不是占优势的市场参与者，它们已被对冲基金排挤出了中心舞台，对冲基金作为主角，掌握着数以百万亿美元计的名义价值，经常性地拉动市场。



 十、美国是货币操纵的蛇头

从根本上说，货币盯住制与美联储制定联邦基金率只是达成相同货币目标的异曲同工之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买卖政府证券，就是为了维持已宣布的利率目标。由于美元是世界贸易和金融的首要储备货币，美国通过其利率政策，事实上是全球汇率操纵的蛇头，美联储主席是汇率操纵的首要男巫。


从越南战争期间预算和货币纪律的瓦解开始，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操纵美元汇率走低，这一事实在最近的十年被美元霸权的形成所掩盖，美元霸权是由克林顿政府的财长罗伯特·鲁宾引入的一种美国以资本账户盈余为贸易赤字融资的体制，美国通过美联储疯狂印发美元制造的全球债务泡沫，实现了举债而来的繁荣。


因而，讽刺性的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的下列说辞是虚伪的。作为美国财长保尔森领导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代表团成员之一，伯南克在中国称，他对所谓的不合需求的扭曲表示关切，那些扭曲源于“货币低估为只关注出口的中国公司提供的有效补贴”。几十年来，真正的市场扭曲来自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流动性偏见和通胀目标。根据法律，美联储必须藐视市场力量，来支持美国财政部的强势美元政策，并将之作为国家安全事务。而强势美元政策是公然的货币操纵例子。

美元利率比欧元利率低，比日元利率高，这是因为各国不同的经济状况和国内对通胀的恐惧。美国财政部在维持强势美元政策的同时，指出美元应该更自由地浮动到其合适水平。因为除日元之外的大多数亚洲货币都是盯住美元，美元下跌影响的货币将只是日元、欧元及与其联系的货币、英镑和瑞士法郎，从而引起背离美元的技术性运动，除非美国能够控制其双赤字。只有到那时，日元和欧元才能承受美元不断走弱的冲击，但不是均衡的，日元兑欧元的汇率下降，而兑美元的汇率上升。


 十一、压缩美国双赤字的高成本

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引的话，美国，这个一直保持活力的国家，最终将能够控制其双赤字，尽管这次的成本将远远地超过1979～1980年沃尔克胜利控制美元通胀的大放血。1979～1980年，美联储在保罗·沃尔克领导下，为了遏制美国无法控制的通胀，将美元利率快速地提高了20%以上。1982年，在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下，墨西哥作为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060亿美元的经济体，对外国银行，主要是美国银行欠下了80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已无力清偿这些以美元标价的债务。

沃尔克胜利地控制美国通胀，是以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为代价的，手握美联储十年前批准的石油美元循环，美国的银行在第三世界担当放贷大户。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前，历史将会重演。推动人民币的升值，将加速和恶化历史的重演。

2007年2月10日在德国埃森召开七国集团（G7，其成员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会议的前夜，1美元分别兑换121.6日元和0.7689欧元，也就是1.30美元兑换1欧元。虽然120日元兑1美元正是美国所想看到的日元汇率，但1.30美元兑1欧元将欧洲置于严重的汇率劣势。同一天，人民币是7.75元兑1美元，已从中国宣布人民币停止盯住美元时的2005年7月21日8.28：1的比率上升了6.4%，而港元仍然保持以7.81：1的比率盯住美元。如果人民币兑港元继续升值，那么它将迫使港元与美元脱钩，以适应人民币，否则港币将面临非常不利的局面。


存在明显的证据，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一直是由对冲基金的套利行为引起的。对冲基金的捍卫者认为，对冲基金在市场稳定和提高市场效率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与该观点相反，现实一再地表明，对冲基金是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威胁的破坏稳定和制造波动的力量。在无管制的货币市场存在显而易见的危险的情况下，世界富国敦促中国放松对其汇率的国家控制，并走向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这纯粹是吹毛求疵。


七国集国成员国还讨论了日元的近期下跌，敦促金融市场考虑到日本经济的加强，试图说服货币投机者相信有必要谨慎从事套利交易，也就是投资者大量地借进日元等低收入货币，然后投入具有更大回报的地方，套利交易加重了最近的日元弱势。对于高度敏感的汇率事务，七国集团对市场的指导与它们2006年9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前次会议上说的大体相同，那次会议也未能阻止日元下滑。七国集团政府就如同放纵的父母，他们警告子女毒品危险，自己却嗜酒如命，吸毒上瘾般地沉迷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荒诞价值。


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不支持欧盟对日元的抱怨，称人民币而非日元是问题所在，因为中国货币是由中国主管当局控制的，并保持过于弱势，而日元是在自由的货币交易市场确定的。他没有提及日本央行确定的日元低利率这一问题，日元低利率引起日元在公开市场上的下跌，并为套利交易提供了丰富的机会。

外汇交易是最近在德国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的热门话题之一。《最后公报》是这样提到中国的：“对于那些有着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账盈余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来说，我们希望其有效汇率加大波动，以促成必需的调整。”2006年，中国年度贸易顺差增长近75%，达到1775亿美元，而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7%，在近11年中增速最快，同时，其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彭博社报道称，在中国央行行长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声明其货币增值的速度是“适宜的”一个月中，人民币出现单月的最大跌幅，跌落近0.12%，达到7.756元兑1美元。

七国集团还讨论了蓬勃兴起的对冲基金产业的潜在风险，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比，对冲基金受到的管制较少，具有操纵更多资金的杠杆作用。管制宽松的对冲基金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市场力量，它们最初是为了迎合超级富豪从企业风险管理需求中赢利的冒险口味，但随后对冲基金越来越多地关切其广泛的扩散以吸引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前景看好的利润吸引了这些投资者，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地具备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的资格。对冲基金作为一种产业，不仅没有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分散风险，以避免许多单个违约的集中效应，而且其本身在灾难性的体系性失败中成为一种突出的风险因素。


对冲基金与商业银行之间日益增多的联系也是成问题的，因为银行放贷给压同一赌注的对立双方，不论市场走向何方，它们都能从中获利，但需要承担一方违约的风险。大银行正大量地交易赌定债券或贷款违约风险的信用衍生品。许多投资银行事实上已成为对冲基金，自营业务构成了其大部分利润。



 十二、对冲基金是真正的货币操纵者

在过去的五年中，全球的对冲基金资产翻番，已超过1.4万亿美元，它们投资的合约名义价值数以百万亿美元计。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称，在2006年上半年，未清偿的场外交易（OTC）衍生品数量快速地扩大。场外交易合约指在为其成员保障清算的交易所之外，交易对手之间直接达成的交易。2006年6月底，美国各类场外交易合约的数量是370万亿美元，比六个月前高24%。信用衍生品的增长尤其快速，未清偿的信用违约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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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义数量增加46%。其他市场衍生品也是增长迅速。利率衍生品的未平仓合约上升了24%，而未平仓的外汇合约扩大了22%。股票和商品合约分别增长了17%和18%。总市场价值，计量了替代全部现有合约的成本，从而能够比名义数量更好地衡量特定时间点的市场风险，在2006年6月底增加了3%，达到10万亿美元。

在2006年第一季度，国际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速度也加快了。从2006年1月到3月，以利率、股票指数和货币合约的名义数量计算的总成交量增加四分之一，达到429万亿美元。所有合约的名义价值总计高达近800万亿美元。名义价值不是带来风险的数据，而只是风险应计算入内的数据。但是，由于名义价值高达800万亿美元，1%的价值变动就将转变为8万亿美元的利润或损失，这是所有对冲基金1.4万亿美元资产价值的5.7倍，相当于200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1%。


衍生品市场一直被描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使中国货币的汇率问题形同一个小小的无杀伤力爆竹。



 十三、美中贸易不平衡

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也误认为，人民币盯住美元是造成美国2006年贸易赤字高达7500多亿美元的重要因素之一。表面上，美国近三分之一的贸易赤字，也就是2300多亿美元，来自于美中双边贸易赤字。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是2500亿美元，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2006年，美国的全球商品贸易和经常账户赤字上升到8500～8750亿美元，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在过去的四年中，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

然而，当从全球贸易数据来看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时，除了石油贸易之外，石油出口国共同的贸易顺差比中国的盈余更大，德国、日本和不包括中国的亚洲其他国家一直维持巨大的贸易盈余，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较大份额。与之对比，两年前，中国的贸易盈余还是较少的。美国贸易不平衡更多地来自德国和日本，而较少地来自中国。


然而，美国继续保持着要求中国进一步重估人民币的外交压力。美国的压力是由如下误导性的传统设想所推动的：较低的美元汇率将减少美国贸易赤字。但是，历史数据清楚地表明：过去日元和德国马克的升值最终并没有降低美国对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所有这些升值实际上是降低当地货币的国内成本，而不是提高日本和德国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其实际结果是，日本和德国发生通货紧缩，美国发生通货膨胀，而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存在。

虽然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贸易体系中最大的名义盈余国，但其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表明巨额的财富从人民币经济体输送到美元经济体，为中国留下了世界上最多的贫穷人口和一个巨大的资本匮乏的成长经济体。即使中国停止了积聚美元储备，这也只是意味着一些其他国家将增加美元储备，以补上该空缺，只要美元霸权允许美国以其资本账户盈余为其贸易赤字融资。在美元霸权下，美元储备是由美国双赤字创造的，独立于任何持有美元储备的外国。对美国而言，解决办法是停止印发不兑现美元纸币为其赤字融资，因为只要美联储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双赤字将继续扩大。



 十四、收入差距与贸易平衡


如果中国的工资与美国工资不趋同，那么即便中国货币的汇率大幅度上升，也不会减少美中贸易不平衡。
 中国最近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地上升，而美元事实上对所有其他货币都在下跌，特别是对日元和欧元。美国一直试图通过推动美元兑所有其他货币的比价降低，来补偿其制造业竞争力的结构性丧失，但人民币盯住美元成了这条易走之路的拦路虎。

事实上，人民币盯住美元对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是起支持作用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人民币盯住美元担当了迫使美国经济向真正的生产复兴进行重组的积极职能，而不是迫使美国走上一条毫无意义的汇率操纵之路。美国的竞争力丧失不是由其货币高估引起的。事实正好相反：竞争力的丧失反映在美元的下跌中。



美元的下跌不是由人民币盯住美元引起的。而是由美国通过将工作交给海外低工资工人，寻求生产率收益而引起的。
 因而，提高美国的全球竞争力正在造成美国国内竞争力在世界贸易中的丧失。

虽然跨国界工资套利引起美国就业岗位的丧失，但它使中国的未充分就业制度化，使中国工资维持在过低的水平，以致不能从美国更多地进口。中国向美国出口数以百万双计的鞋子，才能支付得起一架波音客机。美国家具制造商抱怨低价的中国进口货，而没有任何中国飞机制造商抱怨高价的美国客机。这就是真正的美中贸易不平衡。

2004年，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只是美国贸易赤字的8%，与荷兰所占的份额相当。同年，整个欧元区的全球顺差是美国赤字的27%，而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不包括中国）的全部全球贸易顺差占了美国赤字的甚至更大份额。然而，只有中国继续是美国因贸易逆差而抱怨的对象，因为美国商务部月度报告显示中国对美有巨额的双边贸易顺差。在全球供应链中，德国、日本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地区均是贸易顺差巨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盖保德（见Albert Keidel，www. CarnegieEndowment. org/Keidel）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时，富有洞见地阐述了这一点。

美中之间的双边不平衡本身并不能描绘出真正的全球贸易平衡画面。中国加工和重新包装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这些商品最后都是输送到美国。中国的出口部门大多是以劳动力和环境作为主要输入要素的再出口部门。美国与许多国家有双边贸易顺差，例如荷兰和新加坡。盖保德指出，传统的观点认为，与美国有贸易赤字的那些国家没有抬高美国贸易赤字。但是，这些国家都有巨大的全球贸易顺差，大部分是对华贸易顺差，它们将大量的制成品部件出口到中国，在中国完工和包装，然后从香港或上海等中国港口输送到美国市场。

因此，中国只是那些对美国出口的许多非中国经济体的中转站，它们对美贸易逆差，对华贸易顺差。进言之，中国的出口部门是由外国投资驱动的，外国投资者定期地将其收益遣送回国，甚至在那些收益到达中国之前就已这样做。这些公司的生产成本被登记为美国对华赤字，但其利润没有被登记为美国贸易顺差，因为美国出口的只有资本，而不是货物。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者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 C. Bergsten）持自由贸易的主张，他断言，从国际金融和美国国内政治两方面来看，这样的全球不平衡都是不可持续的。在国际方面，为了给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和投资（该投资输出到生产对美国出口品的工厂）融资，美国每个工作日现在必须从世界其他地区吸收约80万亿美元的资本。伯格斯坦告诉参议院委员会，甚至少量地减少流入资金，更不用提外国人现持有的14万亿美元美国负债停止流入或甩卖，也可以引发美元的自由落体式狂泻。虽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不会认同上述过分简单化的观点，逻辑表明，美元资产只能出售为美元，然后这些美元必须再投资于其他美元资产，从而对美元的价值构不成任何威胁。当美元被售卖为其他货币时，这只是改变美元的所有权，没有减少美元的货币供应量。进言之，伯格斯坦及其同行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希望美元下跌。这样，问题何在呢？


 十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称人民币没有低估

2007年1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布了其第12850号《工作文件》，该报告称，依靠传统的统计推理方法和围绕比较价格水平与比较产出水平之间关系建立的框架，考虑进一次采样的不确定性和系列采样的相关性，没有什么统计数据证明人民币被低估。

国家经济研究局是一家享有声望、受到高度尊重的民营、非营利、非党派的研究组织，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关于国民收入账户的开拓性工作，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关于商业周期的富有影响的研究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关于货币需求与消费者支出决定因素的研究，均是该机构早期的研究。16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共有3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和6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都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者中，有600多位经济学和商界教授现执教于全美国的大学，他们是相关领域的佼佼者。


 十六、中国货币升值将导致美国通货膨胀

尤其是在美国当前接近于无失业（低于6%）和接近于充分开工的情形中，美元的下跌将造成进口品价格的提高，这将急剧地抬高美国通胀和促使升息，从而严重地影响资本和房产市场，并可能触发一场衰退。通货膨胀是由美国中央银行释放的过度流动性引起的，而不是由中国货币引起的。格雷厄姆～舒默提案威胁称，如果中国人民币不升值25%，美国将对从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27.5%的关税。该提案将产生相反的效果。

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最有效方法是通过遏制过度的美元流动性，而不是通过推动美元下跌，来减少美国需求。伯格斯坦断言，“全球不平衡或许是当前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稳定构成的最大威胁”，但真正的威胁是美元债务泡沫的破灭，而不是外国人抛售美元或美元资产。


 十七、新民粹主义浪潮

在新民粹主义浪潮中，由于自由贸易对美国国内经济不均衡的影响，自由贸易当前正受到美国政治辩论的评估。越来越多的产业都在寻求政府对其进口的保护和对其出口的补贴，这危及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基本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开放全球贸易体系第一次受到尼克松政府的扭转，它强制征收进口关税，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在1971年达成美元累积贬值20%以上，第二次受到里根政府的扭转，它在两年内推动美元对日元进一步贬值50%以上，并在1985年通过《广场协定》使美元对德国马克小幅贬值，中央银行注入100亿美元干预市场。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从1971年的360：1上升到1995年4月的最高点，不到80比1。其结果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陷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泡沫在1991年破灭，带来通货紧缩和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但是，日本的贸易顺差在其停滞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没有明显地减少。

沃尔克以美元高息控制了美国通胀，却使美国经济到了1985年着陆于高度衰退，并带来居高不下的美元汇率。《广场协定》允许政府公开地操纵，抵制市场力量，以纠正美元高汇率。然而，多国政府协调地操纵货币市场，以压低美元，并未达成美国的首要目标：减少其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这是因为贸易不平衡是结构性贸易条件的产物，而不是国际货币错配。强势日元在日本出口依赖型经济中的衰退效应，为导致80年代后期日本资产泡沫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提供了合理证明。美元的过度衰弱催生了1987年的《卢浮宫协定》，该协定徒劳地试图停止这一过程，这快速地造成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新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此开始了奔赴美联储支持的债务融资的最狂欢之旅。

随着2008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对全球化的根深蒂固的焦虑浮现于美国的政治对话中，再加上多哈回合的僵局阻止了全球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只有改造有害的贸易条件，为全球劳动力与全球资本之间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才能解救处于困境的全球贸易体系。

为了恢复全球平衡，美国需要恢复货币和财政纪律，并停止以不兑现纸币供给其贪得无厌的债务需求。许多部门都吵闹着美国必须减少其财政赤字。然而，问题不只是财政赤字本身，而是该赤字来自于对错误事物的支出，例如战争和为富人减税，并未投入建设性的经济扩张，也就是正如托德参议员所叹息的，没有“消费于重要的国家优先目标，例如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学校，以及针对性地为处境困难的企业和为生计奋斗的工作家庭减税”。


 十八、中国需要摆脱出口依赖


另一方面，中国再不能忽视国内发展，而只是支持出口增长；只有摆脱美元霸权的奴役，由此而来的自由才能允许中国应用主权信贷，而非以美元标价的外资，来为其极度需要的、当前资金匮乏的国内建设和经济发展融资。借助于货币有限的可兑换和出口依赖的扭转，中国能够以主权信贷为充分就业融资，政府通过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福利、教育、环境恢复和其他发展事业上的国内投资，促进工资的不断提高，就可以做到。通过从高增长的经济扩张征收不断增多的税收，这样的主权信贷就可以得到清偿和补充。中国没有任何必要寻求货币灵活性，除非它已向自由流动的跨国界短期资本，即众所周知的“热钱”开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甚至都未向中国推荐过如此建议。


如果中国将人民币升值25%，那么从本币衡量，其以出口主导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收缩25%或更多，其持有的巨大外汇储备的本币价值也将缩减25%或更多。中国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0.9407万亿人民币，以2006年7.7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当前汇率计算，就是2.7万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上升25%，将把中国以出口主导的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为15.706万亿美元。在当前汇率下，中国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0万亿美元，约等于其以官方汇率计算的4倍。而根据新汇率，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是7.5万亿美元，这都是因为汇率引起的通货紧缩所致，国内资产价值下降25%，制造了严重的通货紧缩问题。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只有11759元（1515美元），比2005年提高了12.1%。而根据新汇率，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将降低到8819元。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10.2%，达到3587元，根据新汇率，将回落到2690元（462美元）。2006年，美国人均收入是43500美元，大约是中国城市人均收入的28.7倍和中国农村的92.4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告诉媒体，到2020年，以当前汇率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4.7万亿美元，也就是人均3200美元。从任何角度衡量，这都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它很有可能落后于美国人均增长水平，还会因为中国货币汇率的不断提高而进一步减少。


更为根本性的是，如果中国实现其经济从出口依赖型向以主权信贷融资的加速国内发展型的转变，那么中国并不必然需要外资和外汇。


中国海关总署报告了2007年1月的进出口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5%，达到159亿美元，其增长率居有记录的第五位，出口增加33%，达到866亿美元，在近17个月中增长最快，进口增长27.5%，达到707亿美元，是2006年12月增长率的两倍。最近一个月的数据对于中国来说不是好消息。因为中国的大部分贸易顺差均以美元标价，这只是意味着中国将更多的真正财富从人民币经济体输送到美元经济体。

虽然是基于不同的理由，但中美都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九章 中国的货币主权与未来之路

全球资本主义是维持世界各经济体臣服于美国经济的工具，美国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为了清偿美元债务，亚洲被迫保持低工资，为美国人提供廉价消费品。但是，中国如今正处于改变这种状态的地位。


 一、美元霸权榨干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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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松总统采取缓和政策时，冷战实际上已开始解冻。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经济中，贸易压倒了国内发展，因为超级大国以援助方式争取世界民心和民意的竞争不复存在。美国长期的财政赤字迫使美国于1971年放弃了美元同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而来的扭曲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从此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限制于国际贸易这根唯一的支柱上，导致其他所有促进国内发展的支柱长期停滞不前。

全球经济是包罗万象的复杂的体系，贸易只是其一部分。然而，鼓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将贸易视为整个全球经济本身，贬低与贸易无关的国内发展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者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国民经济增长唯一的和必不可少的道路，尽管在过去20年里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贸易全球化容易扭曲平衡的国内发展，不仅伤害发展中国家，而且伤害发达国家。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分配结果通常不利于各国的穷人、失业者和经济弱者。关税降低减少了用于公共支出的税收，这些支出原本是为了帮助需要保护的穷人和弱者，以及处于困境中的国内产业。虽然贸易自由化的分配结果非常复杂，并因各国国情而不同，但总体趋势一直是加剧各地的贫富差距，这最终将导致经济低迷和政治不稳定。

在美国这个自由市场企业的圣地，公共金融、国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等国家部门一直使经济摇摆于一再发生的长期衰退，而商业金融、保险、高科技制造业、航空公司和电信等企业也一筹莫展地陷入持续的萧条。无管制的市场必然导致垄断集中和公司治理与金融的滥用。不容否认的是，“自由”市场对其自由具有内在的自我破坏能力。自由市场有赖于开明的国家规制保持自由，并避免市场失灵。
 任何政府，不管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其存在的目的都是建立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弱者不受强者欺凌和维持社会政治稳定。

偿还期为零的货币（ZMM）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的5500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6月的6.6万亿美元（截止到2003年6月，为6.333万亿美元），该数额总计达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1.64万亿美元的近65%，略低于2004年6月时的美国国家债务7.38万亿美元。

2004年第一季度末期，未清偿的美国公司债券为6.63万亿美元，外国投资者持有1.61万亿美元，占24.3%，2003年同期的比例是22.1%，9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是13.5%和11.9%。美国的人寿保险公司是美国公司债务的最大持有者，仅以微弱优势领先，其持有1.62万亿美元，也就是占美国公司债务市场的24.4%，但这种优势预期很快被外国人所取代。不断增加的美国贸易赤字将继续提高全部美国证券的外国持有者比例。外国经济体将以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投资于美国政府和机构的有价证券以及公司股票和债券。2004年6月，美国贸易赤字跳跃到创纪录的新高558万亿美元，这使全球再次高度关注美国经济日益上升的外债。尽管最近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下降了约20%，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从2003年12月的427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6月的558亿美元。衡量美国外债比率走势的经常项目赤字继续上升。2003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5420亿美元，轻松地打破了2002年4810亿美元的记录。根据当前的增长速度，2004年的贸易逆差将超过6000亿美元，达到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5.2%这一令人不安的水平。

自2002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元的实际价值年均贬值9.7%，对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却没有什么影响。与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相比，美元兑欧元的汇率下跌得最快（以名义价值计算，已达38%）。但2004年上半年美国对西欧的贸易赤字增加了16.9%。为了阻止美元兑本国货币汇率的下跌，亚洲国家大力干预外汇市场。中国大陆和香港都采用以本国货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表示，弱势美元最终应有助于缩减贸易赤字，并警告称，“正在蔓延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危及全球金融体系的灵活性。格林斯潘认为，只要各国政府不采取贸易和金融限制措施，全球金融市场就能够以每天15亿到2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量为美国贸易赤字融资。美国的国债以每天16.9亿美元的速度增长。每年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量。如果何时这种资金流动因任何因素而逆转的话，那么就会爆发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发布的资金流入数据显示，美国金融市场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资本的流入。
 这些外国资本实质上是由美国外债，而不是由美国储蓄循环产生的。2004年第一季度，外国政府提供了美国资本流入总量的86%，其中的94%又是来自亚洲。


格林斯潘还否认房地产泡沫的存在，指出美国房地产市场是分散的。然而，住宅按揭市场是无关地域的。几十年前，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为了将住房按揭贷款落实到中低收入者身上，美国国会建立了联邦全国抵押贷款协会（Fanny Mae），该机构现正因违反通行的会计原则而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调查，它向全世界发行由其按揭贷款支持的证券，并参与了大规模的利率衍生品交易。近些年，美国房产价格连攀高位，主要是由外国债权人提供的成本低下、高资本负债率的按揭贷款融资的。

2003年第四季度，外国债权人向美国债务人放出了史无前例的8480亿美元，相当于全美国信贷市场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2003年全年，美国市场22.6%的新增贷款净额是由外国投资者放出的，他们在美国未清偿的借贷市场债务的占有率也从1%上升到10.9%。2000年到2003年，外国投资者掌握的信贷市场各类证券（美国政府证券、机构债务、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总量扩大了50%以上。主要由于大量购进美国公司债券和国库券，外国2003年从美国信贷市场购买的各类证券飙升到创纪录的6112亿美元，高于前两年的总和。2003年10月到12月，外国投资者购买了89%的美国财政部新发证券和40%的美国公司债券。
 为了使本国货币在美元贬值时保持稳定，亚洲的中央银行一直购进美元，以阻止本国货币升值，然后他们又用美元来购买美国的主权债务和私人债务。主要是因为该过程的影响，中央银行和其他外国公共机构在2003年第四季度购买了三分之二的美国债券。2004年，这一趋势预期将加速。

在6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创纪录的5000多亿美元联邦预算赤字的推动下，美国外债不断攀升，这引发了人们的忧虑，在何种程度上，外国投资者将丧失信心，并开始撤回资金，或至少放慢资金的流入。还有一个困扰人的风险是，日益上升的经常项目赤字将导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对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这一角色的大肆质问。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继续关键性地依赖于美国经济的扩张，但后者的扩张取决于并将继续产生日益高涨的内债和外债。美国经济正在抽干世界所有剩余资本，来为其不断攀升的债务融资，剥夺了其他经济体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与之同时，美元霸权还阻止了非美元经济体使用主权信贷。
 2003年，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比2002年的527亿美元有所增加。一直以来，美国都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2003年，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大幅减少53%，只有300亿美元，是十二年来的最低额。但是，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支持美元经济，而中国迅速增长的几乎所有直接投资都集中在出口部门，它们基本上还是扶持美元经济，而不是支撑中国的国内发展或者人民币经济。

利率，至少是联邦基金利率所控制的短期利率，是不能仅仅通过观察市场走向来预测的，因为联邦基金利率不是取决于市场基本情况，而是取决于美联储关于健全货币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是美联储行使反通货膨胀的职责及其对是否需要实施反周期的货币刺激的判断决定的。预测联邦基金利率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掌握格林斯潘或在任的美联储主席的想法。

但是，低利率并不妨碍外国人对美国投资，它只是推动外国人从低收益的美国国库券转向高收益的公司债券市场。如果外国人停止向美国债务提供资金，美联储可以印发更多的美元弥补缺口，这正如美联储副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公开建议的：以通货膨胀应对高油价和巨额债务，正是一箭双雕。但是，外国人从对美贸易盈余中积累的美元不能兑换成本国货币，否则就要造成本国货币对美元的升值，从而减少外国出口商的美元盈余。这构成了美元霸权的部分循环陷阱。同样，如果出口商出售从贸易中积累的美元，这只会造成美元进一步贬值，使这些外国人得不偿失，因为他们持有的剩余美元将失去相对于本国货币的外汇价值。

截止到2004年9月，中国持有485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而，如果中国卖出100亿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或欧元或日元，以防止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那么剩下的4750亿美元的损失将比出售100亿美元获得的利益更多，因为出售美元的行为加大了美元下滑的压力。因此，除了继续滞留于美元经济体之外，外国持有的美元别无他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美元会全部返回地理意义上的美国，有些可能继续作为欧洲美元，欧洲美元与欧元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个表示美国境国外美元的术语。欧洲美元的增加，主要是在亚洲，将意味着美元经济体吞噬了亚洲，把亚洲转变为美国可以无限任意印发美元的金融殖民地。


美元霸权有利于美元经济，但未必有利于美国经济。
 那些仍然在美国具有工作和收入，并比美国外的同行赚更多钱的人，将成为美国公司根据跨国工资差额进行工资套利造成的外包的受害人。借助于跨国界工资套利，跨国公司实现了利润最大化。为了寻求最高的投资回报，工人养老金公司转向跨国公司，不知情地剥夺了未来退休金领取者的高薪工作，迫使他们过早不自愿的退休，而且收益明显减少。美国的失业率将继续提高，以支持跨国公司从外包中得到利润最大化。首先是纺织业，其次是制造业，再次是高科技产业，接下来就是金融服务业。除了后台服务职位的外包，前台的也不例外，美国境外渴望工作的25岁投资银行家和操盘手将对年薪100万美元很满足，而纽约的银行家和操盘手要求年薪300万美元。只有在跨国购买力平价的差距缩少时，跨国工资的差距才会缩小。而前者主要是美国霸权下的汇率体制的功能失调。

除非美元霸权终结，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利率将继续保持低于市场的水平。美元霸权是否终结取决于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远见去开创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这样的智慧，中国只会沾沾自喜地计算其积累的美元数量，而未意识到中国持有的美元越多，中国经济的损失就越大，因为真正的财富已从人民币经济出口体到美元经济体，如同日本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所做的那样。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更多地了解美元霸权的祸根。另一方面，美国正走向与沙特阿拉伯同样的结局，沙特阿拉伯已毁在其以美元标价的石油财富上，该国的整整一代公民在竞争性的工资面前没有任何市场技能。二者的不同之处仅在于：沙特阿拉伯是抽取石油，美国则是印发美元。


美元霸权使美国成为一个各部门的工人工资过度高于国际标准的国家。虽然格林斯潘以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为美国的高工资声辩，但这种提高实质上是由于外国工人从事大部分生产所取得的。最终，不工作，是不可能提高生产率的。只有那些具有地域限制的工作，才不会外包，例如饮食服务业，照顾病人、幼儿和老人，地毯吸尘，打扫厕所和采摘水果等。在美国的经济链中，这些工作没有最低工资保障，它们只适合于美国的非法移民。格林斯潘所警告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正不断滋长，实际上是失去高薪工作和拖欠低利息外债之间的一种权衡。

外国人正在购买美国公司的债务，而不是其股票。为了双高赤字的融资，美国经济继续依赖于外国的持续注资。2004年2月，外国人购买了美国613.3亿美元的净公债和213亿美元的公司债券，但只购买了很少的股票，仅1亿美元。甚至在那时，私人投资者购买的美国公债也已下降一半，只有100亿美元，其余的被受制于高风险投资政策的外国中央银行买走。外国人对股票缺乏兴趣表明，他们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没有多少信心，并意识到美国的破产体制更为优待债务而非股权。

2004年2月流入美国证券的净资本达834亿美元，虽然略低于1月份的923亿美元，却几乎是美国每月为其经常项目赤字融资所需的450亿美元的两倍。这证实了格林斯潘的断言，即美国在为其外部赤字融资上毫无问题。然而，美国将难以保持高薪工作。


 二、中国的货币主权及其领导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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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权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美国的不兑现纸币美元承担了在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虽然美国频繁地证明美元对于促进世界贸易是必需的，但美元霸权绝非是仁慈的。它推动了各经济体将操纵汇率作为出口贸易的主要竞争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中美贸易关系实质性地影响着整个全球经济。虽然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但已有许多讨论是关于中国将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如今，经常可以听到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呼吁。如果出口品的价格上涨直接转化为提高国内需求的工资，那么就可以支持中国出口品的价格走高。
 但是，以重估人民币或任何其他货币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其逻辑是错误的。汇率调整既影响进口品，又影响出口品的价格，但其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只能是改变贸易总量，而不是贸易的货币价值。
 随着人民币走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可能减少，但价格高了；更多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将以较低的价格出口到中国，但在初调后，以货币价值计算的贸易不平衡将保持不变。历史数据显示，美国公司将利用汇率调整来提高美国出口品的价格。其结果只能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更高，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更高。


中国对外贸的过度依赖已经严重地扭曲中国经济增长，
 正如对外贸易在GDP中占的高比例所表明的，据估计，这一比例在2004年高达90%。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东南沿海严重依赖对外贸易。2000年，中国东南沿海12个省和直辖市平均外贸依存度是74.5%，而中西部19个省和自治区的依存度仅为10%。2003年，深圳和上海的依存度分别高达356.3%和148.7%。这种出口贸易大多数采取低工资组装再出口的形式，虽然其趋势正走向纵向的一体化制造业，但再出口形式仍然占主导地位。中国出口总量的约54%都是国外投资者做出的。

中国的贸易市场不是多元化的。中国与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三大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占其全部贸易的一半。这三个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表现不仅至关重要地影响他们的对华贸易，而且影响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中国对后者持续地维持小规模但日益上升的贸易赤字。1997年，中美贸易构成中国GDP的5.4%。到2003年，该比例攀升到占中国1.4万亿美元GDP的13%，当时中美贸易量是181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是1240亿美元。由于中国2003年总的贸易赤字是5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全部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对美贸易不正常地高度依赖，连同日益扩大的中美贸易失衡，是导致中美贸易纠纷不断增多的结构性原因。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是世界上最大的。2004年6月，仅中国一家就占了美国非石油贸易赤字增长额的53%。美国对华进口额是美国对华出口额的5倍，使中美贸易成为美国最不平衡的贸易关系，尽管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军民两用”技术的贸易政策也对这种不平衡做出贡献。美国、欧盟、日本等成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它们不可能维持中国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而且，这三个经济体都积极投入中国的低工资制造业，向全世界再出口，从而扭曲了中国的出口数据。


贸易依存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GDP统计、汇率扭曲、一国贸易方式和贸易竞争力等。不过，如下事实是明摆着的：中国以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对美元经济体，而不是对人民币经济体有利。它影响深远地造成了中国国内发展的资金匮乏，把中国所需的资金虹吸进入外汇储备。


中国2004年的进口有望超过5000亿美元，贸易总额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消费品和资本品总额达1.83万亿美元，这似是令人深受鼓舞，不过，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只有1306美元。由于巨大的贸易依存度，近3300亿美元的商品将在中国2004年GDP中得不到体现，该年GDP有望比2003年约增长8%，而达到1.5万亿美元。投资过热造成了电力短缺、基础设施瓶颈、通货膨胀升级，在中国政府严格限制贷款以冷却投资过热之后，2004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9.6%，低于第一季度的9.8%。中国将继续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高科技产品、基本的原材料和消费品，但中国要建立发达的国内市场，充分发挥潜能，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3年，中国贸易达到创纪录的8510亿美元，其GDP是1.4万亿美元；出口增长34.6%，达4380亿美元；进口增长39.9%，达4130亿美元。在2004年前8个月，中国的贸易赤字是9.5亿美元，出口增长35.8%，达3610亿美元；进口增长40.8%，达3620亿美元。在具有贸易赤字的情况下，中国的外汇储备继续增加，这意味着中国国内部门正根据其贸易逆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补贴其出口部门。财富已经离开人民币经济体，流入美元经济体。


贸易对能源消耗造成的分配后果是巨大的。美国每1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从1973年（该年，欧佩克发动石油禁运）的17440 Btu（热量单位）下降到2003年的9460 Btu。其下降部分地是因为美国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与印度、韩国、巴西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每1美元GDP的能源消耗量在过去的20年大幅下降。不过，1999年中国每1美元GDP仍然消耗35000 Btu的能源。在过去的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7%～8%，但能源消耗增长率有所降低，中国一直减少其能源消耗。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政府节约能源的努力和工厂机械设备的更新。1998年1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节约能源法》。中国政府一直倡导向非能源密集型服务和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型，同时还鼓励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虽然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第二大国，但中国人均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世界平均值低得多。2001年，美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是3.418亿Btu，是世界人均消耗量的5.2倍还多，略高于中国的11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模式和能源消耗的相似，美国人均排放5.5公吨二氧化碳，世界人均为1.1公吨，中国的为0.6公吨。

2004年前8个月，中国的石油进口增长39%，达到0.799亿吨。据报道，中国计划向俄罗斯的能源工业投资120亿美元，并有意购买受困的俄国石油巨头尤科斯公司的部分股份。中国有大约7%的石油是从尤科斯公司购买的，由于俄国公司在9月份不能支付运输费用，这些石油已被切断供应，中国也因此遭受损失。据报道，为了防止石油供应中断，中国被迫预先向尤科斯公司支付运输费用。这些能源的大部分只是出口部门所需的。

中国需要激活其国内市场，平衡过度膨胀的对外贸易。通过积极地应用主权信贷，促进国内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可以大受裨益，尤其是在发展缓慢的中西部地区。通过提高工资水平、改善农业收入、推动国有企业改造与银行改革、增加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保护环境和振兴文化等方式，主权信贷可以用来刺激国内需求。只要汇率控制继续存在，中国就可以将经济从美元霸权的支配中解放出来，采取由主权信贷融资的平衡发展的战略，脱离对出口换取美元的过度依赖。
 通过不断提高中国14亿人的工资，主权信贷可以为充分就业融资，在非常短的时间，也许不用五年，就可以推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国内经济的扩大使中国能够进口得更多，因而也允许中国更多地出口，而无须担心过度的持续贸易失衡。为了发挥中国经济的全部潜力，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以出口挣美元绝不是出路。


中国正处于一个开创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地位，新的体系结构将更好地服务于国际贸易。中国只要简单地以人民币结算其全部出口，就能选择人民币作为世界贸易中的另一种储备货币。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单方面地采取这种主权行为。中国国务院要做的只是宣布，从某日起，中国全部出口产品必须以人民币支付，任何中国出口商接受其他货币均是非法。这一举措将引起世界各地的中国产品进口商向中国外汇管理局抢购人民币，使人民币成为早已具有市场需求的优先货币。随着依靠出口价值作为后盾的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成为普遍接受的货币，拥有人民币收入的公司也就不再需要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大量进口中国货的欧佩克成员将同意用人民币支付石油。俄罗斯也会如此。
 这些都可以在人民币不与美元脱钩的情况下进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可以继续保持其作为人民币兑换其他货币的唯一窗口地位，而不需要新的货币控制规定。那样的话，中国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而非根据对美国的出口，规定人民币的适恰汇率。

如果中国的出口全以人民币支付，中国就无须持有外汇储备，而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4800亿美元。如果港币与人民币挂钩，而不是与美元挂钩，香港的12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可以腾出来支持国内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贸易盈余将保留在人民币经济体中。中国正向世界的经济巨人迈进，但是因为美元霸权，中国还有待要求其合理的金融权。


没有任何因素阻止中国成为制造业的发动机。由于过度依赖外币债务，还由于自相残杀的货币贬值造成出口收入的不断下降，许多亚洲经济体陷入持续的金融危机。
 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了新处方来“拯救”这些处于困境的经济体，新处方的条件之苛刻超过了该组织通常为保护七国集团债权人利益而提出的经济紧缩条件。这些新处方旨在为美国跨国公司打开亚洲市场，收购奄奄一息的亚洲公司，让这些附属公司如同亚洲国家的国内企业一样，可以在亚洲生产和销售商品和服务，从而避开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破整个亚洲传统的封闭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动员国家的高储蓄支持工业政策，为大型的国家工业集团提供资金，其大量投资集中在特定的出口部门。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摧毁这些传统的亚洲金融体系，强迫亚洲国家以结构迥异的全球体系取而代之，为产品和服务，最重要的是为金融产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当然，美国的核心目标还是中国，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清楚，只要中国就范了，亚洲其他国家都会跟进。



在美元霸权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国际贸易使亚洲国家严重依赖美元标价的外债和外资以投资于出口部门，然而激烈的出口竞争却以牺牲国内生产力和消费市场的发展为代价（亚洲经济体完全受制于饱和的外国市场，而忽视了提高生产力和扶持初具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这些国内发展）。在亚洲，除了一小部分精英买办分子外，大多数人买不起自己大量生产的出口品，
 更买不起国外的高档进口品。在亚洲，一个普通的工人必须在低工资下工作好多天、生产几百双鞋，才能挣到足够的钱，为家人买一餐麦当劳的汉堡包，而亚洲的买办分子能够在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以从美国欧马哈市进口的新鲜牛排款待其外国支持者。亚洲之外的市场无论增长多快，也满足不了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发展的需要。半殖民地的生活水平将必然转化为政治不稳定，因此，亚洲如果要摆脱半殖民地的生活水平，就必须集中精力发展区域内贸易，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迅速提升贸易价值链，尤其是在先进的电子、电信和宇宙航空等军民两用技术方面。出于战略恐惧，美国将竭尽全力，维持全球军民两用技术的市场不对中国开放。因而，对美国来说，“自由贸易”与贸易自由并非一回事。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从同一个全球技术市场采购军需品。剥夺任何国家使用军民两用技术的权利都不会增进国家安全，因为被剥夺权利的国家可以很容易地转向比常规武器更具破坏性的不对称战争。


尽管如此，由于其充沛的人力资源供应，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知识产业中的主要全球行为体之一。即使在美国，华裔也在其科学家中占很高比例。
 随着中国教育制度的更新换代，经过另一个十年，中国将成为第一人才大国。为了工资套利，因特尔和微软等世界高科技领导企业已积极地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部署跨国界的研发。

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消费需求会迅速增加，进而影响全球贸易，从而会改变20年来全球化下亚洲国家为挣得美元并投资于美元经济的自相残杀的“向底线竞争”局面，走向以贸易挣得本国货币，投资于国内发展的前程。


亚洲国家将发现中国是一个可替代美国的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它们可能具有更多的共生关系，双方的贸易可以更好地促进内部经济发展，走出一条加强团结和发展共同利益之路。整个亚洲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改变历史发展进程，恢复亚洲作为世界发达的文明中心地位，结束西方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


在近2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各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已破坏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任何国家以国内萧条和贫困为代价地无限出口，都是不可能的和非理性的。国家战略工业政策与新自由主义市场开放体系之间的矛盾将不仅造成美国与其全部贸易伙伴的摩擦，而且造成地区贸易集团之间和地区内部竞争者之间的摩擦。美国从事全球贸易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其超级大国地位。从而，美国自然不会寻找平等的贸易伙伴。
 美国一直以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阻止或试图阻止越来越多的美国跨国公司、同美国贸易的外国公司与华盛顿界定的日益增多的流氓国家做生意。国际贸易不是流向最需要贸易之处，而是流到最大程度地满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之处。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提出的贸易双赢论调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模式的基础之上，是错误的幻想。然而，经济学家已认识到，没有全球充分就业，比较优势只是萨伊定律的国际化。萨伊定律认为，供给本身就创造需求，但其前提是充分就业，这一前提往往被供应论者所忽视。20年后，具体的数据破灭了这个幻想，贫困在世界范围内大幅增加（全球30%的人口每天生活水准不到一美元），全球原本就极低的工资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下降，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下降了45%。


然而，在美元霸权下对美国的出口只不过是一种蓄意安排，出口国为了赚取美元，购买以美元标价的必需品和清偿美元债务，不得不为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融资，因为他们必须把贸易盈余的美元投资于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从而使美国资本账户盈余日益上升，弥补了其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



而且，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不是靠贸易优势取得的，而是以牺牲本国的基本需求和国内发展紧缺的进口品为代价的。出口国以贬低劳动力的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却走上了一条贫困的不归之路，他们在此过程中加强了美元经济，强化了美元霸权，同时也损害了美国经济。从而，出口国牺牲了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等重要领域所紧缺的资金，承担了为出口融资而造成的沉重外债，然而它们还在乞求更多外资投资于出口部门，为外资提供更多的回报和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加重国内经济的社会负担。不过，许多小国如同吸毒上瘾一样，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继续服从美元霸权。


日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说明甚至一个充满活力的、成功的出口国也不会有健康的经济发展。日本很清楚，它需要重组其国内经济，摆脱出口依赖，提升国内过度劳累的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改变国内的消费模式。但是，由于美元霸权，日本深陷其中，无力自拔。

日本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却眼睁睁地看着国际评估机构调低其主权信贷等级。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最近将日本政府债券降低两个等级，为A2，比博茨瓦纳都低一级，更不用说智利和匈牙利了。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4年7月其外汇储备达到8190亿美元；它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其国内储蓄达11.4万亿美元（而2003年美国GDP才11万亿美元）；日本在海外投资有1万亿美元。日本95%的国债掌握在日本国民手中，这排除了日本发生与阿根廷类似的债务危机的风险。日本为半数人口患上艾滋病的博茨瓦纳提供了1200万美元的援助和1.02亿美元的贷款。

为什么纽约的信贷评级机构更喜欢博茨瓦纳，而不是日本呢？因为外国金刚石采矿利益集团控制了博茨瓦纳政府预算，以保护其采矿投资，博茨瓦纳没有安排任何预算赤字来发展国内经济或帮助其穷苦人民，从而，对于外国贷款和投资来说，博茨瓦纳被认为不具有什么信贷风险。但日本正被迫承受因高利息成本而被评为低信贷等级的痛苦，因为日本政府正采用赤字财政，努力解决由于过度集中于出口而导致的经济难题。由此可见，美元霸权甚至否认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储备国日本的良好信贷等级。


亚太贸易体系现已形成，这个体系就是使用亚洲廉价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为亚洲以外的市场提供服务。这使美国在没有通货膨胀和不提高国内工资的情况下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品。
 亚洲经济体积聚的全部贸易盈余最终又投资于美国的债务泡沫，从长远看，这甚至对美国经济都不利。廉价进口使美国能够在不伤害消费者购买力的情况下，保持国内工资的低水平状态，它导致美国国内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拉大，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收益支撑的债务，而不是工资增长。其结果是，一旦赢利率过度膨胀的资产泡沫破灭，由于财富效应的瓦解，过低的工资将无力阻止经济走向崩溃。

美国操纵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国家变成赤贫后，现在又想以美元霸权进一步打开相对封闭的其他亚洲市场，尤其是日本、中国和韩国。亚洲国家保护其并不乐观的贸易优势和扭曲的工业发展的主要方法是控制其市场准入。这一战略首先在日本获得了成功，后来亚洲虎纷纷仿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很长时期，亚洲经济体仍将继续维持贸易保护主义。


一旦摆脱美元霸权，中国无须外债和外资，就能为国内发展融资。中国经济就不再因为过度依赖出口换取美元而被扭曲，从定义上看，美元必须投资于美元资产，而不是人民币资产。发展的目标是提高工资水平，而不是降低工资来换取大肆出口的竞争力。然而，在美元霸权下，为了出口，工人的工资必须维持在低水平状态，这是造成一个经济体长期不发达的首要因素。因此，需要正确理解“开放”一类词的含义，使其不被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赋予的意思所扭曲。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的世界秩序中，全球化的和领土主权国家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


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一直是，未来也将是各行为主体为主导现存秩序的结构性转型方向而斗争的结果，这牵涉经济变革、政治变革和社会文化变革。过去二十年来，社会关系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主流趋势引发了以下争论：需要重新界定社会主义，使之与马列主义的总体构想区分开来，接受社会自卫和社会选择的思想，以削弱全球化的、无管制的市场力量的分裂性和原子化的影响。但是，这恰恰就是马列主义者的构想：在全球化之下，以民族国家和政府形式存在的国家主权将让位于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秩序。换言之，国家将逐渐消亡。

政府唯一的职责就是保护弱势群体，因为强者就是政府本身，它无须他者的保护。这一事实带来了君主制，君主的职责就是保护农民免受贵族的侵害。因此，在现代意义上，政府的职责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框架下，保持社会主义/平民主义的价值观。从而，国家的消亡先于经济剥削的终结，就犹如将马架在马车上，是本末倒置。

右翼寻求人民放弃政府的意外产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一的缺陷是经济结构。右翼想要的是，在发生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进步变革之前，国家就先行消亡。

不论是否新经济，它们都无法以永久的繁荣替代商业周期。在信息与通信时代，大多数人的利益将幸运且非暴力地得到尊重。尽管美国有其明确的定位，其大多数人的利益还是未必需要与资本主义、公司主义或代议制民主相挂钩。社会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崩溃不在于其经济理论的失败，而是因为，在捍卫使社会主义原则运行的权威时，社会主义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种军事体制，这使所有其他的潜在利益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只要这种社会主义的变异被视为一种错误的选择，资本主义市场市场原教旨主义就显得更为合乎需要。

如今，作为仅存的运行制度，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正直接面临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工人们以养老金买入雇佣他们的公司的股票。无管制市场导致债务泡沫、金融操纵和公司诈骗，使毫无戒心的投资者和工人一贫如洗。反恐战争有在美国输入军事体制的趋势，而这正是苏联集团走向崩溃的原因。

金融资本主义可能是工业资本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也可能是资本主义最后的转变形式。证据表明，正是放弃劳动价值理论而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边际效益理论导致了需求不足。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相比，因工资不足而引起的需求不足对金融资本主义构成更为致命的威胁。
 科技最终使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成为现实。现在，美国对企业诈骗的政治辩论比新政时期更多，经济衰退真地开始了。社会主义，《华尔街日报》称之为大众资本主义（mass capitalism），现在被看作是防止资本主义体系灾难性内爆的疫苗。


全球化不是什么新趋势。它是所有正建立的帝国的固有政策。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于大英帝国，
 以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为标志，也就是对华鸦片战争5年之后，比1848年革命早2年。大英帝国开始系统地推进自由贸易，决定依赖进口食物，这给出了经济帝国适者生存的证明。1860年，法国采纳了自由贸易政策，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被迫面对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公社，包括儿童在内的20000名工人和农民被杀害。尽管英国、荷兰和比利时都发生了要求保护关税的反弹运动，19世纪的全球经济还是表现出商品跨国界高速流动的特征。1914年以前，在欧洲奉行政治民族主义的同时，国际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同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自由贸易的暂时中断。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成为远东大国以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对旧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其实质是美国全球化方案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防止欧洲和日本瓜分中国，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门户开放政策根源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

18世纪结束之前，英国一直主导世界的进口贸易，如同现在的美国。虽然工业革命扩大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但进口的原材料、食物和消费品总价值远远高于出口的制成品和煤炭总价值。维持这种贸易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是英镑的支配地位，正如当今的美元地位及其对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影响。英国凭借其海上运输和金融服务（为跨货币贸易提供融资和保险）霸权赚取了巨额外汇，然后在伦敦货币市场卖给本国的进口商，再进口阿根廷牛肉和加拿大熏肉。伦敦成为国际信贷和资本市场的中心。金融服务和资本出口产生的要素收入（factor income），被作为隐性剩余弥补贸易赤字。为了加强金融霸权，英国使帝国的各地货币处于依附英镑的状态。现在，纽约是世界金融霸权的中心，美元是基准货币。亚洲虎出口给美国，换得的是美国短期国库券和公司债券，而不是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亚洲劳动力实际上是以低工资主要为美元经济的扩张融资。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委婉语，金融霸权强加给世界的金融体系结构使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必要，这种霸权首先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现在是美国。
 当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时，这正是他们真正推动的进程。外汇市场确保了贫穷的出口国无休止地、永远无法满足地需要进口美元资本。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指出，核心经济体资本剩余和需要将这种资本剩余向穷国出口是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对于21世纪的新帝国主义，该判断还是基本正确的。


过去与现在一样，国际经济都依赖于国际货币体系。1816年，英国采用金本位制，19世纪70年代西欧和美国先后仿效。直到1914年，除了土耳其和中国等被奴役的半殖民地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的汇率都是高度稳定的。金本位制极大地促进了自由贸易，但对那些不生产黄金的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
 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体制常常出现通货紧缩，这对资本有益，这种情况直到南非、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发现新的金矿才得到改变。1896年，威廉·詹宁·布赖恩（William Jenning Bryan）对世界宣称，人类不应“被钉死在金十字架上。”但英国主宰金本位50年，牢固地确立了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全世界的资本被吸引到伦敦进行重新分配，再投资到收益最高的地方。为了争取资本，世界各地的债务人被迫上演“向底线竞争”的恶性游戏。


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出现了众多经济理论，其目的是证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种自然事实的合理性。
 从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应论的根本转变是对基于资本神圣不可侵犯的人造建构所具有的人造特征的自我循环论证，即便马克思已剖析指出，资本不可能离开劳动力而存在，除非资产被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都是闲置资产。

兼并和收购开始盛行。1880年到1890年，众多小企业逐渐消失。工人和小企业发现他们不是与邻近的工人和企业竞争，而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活于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结构中的工人和企业竞争。最初推动铁路私有化的公司变成大工业和大商业选择的组织形式，它们发行股票和债券为那些个体企业力所不及的项目提供资金。


该过程增加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权力，导致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生。
 卡特尔和托拉斯涌现，它们通过横向和纵向的联合消除竞争，操纵整个经济体各部门的市场和价格。中产阶级主要体现为公司的工薪阶层，而工人阶级体现为在工厂里挣计时工资者。1848年革命是现代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建立，欧洲以外经济体的融资和发展，以及欧洲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都是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巨大成就。20世纪，这一过程继续维持，只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其中心已转移到美国。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41年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说，当时英国支持的政治经济学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证科学，它不过是英国的一家之言，只适合英国的历史条件。李斯特代表的经济制度学派认为，自由贸易理论是英国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来维护其富裕和强大而推出的，弱小国家不得不以保护性关税和其他经济民族主义措施同英国抗争。李斯特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了许多亚洲领导人，他们包括中国的孙中山，他提议通过主权信贷为工业政策融资。
 李斯特还影响了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91年在其《公债报告》中提议，美国财政部应使用税收收入支付和清偿联邦政府欠下的公债，建立国家银行，向新国家提供纸币形式的主权信贷来促进发展。

当前，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全球化的瓦解为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打造较为公平的经济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经济民族主义已无用武之地，美国作为两洋国家，必须开始把亚太国家视为亚太共同体的平等成员。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潜在的最大经济体，在塑造世界经济新秩序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为了塑造世界经济新秩序，中国必须以长远眼光审视加入即将崩溃的全球出口市场经济的努力，重新摆正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适恰地位，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出口，从而提供一种立足国内的国家发展模式。为了朝此方向前行，中国第一步就要摆脱美元霸权，通过发放主权信贷，启动国内发展规划。



 三、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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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一词一直被“自由市场”这一更良性的标签所取代。在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常学文献中，已停止提及资本主义。在该过程中，经济学者还将“资本主义”一词从官方话语中挤出，而资本主义传统上就是代表市场制度及其本质上所指的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是在资本占有者与资本雇佣工人之间展开的，前者通过职业经理人，后者通过工会。

“资本主义”一词不再出现于经济学教科书中。哈佛大学经济学者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是《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这一畅销的新教科书作者。他告诉《纽约时报》：“我们现在对可科学证实的实证性或描述性论述与反映价值和判断的规范性论述进行了区分。”整整新一代经济学者已经习惯于认为，“资本主义”像“奴隶制”一样，只是一个历史术语，在当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世界中是不真实的。在资本以美元形式货币化后，实际上是出自美国政府的主权信贷。由一国不兑现纸币支撑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建立于主权信贷之上的体系。因而，可以提出如下观点，即，在资本主义民主中，根据国家目的和社会需要，所有人平等地享有资本和信贷。新自由主义的反国家计划立场不仅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其对私营债务经济的赞颂将不可避免导致自我破坏。

新帝国主义通过世界穷人为世界富人的高生活水平和特权地位融资来运行。这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理论。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通过吸取出口经济体的贸易盈余，不仅劳动力，甚至资本也来自被剥削国。因为主权信贷的有效性，资本主义现在除了支持美元霸权以外，对于有益于社会的国内发展毫无存在的必要。基于美元霸权之上的国际资本主义，通过占有主权信贷，危及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定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



 四、通向未来之路
[22]



为了将这个世界从日益逼近灾难的道路上解救出来，我们必须做如下努力：


——促使全球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对于任何经济体，过度依赖服务于美元债务的出口都是自我毁灭；



——促成一种新型的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摆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强迫世界各国不仅向美国出口商品，而且向美国出口美元贸易盈余；



——废止支持国际货币主义的中央银行业，恢复国家银行业，以支持国内发展；



——促进国家货币理论（该理论宣称，货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一国政府征税的能力）的应用，为健康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国内信贷，将发展中经济体从过度依赖外资中解脱出来。



——重组国际经济关系，朝总需求管理方向转变，摆脱目前掠夺性的供给扩张的政策；



——在全球充分就业并达到工资和环境标准的条件下，重组世界贸易结构，走向真正的比较优势。


这比想象的更容易做到。首先，主要的出口国家可以各自要求，全部出口商品必须以它自己的货币支付，这样，全球金融体系结构一夜间就会转变为多边货币体制，就不需要储备货币，汇率也就能反映世界贸易的市场原则。


就总需求管理而言，在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能力不足方面，亚洲均位于世界前列。如今正是亚洲实现其市场力量的潜能的时候了。如果亚洲人民的劳动得到公平的补偿，那么全球经济将高速增长。


本质上，中央银行业更为偏向于中心区，而不是边缘区，它与民主的平民主义政治是相冲突的。当前，在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中央银行业的问题继续存在。只有可以不断地将财富从中心区输送到边缘区，才能在政治上宽容经济集中制。对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贫穷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中央银行业具有制度性的偏见。

思想确实改变世界。但是，接受新的思想总是滞后于事实，只有当新思想描述的事实不再能够被否认时，新思想才会得到普遍接受。自有苹果树以来，就时而可见苹果从树上掉落，但是，只有在几千年之后，才由牛顿发现这是万有引力的结果。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现实世界比思想世界变化更快速的时代。经过很长时间，平等造就繁荣的时代已缓缓到来，人们最终会认识到这一点。在金融经济中，财富的金融意义是通过货币体现的。因此，从根本上说，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的减少。甚至在华尔街，也有这样的谚语：为了自己挣钱，你必须帮助别人挣钱。依照其目前的构成，全球经济成为一种剥削弱者的游戏，而不断地剥削弱者是无法持久的。我们需要改变这一游戏，将其转变为一种共同发展的游戏。



 第十章 中美贸易战导致中美新冷战？
[23]



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结束近十年后，全世界决定性地进入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与其指定为“无赖”的小国的新冷战或圣战（Holy War）时代。新的冷战是世界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是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冲突，如今又加入了“反恐战争。”美国将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标榜为“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在“9·11”事件之前，美国一直认定，中国是它在新冷战中最重要的敌人。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和美中关系的继续加强，美国寻求鼓励中国以实际行动参与、支持和加强美国主导的现存全球体系，要求中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但是，如果中国过度轻信美国，它将不仅不会崛起，而且其结果不会是和平的。


 一、正在形成的新冷战

一场新的冷战正在出现。旧的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支持的两种竞争中的意识形态的较量，由于苏联的瓦解，它结束了。那时，西方集团经济体之间的国际贸易大都发生在狭隘的地缘政治范围内，美国补助从属经济体，以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样板。

在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集团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官方贸易。旧的冷战造成和平的全盘军事化，这扭曲了美国经济，在频频发生的地区冲突中还发生了局限于当地代理国家的真正的热战。每个集团都试图通过对集团内的弱国和贫穷的不结盟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来展现其意识形态优越性。

自旧的冷战结束以来，对外贸易已代替对外援助，成为发展的选择路径。边缘区过度地集中于向富有市场的出口一直不利地扭曲了其国内经济发展。

新的冷战并不基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更多地受到地缘政治的塑造，虽然它仍然带有残余的意识形态论战。这个趋势实际上开始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当政时，他认识到，世界共产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一样，都不是铁板一块，现代的意识形态并未使古老的地缘政治因素过时。

在新的冷战中，美国作为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日渐增多地采取单边主义和例外主义的做法，反对其不愿看到的所有情形。美国现将美国价值推举为不容置疑的普世真理，并傲慢地以失败国家理论把道德帝国主义强加于一个无防备的世界之上。它通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倡导新的经济帝国主义。在初期，全球化被兜售为利益从富者外溢到穷者的过程，而现在它体现为这个混乱的世界需要的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


新的冷战是世界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是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冲突，这反过来又导致前者在国外的暴力军事回应，连同在国内对公民自由的大肆攻击。我们有理由质问，国家恐怖主义是否在道德上优于歹徒恐怖主义。



 二、美国在新冷战中的对华思维


在轻率地发动针对“9·11”奇袭的反恐战争之前，美国一直单方面认定，中国是它在新冷战中最重要的敌人。
 这并非中国不想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而是美国已说得很清楚，除了非战略性的贸易领域，它禁止与共产主义的中国发展正常关系，更不用说友好关系了。这种由尼克松对华政策延续而来的转变，尽管披上了以促进自由主义民主反对极权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道德伪装，还是代表美国政府在已改变的形势下对权力政治的地缘现实的忠实信奉。

对于抵制苏联的威胁，中国已不再被认为是必需的。由罗纳德·里根政府开始，美国一直朝它的历史定位迈进：在亚洲，任何崛起国家都被认为是对美国在该区域利益的一种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承担了拓展其门户开放政策新版本的任务，该政策的原先目的是保护美国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事实上瓜分中国时的利益。新的门户开放政策现已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名义被拓展到亚洲所有国家，实际上是整个世界。因此，美国反对仅存的国家共产主义的道德帝国主义立场，只是在新冷战中遏制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便利的藉口。


美国当前的对华安全政策，与它20世纪30年代对正崛起的日本的安全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无论中国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只要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美国就将推行敌视的对华安全战略。共产主义问题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就是美中关系为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冲突不断的根本原因。
 讽刺性的是，美国的这项政策推动中国在国际上和非共产主义政府结成联盟，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台湾地区政权的主要弱点是：它谄媚地联合美国，更多的是基于背叛中华民族主义的机会主义分裂目的，而非基于与美国意识形态的一致。


新冷战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美中两国受困于它们之间长期的、不断升级的安全冲突，但是两国政府都承认，基于每个国家各自不同的利益，近期的经济合作是必要的。能否在潜伏的安全冲突框架下推动贸易和经济合作，这是两国政治领导人共同面临的挑战。历史上并不是没有类似安排的例子。

一直到珍珠港战争爆发前，美国都与日本进行着贸易。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等美国大型公司，甚至在1941年德国对美国宣战后，依然在德国大牟其利。历史并不太清楚贸易防止战争的能力。在新冷战中，美国在积极促进与中国贸易的同时，一直维持着军民两用的战略和军事物质对华销售的禁运。


尽管一直推行自由贸易议程，美国还是坚持对从古巴到利比亚、从伊朗到伊拉克的引发其不快的一连串其他国家实施贸易禁运，对此，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1996年5月11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美国的制裁共造成150万人死亡，其中有50多万儿童，这是值得付出的政策成本。


 三、美中之间的模糊政治

外交政策经常产生于模糊政治和地缘政治反常。模糊指不止一种含义的状态。反常是一系列事件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不一致。

外交政策总是从根本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这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关于公共政策的公开讨论已成为美国的首创原则之一。但是，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在决策上充斥意识形态的考虑，注重捍卫民主、法治、自由市场、个体自由和上帝等政治口号。是的，上帝总是站在美国这一边。2001年3月31日，一架美国海军EP－3侦察机与一架中国喷气战斗机半空相撞后，美国全体机组人员被中国扣留，对于其命运，媒体报道得最多的是布什的询问：“飞行员们手头有圣经吗？”

在现实世界中，模糊政治造就了意识形态成见的有效。与民主、平等、人权、甚至“流氓国家”以及“失败国家”一样，自由一词有多种含义。


美国对华政策在国内并没有真正的分歧。不管是鸽派还是鹰派，其目的都是压制中国，使之不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潜在威胁，并破坏作为潜在强国的中国的稳定。他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策略和时机选择上。鸽派主张以贸易促进和平演变，鹰派则主张以军事冲突实现先发制人的对抗。两派都不倡议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这一情景连美国军方都首先予以拒绝。


即使鹰派中的最激进分子也只是提倡通过台湾打一场代理战。对美国来说，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提是：大陆引入美国强加的台湾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中国共产党，若不彻底消亡的话，也要终结领导权。因此，美国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政治上有其进攻性的一面。


美国对台政策是由模糊政治决定的。美国官方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台湾又得到美国的保护，以防范它可能受到中国大陆的武力攻击，因为台湾是“民主”的。美国官方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支持台湾以一个独立政府的资格加入国际组织。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武器在“台湾的防务需求”的借口中合理化。但是，美国也意识到，对台军售会增大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在中国看来，加强军事力量以武力收复台湾纯粹是自卫举措，其逻辑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也是美国官方承认的。根据国际法，没有任何逻辑根据证明中国对台军事行动是进攻性的侵略行为。因此，美国从军事上支持台湾是反对中国的战争行为；从朝鲜战争开始，这种战争行为已持续了五十年。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在中国的军力更新换代，以武力统一台湾之前，由于其无可争议的军力绝对优势，美国对台模糊政策似乎是一种自然的事实。然而，演变趋势现正发生明显的改变。五十年之后，美国在台海两岸维持军事均势的政策只是增加了开支，加快了潜在的战争的可能性，却未达到其预期的结果。只要中国决定将相称的资源投入到统一台湾，台湾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因此，美国对台模糊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容忍的副产品。台湾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北京。


从地缘政治上看，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有其潜在的相反效应。军售不会提升台湾的安全。相反，军售将坚定中国加快发展军事能力并在先进武器装备投入使用前收回台湾的决心。因此，美国的军售决定会得到那些认为“武力解决是唯一选择”的中国人的欢迎。

不可否认，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一直把不强化军事作为其重点进行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讽刺性的是，美国近来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反而可能敲响中国的警钟，促使中国评估和加强其军事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中国不敢对美国的侵略态势过分退让，因为该立场将使最终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

美国在模糊政治的背景下支持中国的改革政策。美国旨在操纵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美国在东亚的国家利益及其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它还旨在以市场效率和法制全球化的名义促使中国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在一起，而罔顾市场和全球化体制为美国带来相对于其他经济体及国家的结构性优势。
 正当美国国内政治掀起民众反对公司主义及其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可疑承诺的热潮时，中国却似乎向公司主义靠拢，以之作为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首要载体。公司只关注股东利益（近来曝光的安然事件表明，一些公司只关注管理层的利益，却无视股东和雇员利益），而极少关注国家利益。

任何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只注重利益。只有当它们的商业利益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威胁时，它们才会去寻求本国政府的支持。正如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是否坚持爱国主义问题上正受到挑战一样，新兴的中国跨国公司也不能置身于这种挑战以外。从结构上看，只有各国政府才能保护其国家利益。关于这一原则，是不存在任何歧义的。政府对企业放手不管是一种危险的趋势，尤其是对于那些弱小的经济体，因为它们的国家利益没有得到现有全球贸易体制或全球国际秩序的应有尊重。如此一来，小布什政府反华的泛亚洲政策在地缘政治上的相反效应是，该政策可能强化中国的自力更生并使中国从“与美国保持良好友谊”的美梦中惊醒过来。清朝的崩溃就是因为它错误地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依靠外国力量解决中国内部事务。
 存在如下的可能性：小布什政府的反华政策有助于中国政府避免重蹈覆辙。就如毛泽东所说的，“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

经过三十年的相互敌视之后，美中关系因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美中关系和解的战略性开端可以追溯到1969年3月，当时中苏之间由于长期的裂痕而酿成了双方在黑龙江珍宝岛的边界冲突。而仅仅五年之前，也就是1964年，由于预料到中国即将开始核试验，约翰逊政府曾试图单方面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但随后又放弃了。

尽管如此，它还是秘密研究“与苏联政府联合行动”对付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但当时苏联忙于国内的权力斗争，无暇对美国的倡议做出反应，尽管苏联相信中苏公开冲突时美国会偏袒苏联，因为中国公开地同时反对美国式和苏联式的帝国主义已有一些时间。

尼克松的地缘政治战略是既与中国也与苏联——这两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对手——建立新型关系，以此寻求永久地维持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不过，苏联是主要目标，中国则是美苏关系缓和的一张“牌”。这种三边外交战略的中心主题涉及到美国在冷战高峰时的一项新判断：世界共产主义在政治上已不是唯我独尊，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的观点经受不住任何现实的考验。

确切地说，共产主义蔓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受到以下事实的反驳：每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都激发了其邻国相应的反共决心。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讽刺性地充当了政治疫苗，遏制了全亚洲的革命潜力。因此，美国与苏联“缓和”及其包括核军控和经济关系的“相连战略”，是控制两个超级大国核对抗的重要工具，这对美国来说政治风险最小，还可以为美国企业带来潜在的巨大利益。美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欧洲中心关切也预示着美国将苏联作为首要对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束美中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敌对关系已成为美国制衡苏联的必要手段，得到美国单方面的推动。只有美中关系首先和解，美苏才可能实现缓和。虽然亨利·基辛格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和解的近期目标无疑是向北越施压，结束战争，但更大的目标是在美国对苏联的新战略中打中国牌。
 自1969年执政以来，尼克松政府曾在不同场合暗示要在中国参与或不参与的情况下结束越南战争。

从而，美中和解的目的是搁置而不是解决其各自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性冲突。这些冲突中最重要的是：


一、台湾问题，它是中国内政问题，但美国已坚决地介入其中，视之为朝鲜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异，
 前者使中国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亚洲反对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而后者使美国敌视共产主义的中国；


三、抛开意识形态的差异，日益上升的中国权力与美国在亚洲的支配地位也存在有潜在的冲突。


上述三点中，台湾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
 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在随后十年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中一直处于最重要的地位，直至今天，它还是威胁美中关系的最关键问题。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化解其他两个冲突的先决条件。


 四、台湾与中国和平演变

对中方来说，若在新冷战中对美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美关系将再次走上失败的道路。

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突出了中国这种立场注定以失败收场。第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美国就台湾问题干预中国内政，不断升级地侵犯中国主权，第二个长期问题是，美国通过“和平演变”将中国由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不能对美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无理要求做出妥协让步。这种绥靖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甚至战争。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任何绥靖立场都是不可容忍的：一是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二是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自1950年开始，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对中国推行敌视的遏制政策，其主导的西方集团一直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二十多年后，美中关系在1972年上海公报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边关系文件的基础上开启了新篇章，这份文件后来得到1978年的关系正常化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公报的补充。

1972年的上海公报庄严地载入中美对双边差异的承认和尊重，其声明：“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美国对台湾政策一直以来都违背了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它已经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五、冷战时期美中和解的地缘政治基础


对美国来说，与中国和解是在冷战背景下出于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需要而采取的地缘政治的权宜之计。
 1972年，美国决策圈很少有人（假如有的话）预测到冷战会在可见的未来结束。冷战结束前美中关系的改善与美苏“缓和”的进展有着直接关系。但美苏缓和的发展也增加了苏联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的动机与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反过来又为美国所阻止，它警告苏联，美国必将对苏联的进攻做出回应。迫在眉睫的中苏军事对抗的前景，使得美中两国有可能暂时抛开其根本性的双边分歧，
 地缘政治的考虑压倒了一切，在美国看来，一个强大、不依附于苏联的中国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这种对双边分歧的淡化被庄严载入1972年的上海公报。

在基辛格的国际秩序地缘政治观中，权力政治需要一个独立而强大的中国，以防止苏联扩张主义将美国孤立成为一个不自觉的“城堡国家”，即“美国堡垒”，在20世纪美国已两番这样做，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1999年，当国会令人失望地否决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外交政策班子扼要重提反对美国孤立主义的同样警告。

尼克松确信，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之后，中国不再从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价值观形成威胁，同时，由于地缘政治均势的需要，美国已没有必要因为担心中国作为诱人的世界革命典型，而将其排除于国际论坛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对新兴、巨大的中国市场的需求，并不是其主要目标。美中和解以及美国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轻举妄动，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消除亚洲其他国家对美苏“缓和”转变为两大超级大国共管全球以及“共谋”把中国作为敌对靶子的担忧。

因此，冷战后期美中关系的升温主要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就如当前美中关系的升温是由美国反恐战争因素推动的一样。
 19世纪，海约翰（John Hay）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其目的是反对欧洲列强将中国瓜分为其势力范围，在20世纪末期，考虑到苏联的对华意图，该立场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基础。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罗斯和西方就为争夺、瓜分中国而进行博弈和对抗。美国对华政策只是这场博弈和对抗的延续。确保中国不受制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简言之，美国对华政策仅仅是美国在冷战中的地缘政治大战略的一个交易筹码。中国由于自信于其历史重要性的幻觉，自认为美国和中国友好的提议是承认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重要性。显然，只要俄罗斯未能恢复其超级大国地位，一旦美国反恐战争趋于缓和，中国就将重新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


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显示，尼克松秘密地就台湾问题对北京做出超过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报原文的特别让步。尼克松承诺，美国会“积极地努力”，到1976年实现美中邦交“完全正常化”。他也承诺，不支持台湾对大陆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或台湾独立运动，随着美国在台军事存在的撤出，阻止日本或任何第三国介入台湾事务。尼克松的算计是，只要中国成了囊中之物，也就没任何必要分离台湾。台湾问题仅仅是如何处理陈旧的美国国内舆论的问题，而尼克松在五十年代的反共色彩有助于控制该问题。在模糊外交的指导下，1973年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基辛格有意地误解周恩来的立场，他把中国“此时”没有任何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理解为“无意”以武力解放台湾。因此，美中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于如下基础之上：有意地模糊处理台湾问题尚未解决的分歧。1999年11月，中美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定也是在类似的、对全球化进行模糊定义的基础上达成其戏剧性的结果。这些都是地缘政治学和地理经济学中典型的“同床异梦”范例。尼克松未能兑现其对毛泽东的地缘政治承诺。当时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被迫辞职以避免遭受弹劾，这与国内反对其与华和解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

根据一份解密的美国政府绝密备忘录，1973年2月18日在中南海与毛主席的谈话中，基辛格说，“我们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兴趣不是商业性的，而是建立一种我们双方共有的政治关系所必需的基础。”毛泽东接受了这种准确、坦率的政治现实主义表白。因此，美中和解后的贸易被视为一种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润滑剂。

冷战结束后，这种因果关系颠倒了。如今，在美国主导的新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制中，地缘政治被视为促进自由贸易目标的基础。这正是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意思所指。小布什为了捍卫美国的自由贸易议程，称其政府拆除关税的努力是一种道德诉求。他在2001年5月7日的演讲中声称：“开放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机遇，而且是一种道德诉求。贸易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给世界上的穷人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开放贸易时，我们就是在促进政治自由。”亨利·基辛格也曾用过“和平也是一种道德诉求”的解释性言辞，以之捍卫美国实施结束越南冲突和缓和政策的立场。小布什政府已进行了重组，其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现位于其最高经济顾问劳伦斯·林赛（Lawrence Lindsey）之前。小布什还预测说，中国将从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中获益。不过，美国对中国采取不断加强的敌对性安全政策，必然会塑造中国的卫国情结。

“战略对话”，1979年中美外交正常化后不久被提升为“战略合作”，推动了美中关系和解。两国对其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分歧进行了淡化处理，这导致它们基于虚假的预期制定了相互容忍的政策。为了在全球地缘政治合作中取得更大的利益，两国掩饰了相互间的分歧。

这种地缘政治的优先考虑也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的微妙妥协。这些妥协的核心是美国认识到、不挑战及后来承认以下原则：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台北和北京都持有的共同立场。


1972年的《上海公报》声明：“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1972年《上海公报》标志着美国对华敌对性遏制政策的结束，并达成在台湾问题上的最初妥协，调整了美国自朝鲜战争以来对未完成的中国内战的干涉立场。它表达了美国的期待和希望：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党将走和平解决的道路。

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政府倒台，这使得中美“缓和”脱轨。有些人认为，这种因果关系正好相反，是即将成功的缓和关系导致了水门事件。白宫的虚弱为来自华盛顿州的反苏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提供了可趁之机，他将人权问题塞进了美国外交政策，与缓和联系在一起，
 并将提高美国国防预算作为签订核武器控制条约的前提条件之一。基辛格和苏联领导人伦纳德·勃列日涅夫都不屑于正视美国在其外交政策中将人权与贸易攻势联系在一起，基辛格反驳时提出了他著名的“和平也是一种道德需求”的观点。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将最惠国贸易地位和苏联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其最初的目的只是针对苏联对犹太人的移民政策。后来，该修正案被移植过来，纠缠着美中关系，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每年都对美中贸易构成威胁。美国拒绝废除对正常贸易关系（NTR，后改名为最惠国待遇，MFN）条件的审议，成为美国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武器。

尽管尼克松1972年秘密地对周恩来承诺：到1976年两国邦交完全正常化。但1973年尼克松的辞职使台湾问题未得到解决。它导致美中关系趋于冷却，其间，邓小平代替晚年病重的周恩来，暂时地充当与美国对话人。双方关系开始冷却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美苏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缓和非常不满。


随后，美国提出，在其继续驻军台湾的情况下，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北京拒绝了提议。毛泽东再三声明：只有美国与台湾完全决裂，中美邦交正常化才会发生。

在“缓和”问题上，美国游说中国接受它的“缓和会减小苏联对华威胁”的观点，中国则开始警告美国：缓和将会使美国受到一个更加强大的苏联的威胁。

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逝世。由于该事件及其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冲击，美中关系停滞不前。这同时也与美国忙于水门事件之后的总统选举有关。“缓和”也很快失去行情，因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以罗纳德·里根为主要代表的共和党右派无情地攻击“缓和”思想，福特不得不屈就于选举的需求。由于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和福特未能兑现邦交正常化的承诺计划，这使得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和失望，他们从而放慢了美中关系在其他领域的发展。随后，基辛格通过美国盟友和反苏情报合作，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转让，以之作为补偿性的激励。福特批准了美国第一次对华出售先进计算机，该计算机用于石油开采，也有军民双重用途。这些安排制造了美国后来可以根据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美国国内政局的新变化指责中国的把柄。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基本上遵循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对华地缘政治战略，但他们开始更加强调美中的反苏合作，尽管卡特声称他关切普遍的人权问题。布热津斯基对“北极熊”的强硬立场取代了基辛格对“缓和”的热衷。1978年12月15日，在美国声明承认北京的两个月前，对于中国反对美越关系即将正常化，卡特甚至做出让步。三个月后，在1979年2月，也就是邓小平成功访美两周之后，中国在美国默许以及秘密的人造卫星情报援助下，卷入了对越战争。这场边境战争使越南与苏联结为同盟。直到1995年，也就是拖延了17年之后，美国才承认越南。

1978年，在尼克松秘密承诺的期限过去两年后，卡特签署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公报：“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以及其他非官方关系。”

在建交公报中，虽然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进一步提升了对一个中国立场的“承认”，但“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原则仍然被表述为中国单方面的立场。在美国对台关系中，只是改变了形式，而没有改变内容。除了军售之外，中国实质上采纳了日本对台模式，以之作为与所有其他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基本条件。建交公报包含得到最频繁引用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些美国政策分析家认为，这只是承认一个中国立场的单方面声明；它不是条约。美国也没有正式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中国立场。在美国拒绝承认“中华民国”，并中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之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已经失去法律效力，但美台军事关系继续存在，并得到新通过的具有美国法律效力的《与台湾关系法》的认可。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内经济改革，削弱了驳斥资本主义的台湾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大陆转而承认台湾经济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在大陆部分地区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过去二十多年来，对于一些大陆经济部门来说，台湾经济制度担当了一种非官方的典范角色。

1982年8月27日，里根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第二条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两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双方的立场不一致，中方声称在正常化以后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双方认识到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妨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因而赵紫阳总理与罗纳德·里根总统以及黄华副总理兼外长与亚历山大·黑格国务卿于1981年10月会见时以及在此之后，双方进一步就此进行了讨论。”

它还包含以下条款，“……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在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也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五个月之后，随着地缘政治基础的消失，美国逆转了其逐步疏远台湾原则的走向。中国一直拒绝无条件取消武力统一台湾，这成为美国加大对台湾武器出售和军事援助的伪善的借口，尽管中国声称：主权国家有权使用武力，亚伯拉罕·林肯在美国内战中就是这么做的。此外，这也是毛泽东似非而是的格言之一：武力的选择增强了和平统一的前景。美国本身就一直践行以实力求和平的理论。

作为共和党保守派领导人和台湾的狂热支持者，里根于1978年4月赴台，并以此作为其第二次寻求共和党提名的部分工作。在1976年福特败于卡特之后，曾经在提名中输给福特的里根成为共和党领导人，并为1980年的选举做准备，那时共和党日益受控于右翼，它们具有亲台湾的旧遗产。让北京懊恼的是，里根在多种场合公然要求恢复与台湾的“官方”关系。

老布什借助于其前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设法说服里根在1980年大选期间克制其对台湾问题的激进立场。选举结束后，里根政府改变了前几任政府的政策，其权力机制对中国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思想提出挑战。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越来越不愿意为了更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尽量避免与北京发生意识形态对峙，并在台湾问题特别是军售方面做出实质性让步。为了与奉行正统共产主义的中国和解，尼克松不得不与强硬的国内官僚政治作斗争，正如尼克松一样，为了拒绝与自由化的共产主义中国和解，里根也不得不与开明的官僚政治作斗争。

国务卿黑格提议向北京和台湾都出售武器，但北京和里根政府都加以拒绝。作为里根政府内的无望获胜者，黑格竭尽所能地力图阻止美中关系可能发生的决裂，他建议里根发表一份声明，承认美国将于未来某日结束对台军售。由于与里根本人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多少共识，黑格辞职了。这使里根政府高层无一人支持中国。然而，黑格的建议经过里根本人的修改，得到美国军火商的支持，构成了1982年8月27日公报的基础。然而，一份已解密的秘密备忘录显示，里根片面地试图维持海峡两岸军事平衡，并以此作为提高对台军售水平的必要基础。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尼克松、福特、基辛格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立场。

同时，新一代美国政策规划者开始提出如下观点：从地缘政治上看，与美国需要中国相比，中国更需要美国。保罗·沃尔福威茨是这些规划者的领导，他目前在小布什政府国防部担任要职。他们认为，美国近二十年来的政策夸大了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可预知的将来，中国的重要性仅仅局限于亚洲。


他们还认为，美国过去对中国的让步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接受美国的条件。
 这种思维逻辑缩小了美国国内政治中反苏鹰派与亲台右派在对华政策上的巨大分歧，十年前基辛格曾利用他们的巨大分歧执行有利于北京的政策。根据经验，在1979年中越短期冲突中，中国暴露了其军事上的不足，而里根在80年代早期的新军事建设，特别是战略防御计划，开始增强美国在不依靠中国帮助的情况下，从技术上战胜苏联威胁的信心。这就是美国单边主义的开始。

乔治·舒尔茨是小布什在1999年11月举行首次外交政策演讲的主持人。1982年，他接替黑格，任美国国务卿，他拥护冷处理中国的新思维。此外，舒尔茨以日本取代中国，将日本推为美国亚洲政策的支柱。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美中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因为涉及台湾的历史环境，而是因为两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存在根本差别。



在舒尔茨看来，新兴繁荣的台湾和香港等“亚洲虎”，都是由日本领导，
 而日本是“民主国家”（尽管有学者指出，日本是自民党一党专政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日本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日本服从美国领导，美国不应再将日本只作为冷战代理国，而应作为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型世界秩序的亚洲支柱。


这成为以高科技的星球大战军备竞赛拖垮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全球战略组成部分。在里根政府中，美国政策圈的泛亚洲派占据优势，而亲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失宠。泛亚洲派鼓动确保对台军售，全然无视中国的反对和现有的美中双边协定。他们开始宣传大中华这一概念，以淡化北京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许多中国官员迟迟不能理解它的政策内涵，也开始使用这个术语，令舒尔茨班子喜出望外。
 正如历史所展现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舒尔茨眼皮下破坏了他的计划。

不过，从1983年到1988年，尽管里根政府在新泛亚洲背景下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它还是力求根据美国的条件塑造美中更广泛的关系。这是因为胡耀邦和赵紫阳坚决贯彻“全面亲西方、尤其亲美国”。这两位中国领导人的政策从经验上证实了舒尔茨的“中国对于亲美政策别无选择”新理论。根据其行为表现，中国似乎更需要美国，而非美国更需要中国。

尤其是，中国似已偏爱美国的资本和市场，并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表现出热情。
 麦当劳的汉堡包和可口可乐在中国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中国继续向美国寻求军民两用技术和武器系统，与之同时接受了实质上不利的贸易条件，其结果是中国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被剥夺，并在环境政策上不作为。在美国军工综合体的督促下，里根政府放宽了对华高科技出口的控制。到1985年，美国对华军售额达到50亿美元，尽管其出售的都是陈旧的武器系统。

很多美国分析家认为，该时期是一位誓言反共的美国总统执政下的美中关系黄金时期。当反华的里根政府逐渐放松贸易限制时，以前亲华的美国官员也忙于担当美国私营部门对华军售的经纪人，获取巨额利润。中国希望通过金融奖励其“朋友”，影响美国的政策，却不明智地成为美国作为好、恶警察持有的新政策的攻击对象，并证实了美国的“反华政策实际上改善美中贸易”的新立场。

这一时期，与上海公报提出的“求同存异”和“相互尊重”立场相对比，美国的新立场开始形成，即贸易将改变中国政治制度。里根是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反共产主义者。


“和平演变”于是成为美国的对华战略，
 它与上海公报的“不干涉”和“共存”的基本原则相矛盾。与其导师基辛格不同的是，里根政府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成为以和平演变和人权作为先决条件，促进美中关系的最狂热倡导者。环顾全世界，中国也失去了各地左翼力量的支持。在一个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日益形成的时代，左翼力量正经历其急剧的全面衰落。

1982年，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试图凭借福克兰群岛胜利的余威，对香港实行永久殖民统治。最终，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模式，写入《中英联合声明》，恢复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最初，中国准备将“一国两制”模式应用于解决其内政台湾问题。后来，邓小平直接向华盛顿提出以该模式解决台湾问题，寻求其认可。里根政府认为该模式不具有可行性，随即予以拒绝。尽管如此，“一国两制”模式还是成为中国官方统一台湾的政策。

而且，香港问题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与香港关系法》，这就为自以为是的美国提供了法律根据，监视中国接受香港的西方民主与资本主义，进而言之，其触角已深入中国大陆。


1985年秋天，中国爆发学生反日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是为纪念日本侵占东北50周年而正式发起的，还有复杂的弦外之音，也就是涉及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向日本倾斜的新政策。中国国内反对胡耀邦政策（包括与日本的密切合作政策）的政治人士，利用学生示威活动达到其目的。为了维持改革的势头，胡耀邦被迫辞去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党内左翼提出，应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推进经济改革，由此开启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运动。

对于中国的反日运动，美国商界非常高兴，因为其越来越担心来自日本的竞争，日本企业的活动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而华盛顿实行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贸易政策，这与美国的商业利益并不一致。舒尔茨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华时，告诉上海的美国商界领导人，若他们不喜欢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应该转向日本或欧洲，并建议称，许多美国跨国公司都是通过欧洲分公司与中国开展贸易。

在政治上，里根政府同样欢迎中国反日情绪的重燃，因为中日的交恶会加强美国对美中和美日双边关系的掌控。与尼克松打中国牌对抗苏联的战略相比，里根以打日本牌对付中国。


从地域上看，中国最初以为，美日防卫同盟是对付开始抬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道保险。越战以后，出于在亚洲部署美军的沉痛教训，尼克松主义规定，向亚洲地区性强国提供军事援助，使他们有能力警戒邻近区域，其目的是减轻美国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特别是在亚洲部署其军队，充当全球警察的需求。

在为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准备的第一场有关外交政策的演讲中，小布什回应了有关尼克松主义的要点。1999年11月，小布什宣称，“我们必须显示美国的力量和目的，坚决支持我们的亚洲朋友和盟国——支持黄海彼岸的民主的韩国，支持民主的日本和南中国海对面的菲律宾，支持民主的澳大利亚和泰国。这意味着我们坚守防止大韩民国遭受侵略的承诺，加强同日本的安全关系。这意味着扩大我们盟国中间的战区导弹防御力量。这还意味着遵守我们对台湾人民的承诺。我们并不否认存在一个中国。但是，我们不承认北京以其规则强加于一个自由的民族的权利。正如我以前所说的那样，我们将帮助台湾自卫。”

小布什没有提及应该遵守前三任总统对北京的承诺。但是，他也没有说美国会保卫台湾，只是说它将帮助台湾自卫。这种区别是微妙的，但很重要。它肯定了美军不直接卷入的尼克松主义原则。

整个80年代，在圣战者与苏联的战争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从中国购买武器提供给圣战者。阿富汗战争是美中军事合作的开始，美中军事合作政策由美国右翼共和党参议员奥润·海什（Orrin Hatch）、戈登·汉弗莱（Gor－don Humphrey）以及国防部长犬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倡导，由国务院情报首脑莫顿·阿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vitz）和五角大楼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负责执行。但后来，由于中国向与美国敌对的中东国家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出售蚕式（Silk Worm）和CSS－2导弹系统，里根从1987年10月24日开始向对华高科技出口强加了一系列的限制。

对于中国限制导弹销售，里根政府签署了出口许可证，允许由中国的火箭来发射美国的商业人造卫星。这些限制与其说是后来以中国为直接目标的反华战略，还不如说是起初诱使中国就武器不扩散进行地缘政治合作的杠杆。不过，对于中国出口著名的M－9（375英里射程）、M－11（180英里射程）型新一代固体燃料导弹，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高度关注。中国认为，中国对中东的军售与美国对台军售并非毫不相干。当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时，它就无权反对中国的武器出口。

老布什上任总统几周后，在出席1989年2月日本天皇国葬时，顺道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准备不足的访问。老布什希望与“他的老朋友”邓小平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在老布什来北京的第二个晚上，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邀请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参加在长城饭店的总统宴会，这个有争议的做法使老布什的希望破灭。老布什从未忘记，1972年他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就北京得到联合国承认问题，基辛格和洛德将他推上的尴尬地位。当基辛格正与北京协议，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时，老布什却不知情地在圈外徒劳地捍卫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如今，老布什认为，洛德把事情办糟是蓄意地破坏其总统任期。

洛德领导的美国驻京使馆与布什领导的白宫在方励之事件上的矛盾的最终公开化和相互指责，使洛德在共和党政府的职业生涯突然被终结。但是，这标志着“人权”开始成为美中关系的最重要障碍。


1989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期望减少中苏摩擦。当华盛顿正寻求得体地应对戈尔巴乔夫访华一事时，天安门广场事态进一步发展并失控。可以说，为了避免中国走向潜在的混乱和内战，中国领导层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必要的。不论它有哪些意义，天安门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中关系。由于西方电视直播现场报道戈尔巴乔夫的访华，天安门事件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反革命政治的复杂性淹没于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图景。中国在电视直播的宣传战中遭受一次重创。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左右翼从未结盟过，上述广泛传播的图景将他们塑造为新的反华和反共联盟。过去二十年的微妙的美中政府间关系让位于美国国会基于公众广泛支持的对华道德敌意的新动力。

老布什政府一直力图将里根打破的“一个中国”政策扳回轨道，但天安门事件使他被迫采取守势。为了避免国会因为天安门事件而采取更具破坏性的行动来惩罚中国，老布什暂停了与中国的所有政府高层接触，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包括冻结世界银行对华贷款。与之同时，他又安排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六个月内两次秘密访华，以挽救两国长达二十年的关系。老布什还否决了佩洛西提案，该提案建议，在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对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全部延长签证，但国会的反对派推动它成为政党政策。讽刺性的是，佩洛西学生提案阻止了中国最优秀人才的回归，这些人才本可以最终使其祖国更好地理解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而且，在一个短暂却至关紧要的时期，中国学生无意间成为美国政治中坚定的反共说客，这些学生将其意外的个人政治移民命运视为中国共产主义消亡的证明。在温斯顿·洛德，富有、无业、新生的人权卫士支持下，后天安门的新反华游说团开始代表两党的声音，与之同时，美国对华政策丧失了两党支持。


自从1990年11月柏林墙倒塌开始，随后又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瓦解，这些事件证明中国领导层在天安门事件上的处理是正确的，但同时也使美国容忍共产主义中国的地缘政治基础消失。因此，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在其后的十年里，缺少地缘政治支持的中美关系变得失去方向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关系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应付苏联扩张主义为共同目的，以地缘政治原则为基础，并随着苏联解体而改变。



 六、美国外交政策转型

此后，美国开始进行外交政策转型，改变了其对华政策目标，该目标是以资本主义台湾作为改造社会主义中国的模式。美国设想，台湾最终回归中国必须是以和平的方式，以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取代来实现，同时，改造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其分解为若干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党。中国需要设立独立的司法机构来加强法治，中央银行应在政治上独立以推行货币改革，军队应当中立，所有这些相关讨论意味着这些部门应独立于政党控制之外。这就是美国构想的对华政策转型。
 讽刺性的是，这些旨在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偏离正轨的改革论调，得到许多在美国深造归来的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大力支持，甚至连党内也不乏支持者。


 七、贸易战是美国在新冷战中借助的主要手段

关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美国面临的是一种不同的情形。尽管在确认新的共同威胁方面存在越来越多的困难，美国还是有可能维持其与这些国家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安全同盟，但这些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军事盟友之间的冲突在于贸易矛盾。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二大重量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可以外溢进入安全领域，而使经济利益挑战意识形态的一致。所有这二个发生故障的增长引擎正拼命地寻求新的市场，这必然导致它们将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亚洲。
[24]



2000年7月20日，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听政会上，概述了他关于美国繁荣巅峰的分析，“一段时期以来需求增长与潜在供给之间持续的不一致将带来破坏性的失衡。”格林斯潘反复强调，正是为了处理预期的“失衡”问题，即他对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他才实行单一基调的不断提高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它不是针对资产市场泡沫的。1999年到2000年间，为了应对假想的通货膨胀，格林斯潘六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将之从4.75%提高到6.5%。仅仅四个月后，他不得不在十二个月内十二次降低短期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从2001年1月2日的6.5%降到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最低点1.75%。


资产市场的价格波动是金融衍生产品和证券保险相结合造成的，格林斯潘却再三赞美它们是促成新型繁荣的金融创新手段。短期利率的突然变动也引起商品价格的波动。

格林斯潘辩解说利率波动是应对价格波动的有效手段，他这样说只不过是为了免受货币主义者的批评，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利率波动被视为火上浇油。

格林斯潘接着说：“经常账户赤字反映了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居民的净债权的提高，它主要表现为债务形式，但日渐增多地表现为资产形式。只要外国人继续寻求不断扩大其有价证券中的美元投资量（他们显然一直就是这么做的），美元的汇率就会保持坚挺。实际上，美国新投资的潜在回报率同样的急剧提高一直推动了美国的资本积累和提高了美国的生产率，这也诱导外国人在其资产中扩大美元有价证券和直接投资。在接近于现行利率和汇率的水平上，我们的居民可以借多少世界储蓄，必定有一个界限。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不平衡的日益缩小，将导致本地与外国投资回报率的日益趋同，这可能不利地影响到外国人对美国投资的偏好。”

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比较准确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经常账户赤字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保罗·戴维森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他也敏锐地指出，美国引领的全球化的代价是永久的美国贸易逆差。


2001年的经常账户赤字是4200亿美元，相比之下1997年只有1550亿美元。这些钱最终又回来投资于美国资产，这意味着美国维持了资本账户盈余。

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充沛地流入美国。直接投资流入一直得到高比例的跨国合并和收购行为的抬高。有价证券的流动也受到这种行为的影响。多数最大规模的收购一直是由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的资产掉期来融资的。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署估计，2001年，美国投资者以这种方式获得1530亿美元的外国资产。

这种情形凶险的一面是热钱和冷钱问题。市场崩溃可以由热钱外逃引发，如果外国从美国贸易逆差挣得的美元突然全部撤离美国市场的话。假如外国人为了购买本国资产，突然把他们的美元换成本国货币，那么美元会陷入“自由落体运动”。

以冷钱形式存在的国外其他投资收入会最终给美国企业家带来太多的风险，如同在因特网和电信部门中已明显表现出来的一样。在格林斯潘看来，这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问题。在这点上，他是正确的，虽然他并未采取任何防御性行动。

热钱流动与利率直接相关。当格林斯潘提高美国利率以减轻其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时，他也提高了美元的交换价格，从而防止了潜在的资本外逃。格林斯潘现在被迫大胆地将利率降低到三十年来的低点。任何人都会想到：低得反常的美国利率将引发美国资产中的热钱外逃。

除了在魁北克峰会和墨西哥峰会推行美洲条约之外，美国正在寻求与约旦、智利和新加坡等国建立双边贸易协定，乃至寻求建立新一轮的全球贸易协定。历史上，美国就在门罗主义的精神指导下宣称对美洲实行安全垄断，但经济和贸易冲突还是一直形成为具有不确定未来的难题，尽管小布什近来声明贸易是一种道德诉求。虽然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有着根本差别，但它们都是美国政策失败的突出例子。

讽刺性的是，因为全球化，较弱小的美洲经济体现有了脱离美国控制的替代选择，尽管美国努力地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此外，平民主义政权不再作为莫斯科领导的共产党配角而被随意地解散，也不再会被华盛顿策划的军事政变草率地颠覆。


当其他国家政府的政策受到美国大使和银行家的制约（如果不是支配的话）时，当全球化成为一种为美国跨国公司的特殊利益服务的贸易体制时，当全球金融体系结构受制于美元霸权时，反对美元霸权的不满正日渐在全世界兴起。
 历史上，民族主义是在反对拿破仑帝国强行推进的国际化过程中壮大的，尽管法国革命开始时是反对旧势力的解放力量。民族主义的高涨反对的是拿破仑推行的超国家的欧洲秩序设想，该秩序是由统一的法律和行政联合起来的，实行大陆经济制度和全方位的反英外交政策，该外交政策由统一领导的一支强大军队为后盾。在新冷战中，美国霸权和拿破仑帝国秩序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在新的冷战中，贸易也对所有国家具有国内影响。不论是在富国，还是在穷国，国内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都被精英证明是对于国家安全必需的，如同失业和环境破坏被精英证明是必需的一样。
 一场国际精英对抗世界穷人的战斗正逐渐地形成，许多穷人就生活在富国。


 八、美国在新冷战中的对华战略目标及策略

中国与亚洲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直接的安全争端，它在亚洲的大多数安全冲突最终都可归于美国的教唆。当1972年尼克松打出中国牌时，勃列日涅夫打出了印度牌。三十年后的今天，小布什正打出新的印度牌，以之作为其遏制中国的泛亚洲战略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确与东南亚经济体之间存在复杂的经济纠纷，但基于全亚洲高速发展的潜能，这些纠纷和平解决的前景是乐观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亚洲经济体必须走出这条死胡同：为向美国出口而向底线竞争。为了反对美国的安全敌意，中国将会与俄国、欧盟、日本、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等经济体发展互惠经济关系，
 这些经济体中有一些也面临美国的安全敌意。

凭借其强大的核设施，俄罗斯继续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历史上，俄罗斯还与欧洲（包括东、西欧），日本和中国有过地缘政治的安全冲突。对于欧洲，特别是对德国来说，一个经济走投无路的俄罗斯将意味着问题，一个扩张主义的俄罗斯也是如此。

在地域层次上，俄罗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安全关系是一种自然的三边关系，需要经典的权力均衡解决方案。帮助中国将其技术提高到一定水平，日本和俄国都有利益所在。俄国需要中国的廉价消费品，除非它设法重新改造其经济生产率，而日本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以走出其已长达十年的衰退。


尤其是自去年的降息以来，美国已不可能承受得起输入通货膨胀，为了刺激消费，改善正在衰退的经济，它正推出一项长达十年的减税计划。同样，有很多人推测，美国的强势美元货币战略将继续输出通货膨胀，导致全球美元的通货膨胀以及当地货币的通货紧缩。

美国对中国军事实力的断言是一种借口。美国并没有认真关注中国当前的军事实力或可预见的将来的潜在军事实力。美国与中国在技术能力上的差距事实上一直在扩大。美国实际上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不安，因为中国可能在21世纪对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构成挑战，尽管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过去二十年的真实数据显示，两国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拉大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2015年的报告指出，未来可能出现四种情况，在所有四种情形中，美国的经济权力都呈下降趋势，而中国的正日益上升，尽管在旧冷战中，中央情报局一直高估苏联实力，直到发生令其跌破眼镜的苏联解体。从而，尽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经济面临预期的结构性难题，经济改革遭遇难以驾驭的社会阻力，美国还是紧盯着中国看涨的未来，并由此担心至少在亚洲会失去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华盛顿的真正目的是阻止中国朝着独立于美国模式之外的道路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略是帮助中国发展，使中国足以小幅改变现行政治制度，从而避免因经济失败而带来全面的政治崩溃，但美国的目的是防止中国过于繁荣而脱离美国的轨道，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


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对苏联威胁存在挥之不去的恐惧，华盛顿的主要关切还是日本经济权力的上升，当时日本经济看起来必定将超过美国，至少在制造业方面是这样，并必定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强加给美国社会。结果，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急剧高涨，直到美国推出新的金融资本主义战略，推动日本经济陷入过时的工业资本主义苦苦挣扎。


同样地，如果不是强辩的话，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在规模上最终可以赶上美国。此外，正如日本跨国公司在80年代所做的一样，中国跨国公司可以在那些不再被美国视为关键的部门向美国跨国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发起挑战，或者改变一些国际性跨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天然忠诚。

在美国的地缘政治中，还有丑陋的竞争问题仍然没有完全平息下来。新的反华遏制政策正成为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支点，它影响着华盛顿传统的欧洲中心视角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这在最近的美国和以色列关于以色列对华军售的冲突中明显体现出来。

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表现得日益明显，这反过来加剧了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使得当前中国领导层不得不为过去二十年来的亲美政策声辩。小布什政府中的反华蓝队现在支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们设计了以推动中国激进左派在国内政坛的复兴达到一箭双雕目标的政策。箭是它的反华泛亚洲战略，而两只雕是：一、为中国激进的左派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在国内政坛的兴起创造条件，最大程度地破坏将为中国经济带来优势的中国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潜在成功；二、推动全球高科技军备竞赛，拖垮中国的经济潜能。


 九、贸易鸽派与安全鹰派

美中台真正的主战场是三方所有的贸易鸽派和安全鹰派之间的斗争。事实上，美国无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如何加强对台军售，都不能提升台湾的长期安全。贸易从来不能阻止战争。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当天，美国还在与日本和德国进行贸易。促使中国在武力收复台湾问题上再三考虑的理由是，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的成本效益分析。


 十、新自由主义扭曲“一国两制”原则

“一国两制”政策最初是在旧冷战后期提出的，中国领导人设想以之作为收复台湾的条件，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对新冷战的一种回应，成为中国政策的部分内容。1997年，“一国两制”被权宜地应用于香港，作为香港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回归中国的方案。对于香港，“一国两制”有50年的期限。而对于台湾，“一国两制”不设期限。允许香港保留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法律基础设施，据认为，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平稳运作是必需的。“一国两制”假定，这两种由地理分隔的经济制度是非敌对的关系。在“一国两制”下，人们既不预期香港成为一个反华政治基地，也不预期香港成为推翻社会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的近十年中，上述两种预期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

尽管“一国两制”原则允许台湾保持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保持台湾军队作为本地防御力量，台湾还是充分利用美国道德帝国主义的上升，紧紧抓住美国帮助民主资本主义的台湾进行防御的承诺。

“一国两制”原则也可能被美国歪曲从而为美国提供一个扭曲的借口：支持中国官方在香港和台湾实行“两种制度”的承诺，以此来弱化对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指责。


 十一、美中在反恐战争上的合作

美国称，在全球反恐斗争中，中国可以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然而，各国面对的恐怖主义类型是不同的。中国面对的恐怖主义大多与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有关。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受恐怖分子袭击之前，美国一度援助和支持反华的分离主义势力，而美国面对的恐怖主义与美国几十年来在其本土之外滥用霸权有关。中国保证，将分别为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提供1.5亿和2500万美元的援助。这些承诺是美国欢迎的。而美国正在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减免伊拉克在美国入侵前欠中国国有公司70亿美元的债务。中国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否能够促进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或加强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这仍然是不明朗的。但它可能使中国暴露在不必要的新威胁之前。


 十二、美国不接受平等的伙伴

2005年9月2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纽约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 S.－China Relations）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美国正加快努力，使中国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美国没有把它的任何战略盟国视为平等的伙伴，英国不是，日本不是，德国不是，更不用提韩国了。预期中国实行过度让步政策、就会被美国视为一个平等的战略伙伴的那些人，简直就是做白日梦。


汤姆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J. Christensen）是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2006年8月3日，他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上作证称，“重要的是指出，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并没有表示，中国现在就是他所设想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相反，佐利克强调，美国政策应该聚焦于敦促中国变成这样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这事实上就是如今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这一政策一方面以积极的接触最大限度地发展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美国需要在该地区维持强大的实力，以防中国最后并不走上同美国利益一致的路。”

换言之，要么依照美国规则行事，要么面临战争。


然而，随着美中关系的继续扩大，美国寻求鼓励中国以实际行动参与、支持和加强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已经无法为世界许多地区提供和平、安全和繁荣，该体系内的剥削程度也已最大化。将自己的未来寄托于脱轨的全球化和即将崩溃的全球体系，中国正面临登上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之风险。



[1]本章系《新自由主义工资》（The Wages of Neo－Li beraliqm）的第一部分“核心矛盾”（Core Contrad i c tions）和第二部分“美中贸易失衡”，分别原载《亚洲时报》2006年3月22日和4月1日。



[2]原文如此，按照亨利·C. K.刘相关文章的逻辑，此处应是“以其资本账户盈余为贸易赤字融资”，不过，从美元霸权角度考虑，“以其贸易赤字为资本账户盈余融资”的说法也是讲得通的——编译者注



[3]全世界的60个国家、中央银行及国际组织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位于纽约的地下金库存放着8300多吨黄金。该地下室是一个200多平方米的房间，分成122个隔间。每个隔间铁门上都有一个编号，代表存放金砖的国家或机构。哪些国家在这里存有黄金，属于绝对机密，只有极少数银行高层人员知道。黄金转移交割是美联储金库的主要功能，政府或机构之间上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交易往往就在这方寸之间完成，由工人将金块从一个隔间搬到另一个隔间。该金库内属于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只占5%，美国的大部分黄金储备存放在位于诺克斯堡军营的金库。见敖军：“揭秘美联储的‘地下金库’”，《解放日报》2006年3月1日。——编译者注



[4]鉴于鲁宾在美元霸权形成中发挥重大的作用，编译者将其简历梳理如下。罗伯特·鲁宾（1938.8.29～），现任美国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董事。1938年8月29日出生在纽约市。1960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60～196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进修，1964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士学位。1964～1966年在纽约克利里、戈特利布、斯廷吉汉密尔顿律师协会工作。1966年进入金融界，在华尔街高盛证券公司（Goldman Sachs，以前国人曾音译为戈德曼—萨克斯投资公司）任职，1971年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1986年又升为公司常务业务经理，1990年当选为公司两董事长之一。该公司是纽约的一家经纪业公司，被《美国100家雇员待遇最佳的公司》杂志评定为最佳雇主之一。这家公司在美国被公认为管理水平最高、经济效益最佳的企业，1991年获纯利10亿美元。1980～1982年是总统贸易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1988年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顾问委员会成员。1989年以来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国际资本市场顾问委员会成员。1992年12月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白宫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Chari－man of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1993年1月正式上任。同年9月任总统经济政策助理（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Economic Policy）。1994年12月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美国财政部长（Secretary of Treasur－y）。1995年1月10日起任美国财政部长。1996年12月再次被提名为财政部长。1999年5月12日克林顿总统批准了他的辞职，1999年7月正式离职。1999年10月26日起任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董事。鲁宾曾3次访华。1997年9月应中国财政部的邀请访华。1998年6月25日～7月3日，陪同克林顿总统访华。2000年9月访华。



[5]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六部分“Frade Wars can Lead to Shooting Wars”，原载《亚洲时报》2005年8月20日。



[6]“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March 1961（“投资于人力资本”，《美国经济评论》1961年3月第51期。



[7]家得宝（The Home Depot）是美国一家家庭装饰品与建材的零售商，总部设于乔治亚州科布县维宁斯市。其公司名称因其打出的口号而得：“当你在家得宝，你会感到在家是对的”（When you’re at the Home Depot，You’ll feel right at home）。——编译者注



[8]卡车司机工会（Teamsters Union），美国最大的工会，成立于1903年，是相关工业（如航空工业）中代表卡车司机和工人的产业工会。——编译者注



[9]路易威登集团是全球高档商品的先驱和奢侈品巨头，旗下拥有50多个各具特色的著名品牌。——编译者注



[10]关于汇率问题的更深入分析，见廖子光：“中国坚持单一货币制”（China steady on the Peg），《亚洲时报》2004年12月1日。



[11]原载《亚洲时报》2006年12月14日。



[12]莱尔是一名经济学家，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部门负责人。保尔森在高盛任职时，莱尔就是他的顾问之一。她上任并负责运作中美新的经济对话机制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提出辞职申请。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称，德博拉·莱尔是出于个人原因辞职的，并不是因为她与美国政府在美国应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了解莱尔想法的知情人士称，该职位工作时间过长和频繁的旅行在她的辞职决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莱尔的丈夫是高盛集团办公室主任约翰·罗格斯。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编译者注



[13]美方称此对话机制为全球问题论坛（Global Issues Forum）——编译者注



[14]原文为“21.6%”，显然为笔误，根据廖子光在“美中贸易失衡”（《亚洲时报》2006年4月1日）中提出的美国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12.7万亿美元），计算为“2.6%”。——编译者著



[15]此处原文为“然而，2005年，美国的净外债增加3330亿美元，达到7920亿美元，与该年21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相比，还是相当少的，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资产价值的大幅增加。”这句话，不论从语义和逻辑上，都存在问题。根据廖子光在“美中贸易失衡”（《亚洲时报》2006年4月1日）中提出的中美双边贸易数据，改写了这句话。“2005年，美国的国际贸易额达3.3万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达12.7万亿美元，前者构成了后者的26%。美国的出口额达1.27万亿美元，进口额达2万亿美元，它的经常项（产品和服务）赤字是7260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7%），比2004年6180亿美元的经常项赤字多1090亿美元。”见Henry C K Liu，“The US－China trade imbalance，”Asia Times，1 Apr 2006。——编译者注



[16]美国锐步公司是享誉国际的著名体育用品公司，专注于设计、推广及销售体育和休闲服装/鞋类及运动器材，它属下的知名品牌有：Reebok（锐步）、Rockport、Greg Norman及以Polo Ralph Lauren商标生产的鞋类产品。锐步独家开发，生产及制造所有NBA专属篮球鞋系列，并于2003年10月，与中国球星姚明签订了商业赞助合同。美国一号码头公司，系美国家庭装饰品零售商。美国进口的品牌家具已经大部分来自中国，这些家具大部分是供一号码头公司和Nieman Marcus等零售商面向大众出售的。——编译者注



[17]原载《亚洲时报》2007年2月14日。



[18]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是国外债券市场中最常见的信用衍生产品。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中，违约互换购买者将定期向违约互换出售者支付一定费用（称为信用违约互换点差），而一旦出现信用类事件（主要指债券主体无法偿付），违约互换购买者将有权利将债券以面值递送给违约互换出售者，从而有效规避信用风险。由于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定义简单、容易实现标准化，交易简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金融产品在国外发达金融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编译者注



[19]原载美国“安全天堂”网站2005年11月27日，题为“美元霸权的祸根”（The Curse of Dollar Hegemony），编入本章时删除与前文类同的内容。



[20]原载美国“安全天堂”网站2005年12月1日，题为“中国与新结构国际金融体系”（China and a New Internationa1 Finance Architeeture）。



[21]原载2003年9月6日第七届国际经济学会议演讲稿，见廖子光先生个人主页（http：//home mindspring. com/%7Eh1iu/idl. html）。



[22]原载《亚洲时报》2002年4月11日，2003年9月6日第七届国际经济学会议演讲稿修订。



[23]本章原载《亚洲时报》2002年4月19日的“美国在新冷战中如何玩中国”（How the US will Play China in the New Cold War）和4月24日的“美中之间的模糊政治”（US，China：The Politics of Ambiguity）其中的第四至七节、第十至十三节得到2007年4月27日的《中国与绥靖》“第一部分超越慕尼黑：地缘战备与背叛”（Part I Beyond Munich：Geostrategy and Betrayal，China and Appeasement）的修订和补充。



[24]具体的分析见本书“3.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




 第三部分 美元霸权背景下的美中地缘政治：如何寻求和平


 第十一章 两个国家，一个分裂的世界
[1]



一个稳定的东亚对于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是必不可少的，而美中关系是东亚地区长久和平的支点。然而，这两个具有根本性差异的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和谐相处呢？廖子光从历史中寻求答案，本系列文章
[2]

 开始于十字军东征带来的灾难和美国宪法的承诺。

美国，世界上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在它对全球地缘政治目标的单边追求过程中，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正面临着权力受限的现实。

美国必须承认，单靠军事力量是不能赢得“反恐战”的，尽管它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虽然先发制人的防御思想可以充当赤裸裸侵略的一个权宜借口，但美国权力的罪恶性与其使用的合法性之间的裂痕正在加深，这侵蚀了美国政策得到的支持，甚至连其盟国也不例外。这条裂痕激起了日益高涨的反抗，这些反抗以恐怖主义为主，采取不对称战争的形式。

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其权力的道德前提。向贫穷和毒品开战的不幸经历应该已警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使其认识到，要想赢得“反恐战”，必须首先消除引起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制度化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它导致被压迫民众中的无望者激发出广泛的愤怒。
 在当前情势下，东亚的环境具有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个公平的新经济秩序模式的潜能。

21世纪的世界和平取决于美国与中国的长期调适，因为美中关系是东亚长久和平的支点，这个地区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如果处理不当，会带来毁灭世界的破坏性冲突。一个稳定的东亚将从根本上对基于公平的世界新秩序的世界和平前景做出贡献。


 一、美中的基本国情

美国与中国是东亚地区两个主要的竞争者，双方都拥有结构性实力和战胜一切的决心，这体现于由他们各自的巨大成就所证明的国家自豪感。中国，作为一个在近两个世纪持续衰落后的崛起大国，终于进行重新定位，着手实现自己的目标：恢复自己作为一个有4000年历史命运的伟大文明的地位。美国在短短的两个世纪内变成了一个科学技术的集散地，涌现了世界上最多的现代科学家，而中国是古老哲学的发源地，在2000年后仍然保持着重要性。科学技术已使美国成为一个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不过，现在全世界数量最多的30岁以下的科学家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中国学生是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最大族群。

中国还借助于其哲学基础，设法在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以技术优势为后盾的空前冲击中生存下来。毛泽东，一个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要因其对中国历史和哲学的深刻理解，使中国成功地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尽管美国能够夸耀比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中国研究学者，麦卡锡时代的思想控制效应在50年后还有待于完全消退，使大多数美国学者难以客观地理解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将从它不加批判地醉心于美国的现代性中受到损害。其结果是双边敌对关系和基于错误理由的双边友好关系。

这两个国家是截然不一样的。如果它们能以互相尊重和共同宽容来处理彼此的差异，这些差异就未必引发不可调和的冲突。综观历史，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并不少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君主制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美国是现代大国中相对年轻的国家，而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绵延不绝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新社会，而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以社会等级制为基础的古老文明。中国人写邮件地址的惯例是把国家放在首位，其次是省，接着依次是县、镇、街道、门牌号，最后才是收信个人。美国和西方的惯例与中国相反，把收信个人放在首位，使邮件分拣成了一项没有规律性的工作。美国天生就是个现代国家，因为她没有多少过去需要现代化，而中国的悠久历史使得接受现代性必须经过一种自觉的、艰难的斗争。中国有5倍于美国的人口，但只有美国1/5的可耕地。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而中国在西部为陆地所包围。中国的河流从西向东流，而美国河流从北向南流。美国是一个到这个新世界寻找自由和机会的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向外输出移民的国家，有遍布全世界的规模可观的海外华人社区。这些海外华人社区比他们呆在中国的亲戚更为传统。美国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不同移民文化的熔炉，而中国有55个得到正式识别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其60%的国土上，他们独特的族群身份受到了法律和政策的保护，免于被同化。在中国的13亿人口中，除了多数民族汉族外，少数民族人口加起来超过1亿。在美国，权力来源于财富的传统已经形成并得到普遍尊重，而中国文化自然地信奉财富来源于权力的传统。

在其大部分历史中，美国一直以一种无知的种族主义优越感看待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是以这样一个假想来指导其与中国的关系的：一个自封的民主国家不可能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展长久的和谐关系，除非适应地缘政治谋略的需要反对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中国自然地重新出现在美国根据其未说出口的种族恐怖症和偏执狂列出的对手名单的首位，直到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其后，美国发起了针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这一替代敌人的“反恐战争”。美国对华政策的道义责任一直是其推广民主的全球“十字军东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外交政策立场既有欺骗性，又有危险性。


 二、美国民主的起源及其演变

美国自视是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它把促进全球民主价值作为其外交政策神圣的一部分，并在近几十年内以捍卫全世界民主的名义，自以为是地发动了好几次战争。然而，在美国宪法中找不到“民主”一词。宪法的第四条第四款是下面一句话：“美利坚合众国应保证联邦各州的共和政体。”由于“共和政体”存在于各联合州，联邦必须首先是作为一个邦联而不是一个国家民主政体存在。在美国宪政体制中，对各州“共和政体”的担保条款防止了宪法的产物——联邦政府——通过扩展或解释自己的宪法权利或权力，来侵犯保留在各自由州主权下的领域。

该款意味着要在联邦内保护每个自由州的主权。它的目标是保护每个州所有公民在追寻他们的幸福时，具有决定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和财富的平等权利。美国的奠基者认为：这项平等权利是造物主授予的，是“一项不能让渡的权利”。新的美国社会没有极端的经济不平等现象使这个信条不证自明。奠基者也相信这项平等权利属于各自由州除奴隶外的所有公民。奠基者通常将它称为公民的“信仰权利”（Right of Conscience）或“信仰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如此，经济平等是美国政治民主的基础。

1776年，13个殖民地的人民作为各自由州联邦，经过战斗，从英国王冠上赢来了有相对经济平等的生存权。他们的胜利也意味着各自由州的公民，也就是13个殖民地的继承人，具有享受其“信仰权利”而不被超级政府干涉的权利。

这个新国家的首届中央政府是根据“邦联条款”建立起来的，该条款经大幅修改加强了各州的权力后，才在1777年的大陆会议上通过。它反映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除了外交和防务外，邦联没有被授予征税或管理州际贸易的任何权力。它的收入来自向各州的申请。也没有给邦联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提供任何给养。所有权力都被授予国会，13个州不分大小，每州一票表决权，所有决议的通过都必须得到13个州中的9个通过。没有13个州的一致同意，邦联条款不能修改。

赞同强势政府的历史学家把1781年至1789年的邦联时代，描绘成一个充斥着经济衰退、内部冲突且缺乏建设性的政治领导力量的不幸时期。许多商人和大农场主在战争时期是投机者。在他们的支持下，一个规模很小但很有影响力的群体在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的领导下，开始筹划一个有效的联邦政府。

1787年5月25日，制宪会议（The Federal Convention）首次会议在费城举行，除了罗德岛之外的13个州都派代表参与，起草了一部美国新宪法。大多数代表都属于富有的保守阶层，他们是经各州立法机关选派，而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希望组建一个足够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维护国家安全，支付国家债务，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美国海外利益。在对支持州权力的普遍观点做出让步后，制宪会议打算为各州保留地方主权，为联邦政府授予国家主权，组织一个有效的联邦体系。

作为有特权的受过教育的保守分子，代表们希望完全限制多数决定原则。他们认为，该原则会对财产权造成危害，并阻碍精英和有功阶层的统治。普遍的观点是不信任民主。会议是闭门举行的，会议记录也是对公众保密的，许多人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感受。弗吉尼亚的埃德蒙·伦道夫（Edmond Ran－dolph）发言时，道出了代表们的心声。他说，“让美国深受其累的邪恶”归因于“民主造成的骚乱和罪恶”。麦迪逊宣称，目的是要“反对多数，保护少数的富裕阶层”。任何政治冲突都有一个经济基础，这是一个比卡尔·马克思早半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麦迪逊解释说，宪法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宪法作为所有经济群体之间的平衡政治力量，要防止任何一个经济群体获得对政府的主导控制权，而压榨其他所有人。

各州被剥夺了以主权信贷形式发行货币的权力。一个不能发行主权信贷的主权国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各州被迫通过发行债务，为其发展需求融资。随着1913年担当中央银行角色的美联储的建立，主权信贷形式的货币发行权甚至脱离了联邦政府，转移到一个秘密控制的、政治独立的公共机构手中。联邦政府也被置于不得不靠发行债务，而不是发行主权信贷，来为其赤字融资的境地。美联储顺势采用了主要基于调整短期利率的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供给，其实质是运用长期的结构性失业，作为保护货币价值的主要工具。
 各州也被禁止通过任何削弱契约义务（obligation of contracts）的法律。履行契约的联邦权力是整部宪法的最重要事项之一；契约的神圣，而非民主，是美国制度的基础。

托马斯·杰斐逊认为，“信仰权利”条款是宪法中最重要的条款，执行私人契约并不是最重要的。1809年2月4日，他在致康涅狄格新伦敦的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信中说：“我们的宪法中，对大家来说，没有任何条款应该比制衡公职人员的权力、保护人们的信仰权利这一条更珍贵的了……。”杰斐逊担心，政府的政策将从结构上改变新社会普遍的经济平等。

美国初创时期的情形是，只要有决心并努力劳动，每个人都能得到充足的肥沃土地，生产出大多数生活必需品，开创一种像样的生活。他们需要出售一小部分剩余产品，去交税，买火药、盐、金属以及茶叶、咖啡和好看的布料等一些奢侈品。虽然一些人变得比另一些人更富裕，但每个人在财政上都是独立的，不用依靠别人的雇佣来谋生。这就是自由与民主的美国精神，其不证自明赖以存在的条件在很久以前就没有了。美国政府的政策导致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减弱了美国人的收入所得潜力。与之同时，美国人日益加深地成为债台高筑和抵押贷款的牺牲品。私人契约的神圣，连同有利于资本家的政府政策，在自由市场的名义下，不断加强地威胁经济民主和金融自由。市场已经变得比市场参与者和非参与者更加自由。然而，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神话还是持续下来了。

在最初的13个州中，当11个州批准美国宪法后，其中9个独立的自由州的人民认为，宪法是以如下方式来写的：保护他们继续享有从宗主国手中赢得的、在“独立宣言”这一奠基性原则中列出的全部自由。这些保护措施建立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联邦各州的宪法都只是被视为针对选出的州领导人的规定，而不是反人民的法律。因此，美国宪法也描述了选出的联邦领导人的工作权限，指定他们只在美国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管理各州的权力。这9个自由州的人民认为，美国宪法是这样措词的：围绕各州筑起了一道防护墙，使各州的内部事务及其自由人民免受联邦的干扰。

在州一级也贯彻这个原则意味着，各州宪法没有明确指派给各州所选出领导人的全部其他领域，毫无疑问应留给各州人民。他们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一部“权利法案”，因为这些原则在国家的奠基性文件中已经阐明：只有宪法产生的联邦政府支持他们的共和政体的所有奠基性原则，宪法才能生存。至于新宪法中确认的他们的共和政体，“各州的共和政体”这一保证条款，将永远意味着要求联邦政府支持如下根本原则：与1776年的情况一样，每个州都是邦联（Confederation）内的一个自由州，在邦联的联邦宪法未列出的所有领域，具有作为一个自由的主权共和政体存在和运作的权利。“共和政体”条款是宪法中防止联邦政府把各自由州合并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要条款。因为这个条款，共和政体将始终被视为由各自由州组成的邦联，而不是一个各州人民合成的超级国家。邦联将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而不是“美利坚联合国”（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这正如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84封信中和麦迪逊在国会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13个自由州中，9个州承认现有的保护措施是足够的；5个州在达成了应以一部“权利法案”来修订的谅解后，批准了宪法；2个州根本就没有被说服。为了在邦联（Confederation）内取得一致，詹姆斯·麦迪逊不得不软化立场，与11个州达成妥协，提出一项附加的“权利法案”作为另外的保护措施，以争取剩下的两个自由州加入邦联。11个自由州选出的领导人未能成功地说服剩下的两个自由州的领导人相信，各州“共和政体”的保证能充分地保护个人和各州免受联邦政府的干预。

托马斯·杰斐逊说：“思想活动也跟肉体行动一样，都要屈从于法律的威压，这个错误似乎没有完全根除。”“但是，我们的统治者无权管理这种天赋权利，除非我们把这种权利让渡给他们。我们从没有让渡信仰权利，我们也不可能让渡。在这些权利上，我们对上帝是负有责任的。政府的合法权力延伸到这类法令上，同样对其他方面也是有害的。”
[3]

 “在人们的观念中，确信这些自由是上帝给予的礼物，当我们在这个牢固的基础上移交这些自由时，这个国家的自由能被视为是可靠的吗？”
[4]



上帝总是被引入美国政治，即使政教分离是这个联邦的一项奠基性原则。清教徒来到美国，不是为了逃避上帝，而是为了寻求创办其自己的教会的自由。然而，教会作为宗教神职人员单位，在制度上代表了上帝的普世性。当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要求国会不得制定、创立宗教方面的法律时，它抵制的只是教会形式的有组织的宗教，而不是上帝。

美国民主是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物，是一种只适用于新世界状态的唯一的、独特的政府组织形式。经过两个世纪，那些条件已经有根本性的改变。随着美国越来越强大以及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已放弃许多其祖先原本珍视的自由，尽管美国人自我感觉他们还是自由的人民。对美国来说，当国内民主自创建以来一直衰退时，在国外推广民主是很困难的。

对杰斐逊和麦迪逊这些领导人来说，实行共和制的目的是保持独立运动的理念：通过民选政府，基于不可让渡的人权，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享有特权的上层阶级的利益。他们认为，“不言而喻的权力”之说将破坏宪法对联邦权力的限制，公众自由是取决于这些限制的。对宪法的措词之含义贯彻“严格解释”的原则，这是对自由的保证。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公开地对民主精神提出了异议。汉密尔顿在其《1790年公共信贷报告》中建议，应根据面值偿付从邦联继承的5000万美元国家债务，联邦政府还应承担各州2000万美元的债务。财政部应该通过税收，筹集足够的资金，清偿日常的利息，并最终还清本金。此项政策赢得了所有公共债权人的支持，为有钱阶层创办新企业提供了资本，从而巩固了联邦政府。公众反对汉密尔顿的计划，因为公债凭证当时主要由一小撮投机分子持有。这些投机分子以极高的折扣率从退伍军人手中购买、持有了80%的公债。汉密尔顿认为，财富从大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做的一个最大好处是为新生的经济提供快速的资本形成。国会投票通过了汉密尔顿的方案，多数议员自己就是公债凭证的投机持有者，这一事实帮助他的方案获得通过。

国会还通过了承担州债务的议案，因为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已达成交易：把这个年轻国家的新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河，而不是更靠北的地方，并以华盛顿命名。汉密尔顿说服了来自宾西法尼亚州的议员，使他们放弃了反对从费城向华盛顿迁都的立场；而杰斐逊说服了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议员，使他们放弃了反对汉密尔顿提出的州债建议的立场。这项交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如下事实：北方诸州的债务比南方诸州的多得多，从而，联邦承担州债务将主要造福北方的商业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由费城银行提供资金的。

汉密尔顿在《税务报告》中建议，政府除了征收关税外，还应通过对威士忌征收特别税来筹集资金，这不是出于道义或经济的理由，而是要强化遍及穷乡僻壤的联邦权力。汉密尔顿将联邦税视为迫使民众参与货币经济的一种发展手段，联邦税使民众仅凭自给农业谋生变得不可能，而自给农业是他们经济独立的基础。

汉密尔顿支持美国银行发行债券，认为这将促进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的流通，从而拓宽对企业的政府信贷，扩大经济。杰斐逊反对成立银行，其理由是：宪法从未明确地授予这方面的特权，银行把掌控国家经济的过多权力交给一小部分私人投资者，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汉密尔顿扼杀了这个新生国家处于萌芽状态的经济民主，并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把主权信贷配置给将对国民经济发挥最大作用的部门。在批判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学说之同时，汉密尔顿认为，一个年轻国家的新生工业需要保护，美国需要以保护性关税、授予专卖权和实施直接补贴制造业的工业政策等方式，来保护自己免于英国经济霸权的打压。


在政治理论上，汉密尔顿主张政府应由英明的、富裕的和出身名门的人来控制，以贵族治理反对民主。历史学家们承认，汉密尔顿的计划有利于以工业和金融为主的北方，而不利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它是美国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主要原因。随之产生的经济利益分歧体现于政治冲突，这些政治冲突最终在近一个世纪后的1861年开始的内战中爆发出来。

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扬弃了汉密尔顿的经济民族主义计划与上层精英的联系，它使联邦权力成为人民的支持者，而不是成为狭隘的集团利益掌控的工具，从而推动了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大众。通过杰斐逊提倡的代议制民主，克莱提倡为巩固这个年轻国家制定一些措施：以保护性关税增强不依赖于外国的经济独立性，发展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惠关系以促进国家团结，建立国家银行为国内发展融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代表新英格兰国际航运利益的国会议员，反对克莱的经济民族主义计划。

随着民族主义在1812年战争后的成长，美国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领导下，从法律上确认了联邦权力的扩大。马歇尔支持汉密尔顿，极度不信任民主。在1819年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McCulloch vs Mary－land）中，法庭肯定汉密尔顿关于宪法的“不言而喻的权力”理论，宣称联邦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享有全部主权，而不仅仅是各州的一个创造物。9人组成的审判团不顾历史事实，宣称美国是由人民创建的，不是各州创建的。其主要依据是宪法的第一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而文件实际上是由各州签署的。法庭进一步裁决，在追求任何合法合宪的目标时，联邦政府可以采用宪法没有明确禁止的任何手段。
 政治任命的9位大法官解释的用法治国（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rule of law），从那时起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

当前的白宫主人
[5]

 从选举中胜出，得归功于最高法院，而不是选民。实际参与投票的选民有103，380，929人，其中的大多数人（53，993，688）没有投给他，48.4%的合法选民根本就没去投票。认为美国的繁荣和权力来自于民主和自由的说法，是得不到历史事实证实的。通过中央权威和经济民族主义获得超级大国的地位后，美国如今对其他国家沿袭历史的美国模式，而不是学习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神话，持道义敌视立场。



 三、中国政治及其运作方式

另一方面，中国一直是根据“天命”（Mandate of Heaven）观来统治的，天命观基于通过等级制社会秩序和中央政治权威组织起来的原始共产主义原则。中国人的国家不是建立在由少数开明人士起草的成文宪法的基础上。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自由不是一个本土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地方自治和兼容并蓄本土习俗一直是中国政府结构的运作方式，“各自由州”的观念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就像自由个人主义观念在中国的社会哲学中一样。儒家学说主要担当了约束失控的个人主义和防止社会等级制萎缩的职责。

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亚洲四小虎经济奇迹，不是建立在西方式民主之上，而是建立于新生的儒家学说之上。这些经济奇迹结束于区域外势力发动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它们差不多被西方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毁灭殆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样，中国需要实施结合中央权威与经济民族主义的汉密尔顿式计划，来抵制美国的霸权，如同当时新生的美国抵制英国的霸权一样。


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表达自由。只有当自由被剥夺得低于社会期望水平后，人们才感觉到被剥夺了自由。美国人认为自己比别国人民更自由的意象，只是一种集体的自我陶醉。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其独特的方式上更自由。比如，许多美国人已习惯于不将免于匮乏的自由视为其天赋权利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个人的经济自给自足，也是从这个国家建立以来就被公司资本主义系统地剥夺掉了。今天，美国工人失业，不是因为他们是吃白食的，而是因为资方通过大量的临时解雇来保持利润。这种做法被合理地认为是提高生产率。投资于工人们的退休账户将得到高额的回报，这正推动他们进入失业大军。一个健全的经济模式应将不断提高的生产率转化成需要更多工人，而不是增加失业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在西方文化霸权侵入之前，政治自由问题在各种政治争论中都没有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化中，个人自由被视为一种反社会的态度，民主政治被视为一种暴民统治形式。没有一个中国王朝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之上；所有王朝建立在秩序、稳定、仁爱和宽容的基础之上。政府倒台不是因为没有赢得多数选票，而是因为没有履行天命，天命与人们免于匮乏的自由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等级制社会中，人们在经济上失败后，不习惯把责任归于自己；他们有理由把责任归于无用的政府和不公正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不可能将大量失业解释为根据经济理性，解释为是结构性地不可避免的，更不用提解释为这是为保持货币价值而实施的反通胀所必需的。


孙中山是一位美籍华人，一位内科医生和基督徒。他领导了1911年国民革命，在中国的革命政治中天真地引入了亚伯拉罕·林肯高调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在美国传教士的支持下，以基督徒的狂热发起了反对佛教迷信的运动。革命失败了，因为他提供的方案脱离了中国的历史环境。革命重担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明白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农民的福利是分不开的，要把中国从西方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四、十字军东征及其影响

当前，美国再次发起十字军东征，力图使这个世界安全地寻求其构想的自由和民主，这是一个高度膨胀的危险错觉。与以往的十字军东征一样，美国发动的这次十字军东征也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灾难。

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发生在11世纪至13世纪，它们是教皇批准的、打着宗教旗号的一系列长期军事远征行动。这些战争开始于天主教徒力图从穆斯林手中夺取神圣的耶路撒冷。在基督徒的整个历史中，他们从未从政治上控制耶路撒冷，甚至在近两千年前耶稣胜利地进入该城期间，也是如此。这些战争演变为全然没有基督教道德的扩大化的领土战争。后来，十字军东征被利用，一是反对残存的欧洲异教徒民族，如波拉布人（Polabians）——以前居住在易北河盆地和德国与立陶宛境内的波罗的海沿岸的一支斯拉夫人；二是反对异端，如1418年至1437年的反对波希米亚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催生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后来，民族主义使世界陷入了拿破仑战争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十字军东征允许教庭加强了对已知世界的系统控制。它们让圣战战士道德败坏，而不是救赎其讨伐对象的心灵。它们更多地改变了基督教的欧洲，而不是伊斯兰的中东。它们削弱了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当十字军东征开始时，封建制度是欧洲的社会秩序。当十字军东征在两个多世纪后结束时，全欧洲的封建制度都在衰亡，已经大体丧失它们最先进的部分。战争需要低微的武士和高贵的贵族，这导致他们典当或出售自己的财产。他们长期不在国内，为先前被削弱的君主们提供了难得的扩充权力的机会。在各国军队于伊斯兰土地上扎起的鳞次栉比的军营里，民族自豪感变成一股破坏性力量。

欧洲的君主们通过十字军东征把贵族们收拢到旗下而获得权力。城镇扩大了，因为农奴们通过参加十字军东征，买回了其自由，并带回非法所得的财产。由于君主们无暇它顾，还因为君主们需要资金以维持战争，城镇被授予特权。城镇商人从不断增长的战争支出和贷款给那些代价高昂的远征行动中获益。十字军东征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诞生，扩大了金属铸币的使用量，在欧洲建立起金本位。金本位使欧洲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确立的还有国家税收制，而不只是封建征费制。


在与东方的战争接触中，欧洲文化得到了丰富。棉花造纸工艺取代了进口羊皮纸；各类著作总量不断增加，为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手帕是阿拉伯人的发明，被引入欧洲。还引进了吉他和小提琴，阿拉伯数字、十进制、球面三角学、代数、正弦、正切、物理学、天文学、钟摆、光学和望远镜都使欧洲文化从中受益，尽管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乔治·W.布什的“新十字军东征”也会更多地改变美国，而不是世界其他国家。
 当他的“新十字军东征”最终结束时，资本主义与旧“十字军东征”中的封建主义一样，将极大地衰弱，如果不是从这个世界消失的话，一种美国奠基者曾追求的新型经济民主会重生。

十字军东征未能实现其所有的三个地缘政治目标。欧洲基督徒没能夺得圣地。它们也未能阻止伊斯兰教在全球的传播。面对共同的敌人，东西方基督徒之间的分裂也未终止。东正教基督徒将十字军东征视为西方罗马天主教对他们发动的进攻，尤其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之后。虽然中欧国家事实上也属于西方天主教，但它们最不信任十字军东征的理念。匈牙利的许多城市被路过的十字军洗劫一空。波兰和匈牙利还遭到日耳曼十字军的征服。

十字军东征和圣战是对等的。事实上，十字军犯下的暴行不只是针对穆斯林，而且针对犹太人，甚至还有其他基督徒。比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从未抵达巴勒斯坦，但洗劫了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从君士坦丁堡掠走的许多宗教圣物和文物至今还保存在梵蒂冈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教堂中。十字军东征加深了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龃龉。拜占庭帝国最终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但是，它的实力再也未能完全恢复。1453年，拜占庭帝国最后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

十字军东征的神圣目标被转变为极大罪恶的肇因。作为一种宗教和道德实践，十字军东征毫无疑问地伤害了大多数十字军战士。伴随这场运动的是战争通常带来的全部混乱后果以及对别国长期的军事占领。

十字军东征行动的罪恶是欧洲深深引以为耻的事情。教皇们对此深感痛惜。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几乎是独自一人把美国带进了一个天大的白日梦泥潭，妄想在越南赢得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他在退休很久以后，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致歉。如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一样，克勒维斯的伯纳德（1090～11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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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鼓吹支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很久以后，揭露了十字军东征的罪恶。1146年复活节，在韦兹莱（Vezelay），伯纳德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面前布道。路易七世受到启发，接过十字架，在1147年至1149年进行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许多作者后来提出，那些渴望占领现世耶路撒冷的人，忘了圣奥古斯丁告示的上帝之城，犯了重大错误。1187年，英国人威尔特·迈普（Walter Map）在萨拉丁（Saladin）大捷后写道：“许多人走在去圣城的路上，浑然不知我们的耶路撒冷不在这儿。”

主教们在东方建立拉丁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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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无礼行为及其同意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进一步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分裂。强加于希腊皇帝和神职人员之上的耻辱至今还萦绕在人们脑际。另一个罪恶是加深了伊斯兰教徒心目中对基督教教义的蔑视与仇恨。基督教士兵的野蛮、对财物肆无忌惮的掠夺和十字军东征行动带来的深仇大恨，都是可耻的恶劣行径，在东方人民心中留下了持久又痛苦的印象。当十字军东征仍在继续时，西欧已有了反对之声：十字军东征不是遵循基督教精神的结果。

十字军东征为天主教会的赎罪券制度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会。赎罪券制度成为中世纪的神学教条。该制度是在东征开始时，由乌尔班二世建立的，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最后，不仅承诺对拿起武器在东方抗击撒拉逊穆斯林的战士，而且对那些愿意与西欧异教徒进行斗争的人，授予赎罪卷。赎罪变成苦修圣礼的核心部分，不可估量地损害了基督徒的道德意识。除了这一罪恶之外，主教及其使徒们还征收重税。马修·巴黎（Matthew Paris）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圣奥尔班斯（St Albans）修道士。他在其《编年史》（Chronica majora）中抱怨，为十字军东征的开支而进行勒索是神圣事业的一大污点。

至于在商业发展方面的贡献，即使没有十字军东征，在东方贸易的正常激励和海运事业的自然推动下，意大利港口的商业部门也将及时地发展。没有战争，愚昧和偏见的咒语也将被打破。在西欧人的意识中，也将开启新的思想与成功观，在这一观念中将渐次奠定现代西方文明的制度和雄心。一些西方学者指责穆斯林世界缺少解放西方的现代性。实际上，现代性进入东方文化，也会被引爆。经过6个多世纪，十字军东征在智慧与警示方面仍然有振聋发聩的负面教训：小布什团队不妨深入地考察。



 五、美中关系的实质

美国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其反恐十字军东征的胁从盟国，尽管事实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者极具破坏性地打击美国本土之前，美国正偷偷摸摸地通过分离主义分子支持反华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是一个普世性问题，尽管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称就是如此。美中两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反华的恐怖主义来自分离主义势力，直到近来都得到美国的支持；而反美的恐怖主义来自反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各种力量。自“9·11”事件以来，美国一直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其全球反恐战的一个重要盟国，而中国将美国的反恐行动视为一个改善中美关系并可能缓和美方一直持有的反华立场的机遇。中美两国都希望反恐合作能够成为两国关系的新的战略框架。


不过，过去的遗产排除了一个目标，那就是现实主义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政策制定者带进21世纪的美中关系遗产是，将之定位为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一种不平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是必然的组成部分。善与恶的对决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经常性主题。


然而抛弃过去的错误观念，美中的共生性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这恰恰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各方面都是不同的，没有必要互相威胁。为了驶上那条轨道，美国需要停止以意识形态传教士的眼光看待中国，要根据中国自身的条件与其打交道。与美国不会牺牲其国家利益取悦中国一样，中国也不能仅仅为了取悦于美国的民族偏见而改变自己的民族特征。


可是，存在的冷战遗留问题继续把美中关系锁定在一条毫无建设性的道路上，使双方付出的代价比得到的好处都要多。在这些问题中，最严重的要属台湾问题，事实上就是美国五十多年来一直侵犯中国主权。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没有一个迅速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美中关系的未来就不会有任何积极的结果。更可能的是，只有兵戎相见才能结束问题。


 第十二章 冷战联系着朝鲜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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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过去数十年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基本上不变：以不战不和的现状实质性地延长中国持续存在的内战，防止一个统一的中国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霸权。

1979年1月1日，美国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美中关系仍然受到冷战遗留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产生于50年前，其中就有与台湾、朝鲜相关的问题——这是亚洲两场未结束的内战。美国在冷战之初就置身于其中，并让它们成为美国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政策的关键要素。台湾问题是美国为了扩大朝鲜内战制造出来的。从而，毫不奇怪的是，当前的台海危机，即中国对不断升级的台独举动发出警告，也是与朝鲜核计划危机联系在一起的。


 一、《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

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是一场没有宣战的“有限”战争，它因陷入军事僵局，签订《停战协定》而告终。50年以后，这来之不易的《停战协定》仍然只是在技术上防止北朝鲜（其正式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与美国重新全面恢复那场战争。双方从来没有签订和平条约。50年里，双方经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但是，随着近年来朝鲜核计划造成的紧张局势的上升，这些指责已变得更有爆发性。

当停战协定在1953年6月27日签订时，对话已拖拉地持续两年，在战俘交换和分界线划定问题上纠缠不清。如果历史有任何借鉴意义，那么美国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策，就没有理由乐观地以为朝鲜核问题的当前谈判将顺利地进行，以及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在三年的血腥冲突后，北朝鲜和中国的战场军事指挥官作为一方，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代表16个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为另一方，在《停战协定》签了字。南朝鲜（其正式国名为大韩民国，ROK）拒绝签署《停战协定》，只想把《停战协定》当作一种临时措施。美军中将威廉·哈利逊（Wil－liam K Harrison）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南日大将作为双方首席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文件。该文件称，其旨在实现停火，“直到达成最终的和平安排”。然而，和平协定从来没有成为现实。

1954年，双方在日内瓦召开一次会议，原计划商讨出正式的和平协定，但无果而终。这次会议有象征性的历史一幕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公开拒绝握住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的友好之手。美国，当时由杜勒斯为代表，实质上威胁要向中国发动战争。朝鲜一直威胁要退出《停战协定》，最近一次发出威胁是在2003年2月18日。

朝鲜的非武装区（DMZ）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边境地区，双方近200万军队的大多数和驻韩美军3.7万人都部署在该边境附近。《停战协定》仍然是朝鲜半岛防止热战的唯一安全措施，自50年前协定签订以来，这里就一直是非战非和的状态。

南朝鲜拒绝签署《停战协定》，在技术上继续处于与北朝鲜的内战状态。为确保安全，首尔与华盛顿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留住了3.7万美军。这是美国在亚洲除日本外部署的一支最大部队。美国在日本有39个军事基地，部署了4.5万人。与南朝鲜签订的防御条约使美国通过代理人，50年来在技术上仍处于与北朝鲜的战争状态。《美日安全条约》也是在1951年的朝鲜战争期间签订的，与此同时《旧金山和约》正式结束了盟国对日本的占领。与日本签订的安保条约使美军能继续留在日本，并能利用日本的设施作为战时的中转区域和后勤基地，已先后将之用于朝鲜半岛和越南战争。

对于遏制亚洲的共产主义扩张，美军驻日基地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因为苏联、中国和北朝鲜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威胁。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在海外部署了超过50万人的部队，这还不包括直接投入热战的部队，如在朝鲜和越南。即使现在，在冷战结束之后，“前沿部署”在海外基地的美军有45万之众，较多的有欧洲11.2万人、亚洲8.2万人和中东2.4万人。

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帝国在和平时期如此长时间地在海外部署如此大规模的常备军。这些部队部署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安排和冷战迫切需求的结果。美国担心前苏联发动对西欧的大规模陆上入侵，在西欧部署了大量地面力量来保卫它。在过去的50年，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就是为了对北朝鲜和中国的威胁迅速做出反应。当前对伊拉克的占领派驻了11万部队，外加13万人驻守波斯湾。


 二、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与美国的冷战遏制政策有关

李昌衿（Channing Liem）曾在普林斯顿受过教育，1960年至1961年任韩国驻联合国大使。后来，李昌衿等许多直接参与时局的知情之士，承认朝鲜战争不是以1950年6月25日一大早在朝鲜半岛突然爆发的战斗开始的。事实上，这个半岛国家被人为沿“三八线”分为两半，兄弟阋墙，在内战中成为敌对的双方，其互相袭击在那个要命的早晨之前就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整个1949年，随着南方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夺回北方侵入的地盘，双方的突袭在程度上不断提高。

事实上，一些研究朝鲜问题的学者主张，朝鲜内战实际上开始于1949年5月的一场激战。当时，南朝鲜动用6个步兵团和几个营发起攻击，使400名北朝鲜人和22名南朝鲜士兵丧生。这个国家的分裂是美国和苏联一手造成的，不是朝鲜人本身的问题。朝鲜人从未接受分裂是合法的或永久的，虽然他们的意识形态不同。到1949年10月，苏联已经在8月份试爆其第一颗原子弹，中国共产党已经夺取整个中国大陆，而国民党已逃到离海岸约90英里的台湾岛，从国库中带走了3亿美元。这些演变使美国领导层产生了一种偏执狂心理，他们的地缘政治思维告诉自己：美国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想到会将世界的一半拱手交给共产主义，尽管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是美国最可依赖的盟友。

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埃德蒙德·克拉伯（O Edmond Club）、谢伟思（John Service）、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文森特·卡特（Vincent Carter）等，根据他们在中国长期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期间，对共产党控制区进行的成功社会改革的实地了解，客观上都同情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

1941～1942年，拉铁摩尔系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就所谓的拉铁摩尔间谍案提交了182页的报告。该报告现已解密，是这样说的：

线人X汇报称，1948年11月，拉铁摩尔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演讲上，无情地指责蒋介石是个反动分子。据称，拉铁摩尔曾公开表示，只要蒋介石掌权，中国就没有希望和未来，亚洲就没有和平，美中之间就没有合作。另一方面，拉铁摩尔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共产党控制中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统一和经济体系工业化，他们会发起一项现代化计划，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他极力主张，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他指出，他放弃美国政府公职，是因为他表达的前述思想与美国国务院的决策官员所持的思想是相反的。

由于其先见之明的观点，拉铁摩尔与美国政府中其他中国问题专家一起遭到迫害。

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乔治·C.马歇尔将军和哈里·S.杜鲁门总统都公开批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腐败。相较于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战，蒋介石似乎更有兴趣与中国共产党作战。当马歇尔在中国作为中间人组建一个联合政府的尝试失败后，美国官方对中国内战一直持中立态度，虽然美国在意识形态和实际操作上是偏向国民党的。

1947年3月12日，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宣布与全世界共产主义做斗争，填补英国在希腊和土耳其放弃其战前帝国主义角色留下的真空，是其道义责任。1950年6月27日，当美国干预朝鲜内战时，中国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已持续长时间的中国内战的最后一役——解放台湾。就在6个月前，也就是1950年1月，为了澄清杜鲁门主义的界限，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宣称南朝鲜和台湾不是美国“防御范围”的一部分。这似乎表明美国准备置身事外，既不干涉朝鲜国内冲突，又不干涉中国大陆在内战最后一役中以武力解放台湾。

艾奇逊说：“在缺少援助，有援助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美国的援助是有效的。美国不可能给他们的政府提供决心、意志和人民的忠诚。”演讲只字没提制止南朝鲜武力消除北方和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1949年，这两个反共政府再三声称，这些是它们的目标。


1950年2月，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开始指责美国国务院被共产党掌控，民主党把中国“丢”给了共产党，乃至于指责军队退休将领、前国务卿马歇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就是共产党的代理人。麦卡锡主义从美国政府和学术机构中清除了整整一代有洞察力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大萧条时期，共和党因作为执政党，而背负污名。共和党最终找到了可以洗刷其污名的议题——指责民主党对共产主义太软弱。


1946年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对民主党来说是一场灾难，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1948年，杜鲁门第一次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而大多数人认为，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死于任上后，杜鲁门仅仅是个看守总统，极度需要一个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声望、与国会和媒体关系和谐的中间人士来主管外交事务。杜鲁门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为了安抚保守派，罗斯福1944年选择杜鲁门取代自由主义者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作为他的竞选伙伴。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结束了其失败的中国使命，被提名为国务卿。他随后提出马歇尔计划，以之作为一种具体的措施，贯彻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

乔治·凯南，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位级别不高的外交官，在1946年2月写出了那份著名的长电报——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8000字文件，对“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看法”进行了条理分明的分析。他提倡以“武力逻辑”来应对预期的苏联入侵。16个月后，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重大影响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该文提出了遏制政策：“只要一遇到苏联的进攻，就要与之针锋相对。”文章署名“X”，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作者是凯南。在凯南看来，冷战为美国提供了行使最终被称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职责的历史机遇。

在1948年的选举中取得惊人的胜利后，杜鲁门面对的是不利于美国全球利益的形势演变。1950年1月14日，胡志明宣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1月27日，杜鲁门宣布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2月3日，美国承认南越的保大皇帝（Bao Dai），开始涉足越南事务，并最终导致越南战争。2月6日，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为1952年的选举提出了其竞选口号：“以自由对抗社会主义”。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报告，落款日期是1950年4月14日，是应杜鲁门总统的要求，由三个月前取代凯南成为美国国务院极有影响的政策计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主任的保罗·尼采（Paul Nitze）指导下写出来的。该报告得出结论说，“冷战事实上是一场真实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自由世界的生存危在旦夕”，从而建议美国大规模地加强军备，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5%，投入应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扩张。2月8日，保罗·尼采把东南亚确定为冷战的一个主要舞台。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报告把支持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并已分崩离析的欧洲帝国，确定为自由世界的职责。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报告体现了凯南关于冷战的许多观点，即以反共为借口谋求美国的全球霸权。
 但该报告严重地偏向于军事扩张，这是凯南所反对的。凯南主张以经济援助达到平衡。作为一个战略上的核心鹰派，尼采后来在美国政府中造就了一份非常成功的事业。

因此，尽管美国后来操纵民意，解密的官方文件还是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强军备是在1950年6月的朝鲜事件之前，而不是对该事件的反应。1950年1月30日，也就是朝鲜事件前6个月，杜鲁门批准开发氢弹，要求根据他及其顾问对朝鲜事件将在6月发生的背景的观察，重新评估导致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报告将在4月12日出台的美国政策。7月3日，杜鲁门申请并得到2.6亿美元用于氢弹计划。


美国国内政治挟持了其外交政策，悲剧性地误解了全世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合法的民族解放斗争，把它们看作是苏联的扩张，是反对自由的邪恶化身，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
 美国的反共政策迫使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投入苏联张开的地缘政治双臂，无意地起了反作用，助长了苏联扩张。当时，美国的宣传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正式贴上了自由之敌的标签。在这个过程中，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不只是在全世界造成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悲剧和破坏，而且这些恶性政策还把美国本身转变成为一个压迫性政权，使其背叛了自己的建国理念。

与此同时，一种卫国精神（garrison－state mentality）被系统地强加给社会主义世界，使之变成为一系列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会，变异为反共好战分子宣传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段历史现正以如下形式重演：在基督教右翼极端分子的支持下，新保守派劫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在首先对“无赖国家”，其次对“邪恶轴心”，最后对全球恐怖主义发起全球战争的伪装下，正在对非基督教文明进行原教旨主义的十字军东征。
 在这场“反恐战”结束以前，美国将在遥远的土地上以1000比1的杀伤率报复2001年9月11日的惨剧，这将不分青红皂白地附带损害数百万家庭，这些家庭与中美洲的普通家庭一样，根本就不涉及国际恐怖主义。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4年2月13日“普林斯顿讨论会”（Princeton Seminar）评论（《迪安·艾奇逊文件集》）中，回忆了朝鲜冲突的最初几天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建议：

我们（在白宫改造期间于布莱尔大厦）提的建议首先是，尽可能快地让美国人撤出朝鲜，他们也就是指军事代表团的家属和类似人员。第二项建议是指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尽其所能地向南朝鲜军队空投军火和其他军需物资。第三项建议是命令在菲律宾甲米地（Cavite）的舰队立即北上，我们并补充说，我们将发表一份声明：舰队将击退中国对福摩萨（台湾）的任何进攻，不允许福摩萨对大陆发动任何进攻。

总统当晚说，他不会做后面的事情；他会命令舰队立即从甲米地，（但是）……（在福摩萨‘中立化’问题上）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出决定……（在6月25日）这是个有趣的决定，因为当我回想起每个人的想法，我不认为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那是一个问题，或者进入了大家的讨论范围中，不管我们支持与否……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将卷入朝鲜战争，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几乎不需要讨论就很清楚的一类问题。当然，对于这一趋势，这些建议看起来非常坚定。我想当时有一些讨论：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做会发生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当然没有人持这样的观点：我们不应把这视为一场我们不得不做出反应的危机……

到星期一晚上，已很清楚，这是一个溃败。或者说，几乎就是溃败。星期一晚上做出了第二个决定，令第7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以及福摩萨对大陆的任何进攻。后者使我们处于有理可辩的位置。如果我们表示将干预（红色大陆）中国对（国民党）福摩萨的任何进攻，却让这些人（蒋介石领导的军队）随便去挑拨起这样的进攻，而又要我们去击退，那么我们显然将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因此，为了整体行动的安全利益，没有人会攻击台湾或从台湾发动攻击。


50年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基本上保持不变：为了防止统一的中国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霸权，以不战不和的现状阻止中国内战的结束。所有保护民主、维持稳定的言论仅仅是“让我们（美国）处于有理可辩的位置”。


1971年6月30日，西奥多·A.威尔逊（Theodore A Wilson）、理查德·D.麦金泽（Richard D McKinzie）在《口述历史访谈》节目中采访了迪安·艾奇逊。艾奇逊说：“你们看，你们都是从民主是一个好事情这一前提出发的。我不认为这值得谴责……人们说，‘如果国会里人民的代表更多，它会更好。’我说，国会有太多该谴责的代表性。它与人民一样愚蠢；就像没有受过教育似的、像哑巴似的、自私自利……在过去的岁月里，当自由主义没人坚持时，参议员由议会选出，你们有一些相当好的参议员，那是因为他们不是人民的代表。”

这些话就是出自为捍卫民主而发动冷战的人士之口，悲哀的是，他的观点甚至典型地代表了当今美国精英的态度。


 第十三章 错误的战争，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敌人
[9]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并不认为朝鲜具有战略重要性，朝鲜战祸还是发生了。它是“世界遥远一隅的一支小规模武装”。其他问题登场了，如冷战和遏制全球共产主义。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把朝鲜战争概括为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1年5月23日，他在国会作证时说：“我知道我自己的看法是——并且我认为大家都普遍以为——俄国或中国参与在南朝鲜发生的这场战争的可能性是相当渺茫的。尽管这种可能性存在，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我们并不认为他们真的会参战。”

布拉德利将军是正确的。不论苏联还是中国都不可能加入在南朝鲜领土上发生的战争。很明显，为了防止南朝鲜的崩溃而又不触发与苏联或中国的直接碰撞，美国的干涉行动是以这个判断为前提的。但是，当美军越过“三八线”，推进到中国边境的鸭绿江时，对中国来说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一、美国曾深入考量中国卷入朝鲜问题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名流访谈节目（Talent Associates interview，c1961－1962 Papers of Merle Mil1er）中说：

这个（给第七舰队的命令），你可以回想起来，是我在那个晚上之前就已提出但被总统延期执行的建议。到现在，舰队抵达了适当的位置，总统准备考虑这个建议。6月26日的第三项（建议）……是加强我们在菲律宾的力量。我们意识到，如果形势恶化，正如稍后在朝鲜出现的情况，既会极其敏感，又会带来一大堆麻烦，不仅是在福摩萨（台湾），也许还包括菲律宾，在那里，你可以回想起来，（起义的共产党人）胡克斯……给政府制造了很大麻烦。第四项建议是，在法国同意的情况下，向印度支那增加援助和开展军事行动。这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我们推想是俄国人或中国人唆使发动进攻……他们将毋庸置疑地沿整条海岸制造麻烦，因此，我们希望在所有位置加强力量。我们的第五项建议是，要求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在联合国报告发生的一切。我们也建议总统继续推进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早先已安排好的事情……全面考察我们与俄国人之间的全部麻烦点，审视其他地方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这些事情都得到详细的讨论……当晚，总统要求我们深入思考如果在朝鲜发生大祸，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设想韩国军队不能集结起来，组成一道防线，守住一道防线？设想空中支持和海上支持不足？那会怎么样呢？这引出了相当多的讨论。其间，我表达了一个观点：对美国而言，从政治上和国际上认识到对南朝鲜的支持不能失败，是非常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这种情况不能发生。

艾奇逊又说道（“Princeton Seminar”comment，February 13，1954，Papers of Dean Acheson）：

我们在27日下午又召开了一场联合国会议，当着各成员国的面提出了一项议案，以争取他们对南朝鲜施以援手。我们有信心此次会议将会采纳这个议案；该议案最初是在27日上午拟定的。然而，它被拖延到了下午，因为印度人还没有得到国内指示，他们预计，如果等到3点，估计会有指示。

交给俄国人一些宣传材料后，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会晤国会领导人之后……大家都出来了，每个人都知道，外面有数百报纸记者正翘首以待——这些情况可能会以各式各样的曲解方式向外报道，因此我们准备了一份声明稿……阐述总统已经批准的这些决定。我们决定公开它们。这又很快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困难，因为正如你明白的，这告诉大家，美国空军和海军被授命为南朝鲜军队提供掩护和支持。这是以军事行动支援南朝鲜。直到下午3点，联合国才授权我们去做我们声称在上午11或12点要做的事情。

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Y Vishinsky）一直在此事上喋喋不休。他说，认为美国是在执行联合国命令的所有说法，是十足的胡说八道，因为在联合国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你们的总统在4个小时以前就已经这样做了，等等。

总统行政助理乔治·艾尔西（George M Elsey）在1951年6月30日文件备忘录（Papers of George M Elsey）中说：

副国务卿吉姆·韦布（Jim webb）告诉我……1950年6月27日星期二，他与总统在布莱尔大厦碰面……韦布与总统讨论了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向记者泄露6月25日星期天和6月26日星期一布莱尔大厦会议有关情况的问题。约翰逊在记者面前大放厥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福摩萨问题上‘太软’，而他，约翰逊，负责总统发出的中立福摩萨的命令。一位记者离开约翰逊的办公室，直接来找韦布，告诉他这种事情还在继续，韦布径直来到布莱尔大厦向总统汇报了此事。

根据美军军史中心资料，朝鲜冲突爆发后，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特别会议期间，布拉德利将军向在座的高级官员宣读了在国防部长约翰逊访问东京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呈递给他的备忘录。约翰逊认为，这份文件深思熟虑、中肯扼要，令人信服地阐释了为什么不能允许让共产党的中国转手控制福摩萨，相反应由美国全面保护它的理由。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下令麦克阿瑟调遣第7舰队阻止中国共产党对福摩萨的进攻，同样也阻止福摩萨军队攻击中国大陆。

在同一天的公开声明中，杜鲁门解释说，他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共产党军队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碍美国军队在该地区履行合法且必需的职责”。

1949年1月20日，乔治·马歇尔将军辞去国务卿一职，成了美国红十字会主席。杜鲁门1948年11月的惊人胜利以及民主党重新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意味着马歇尔的无党派身份对国会通过外交政策议案不再具有实质意义。朝鲜战争爆发3个月后，杜鲁门指派马歇尔替换约翰逊担任国防部长，马歇尔不情愿地同意任职一年。约翰逊是杜鲁门1948年竞选的主要筹资人，他是一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南方保守派。在杜鲁门胜选之后，约翰逊仰仗自己在政治筹资方面的关键作用，坚持要求担任国防部长一职，取代了詹姆斯·文森特（James Forrestal）。詹姆斯·文森特是首任国防部长，他因为精神抑郁被迫辞职，最终自杀而死。

艾奇逊又说道（“Princeton Seminar”comment，February 13，1954，Papers of Dean Acheson）：

美国第7舰队的任务是防止针对福摩萨（台湾）的任何进攻，监督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国民党）停止针对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中国）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各地已赌定美国不会有所行动，赌定我们将寻找一些途径把这个情况提交给一个委员会，或者向联合国提出抗议，但是，由于联合国另一方（共产党）的机器已经开动，我们不会做任何事情。当我们开始做时，每个人都最积极地响应。这在那时带来好的影响；但当后来北朝鲜的情况发生逆转时，这又有坏的影响。也就是存在与形势逆转近似于相应的沮丧：我们在朝鲜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最终我们还是无力应对世界遥远一隅的一支小规模武装。

艾奇逊又说道：

在（国会）领导人会议（6月30日）上，有一点后来体现出非常大的重要性，但当时无足轻重。在会上，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霍华德·史密斯提出，要求国会批准总统在北朝鲜的相关行动是否一个好想法。总统跟我谈到了此事，我说，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广纳建议、慎重考虑后再付诸实施的重要问题……

事实是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不是十分深入但足以得出结论：国会表决是那些步骤中的一环，就如同你作为一名律师，在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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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遇到又一个困扰你的新问题一样。参众两院每个人都接受了总统的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国会通过一个联合决议，批准那些行动吗？就我看来，这一步的风险要远远大于从中得到的任何可能的好处。

现在，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来看，那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是从1950年6月30日的立场来看，你能理解这个问题会被提出来，然后它会被提交到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在那里，你将参加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听证会，每个人都可能提出各种各样的冗长问题。当熬完这一切，你可能完全弄不清原本似乎非常清楚的形势。因此，我建议我们最好搁置这种想法，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太大的压力，要求我们自己单独前进。


朝鲜战争的真正受害者是美国宪法和合法程序的民主原则。它开启了违宪的恶例，即关起门来秘密发起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艾奇逊认为，空中进攻和侵入是美国唯一有效的手段。他还认为，美国总统有责任维护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安全，采取唯一能保护安全的行动是总统的职责，这意味着应毁摧在古巴的导弹。核战争的危险丝毫没有吓倒他。

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顾问西奥多·苏润生（Theodore C Sorensen）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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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的处境确实非常不利。他缺乏使我们远离战争危险、使我们的安全和联盟免遭侵蚀的好机会、好选项，缺乏对莫斯科如何应对我们的反应的可以信赖的预测。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在国务院一个不录音的会议上）向大家建议，空中打击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阵地。他承认，这样做会迫使苏联打掉我们在土耳其的导弹设施，由此迫使我们打掉苏联内陆的导弹设施，从而又迫使……等等，等等。当肯尼迪的更谨慎办法成功后，艾奇逊给总统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短信，赞扬他的危机处理方式。但是，他在数年后的一篇杂志文章中却说，“肯尼迪的方法”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能获得成功，只是因为“偶然的幸运”。

他们实在是幸运——幸运的是没有采纳迪安·艾奇逊的建议。

在朝鲜，杜鲁门，也包括这个不幸的世界，都是不幸运的。从何时起，美国总统有了维护全世界和平的责任？谁选举他为世界的总统？


对于中国警告可能干预的问题，艾奇逊在1951年6月1日的国会听证会上是这样说的：

在9月末，由印度政府转达的信息是，中国官员向印度代表声称，如果我们越过“三八线”，他们将会干预。那些都是应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而且它们已得到考虑；例如，在10月3日，中国共产党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北平（北京）通知印度大使潘尼迦（K M Pannikar），如果美国军队或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派兵到朝鲜前线保卫北朝鲜。这是周恩来做出的一个含义模糊的声明。

他说，如果只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这是个不得不给予相当大注意的问题，这个情况及其影响都通报了麦克阿瑟将军。在这个声明做出时，联合国正准备对（越过“三八线”的）决议进行表决，联大最终在10月7日通过了这个决议。该决议是第一委员会于10月4日提出的，因此你也不由得产生一种印象，也许这个声明在这时候做出，是为了对联合国的表决施加一些影响。

艾奇逊又说道（“Princeton Seminar”comment，February 13，1954，Papers of Dean Acheson）：

这个情况（共产党中国可能发出的警告）在我们中间引起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问题是这是否真是严肃的观察结果，它是否会按期望的那样影响联合国对决议的表决——印度人带来的信息确认中国真的是这个意思，认为我们不能越过“三八线”；印度人始终如一地这样说，并且在往后还继续那些观察的论调。我不认为这些情况值得严肃对待……我们认为潘尼迦不是一个好的通讯员……

似乎艾奇逊不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如此，美国的官方记录清晰地表明，美国从一开始就企图使朝鲜内战地区化和全球化，将之变成超出朝鲜半岛的冷战，
 若南朝鲜在美国的支持下主动挑起冲突，遭遇军事挫折的话。对美国来说，只有在南朝鲜获胜的情况下，朝鲜战争才是一场内战。如果南方失败，那么它就是共产党赤裸裸的进攻。这是个美国信誉和国际威望问题。

1947年3月12日，美国提出与全球共产主义做斗争的“杜鲁门主义”。上述立场与“杜鲁门主义”一致，并经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报告的冷战逻辑的确认，奠定了“多米诺理论”的基础。“多米诺理论”使美国的如下政策合理化：对华敌视地遏制、介入越南和在全世界支持反对共产党专政。这是对前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性敌视，源于美国领导人不信任美国宪法确立的国内民主程序的智慧。在海外捍卫资本主义民主需要在国内否定民主。

美国把台湾与朝鲜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在中国做出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担心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后会抵近中国边境。中国海军司令肖劲光将军在《肖劲光回忆录》中，就1950年6月的“台湾作战计划”被延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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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30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5天，周恩来总理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向我透露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就朝鲜战争当前发展局势的考虑和立场。周总理说，世界形势的变化使我们解放台湾的难度更大了，因为美国现在海峡保护台湾。然而，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这种变化或许也有积极的效果。目前，我国政府的立场是公开抨击美帝国主义入侵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我军的计划是继续复员陆军，加强海、空军建设，推迟解放台湾计划。


 二、中国无意介入朝鲜冲突


如果中国计划在1950年6月介入朝鲜冲突，它就不会继续复员陆军。
 第7舰队是太平洋地区力量平衡的一支关键军事力量，有50～60艘战舰、350架飞机和6万名海员与水兵。命令第7舰队1950年6月27日进入台湾海峡干涉正在进行的中国内战，美国让自己与中国进入了实际的战争状态。


7月末，在朝鲜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期间，麦克阿瑟飞往台湾与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进行了两天会谈。会谈结束后，麦克阿瑟发表了一篇含糊的公告，称赞蒋介石的反共努力，此外还进一步声明，“我指挥下的美军与中国政府军队有效协同的准备已经做好”。

这听起来好像是国民党军队将被引入朝鲜战争，但这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虽然杜鲁门及其顾问也考虑过此事。麦克阿瑟傲慢地拒绝向国务院提供其设想的计划细节，对于那次重要的会议，他甚至是等了四天之后，才向其上级参联会报告。哪怕是在受困釜山一隅的情况下，麦克阿瑟还是找时间于8月20日致信海外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VFW），批评政府的政策，说从军事逻辑出发，美国应维持台湾作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作为自然的地理防御弧线的关键环节之一，以保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麦克阿瑟强调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坚持认为美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控制这个岛屿。他极力暗示，在未来与“亚洲”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中，美国都可以把台湾作为一个基地。他还指出，台湾如果被一个不友好的力量控制，会成为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并称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舰……”他指责说，“有些人鼓吹在太平洋地区实行缓和政策、宣扬失败主义，认为如果我们保护福摩萨，我们就会疏远亚洲大陆。没有什么比这些陈腐观点更愚蠢的了。说这些话的人其实不懂东方。”

他以最知情的“东方心理学”专家自居，主张朝鲜战争扩大化，反驳任何称这会带来威胁的观点，他知道“多数亚洲人钦佩他有闯劲的、坚定的和活力十足的领导风格”。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撤销其与美国政策不一致的声明。自大的军人与他的总司令之间相互的憎恶持续发酵。


 三、朝鲜战争造成台湾危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立即采取措施，应对朝鲜战争的爆发造成的台湾危机。他们认识到双方在海空力量方面的明显差距，迅速决定推迟实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台湾作战计划，把焦点放在与中国只有鸭绿江一江之隔的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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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担心美国对大陆发动直接的军事干预，并制定了抵抗美军干预的应急计划。当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沿海，尤其是在上海和青岛清除国民党残余兵力时，美国的军事入侵没有出现，这使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综合调整了对“美国威胁”的认识。

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美国入侵中国大陆的前景已不再可能出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把台湾与南朝鲜排除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御范围之外，这向中国的决策者暗示，美国不会干涉自1927年开始的旷日持久的中国内战收尾行动。在其1950年1月5日至27日完成的台湾问题报告中，粟裕将军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被授命主管台湾解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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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50年6月末，由于朝鲜局势恶化带来的美国直接干预，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被无限期推迟了。

1949年9月，当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时，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派遣高级官员金光侠（Kim Kwang－hyop）——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兼北朝鲜第2军团总指挥访问中国。他的使命是：要求中国归还人民解放军四野中留下的全部朝鲜族战士，因为需要部队去抵挡南朝鲜军队的不断入侵。根据中国元帅、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回忆录，他与金光侠会谈后，中国同意了朝鲜的请求。

1950年1月19日，金光侠将军进一步要求中国将这些朝鲜族战士连同他们的武器装备一并送回。聂荣臻对他的要求表示同情，但称需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示。1月21日，他就此事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中央委员会第二天同意了朝鲜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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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0年春返回朝鲜的朝鲜族战士共有2.3万人。这些战士主要来自人民解放军四野的不同单位，后来组成了朝鲜人民军第7师。


 四、北朝鲜接受的并非苏联理论

金日成在中国东北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交往中，积累了自己的政治经验。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北朝鲜共产党没有追随苏联的正统做法，而是以吸收很多贫苦农民入党的方式接受了毛泽东主义模式；事实上，他们把党描述为“群众党”，而不是“先锋党”。

金日成在20世纪40年代的意识形态更像是民族革命者，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者。“自主”意识形态在4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但“自主”一词直到1955年金日成在严惩他的一些过分亲苏的同志的一次讲话中才首次提到。“自主”概念的意思是，与所有外国人保持距离，这与朝鲜过去的“隐士之国”之称是非常合拍的。“自主”理论强调自力更生、保持独立，但也吸收了新儒家强调在现实世界中三思而后行的思想。

金日成掌权后不久，事实上所有北朝鲜人都被要求参加学习社和再教育会，在这些场合灌输的都是当权者的意识形态。20世纪40年代，金日成面临内部的派系权力斗争。这些派系包括：日据殖民时代坚守在朝鲜的共产党人，称之为本土派；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朝鲜人，称之为延安派；金日成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游击队，称之为甲山（Kapsan）派；对苏联忠诚的人，称之为苏联派。

朝鲜战争结束后，这些派系的权力斗争只是发生于这个政权的头十年。后来，又出现了领导权之争，但是，那些冲突是相对较小的，没能成功挑战金日成的领导地位。

延安经历（1937～1945年）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处于理论创新的高峰期。他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致力于满足他们的需要，贯彻土地改革和减租计划。在解放区，农民全面参与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

为了提高农民的革命自觉性，毛泽东创建了农会，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三三制”，规定在当地政府中党的干部只能占三分之一，把三分之二的岗位留给贫农和进步知识分子。他认为，专家应为人民服务，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他的大部分著作后来作为“毛泽东思想”面世，都是在延安时期写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关键所在。1949年后，延安精神成为整个中国社会革命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对金日成有很深的影响。从1946年至1948年，许多证据表明，苏联希望主宰北朝鲜。尤其是，苏联寻求与北朝鲜建立准殖民地的关系，那样，朝鲜的钨和金等原材料可以用来交换苏联的制成品。苏联还寻求排挤出中国共产党在朝鲜的影响；40年代晚期，毛泽东主义渗透进北朝鲜的报纸和书籍。苏联在朝鲜媒体中的影响特别大，媒体主要机构的许多朝鲜职员都是从苏联回来的，安全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


 五、朝鲜战士在东北战场上得到锻炼

虽然如此，在中国东北战斗过的朝鲜游击队是不容易被改造和控制的。他们强悍，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坚决维护朝鲜独立自主。这在金日成的重要政治基础——朝鲜人民军里尤其如此。朝鲜人民军当时是由另一位曾经在中国东北战斗过的游击队员崔庸健（Choe Yng－gn）领导的。在1948年2月8日的建军庆典上，金日成要求他的战士们发扬曾在中国东北抗击日本人的那些朝鲜斗士的英雄传统。

大韩民国在汉城成立三个星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948年9月9日成立。金日成被任命为首相，这一头衔一直保持到1972年。在新宪法出台后，他又被任命为总统。1948年末，苏联占领军撤离北朝鲜。该决定回应了苏联在奥地利的撤军行动，但与苏联在东欧的政策形成了对比。成千上万曾经追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抗击日本人的朝鲜战士也回到了朝鲜。整个1949年，具有中国经验，而不是苏联经验的朝军陆续回国，他们战斗意志顽强，被整合进入朝鲜人民军；这些朝鲜军队的回归，不可避免地让北朝鲜倒向了与朝鲜长期分享文化亲密关系的中国一边。


这些回归的部队增强了金日成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力量，使他能够在两个共产党巨人之间游走。在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中仍然有苏联顾问，只是远少于南朝鲜资料中声称的数千人。在北朝鲜就职的苏联顾问可能有300～400人，远远少于美国在南朝鲜的顾问。南北朝鲜继续开展贸易，苏联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过时武器卖给北朝鲜，与此同时，美国以新式武器武装南朝鲜。通过征兵行动和发行债券，筹集到购买苏联武器的资金，朝鲜人民军建立起来了。中国东北游击队的传统在党的报纸——《劳动新闻》上闪耀着光芒。

1950年8月1号，在美国干预朝鲜内战一个多月后，杜鲁门做出决定，立即派遣美国第9轰炸机师（9th Bomber Wing）作为核战特遣部队进驻关岛。10架B－29装载着非武装的原子弹飞赴太平洋。8月5日，其中一架在从旧金山附近的费尔菲尔德市苏珊湾（Fairfield－Suisun）空军基地起飞时坠毁，造成了12人死亡和放射性铀散落在机场四周。其他飞机抵达了关岛，在那里待命。这就是朝鲜半岛核武装的开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同盟国关注朝鲜问题的最早迹象是美国、中国（国民政府）和英国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后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说：“上述三个大国，注意到了（日本）对朝鲜人民的奴役，决定在适当时应恢复朝鲜的自由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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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与俄国不断扩大的政策分歧影响了朝鲜的命运。1945年轴心国的毁灭在世界许多地区留下了权力真空，使美国和苏联在一些焦点问题上的冲突不断升高。许多国家刚从德国和日本的征服下获得自由，又成为利益冲突的美苏争夺的焦点。


 六、与苏联不同，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关注较少

与苏联不同，美国传统上就不太重视朝鲜，不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据点。朝鲜人口不多，既没有重要的工业设施，又未在任何地方发现较多的自然资源。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朝鲜落入了对美国不友好的敌手之中，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就易受到攻击，美国在该地区的活动自由也会受到限制。但是，由于1945年时中国还处于对美友好的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的情形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另一方面，苏联一直把朝鲜作为一个战略焦点，继续维持对它的传统关注。苏联更不可能支持另一国家控制朝鲜，而是想自己去控制它。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触及朝鲜的未来。罗斯福提议由美国、苏联和中国托管朝鲜。鉴于美国在菲律宾的经验，他估计这样的托管可能会持续数十年。斯大林建议英国也应成为一个托管人。在雅尔塔的共识性文件中完全没有提到朝鲜问题。秘密议定书由罗斯福和斯大林提出，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同意，只是为苏联在远东提供了领土和其他地缘政治的让步，例如，以牺牲中国的代价承认外蒙古为苏联的卫星国，作为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加入对日作战的条件。

后来，在1945年4月罗斯福辞世后不久，斯大林告诉杜鲁门总统在莫斯科的代表亨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苏联致力于对朝鲜实行四国托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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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德国投降。两个月后，在7月和8月之交的波茨坦会议上，只是简单地考虑过朝鲜问题。杜鲁门作为美国新总统与会，丘吉尔没有与会，取代他的是英国工党首相克莱门特·阿特利。会议讨论了苏联加入太平洋战场的时间表和同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在展望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投降同时，同盟国的军事代表在中国东北的地图上画了一条暂定线，该线以上由苏联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

最初根本没提及朝鲜。但是，因为日军驻扎在朝鲜，同盟国稍后讨论了在该地区的联合行动。在波茨坦，苏联总参谋长告诉马歇尔将军，苏联向日本宣战后，就进攻朝鲜。他问，美国是否会在朝鲜海岸展开行动，协同苏军的攻势。马歇尔告诉他，在控制日本和苏军歼灭日军在朝鲜南部的力量之前，美国没有在朝鲜开展“两栖行动”的计划。虽然参谋长们提出了在朝鲜、中国东北和日本海划分美国和苏联地盘的想法，但都与后来把朝鲜分成南北两个政治实体的决定没有联系。

1945年8月9日，也就是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三天之后，苏联加入了对日作战。8月10日，即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一天之后，日本出现立即垮台的征兆。二者使美国改变了击败日本的计划，转而为接受日本的投降。

1945年8月17日，裕仁天皇向日军发布了投降令，部分内容如下：

帝国军队的将士们：自我们向美英宣战以来已经过去3年零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陆军、海军可爱的将士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在疾病丛生、贫瘠的陆地上和烈日之下汹涌的海上英勇地战斗过，我们对此深表感激。现在苏联加入了对我们的战争，在当前的内外形势下，继续这场战争只会增加不必要的战争创伤，最终真正危及帝国的存在。尽管帝国陆军和海军的战斗士气依然高昂，考虑到这些，为了维持和保护我们崇高的国家政策，我们将与美国、英国、苏联和重庆媾和。


 七、日本省略了“投降”一词

投降令没有使用“投降”一词，既没有提到原子弹，又没有承认它就是结束战争的理由，而是将结束战争直接归因于苏联的参战。投降令也没有提到中国，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因此，日本与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媾和。从8月9日长崎遭原子弹轰炸至8月17日，苏军与疯狂的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激战数日，极大地剥夺了日军增援其与美军在太平洋作战的能力。

根据美军陆军中校大卫·格兰茨在《八月风暴：1945年苏联在满洲的战略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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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情况，苏联在1945年4月废除了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开始大规模地调兵，使苏军在远东的兵力翻番，增到80个师。从1945年5月至7月的几个月间，40多个步兵团、坦克和机械化师，外加炮兵和作战支援单位，从欧洲调到了远东。

这个载入史册的行动，代号为“八月风暴”，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跨西伯利亚铁路和13.6万个车皮，将那些攻击部队运送到远东的边境地区。在6月、7月调兵的最高峰期，平均每天有22至30列火车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运送俄军部队。出奇不意是苏联进攻计划的核心要素。在日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俄国成功地在中国东北西面部署了30个师。

奇袭的成功高度依赖于夜间行动、集结区域远离边境，以及其他简单而严格的措施，例如，要求苏联高级军官不得佩戴军衔、徽章，使用假名等。第6近卫坦克军把所有坦克、自行火炮和车辆丢在捷克斯洛伐克，装备了苏联乌拉尔兵工厂制造的新装备。

这些非常措施使苏联有能力把包含11个混编军、1个坦克军和3个航空军的兵力投入远东战场。因此，在对日作战初期，在日军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俄军投入了157.7725万人，26137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5556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空军配备了3800架飞机，海军（太平洋舰队加阿穆尔河小型舰队）有600艘战舰及1500艘水陆两用艇，具有明显的海上优势。
 人员和装备方面的强大阵容使俄国在人数方面有2.2：1的优势，炮和坦克方面有4.8：1的优势，飞机方面有2：1的优势。

日本关东军是苏联要消除的威胁，为此，苏联方面集结了包括两个坦克师的40个师兵力，他们都是来自欧洲前线，经受过战争考验。自1919年成立以来，关东军在1941年初的兵力超过一百万。中国东北是日本陆海空三军的供应地和军事仓库。然而，当同盟国强化了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后，日本帝国陆军总司令部（IGHQ）开始从关东军调走精锐师去应付同盟国在各地的威胁。到1943年初，日军大约有60万人防守中国东北，对抗陈兵边境的约75万苏军。

到1944年末时，这支日军力量的前拳头部队发现其实力又比1942年12月的数字减少了一半。日军在兵员方面严重短缺，尤其是飞机维护工程人员、通信兵和装甲兵。日军装备的坦克只有极少数配备了57毫米炮，总体上都不是苏联T－34型的对手。1945年3月7日，日军驻硫磺岛部队被歼，同盟国更加靠近了日本本土。1945年3月15日，日本帝国陆军总司令部下令悉数撤回在中国东北所剩的精锐师，包括部署在边境的两个师。这次也撤回了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最后一个装甲师——第1坦克师。

其结果是只给关东军留下了它以前的影子——它训练最好的师是1944年春才组建的。到1945年8月，关东军拼凑了一支由1155辆坦克、5360门炮和1800架飞机组成的战斗部队。这些装备大多是陈旧过时的。加上日军在南萨哈林、朝鲜和千岛群岛的兵力，苏联人面临的是一支经验不足、人数不超过71万的部队。


1945年8月14日，在日本正式通报同盟国，日本接受波茨坦会议提出的投降要求之后，日本天皇通过广播颁布了投降敕令。然而，直到8月17日，日本帝国陆军总司令部才以天皇的名义，向关东军下达正式的停火令。结果是，有些地区仍在继续战斗，有些地区已经投降，到处都混乱不堪。持续的战斗进一步削弱了日军司令部与野战部队之间原本就已经很困难的通信联系。这耽误了8月17日停火令的传达，在此期间，关东军正准备在东南部进行一次反扑。

战斗至死的日本武士道尚武精神，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人的混乱和忧虑气氛。现有的陆海军条令清楚地规定，禁止现役军人投降。在日本的军事文化中，向敌人投降被认为是羞耻的、不名誉的，应受到军事法庭的惩罚，被处死刑。为了免除投降给士兵带来的传统耻辱感和法律责任，日本军事总部颁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国家和政府不认定现役军人根据停火令向敌人的“缴械”行为是老条令下的投降。这对日本士兵有很重要的心理作用：没有羞耻感，也就没有理由自杀。不过，许多军官还是选择了自杀。

8月19日，关东军把这个命令传达到各战地司令部，日军停止了在中国各地的抵抗。苏联小心策划、大胆进攻，收监了59.4万名战俘，其中包括143位将军，2万名伤病员。在这场持续不到两周的最后战斗中，关东军8万将士阵亡。与此相比，经过精心准备的苏军有8219人阵亡，22264人受伤。这些战争伤亡都发生在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之后。



 第十四章 “三八线”与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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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双方350万军事人员的伤、亡和失踪外，还有200多万朝鲜平民丧生。最终，划分两个国家的边界仍然保持了战争开始前的原样。但这一事件造成了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进一步冲突，这一冲突本来是可避免的。


 一、“三八线”的划定

1945年8月10日，一个疲惫的美国陆军上校在缺乏足够地图资料的情况下，工作到深夜。他有30分钟的时间口述关键的第一段。第一段概括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的条件。这些条件将塑造远东的未来，为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埋下伏笔。“三八线”不是一条好的分界线。事实上，上校知道这条线相当不受欢迎，但是，它把半岛切成了两块，并使苏联远离海岸。从而，他划下了这条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界线。

8月10日，美国陆军部作战处（Operations Division）的军事参谋人员开始在“总命令第1号”中设计投降的程序。“总命令第1号”将由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投降后传达给日本政府。该命令第一段详细列出了整个远东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国家和司令部清单，其初稿由作战处战略与政策组政策分组起草。

在被要求尽可能快地草拟出文件的压力下，政策分组人员8月10日深夜开始工作。他们讨论了可能的受降地点，为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占领军安排最方便的受降地点，接受广泛分布的日军投降的实际方式，以及苏联人在远东的位置。他们迅速做出决定，把整个远东分成数个受降区域，并划分了这些区域的地理范围。

政策分组主任查尔斯·邦尼斯迪尔（Charles H Bonesteel）上校有30分钟时间向秘书口述第一段，联合参谋部参谋人员和美国国务院、陆军部与海军部战争协调委员会此时正不耐烦地等待他的工作结果。从而，邦尼斯迪尔多少有点仓促地做出决定，谁将接受日本人的投降。经过些微修改后，他的想法被吸收进入最终指示。邦尼斯迪尔的主要考虑是，确立一条他认为苏联将接受的远至北方的投降线。他知道，在美军到达之前，苏军能够抵达朝鲜最南端。他也知道苏联可能即将进军朝鲜，或者已经进入朝鲜。

离朝鲜最近的美军远在600英里外的冲绳。因此，邦尼斯迪尔的问题是，构想出苏联认可的受降安排，与此同时，阻止苏联夺取整个朝鲜。如果苏联拒绝限制，继续推进，美国将无法阻止。因此，南朝鲜后来的存在本质上是苏联善意的体现。


起初，邦尼斯迪尔考虑按照各省的边界线来划定受降区域。但是，他办公室里缺少支持这样划分的地图资料。他标出的“三八线”，接近于从中把朝鲜分成两半。如果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和苏联领导人、总司令约瑟夫·斯大林都同意这条线，它将把汉城和附近的一座战俘营置于美国人之手。若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四国共管政府，这样划分也会留下足够的土地，分配给中国和英国。从而，他决定把“三八线”作为受降区的分界线，相应区域内的驻朝日军分别向指定的美国和俄国当局投降。

数年后，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写道：

“在1945年8月14日的一次会议上，深夜，查尔斯·H.邦尼斯迪尔上校和我撤到临近的一个房间，专心致志地研究一张朝鲜半岛地图。我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匆忙地工作，有一个艰巨的任务：为美国占领军挑选一块区域……利用一张全国地图，我们看着，觉得汉城以北正是一条合适的分界线，但是，又找不到一条自然的地理分界线。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三八线”，决定推荐它……（国务院和陆军部）令人吃惊地没有怎么讨价还价，就接受了它，苏联也是这样。……“三八线”这样一种选择，由两个工作到深夜的疲惫的上校推荐，也是一种宿命。”

8月14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给麦克阿瑟将军，向其传达了命令的大致内容，并指示他提供一份占领朝鲜一个港口预估的时间表。在“总命令第1号”详细列入的各条款中，就有要求朝鲜境内“三八线”以北的日军向俄国指挥官投降，“三八线”以南的日军向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投降的内容。

华盛顿等待莫斯科对杜鲁门总统的通知做出反应时，其结果是暂时不确定的。在美国总统接受“总命令第1号”草案3天前，俄军已经进入朝鲜。战略与政策组主任乔治·林肯（George A Lincoln）准将建议，如果俄国人不接受该提议，如果俄军占领了汉城，美国占领军就进驻釜山。1945年8月16日，斯大林回复杜鲁门称，虽然“三八线”没什么特别的，但他对杜鲁门总统通知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新分界线横贯半岛190英里，在全然无视政治界线、地理特征、水路和商路的情况下，把朝鲜切成了两块。“三八线”横穿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从不同角度与许多山脊相交，切断了181条小手推车路、104条乡村路、15条省级全天候路、8条更高级别的高速路和6条南北铁路。事实上，这是一种任意的分离，标明两个朝鲜是不正常的概念。美国占领区在“三八线”以南，面积3.7万平方英里、人口大约2100万。

苏联占领区在“三八线”以北，总面积4.8万平方英里，人口约900万。朝鲜有20个主要城市，12个在美国占领区，包括汉城，它是有近2百万人口的朝鲜最大城市。朝鲜共有13个省，美国占领区包括6个省，其中有两个大省，一个小省。南北朝鲜是两个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互补的地区。南朝鲜主要是农业区，足足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务农。它拥有的水稻田是北方地区的3倍，为北方供应粮食。但是，北朝鲜为南方的水稻田供应化肥，远东最大的氮肥工厂就是在兴南。虽然北朝鲜也有高水平的农业生产，但其一些农作物产量不足。政治障碍严重地破坏了两个分离地区的自然共生关系。

1940年，南朝鲜生产了朝鲜74%的轻工业生活消费品和加工产品。它的工业由少数大型和许多小型工厂组成，它们主要生产纺织品、橡胶制品、五金器具和陶瓷制品。其中，许多工厂都是建立于加工北朝鲜原材料的基础之上。

北朝鲜是一块以山地为主的区域，蕴藏着储量丰富的矿藏，尤其是煤。日本在其统治的最后10年期间，建立了性能优异的水电厂，它可以荣登世界上最大最好的水电厂之列。由于其能源丰富，北朝鲜几乎拥有朝鲜的全部重工业，包括几个轧钢厂和一个高度发达的化工厂。1940年，北朝鲜生产了朝鲜86%的重工业制品。朝鲜唯一的石油加工厂就坐落在北方，这是为服务朝鲜全国而建立的重要设施。朝鲜共有8个水泥厂，其中的7个也在北方。南朝鲜消耗的几乎全部电力都来自北方，轻工业所需的铁、钢、木纸浆和工业用化学品也都来自北方。

传统上，南北双方的巨大差异就是朝鲜特色的一部分。南朝鲜人认为，他们的北方邻居粗鲁，且文化落后。北朝鲜人认为，南方人是懒散的阴谋家。在日本占领期间，北朝鲜人就比南朝鲜人更不服管教。农业方面的差异，就能说明两个地区在一些社会领域的差异。北方以旱田耕作为主，而南方以水稻生产为主，这烙下了双方思想的差异。在南方，常见的是小农场和高租佃率，而在北方，经常看到的是大农庄和自耕农。“三八线”将加速扩大双方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全部差异。


 二、战争责任之争

1947年3月12日，在那场著名的美国国会演讲中，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杜鲁门主义讲话，杜鲁门总统强调了美国与全世界的极权政体斗争的道义责任。在演讲中，他特别要求国会为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援助。他认为，在英国撤走后，这两个国家都受到共产党起义的威胁。国会对杜鲁门的呼吁做出了回应，满足了其提出的财政支援和派兵管理战后重建的要求。

杜鲁门主义最终导致了马歇尔计划的出台。马歇尔计划支出了130亿美元，占美国1947年国内生产总值2440亿美元的5.4%，其目的是，帮助欧洲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使欧洲远离共产主义。马歇尔计划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国政府向在欧洲的美国投资者保证，他们可以把以欧洲货币形式获取的利润兑换成美元。这确立了美元作为全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并为随后半个多世纪的美元霸权奠定了基础。
 在那次演讲中，为了证明在欧洲与共产主义斗争付出高昂的代价是正当的，杜鲁门说：“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贡献了3410亿美元。”

如今，美国一年的国防预算开支是4000亿美元，占其GDP的4%，这还没有计算迄今在伊拉克战争和占领中无底洞似的支出。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国把每年GDP的4%用于对外经济援助，美国的安全会有很大改善。


芝加哥大学的布鲁斯·库明（Bruce Cumings）教授指出，解密的苏联文件显示，北朝鲜没有大规模入侵南方的任何计划，
 只是打算发起有限的军事行动，夺取朝鲜西海岸从“三八线”向南突出的瓮津半岛，从南方到这个半岛只有经海路或横穿北朝鲜领土的陆上路线。人们通常认为，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瓮津半岛就是战争打响的地方，但据最可靠史料来看，1949年5月4日，南北之间就已在此地开战，战斗是由南方发起的。


据苏联文件记载，1949年8月12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什特科夫（T F Shtykov）首次提出在瓮津采取行动的想法。由此接踵而来上演了1949年大规模的“瓮津战役”。8月4日，北方发起了驱逐银波川Unpa山南朝鲜驻军的战斗。Unpa山是坐落在“三八线”上的一个制高点，南朝鲜军队在先前的战斗中曾攻击过这个地方，在其峰顶上能俯视北方大部区域。用美国驻朝鲜军事顾问团（KMAG）指挥官的话说，北方是寻求“重新获得被南朝鲜军队占领的北朝鲜高地。”
 破晓前，北朝鲜发动了强烈炮击。上午5点半，4000至6000名北朝鲜边防军向这个制高点发起了进攻。他们按计划路线进攻了南朝鲜守军，消灭了大韩民国两个连的士兵，丢下了几百具尸体。

这继而在南朝鲜政府高层引起一片虚惊，总统李承晚与其军中心腹高官讨论后认为，缓解瓮津压力的唯一办法是把北方赶回铁原——该地深入到北朝鲜境内大约20英里。李承晚的政治生涯始于国民政府时期，在上海组建了一个流亡政府。冲突发生时，他正与蒋介石在南朝鲜的一个港口碰面，商讨组建反共军事同盟。

他立即返回汉城，并以瓮津溃败后没有组织“对北方的进攻”为名，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美国大使和朝鲜军事顾问团指挥官都介入了此事，因为对铁原的进攻将会导致“严重的内战并可能扩大化”（朝鲜军事顾问团指挥官语）。南方没有向铁原推进，但“三八线”两边在瓮津半岛的对攻持续到了1949年年底。

库明教授写到：

所有这些是基于毋庸置疑的美国档案文件，其中有些复制于1949年美国外交关系朝鲜部分文件，我在1990年的书中已详细介绍过这些文件。如今，我们在苏联资料的帮助下，审视“三八线”两边的情况时，我们可以看到，苏联人与我们是何等类似地寻求制止头脑发热的朝鲜领导人，包括南北双方的两个主要领导人。甚至，两个主要苏联使馆官员在寻求制止金日成时使用的语言，几乎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0年6月在汉城与李承晚会谈时的措辞都是一样的（根据第6号文件，在听着金日成或李承晚宣布他们要攻打对方的想法时，两者都‘试图将会谈引向一个更广泛的主题’）。我们知道，金日成与南方的领导人一样，想吃掉一大块暴露在外的土地，或者夺取一个小城市，例如开城，它被“三八线”从中分开了，还有海州，它刚好位于瓮津的“三八线”上，南方领导人在1949年至1950年曾想占领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解决了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问题，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战略被接受为苏联官方政策。斯大林从未预期中国共产党将控制中国，而是敦促他们作为一个少数派政党与国民党合作。苏联的立场与美国马歇尔将军的想法是一致的，马歇尔力图在战后中国打造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历史的演进使整个被压迫世界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无法阻挡，资本主义内斗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已削弱这一行将就木的体系。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中，殖民地国家的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都采取合作立场，担当顺从的买办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又在新经济帝国主义的羽翼下，扛起了保卫本国资本主义的大旗。新经济帝国主义源自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趋于崩溃的欧洲殖民帝国，它污蔑本土反帝斗争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共产主义革命带有幻想色彩，具有共同目标，进一步证明了冷战的正当性。冷战是美国企图继承法兰西—大不列颠帝国的借口，德国为此曾两次努力，但没有成功。反动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例如蒋介石和李承晚等，为了推进自己的议程，以反共作为获得美国金融和军事援助的入场券。

1945年到1950年，苏联一再避免与美国冲突。它需要一个很长的和平期，以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苏联的政策考虑到其地缘政治实力不足带来的实践制约，推动殖民地世界的本土共产主义者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坚持斗争，苏联只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本质上，斯大林优先考虑国内事务和实务层面。他的结论是，战争结果必须为苏联提供传统势力范围形式的绝对可靠的地缘政治安全安排，他与罗斯福总统达成了一项谅解，双方都希望美苏战时同盟关系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相互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两个阵营都看到了它们不同的意识形态是维系各自内部政治生存的必需基础。

在杜鲁门的领导下，为了应对前欧洲帝国内的本土解放运动，美国打破了两极区域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赖以对其近邻施加政治影响的原则——代之以一种普世方式，为西方打着自由的旗号干预苏联的势力范围提供了借口。在反共的旗号下，美国的遏制政策此时已转变成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全球战略。苏联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战略观完全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偏执的虚构，成为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相应借口。



由于帝国主义扩张破坏了其自身形象，美国必须始终如一地妖魔化其入侵对象，它以“邪恶轴心”等指控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等国，在美国眼里，这些国家对其绝对统治权构成破坏性的敌视，实际上，它们并非军事同盟国，甚至也不具政治相似性。
 德国和日本是美国在反法西斯军国主义战争中的前敌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美国的两个主要新盟国，并被改造成为极度发展的国家。似乎法西斯主义赢得了战争，两国的过分要求最终正常化。莱纳·沃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是战后德国才华横溢、富有洞见的电影制片人，他在其发人深省的作品中清晰地表达出这一点。

俄罗斯外交部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E.巴扎诺夫（Evgueni Bajanov）研究了最近解密的苏联档案，在其文章《评估朝鲜战争的政治，1949～1950年》中写道，斯大林对南朝鲜发起的进攻非常担心，尽一切所能避免激怒华盛顿和汉城。1947年到1948年，苏联领导人依然接受朝鲜在南方主导下最终实现统一的可能性，拒绝与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签订单独的友好与合作条约。1949年伊始，苏联驻平壤大使馆开始警告克里姆林宫，注意南朝鲜警察和武装部队日益增多地侵犯“三八线”。
 1949年2月3日，苏联驻北朝鲜大使什特科夫不无担忧地抱怨，对于反击南方不断加强的入侵，北朝鲜没有足够经过训练的人员，武器装备和枪支弹药匮乏。

1949年3月5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金日成时，对“三八线”附近的对手施加的不断增大的压力公开表示关注，并向金日成强调：“‘三八线’必须是和平的。这十分重要。”

金日成返回朝鲜后，情况没有改善。1949年4月17日，斯大林向苏联驻朝大使发出南方即将发动进攻的警告。苏联大使证实，汉城正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并提高了北朝鲜军队没有能力抵挡进攻的警报。1949年5月至8月，克里姆林宫和平壤继续就南方可能发动的进攻交流情报。对于即将发生的进攻，苏联表示出明显的担忧，对不知道如何阻止这场战争感到紧张。斯大林再三严厉批评什特科夫大使没有尽一切所能维持“三八线”的和平。

1949年，当斯大林试图阻止一场大规模的朝鲜内战时，北朝鲜领导人不断向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他们继续支持内战，把解放南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求。1949年3月7日，金日成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说：“我们相信，形势发展已为通过军事手段解放整个国家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苏联领导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列举了北方的军事弱势、苏美有关“三八线”的协议以及美国干预的可能性。斯大林补充说，只有在对方进攻平壤时，他们才可以发动反击，以武力实现统一，并解释说，“那时，所有人才会理解和支持你们的行动。”

1949年9月11日，斯大林要求重新评估朝鲜形势，指示苏联驻平壤大使馆从军事、政治和国际方面，研究南方可能发动的进攻。9月14日，大使馆就该问题做出了否定结论。9月2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拒绝了北朝鲜发动一场全面内战的请求，并下结论说，北朝鲜没有为这样的军事进攻做好准备，“在提高南朝鲜群众积极斗争的水平方面没有做多少事情，”北方发动无缘无故的进攻“会给美国提供以各种形式干预朝鲜事务的借口”。

在莫斯科与平壤沟通的同时，毛泽东以中国领导人的新身份正在苏联首都访问。斯大林与毛泽东讨论了朝鲜形势，但现有全部资料显示，苏联领导人从未向他的中国客人提及支持一场全面内战的决定，也未提到他邀请金日成来莫斯科。1950年4月的大部分时间，金日成和他的代表团都是在苏联度过的。其议程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的途径和方式。此后，斯大林同意发动一场全面内战，并对如何准备这场战争扼要地谈了他的看法。

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之所以改变自己的态度，是因为：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二、苏联有了原子弹，莫斯科在1949年8月进行了首次试爆；三、北约的建立，苏联与西方关系的总体恶化；四、透过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演讲，感受到华盛顿立场软化，以及它就朝鲜问题从军事上介入亚洲的意志软弱。

斯大林或许还推断出美国已决定着手冷战，富兰克林·罗斯福设想的美苏共管已成为泡影。不过，斯大林只是打算增强北方的实力，平衡美国对南方的大规模军事援助，进行一场持久但受控的冲突，并未料想到北方能够如此快速、轻易地痛击南方军事。

在做出决定之前，斯大林没有跟毛泽东商量，因为他想在没有中国干预和妨碍的情况下，设计出从长计议的朝鲜统一方案。到时，他将向中国摆出一个既成事实，毛泽东对此除了承认并给予支持外，别无选择。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坚持要解放台湾。这样，苏联就必须援助几乎还不存在的中国海军，但斯大林对此想法持否定意见。对斯大林来说，很难在莫斯科说服毛泽东，在中国完成自己的统一之前帮助朝鲜实现统一。同样，与台湾相比，朝鲜对苏联的安全更显紧急。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曾参与朝鲜革命统一战略的制定问题。毛泽东原则性地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方的愿望，甚至允诺在必要时最终出动军队给予帮助。不过，毛泽东建议北朝鲜忍耐，直到中国完成革命，结束内战。1949年5月初，金日成拜会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警告金日成，在近期不要向南方推进。他向金日成介绍了不利的世界形势，以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结束内战。毛泽东建议，推迟在朝鲜发动一场全面内战，直到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统一。

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苏联。解密档案显示，毛泽东对此事一无所知。之后，斯大林授权苏联驻北京大使向中国领导人透露以下内容：“朝鲜同志最近访问了我国。我将简要地向你们通报我们会谈的结果。”与此同时，为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只有在中国支持的情况下才可以继续内战计划，金日成要求访问北京。在出访前夕，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他不打算从中国得到什么，因为“他所有的要求在莫斯科都得到了满足”。

1950年4月，在南方从事游击战的领导人齐聚平壤，商量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行动计划。1950年5月12日，金日成通知苏联大使，北朝鲜总参谋部已开始为行动做计划。平壤想在6月打响战斗，但不能确定到时能否完成准备。5月底，斯大林允诺的武器装备送到了，全面内战的计划也准备好了。金日成坚持在6月开始行动，而不是苏联顾问倾向的7月。他认为，南方可能已侦察到其大规模的战争准备；到7月，雨也会迟滞部队的推进。

在为全面内战作最后的准备时，北方继续提议以和平方式统一朝鲜，以此作为最后的努力。最初，北方想进攻瓮津半岛，但在最后一刻改变了策略。据说，汉城已获悉这次即将发生的攻击，从而加强了对瓮津的防御。北朝鲜现在寻求莫斯科支持其沿整条边界开展的军事行动。对于1950年5月至6月，也就是进攻发起前的最后一段时间，迄今解密的苏联材料没有详细的记载，还需要历史学家对档案作进一步研究，以获得战争最后准备阶段的更清晰、更深入的画面。

一些证据表明，北方最初仅仅是想阻止南方再三的敌对性袭击，但是，南朝鲜军队在战争初期出人意料地迅速溃败，这让北方改变了战略，转而进行一场全面的热战，以实现对整个半岛的控制——这是一项它原本未打算实施的任务，而且缺乏足够的后勤支持。从而，在美国干预后，北方向南方的推进就像水汽一样蒸发了。三个月后，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方陷入损失惨重的混乱。


 三、仁川登陆

虽然中国的总原则是支持朝鲜统一，但对于北朝鲜人不与他们商量、把他们的警告性建议当耳旁风，中国领导人还是感到伤心和生气。1950年7月2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罗申（N V Roshchin）的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低估了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不理会毛泽东早在1949年5月和1950年提出的反对冒险主义的警告。周恩来向北朝鲜转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在仁川地区建立强大的防御线，因为美军可能在该地区登陆。

在中国历史上，7世纪，唐朝军队对朝鲜发动一次远征作战，就是在仁川登陆，并取得极大成功。中国领导层还担心，美国可能在北朝鲜防线后的朝鲜半岛其他地方，实施登陆行动。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证实，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中的朝鲜族战士将投入与敌人的战斗。中国3个军，共12万人，已经集结于满洲的奉天地区，也就是沈阳，以备不时之需。周恩来询问，苏联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月20日，北朝鲜军队夺取大田，俘获了美军少将威廉·迪安（William Dean）。7月29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领导人蒋介石提出派遣33000名士兵到朝鲜，但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那样做会把中国内战引入朝鲜。

根据美军军史中心的阿普尔曼（Roy E Appleman）的观点，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军在仁川大胆登陆，是以情报为基础的。情报称，北方在驱逐南方的战场上出乎意料地胜利，这使其忽视了自己的后方安全。随后又有情报称，北方的军事推进依赖于一条狭长的后勤补给线，可在汉城地区迅速地切断该补给线；敌人实际上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与美国第8集团军在南方的作战，既没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力量，又没有多少恢复能力。

麦克阿瑟强调，在仁川登陆和迅速夺回南朝鲜首都汉城，具有战略、政治和心理原因。他认为，这会激发亚洲的想象力，恢复美国的声望，为联合国军司令部赢得支持。在作战计划会议上，为了打消美国海军由于仁川复杂的潮汐条件产生的疑虑，麦克阿瑟指着一幅大挂图说，仁川将会是一块铁砧，沃尔顿·沃克（Walton H Walker）中将领导的第8集团军从南方杀回，将举起手中的铁锤，在上面砸碎北朝鲜人。

美国海军担忧，在海峡和海港有限水域内实施登陆行动，必须有最大水深33英尺的潮汐。将投入使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登陆艇，它们需要23英尺的潮汐，才能越过海滨泥地，坦克登陆舰需要29英尺的潮汐。而在仁川，这样适宜的潮汐条件，一个月中只有一次，持续3到4天时间。
 对大型舰船来说，在又窄又浅的海峡登陆，只能在白天行动。因此，必须把主要的登陆行动安排在午后潮汐最高的时候。然而，为夺取月尾岛，一个营的攻击部队（Wolmi－do）需要在凌晨潮汐最高时，采取夜间行动，这又是仁川主要登陆行动必需的预备行动。

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选定9月15日为登陆日，因为那时潮汐的高峰能提供漫过仁川海滨泥地的最大水深。9月15日的潮差在最高时达到31.2英尺，在低潮时是－0.5英尺。只有这天，潮汐才能达到如此的极限范围。9月15日后，就没有允许登陆的时机，只有到27日，高潮才达到27英尺。10月11日到13日，将有30英尺高的潮。9月15日早晨的高潮时间是6点59分，日出后45分钟；晚上高潮时间是19点19分，日落后27分钟。美国海军把23英尺高的潮定为登陆艇越过泥地、抵达登陆地点必需的临界点。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仁川登陆地点之前的海堤。这些海堤是为了挡住平时少有的高潮而修建的，比泥地高出16英尺。除非遇到极高潮的时候，否则，就必须清除它们。为了利用白天的最后一到两个小时，极高潮持续的时间对登陆行动来说是不够的，所以还需要梯子。一些铝云梯由日本神户制造，另一些是木梯。为解决小船停靠海堤的问题，准备了抓钩、绳索和货物罩网。举世公认，这是一次罕见的大胆行动，它的成功体现了美军的优秀素质。


在3艘火箭船抵近，发动密集的火箭弹幕射击后，空中打击和海军炮火又肆虐月尾岛。登陆艇从转圈中修正出来调直了航线向出发线移动。正当船上的高音喇叭宣布：“登陆部队越过出发线”时，麦克阿瑟来到美军两栖部队的旗舰麦金莱山号舰。当时是6时25分。1945年4月1日复活节，美军曾在冲绳发起两栖攻击，仁川登陆是美军自此以来的第一次两栖攻击。出发线与月尾岛海岸之间大约有1英里的水路。9月15日，美军X军团远征部队抵达仁川的人数超过7万。


 四、中国卷入朝鲜战争

9月6日，美国每日情报摘要（daily intelligence summary）收列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部的一份报告，说如果战局对北方不利，战场进入北方领土，北京可能会动用林彪元帅的第四野战军。这份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些部队不会打出中国军队的旗号，而是被整合进北朝鲜的人民军。美军远东司令部9月中旬获悉，据说，7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决定，在不引发战争的情况下支援北朝鲜。然后，引述了周恩来在上文说过的话，如果北朝鲜人被美军赶回鸭绿江，中国军队将进入朝鲜。

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在评论这份报告时说，中国共产党当局很明显对朝鲜感到担心，将把美军向鸭绿江的推进视为“对他们政权的严重威胁”。在一周多的时间，麦克阿瑟的部队进驻首都汉城，并将北朝鲜主力部队包围在釜山周围。

9月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消灭敌军，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展开军事行动。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同一天，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第47－5号提案，批准了这项行动。9月的最后一天，“每日情报摘要”通报称，据说，8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一次高层会议，决定为朝鲜提供25万中国军队。

总体而言，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对于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莫斯科和北京持一致的观点，中国的立场在美军登陆后开始发生变化。9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大使罗申的会谈时称，中国有一些人担心朝鲜战争会拖很久，会让中国的部分地区付出很大牺牲。中国当局向苏联情报部门提供的信息表明，克里姆林宫对朝鲜的政策已没有前途。

北京还通报莫斯科一点，英国驻北京领事得出结论，苏联和美国在朝鲜串通好了，试图借助于在朝鲜发生的战争，阻止中国解放台湾、结束内战，从而成为亚洲的一个大国。
[20]

 20世纪70年代，在中苏分裂、中美接近阶段，台湾就试图发展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打出苏联牌。

哈佛历史学家、俄国问题专家亚当·乌兰（Adam Ulam）推断，苏联支持进攻南朝鲜并不是为了控制南朝鲜，“微不足道的奖赏，当然不值得承受因批准行动招致的风险”。乌兰怀疑，斯大林可能心知肚明，一旦朝鲜爆发战争，美国就会保护台湾，而毛泽东面临大陆可能发生新的内战，因此将需要苏联的支持。

乌兰写道，“很难拒绝这个结论，朝鲜乱局是俄国人挑起的，其具体目的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脱离苏联的监护”。
[21]



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得出结论：中国不得不对朝鲜趋于崩溃的防御施以援手。那天，他发了个加急电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他们“向‘三八线’调动至少5至6个师，以便我们的朝鲜同志在你们开拔到‘三八线’以北的部队的保护下，有一个重新组织的机会。”斯大林补充说，平壤还不知道这个请求。毛泽东没花多长时间，就对斯大林的电报做出了回应，以下列理由拒绝了其要求：中国军队不够强大，中美冲突会毁灭北京的和平重建计划，并把苏联拖入与华盛顿的战争。相反，他建议北朝鲜接受失败，转而求诸于游击战术。

虽然斯大林早期给美国的信号是苏联不会直接干预朝鲜，但他一直试图说服北京，美国不敢贸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最终将就朝鲜问题达成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的安排。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也可以解决台湾问题。他还补充说，即使美国挑起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让它现在就发生，比再过些年要好，到那时，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军国主义将恢复实力，美国和日本也会把李承晚的朝鲜作为大陆上的一块军事跳板。”

斯大林通知金日成，他正努力说服中国，并号召北朝鲜人“固守他们的每一寸土地”。然而，1950年10月12日，斯大林告诉金日成，中国再次拒绝了提议，朝鲜必须撤退。不过，第2天，斯大林收到了好消息：在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讨论后，中国同意为北朝鲜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作为交换，莫斯科同意武装中国军队，并为他们提供空中掩护。然而，苏联提供给北朝鲜和中国的军事装备从来比不上美国提供给南朝鲜的。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北京做出军事支援的决定是不容易的。在中国领导层中，有两个人赞成莫斯科的想法，他们是主政东北的高岗和彭德怀将军。两人最终设法说服毛泽东站在他们一边。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如果朝鲜全部被美军占领，那么将对中国革命带来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反对参战者抱怨苏联拒绝直接参与冲突，而该冲突最初是由莫斯科鼓动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做交易，后者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苏联就不让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因此，苏联也能够拆除东北的工业设施，装运回国。中国人对此仍记忆犹新。

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使用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30年代制造的武器作战，从美国刚武装起来的国民政府军手中解放东北。苏联接受日本投降后，把东北的控制权交还给国民政府。在苏联的合作下，国民政府军由美国空运进东北。辽沈战役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内战中的首次常规战争胜利。当战役结束时，国民党精锐部队中被消灭的、投降的、开小差的共计40万人，一起留下的还有他们最新的武器和装甲车辆。一些人甚至建议，中国应接受美国向鸭绿江的推进，哪怕是冒着被美国占领东北的风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将爆发一场战争，中国可以站在不必要的麻烦之外，甚至成为维持均势者。

1950年10月3日，中国时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向其透露，如果美军或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派兵保卫北朝鲜。他说，如果只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采取行动，因为中国不会干涉朝鲜内战。印度大使迅速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印度政府，印度政府又依次通知了美国和联合国。

华盛顿立即把此信息通知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其他国家的代表也报告了从北京的中国官员处获悉的类似声明。随后，10月10日，北京通过广播发布了相同意思的公告，表明了中国的意图。10月15日，美国陆军部向麦克阿瑟的指挥部通报了一份来源可靠的情报，莫斯科正准备突然袭击接近朝鲜北方边界的美军。

10天前，10月5日，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首次将“苏联的卫星国中国援助”的敌人实力，列入第一优先关注的位置。但是，这种评估未能长期维持其第一优先关注的目标；10月6日，该目标降到了第二位，10月9日，又降到第三位，一直维持到13日。10月14日，情报评估又将北朝鲜实力增强提升到第一优先关注的位置。杜鲁门总统与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会晤期间，情报部门的评估依然没变。

10月14日，在美军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摘要中，有一篇冗长的问题分析，大致代表了远东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A Willough－by）少将的正式意见。这份情报评估报告承认，在满洲，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东北，总共有9个军38个师的兵力。该地区西接内蒙古，北邻俄罗斯，东连北朝鲜，由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三个省组成。这份情报还提出，苏联可能觉得自己置身冲突之外，比较方便和经济，在有必要干预时，让中国提供军队。

该报告透露，所有情报机构的兴趣都集中于“难以捉摸的林彪”和鸭绿江。其中重要的一段是这样说的：

中国共产党军队领导人近期的声明，威胁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出兵北朝鲜，或许是一种外交勒索。这个决定，即便有的话，也已超出集体智慧的范围：这是最高层次做出的战争决定；也就是克里姆林宫和北平（北京）共同做出的。然而，在满洲的军队人数和潜在实力是一个既成事实。共有24个师沿鸭绿江部署在道路交会点附近。在这种部署态势下，安东（Antung）附近的部队横跨便于向南调动的路网，是最能立即投入作战的满洲部队。

该报告指出，敌人最近丢掉了元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重损失，会危及他们整体的防御结构，并进而指出：“敌人重整部队的公开失败表明，虽然中国共产党军队和苏联表示了持续的关注，发布了一些吓人的公开声明，但已经决定，他们不会为了支持一项失败的事业，而进行代价更高昂的投资。”

与此同时，10月10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宣布，他飞往太平洋的目的是与麦克阿瑟将军在本周末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国在朝鲜最后阶段的行动”。与会人员有杜鲁门总统、麦克阿瑟将军和指定的顾问，会议将于10月15日星期天在威克岛举行。大多数讨论都集中于战争结束后朝鲜的重建计划。

麦克阿瑟将军说，他预期，在感恩节之前，结束从北到南整个朝鲜的正式抵抗；希望在圣诞节之前，把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官方的会议记录表明，麦克阿瑟将军详细回答了杜鲁门总统提出的“中国或苏联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怎样”问题：

很小。如果他们在（战争爆发后）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就干预，那会起决定性作用。现在我们不怕他们干预了。我们已不得不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了。中国在满洲有支30万的部队，大概有10万至20万人部署在鸭绿江一带，可以越过鸭绿江的只有5万至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我们目前在朝鲜有了空军基地，倘使中国人企图南下平壤，他们就会遭到最大的杀戮。”

麦克阿瑟将军随后简要谈到了俄国干预的可能性，认为那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表示，美国第8集团军将在圣诞节前撤回。

后来，麦克阿瑟将军对威克岛会议谈话记录的准确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在总统的议事日程上，中国或苏联可能干预的问题排位较低。他回答说，这种干预的可能性“很小”，并补充说，该看法纯粹是从军事角度推测出来的，而这根本上是一个需要做出政治决定的问题。他称，他的观点是以如下军事设想为前提的：若中国确实干预，美国军队将采取报复措施，在半岛上作战，会使中国军队暴露的通信线和补给基地面临一场浩劫。他说，他视为当然地认为，中国认识到了美国的这种能力是让其不敢干预的决定性因素。军事上，麦克阿瑟是对的：半岛作战使数量占优势的军队对拥有空中优势和技术优势、但规模较小的军队的效能大打折扣。

周恩来10月3日对印度大使的声明，中国政府的广播通告，美国情报得知的中国军队调动时间，与后来发生的事情相联系，显然已相当清楚地表明，中国在10月初就已决定，若联合国军，而非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干预北朝鲜。

中国领导人是否认为联合国军会越过“三八线”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有一个比较好的理由认为，北朝鲜政府相信联合国军会在“三八线”上停下来。1950年10月14日，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金日成在颁布的一条命令中说：“让我们失败的其他原因是，我们中许多人认为，美军不会进攻‘三八线’……”


在美军先头部队10月9日在开城越过“三八线”后的几天内，中国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也在东北边境跨过鸭绿江进入了北朝鲜。最先进入朝鲜的部队很明显是在10月13日或14日跨过边界的。4个中国军，每军3个师，随后在10月14日至20日越过了鸭绿江。其中，38军和40军（此处数字有误，据查38应为39。——译者注）从东北的丹东越过边境，进入北朝鲜的新义州；另两个军38军和42军从东北的集安进入北朝鲜的满浦。所有4个军都来自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到朝鲜后都配属给第13集团军。10月20日至22日，第1摩托化炮兵师，第2摩托化炮兵师的两个团和1个骑兵团也从丹东进入朝鲜，以支援早先过来的4个军。

10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正在威克岛上向杜鲁门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汇报中国干预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干预，也不会超过6万人越过鸭绿江，他的空军会消灭他们。就在该日，大约有12万中国士兵不是已经过江和正在过江，就是为了过江正从他们的集结与训练区域向过江区域机动。

10月27日，中国正式参战。约2万中国人和大量北朝鲜人攻击了鸭绿江南55英里从云山到熙川这一地区的南朝鲜和美国军队。韩国第6师被迫从他们1天前在鸭绿江边构筑的阵地上撤离。他们和第7师、第8师被迫转入防御。第1骑兵师的1个团在云山附近被围。《中国日报》反应，中国俘获了大量人员和装备。10月19日，中国还宣布向西藏派驻5万部队。

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强烈要求参联会反对越过“三八线”。他们相信，如果美国入侵北朝鲜，苏联和中国会参战。但是，迪安·艾奇逊、迪安·腊斯克和艾里森（John Allison）等鹰派人物获胜了，他们成功说服杜鲁门站在麦克阿瑟一边，跳过了参联会的反对意见。其中，腊斯克既是划定“三八线”之人，又是后来让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之人。


1950年10月是局势每天都发生快速、重大变化的一个月：

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麦克阿瑟要求北方投降。韩国第3师在朝鲜东海岸追赶北朝鲜军队，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越过了“三八线”。1架美军观察机空投命令，要求他们进入北朝鲜。自北朝鲜人在美军仁川登陆后开始撤退以来，第3师一直在追赶他们。

10月3日后，韩国首都师迅速跟进。同一天，周恩来总理把印度大使召到北京，通知称，如果美国或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干预朝鲜战争。第二天，印度警告联合国，中国已向其表明，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参战。

10月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布“联合国军司令部第2号作战命令”，即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的作战计划。这时，韩国军队在东海岸已经推进到“三八线”以北20英里到30英里处。英联邦第27旅被空投到金浦空军基地，编入美国第1军。

10月3日，美国第8集团军下达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命令，要求美国第1军夺取临津江西线。美国第1军随后将执行北向行动，主要行动由第1骑兵师打前锋。美军第24师和韩国第1师保护该军的侧翼，并作为后备力量。联合国军空军部队开始对北朝鲜元山，对安东与平壤之间的道路实施持续3天的轰炸。机组人员声称，他们打掉了一支从东北运送重型枪炮和其他军需品的长达100英里的车队。

10月7日，联合国授权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同日，美军越过“三八线”。随后，联合国大会进行了有关“打败共产主义之后的朝鲜未来”的辩论，并投票决定“统一和重建”朝鲜。在美国已经赢得战争的错误印象下，大会部分决议批准了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

美国和英国承诺，战争结束后，就撤离朝鲜。10月8日，也就是美军越过“三八线”的那天，毛泽东命令中国“志愿军”越过朝鲜边界。10月10日，南朝鲜军队攻克了元山。

10月16日，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10月19日，联合国军占领北朝鲜首都平壤。10月25日，也就是中国正式参与朝鲜战争的前两天，中国军队展开了他们在朝鲜的进攻部署。10月27日，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发动了大规模攻势。

11月1日，中国军队开始了大规模进攻。11月5日，麦克阿瑟通报联合国，中国已派出大批人员在朝鲜作战。11月22日，中国军队在延边附近的中间线（on the central front）向联合国军移交了27名受伤的美国战俘，并表示：“中国人不想与美国人打仗”。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没有考虑中国释放行动背后的意图。


中国在朝鲜的战略旨在传达两个信息：首先，中国不允许美国占领北朝鲜；第二，中国的主要关切还是台湾，同美国一样，中国希望战火只限制在朝鲜。北京接受了去联合国商讨台湾形势、朝鲜战争以及暂时结束敌对状态的邀请，证实了中国要传达的第2个信息。


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洛斯（Stephen E Ambrose）写道，中国代表团宣布将于1950年11月15日抵达联合国，麦克阿瑟计划于该日发起突然的地面进攻，破坏和平谈判。然而，中国代表团推迟了行程。11月11日，麦克阿瑟获悉中国代表团推迟了行程，将稍后于11月24日抵达联合国。麦克阿瑟也推迟了他的进攻计划，最后定在11月24日上午开始。从而，中国代表团抵达联合国时，迎接他们的新闻标题是，美国大兵已全开赴鸭绿江，麦克阿瑟又一次承诺，让他们“圣诞节前回家”。美国人再一次向中国边境挺进，这次动用了更强大的部队。


欧洲人被激怒了。法国政府指责麦克阿瑟“在这时发动进攻是为了破坏和谈”。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宣称，麦克阿瑟“倒行逆施，以这种方式挑衅最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代表团认识了美国的两面三刀，返回北京。

谈判的失败没有打乱杜鲁门的阵脚，但麦克阿瑟进攻的失败让他乱了阵脚。麦克阿瑟沿着两条隔得很开的线路向前推进，他的中间敞得很开。考虑到中国早期的干预，他为什么这样做，仍然是军事分析家心中的一个谜。中国指挥官往他的空档塞入了好几万部队，很快让麦克阿瑟分开的部队四散逃命。在两个星期内，中国夺取了北朝鲜大部分国土，把麦克阿瑟的部队隔离在3个据点内，完全扭转了军事形势。

实际的受益者是日本。1951年9月，为应对朝鲜问题，杜鲁门与日本缔结了和平条约。该条约把苏联排除在外，在日本建立美军基地，允许日本重整军备，并不受限制地实施工业化。美国还鼓励日本设法取消其对英国、澳大利亚、中国、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赔款，以之重振经济。杜鲁门扩展了美国的全球军事基地，包围了苏联和中国。到1951年3月，双方再次在“三八线”对峙，而中国也不想从这里继续向南推进。在又一次陷入了困境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准备和谈。麦克阿瑟又以越过“三八线”、要求中国军队无条件投降的方式，破坏了争取停火的努力。杜鲁门决定在第一时间解除他的职务。



 五、停战谈判、原子讹诈和麦克阿瑟解职

直到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才开始。虽然谈判启动比较慢，但到1951年11月27日，双方商定以“三八线”作为划界线，军事行动也差不多立即减缓下来。1952年5月12日，马克·克拉克将军担任联合国军司令，摆在他面前的是前线的军事僵局、中断的停战谈判，以及远离南朝鲜南部海岸的巨济岛上咆哮的战俘事件。克拉克认为，共产党人只懂得武力，于是提升了对敌手的军事压力，以打破板门店的僵局。除了对汉城的战略进攻外，中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南的推进从未超过50英里，这与中国干预行动的防卫性质是一致的。

早在1950年12月7日，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同意在联合国提出停火。1951年1月8日，在一份通报中国军队取得进一步向前推进的战果的电报中，斯大林写道：“从内心来讲，我祝贺中国同志夺取汉城。这是广泛的爱国力量对反动势力的一个伟大胜利。”1月19日，中国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元帅向毛泽东报告，平壤已接受毛泽东的休整计划，并为最后的进攻作充分的准备。尽管金日成的早期竞争者朴洪永试图让事情进展得快些，平壤还是同意北朝鲜不能单独推进，并认为中国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

1951年4月21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不到3个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向台湾派驻一个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国防部的建议下，美国恢复了对国民党的直接军事援助。5月18日，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为未来20年的美中关系设定方向时说：“北平的政权……不是中国的政府……我们承认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它将继续得到美国的重要援助和支持。”5月18日，联合国一致通过要求全世界“各国”向共产党中国实施武器和战略物资禁运的决议，该决议是由美国发起的。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外交代价。

到1951年6月，北朝鲜和中国提出了停战问题。这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苏联军事供应和苏联空中掩护问题持续不断地讨价还价。毛泽东坚持要求斯大林兑现苏联的承诺，斯大林继续回绝毛泽东，有时还带着明显的愤怒。1951年6月，金日成和高岗抵达莫斯科，说服了斯大林：在缺乏苏联全力的装备和空中支持的情况下，有必要达成一项寻求停战的政策。

他们决定，坚持恢复沿“三八线”的边界线，并在“三八线”两旁建立小块中立区。毛泽东建议提出台湾问题，但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与此同时，中国要求苏联提供60个师的装备。尽管辩解说在一年内提供是“纯粹不可能的和完全不可思议的”，斯大林还是同意了给20个师的装备。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后来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月后，1951年7月10日，美国带领的代表团与北朝鲜和中国代表团之间的停战谈判开始了。

1960年，密歇根大学教授艾伦·怀廷（Allen S Whiting）出版了其里程碑似的著作《中国跨过鸭绿江》。这部著作对整整一代西方学者产生了强烈影响。借助于西方情报机构的资料和中国杂志和报纸透露的信息，怀廷认为，中国不像苏联，没有直接参与北朝鲜入侵南方的计划。怀廷相信，朝鲜战争爆发后，北京试图通过政治手段结束冲突，只是在1950年8月末的政治方案失败后，北京才在9月初开始必要的军事准备。

怀廷强调，在9月中旬的仁川登陆后，北京试图通过公开和私下渠道，阻止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只是在所有警告不被华盛顿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当一回事的情况下，北京才参战，因此，在北京领导人的眼中，中朝边境的安全已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怀廷由此得出结论，北京的朝鲜危机管理，主要是基于中国感受到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证实，自开战以来，他积极考虑了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号召发起全球范围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在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时，他宣布，如果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得到联合国的授权，麦克阿瑟可能被授权自主决定使用原子弹。杜鲁门随口补充说，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因为它毕竟只是美军的一种武器。这番言论激起了全世界的反应。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紧急访问华盛顿，表达他的关切。杜鲁门极不情愿地向他保证，美国“无意”在朝鲜使用原子弹，除非是为了防止一场意味着美国失败的“重大军事灾难”。

当杜鲁门徒然地试图在北朝鲜运用美国的原子霸权谋求优势时，美国并不清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战术核打击，能否在军事上产生决定性的效果。如果美国使用了战术原子弹，而中国军队还不断涌来，那将表明原子弹作为最后诉诸的武器也是无效的，这将降低它在战略领域的威慑效应。这是美军决策者不愿面对的一个测试，因为这样做得到的微不足道，失去的意义重大。毕竟，需要向日本扔第二颗原子弹就充分证明，美国认识到第一颗原子弹没有发挥期望中的战略威慑武器立即结束战争的作用。

“小男孩”是第一件投入实战的核武器。1945年8月6日上午，它在广岛上空约1800英尺爆炸，威力相当于1.3万吨TNT的爆炸当量。官方估计，直接致死人数在7万至14万之间，这个城市750平方公里，90%被抹平。1999年10月，根据当地政府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数据，原子弹杀死了541817人。其中，372705人被认为是死于直接暴露于13千吨当量的铀弹爆炸产生的辐射。

“胖子”是第二件投入实战的核武器。1945年8月9日，它被扔在日本的长崎。“胖子”摧毁了超过两平方英里的城市，造成大约7万人的死亡，因为它落在一个工厂内，而不是中心城区。“小男孩”是个枪膛式铀弹。“胖子”是件更复杂、威力更大的内爆式钚弹，相当于2万吨TNT的爆炸当量。两颗原子弹造成的直接伤亡总数超过20万，还有无法估量的长期破坏。

在第二颗原子弹爆炸后的第5天，也就是8月14日，在得到可以维持天皇制的默许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个月前，日本曾通过第三方外交渠道进行的和平努力提出过这个条件，但被美国拒绝了。

1950年10月底，麦克阿瑟的部队实际上已抵达中国和朝鲜的界河鸭绿江。但是，这些部队分属两个司令部指挥——第10军和第8集团军。他们在作战中互不联系，似乎是邀请对方将他们各个击破。11月24日，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在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内，麦克阿瑟分开的部队又被赶回了“三八线”。

麦克阿瑟要求将战火延伸到中国。他声称，这样才能为在朝鲜赢得胜利和在亚洲终结共产主义铺平道路。他公开要求轰炸东北的中国基地、封锁中国海岸以及把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引入战争。
 1950年12月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经济禁运。该政策持续了21年。

杜鲁门在南朝鲜崩溃5天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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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令五角大楼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7点钟举行远程电话会议。召集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要求他们考虑是否拨给麦克阿瑟自己要求的两个师，考虑接受“中华民国”政府提供的两个师的可行性……我们不知道，那样做将对毛泽东意味着什么。必须小心，不要引起一场全面的亚洲战争。俄国正计划在黑海和波斯湾发动一场进攻。自恐怖的伊凡以来，莫斯科就想得到这两个战利品。伊凡现在成了斯大林和列宁心目中的英雄。

地缘政治似乎是杜鲁门考虑的全部，而不是反对共产主义。

麦克阿瑟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赛普（Philip C Jessup）后来成了国际法院法官兼主席。他的私人秘书威尼斯·安德森（Vernice Anderson）1971年2月2日告诉《口述历史访谈》：

在东京，我们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客人，住在他位于大使馆院子里的客房里。杰赛普住一间，我住他隔壁的一间。我们住的楼与大使住的楼是分开的。逗留期间，我们几次看见将军，当然，更多地是看到他的下属人员。一天晚上，大约10点，吃完饭回来，我的陆军司机错误地把车开进将军的私人住所。当我们的车停下时，前门的宪兵立正，把他们的枪在门阶上敲出了叮当声。我急忙向司机解释，这不是我的住处，我住在下一幢楼里。我很害怕吵醒将军，他每天都是早早地用过晚饭、看完电影后，在9点钟就寝。我们从当地办事人员口中了解到，将军从来不打破这个生活规律；从不与客人或本土来的访客一起就餐，不论他们衔职高低；从不用东方人给他掰面包。此外，他们还告诉我们，将军记得过去5年内他看过的每一部电影的片名！

朝鲜战争伊始，麦克阿瑟被任命为驻南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同时保持对驻日本盟军的指挥权。将北朝鲜军队赶回“三八线”后，麦克阿瑟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批准下，攻进北朝鲜，一路推进到北朝鲜和共产党中国的边境鸭绿江，全然不顾这可能引起中国干预的警告。


中国干预后，迫使联合国军在混乱中后撤，麦克阿瑟对“有限战争”的战略提出批评，迫切要求以原子弹炸毁东北的中国基地，并动用国民党军队对抗中国共产党军队。
 1951年4月，杜鲁门拒绝了这样的请求。在麦克阿瑟将分歧公开化后，杜鲁门最终解除了他的司令职务。返美后，麦克阿瑟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并被邀请到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题为“老兵永远不死”的演讲。1952年，麦克阿瑟曾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麦克阿瑟认为，朝鲜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战争；他持续叫嚷“释放蒋介石”（当时蒋被束缚在台湾岛上），发起核打击。这些都使杜鲁门、参联会和卷入其中的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感到非常紧张。对杜鲁门和参联会来说，朝鲜是遏制政策的一项演练，但它成了军事上一场非常沮丧的战争。这意味着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没有以全面的军事胜利为目标，而是追求有限的军事成果和模糊的政治结果。

军人服从文职领导人，这是美国政府的传统。将军不能就对外政策发表声明，在没有事先向其政治上级澄清的情况下，甚至也不能就军事政策发表声明。但是，麦克阿瑟习惯了作为日本总督来行事，忽视了作为军事指挥官应受到的限制，开始就美国在朝鲜应该怎么做发表公开信。他在致美国海外退伍军人协会（VFW）的信中说，福摩萨（台湾）是向中国发起进攻行动的最佳位置，美国应将台湾作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以保护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

中国参战后，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一些事情决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他也能轻松应对。麦克阿瑟在致众议院发言人约瑟夫·W.马丁（Joseph W Martin）的回信中写道，美国只有通过全面战争，才能在朝鲜取胜，这意味着轰炸东北的中国基地、使用核武器和入侵中国大陆。

麦克阿瑟希望统一朝鲜，让蒋介石放手发动对大陆的进攻，把反共斗争的重点放在亚洲，而不是欧洲。他写道，“共产主义阴谋家已选定这里，也就是亚洲，来进行他们的全球征服赌博。这里，我们拿着武器为欧洲而战，那里的外交官却仍在搞口舌之争，如果我们在亚洲丢掉了与共产主义的战争，那么欧洲的陷落将不可避免”。


一位美国军人试图改变美国总统确定的外交政策，挑战其权威。除了该问题之外，还存在欧洲优先与亚洲优先两种观点的对决。美国当局一直以欧洲为中心，于是抛弃了麦克阿瑟。
 杜鲁门迅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所有职务，这引发了认为杜鲁门对共产主义太软弱的保守派的大规模抗议。

美国宪法把外交政策的控制权授予总统而不是军人。杜鲁门解释说，在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提下，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是一条要走的微妙之路，但不论好坏，那是美国已经决定的政策。任何一名军人，哪怕是为帝国的远方地域献出大半生的五星上将，也不能触犯美国制度的根本原则，来挑战这项政策。杜鲁门抵制了麦克阿瑟挑战宪法的企图，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付出了让共和党在随后8年一直执掌政府的政治代价。


驻亚洲美军司令官被迫退休，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国防承包商主席，在纽约华尔道夫塔（Waldorf Tower）的高级住宅中“慢慢消逝”。而此时，退休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总统。
 听说麦克阿瑟被撤职后，英国下议院拍手称快。欧洲各国政府都对杜鲁门的行动表示赞赏。台湾则把此事视为让美国回来入侵中国大陆遭遇到挫折。


 六、美国是朝鲜战争的肇事者之一

朝鲜战争拉锯战似地结束了。联合国军从北朝鲜撤退到朝鲜东南部的釜山一带，接着又稳步推进，再次越过“三八线”，只是被中国军队又一次赶回南方。1951年7月10日，经过13个月的激战，双方开始停战谈判。为增加各自在谈判中的筹码，战争时断时续，使谈判拖延了两年多的时间。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终止台湾海峡“中立化”，他正“发布命令，不再继续使用第7舰队保护共产党中国免受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并补充说，“我们当然没有义务保护一个正在朝鲜与我们交战的国家。”之后，7月27日，朝战双方最终签署了停火协议。

朝鲜战争的人员伤亡是巨大的。仅在开战的第一个月，美国战略空军机群投下4000吨炸弹，尽管阻止北朝鲜推进的效果令人失望。除了高爆炸药，轰炸机还广泛使用了凝固汽油弹。退休后，美国空军的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将军描述战争的破坏性时，带着军国主义口吻说：“我们最后烧掉了北朝鲜的每一个城镇……
 也烧掉了南朝鲜的一些城镇。我们甚至烧掉了（南朝鲜城市）釜山——那是个意外，但毕竟是我们烧掉了它。”

对人员伤亡评估的差距非常大，但是，有理由相信，除了双方350万军事人员的伤亡和失踪外，还有两百多万的朝鲜平民丧生。最终，划分两个国家的边界仍然保持了战争开始前的原样。

战争是以“祖国解放与统一”斗争开始的，后来转变为“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战争”。斯通（I. F. Stone）在1952年的《朝鲜战争背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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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利用公开材料，说明了美国官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说法是错误的。与其说战争是北朝鲜发动奇袭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李承晚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挑起冲突，最终激起了北朝鲜的反击，随后带来南朝鲜军队令人吃惊的大溃败。但是，该书一直被当作偏激的宣传而不被人理会，直到几十年后得到了解密文件的证实。


在朝鲜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一小撮人作出了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塑造了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以及持续影响美国随后二十年奉行的所谓反共产主义入侵政策，并强化了冷战政策。这些基本的决定是美国单边做出的，因为杜鲁门在行动前没有同其欧洲或亚洲盟友协商，除了得到少数几个国会领导人的支持外，也没有寻求国会的批准。美国发现，其与别国交战，无须宪法规定的国会宣战。

1950年7月5日，美国驻朝鲜大使馆顾问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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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朝鲜首次突破防线期间及以后，出现了很大混乱，很多人脱离部队，大韩民国军队丢失或抛弃了他们大多数重型装备，包括反坦克炮、迫击炮和机枪等。当时，大韩民国军队都在汉江南岸一线……这支部队只有大约20000至25000人，组织涣散，装备极差；他们迎战的敌人却拥有坦克、重炮、飞机，并取得汉城大捷，令人生畏。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是过早地炸毁了汉江步行桥。这是在6月28日上午一大早干的。推迟几个小时也没有什么害处，南朝鲜人本可以撤出许多人员和装备……


令人震惊的不是北方反击的这么突然，而是南方崩溃的这么迅速。


根据美国的观点，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在北朝鲜“无缘无故”的进攻下爆发。在72小时内，在面临南朝鲜即将崩溃的情况下，美国决定站在南朝鲜一边，进行干预。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援救南朝鲜，并派遣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让该地区“中立化”。

朝鲜内战迅速转变为一场国际危机。1950年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艾伦·柯克（Alan Kirk）递交给苏联副外长一份备忘录，题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要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确认，其与这种无缘无故、没有根据的攻击无关”。6月29日，苏联对美国政府递交的外交备忘录做出了答复。回复内容如下：

1.根据苏联政府核实的情况，发生在朝鲜的事件是由南朝鲜当局的军队对北朝鲜边境地区的攻击引发的。因此，这些事件的责任应由南朝鲜当局及其幕后支持者承担。

2.众所周知，苏联政府从朝鲜撤军早于美国政府，由此确证了苏联政府不干涉它国内政的传统立场。现在，苏联政府一如既往地坚持反对外国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

3.苏联政府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且不论苏联政府参与安理会活动的积极主动性，苏联政府不能参加安理会会议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没有被允许重返安理会，这使安理会已没有做出决定的合法权。

总统行政助理乔治·埃尔西在《国务卿简报记载备忘录》（Memorandums for the Rrecord in Secretary of State’s Briefing Book）中写道：“下午1点钟，国务院收到了柯克大使递交的他与苏联副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A Gro－myko）会面的报告（葛罗米柯拒绝详细说明以上声明），国务院认为，可以将此解读为苏联似乎不太可能打算把它的部队投入朝鲜。”

乔治·凯南顾问提出的遏制政策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的核心，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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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苏联对艾伦·柯克大使递交的美国外交照会的回复，我的印象……是……它是没有挑衅性的，莫斯科似乎在制定之初，就决心以官方的正式态度表明，它在这个事件中完全没有责任。与此同时，我们收到消息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布了极端好战、极具挑衅性的声明（共产党政府从不宣战），利用最近的事情制造共产主义阴谋，向我们宣战，号召东方人民起来反对我们。

但我似乎觉得，这个声明在相当好的中苏关系面前会露馅，对中国共产党方面来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个错误。当与莫斯科的回复放在一起时，它清楚地表明了苏联的意图；也就是说，苏联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置身事外，而利用卫星国朝鲜和中国最大限度地把我们卷入其中。

解密文件已经证实，凯南对中国意图和角色的解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埃尔西继续说：

下午5点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根据会议做出的决定，参联会晚上7点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出指令，授权他使用其海空军支援大韩民国军队，打击北朝鲜目标；在朝鲜只能使用辅助部队和通信分队，除非是为保护釜山地区的港口和机场，才能使用作战分队……麦克阿瑟被告知，如果苏军干预朝鲜，美军的任务范围不包括与苏联交战的决定。如果苏军干预，他应采取守势，不采取任何扩大局势的行动，并向华盛顿汇报。

史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在其《全球主义的兴起：1938年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第7章朝鲜”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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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的许多事情都是痴心妄想。这部分基于美国空军的战略学说及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军经验教训的误读，部分在于认为亚洲人不敢勇敢抵抗西方枪炮的种族主义看法，部分在于普遍流传的认为共产党政府没有得到真正支持的观点。由于缺乏民意支持，共产党害怕将其部队投入战斗，即使投入了，其部队也不会战斗。

谁将战斗和谁将不战斗的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北朝鲜人在朝鲜半岛上把南朝鲜人赶得只顾往前逃。美国的轰炸丝毫未能延缓进攻者的推进速度。杜鲁门派出空军后，面临另一个重大抉择：他要么不得不把美国军队派上场挽回颓势，这意味着他要为战争承受比原来预计的更高的代价，要么面临丢掉整个朝鲜的结局，而此时共和党人正在叫嚣：谁丢失了中国？南朝鲜人就是在这样的惊慌中撤退的。

当时，埃尔西写道：

1950年6月29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没有处在交战状态……大韩民国是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大韩民国政府是联合国各成员承认的政府，现正受到一伙强盗的非法攻击……联合国安理会已召开会议，通报了那里的形势，要求各成员国援救大韩民国。联合国成员国将援救大韩民国，镇压强盗对它的入侵。

自然，记者招待会十分引人注目，因为有许多关于朝鲜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后来极具重要性，该问题是：“总统先生，与你的解释相反，把干预朝鲜看成是在联合国名义下的警察行为，你觉得这样说对吗？”总统回复到：“对。这正是这样做的实质。”


 七、美国全面干预台湾问题

1954年8月11日，周恩来再次强烈要求解放台湾，警告插手此事的“外国侵略者”将面临“严重后果”。9月3日，中国共产党开始炮轰台湾海峡中国民党据守的离岸小岛金门，国民党进行了还击。第2天，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要求第7舰队重回台湾海峡。4天后，国民党对中国大陆开始了大规模的空袭。

9月8日，美国联合其他7个国家签署了地区防御条约，建立了东南亚公约组织（SEATO）。12月2日，美国与“中华民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承诺“他们共同致力于抗击外来武力进犯，保卫自己，这样，潜在的侵略者就不可能再有幻想：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在西太平洋是孤立无援的”，“中华民国”也声明，只有在事先咨询美国后，才攻击中国大陆。

12月8日，周恩来警告美国，如果不从台湾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将面临“严重后果”，中国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纯粹是中国内政。1979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直到那时，美国才废除防御条约。

1955年春，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出一个代表团赴台，劝说蒋介石从金门和马祖撤军，因为这些岛屿暴露在大陆的军事入侵威胁下。蒋介石拒绝撤离。随后艾森豪威尔向国民党提供了空对空导弹，使台湾在海峡上空拥有了空中优势，为金门和马祖配备了口径8英寸、能发射核炮弹的榴弹炮。从而，1956年和1957年，海峡两岸的军事形势看起来开始更有利于“中华民国”，尤其是在1957年，美国做出在台湾部署“斗牛士”（Matador）导弹的决定。这些地对地导弹能够携带常规或核弹头，飞行600英里。

这些演变，加上1958年初美国将美中日内瓦谈判代表由大使降为临时代办，促使中国认为，海峡两岸的形势非常险恶。

在苏联发展洲际导弹决定性地改变世界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共产主义阵营后，台湾又面临新的威胁。但是，这一次，对于苏联代表中国进行威慑的可靠性，中国国防部门内部提出质疑。1957年11月，在各国共产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就苏联的核政策发生了争吵。其争端不是像西方报道的那样集中于能否打赢核战争，而是集中于核武器的威慑效果。毛泽东认为，核武器的威慑效果对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有利。美国核决策圈的大多数人也持这一观点。

1958年，中国围绕“大跃进”的国内政治影响了其对外政策。国内政治的交锋也反映于对外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温和”外交政策。1958年，该政策让位于强硬路线。1958年8月23日至10月，共产党政府恢复了对金门和马祖的大规模炮击，并威胁要入侵。中国巡逻艇针对国民党的补给行动，封锁了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与旨在解放台湾的新声明相配合的。金门与大陆只隔10公里，经常被国民党作为对中国大陆发动突袭的出发地。

中国最近公布的档案表明，毛泽东发动进攻的部分原因是，他想在苏联面前展示自己的自主性。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访问了北京。他一走，大陆就又立即开始对金门的炮击。直到北京表示将限制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层级后，苏联才发表了一份支持中国的明确声明。赫鲁晓夫在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国对中国发动进攻，将被视如对苏联发动进攻。1958年10月5日，赫鲁晓夫在接受苏联塔斯社的采访中，重申了这一立场。

作为美国保护金门和马祖的措施，艾森豪威尔当局在台湾海峡部署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海军分遣部队。美国高官，包括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都公开证实，美国承诺将保护台湾和应对台湾海峡的威胁。美国海军飞机也协助国民党空军，建立对该空域的制空权。

在中美关系不断趋紧的情况下，美国参联会制定了对上海、广州和南京等中国城市发动核打击的计划。这些计划与杜勒斯1954年1月12日的公开声明是一致的，他威胁称，将对共产党的入侵实施“大规模的报复”，并表示愿意走到战争“边缘”，以阻止这样的入侵。参联会保护台湾的战争计划自动地转向了拟议中的对上海和广州的核打击，与中国大陆的其他拟攻击目标相比，这两个城市能造成数百万非战斗人员的伤亡。

炮击减少了，随后实际上停止了。1958年9月6日，周恩来提议恢复与美国的大使级对话，以协商结束这场危机。1958年10月6日，危机结束，时任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提议与国民党就和平解决进行谈判，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炮击一周。在整个危机期间，中国领导人都小心谨慎地避免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不过，中国继续宣称，其最终意图是恢复对台湾和沿岸离岛的主权。


北京从第二场海峡危机中看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苏联或许可以发挥威慑作用，应对美国对大陆发动核打击，但不能作为中美就台湾问题发生冲突时的核保护伞。二是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依赖于苏联的核保护伞，除非与苏联的目标和目的一致，否则苏联就会限制中国针对美国利益的军事行动。这种依赖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需要自己独立的核力量。中国批评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和平共处”政策，因为该政策意味着中国与台湾的永久分离。


在台湾问题上的争执和猜疑，使苏联单边废除了1957年10月与中国签订的协议。该协议要求苏联在中国生产核武器的过程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技术援助。从1959年6月20日开始，在没有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其战略武器计划。5年后，1964年10月15日，中国完成了其第一次成功的核试爆——一个2.2万吨的核装置。

1960年，在首次举办的三次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中，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得·尼克松攻击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保护金门和马祖不够积极。关于金门、马祖问题的广泛讨论，直接引起两个候选人在古巴政策上的争吵。由于被指控在金门和马祖问题上立场软弱，肯尼迪班子采取了攻势行动，发布一份挑衅性声明，宣布强化古巴自由战士的力量，但最终导致了猪湾事件的失败。

1974年，在尼克松访华后，美国调走了驻台湾的两个F－4鬼怪战斗机中队，以及U－2间谍飞机和所有核武器。这减少了美国在通信和后勤方面的军事存在。1973年6月，美国停止了对台军事物资援助，尼克松还承诺，虽然美国继续执行军售计划，但将逐渐减少对台军售。然而，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还是维持了对台军售。


 第十五章 台湾问题的由来
[27]



为了根除由台湾独立、两岸关系紧张和美台关系尴尬带来的危机，三方需要意识到，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其“民主”是一种笑谈，省自治是最佳的可能出路。自决是不可能的。


 一、台湾经济奇迹不是自由和民主带来的

1949年，尽管具有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由于群众支持的不断减少，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的形势发生了全面逆转。国民党放弃中国大陆，率领核心支持者逃往台湾——一个距离福建省海岸90英里的中国岛屿。

由于处于流亡状态，“中华民国”不久就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也是朝鲜战争的间接产物之一。

随后，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巨大的后勤补给需求促成了台湾“经济奇迹”。威权主义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特征之一。1949年，它以强迫人民接受“紧急事态法”（Emergency Decree）的形式得到强化。该法令对公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施加了诸多的限制和约束、和平集会权利和结社自由施加了诸多的限制和约束。虽然公民权利得到了“中华民国”宪法的保障，但“中华民国”政府就是来台湾之前，也没有贯彻公民权利，这种基本自由的冻结允许国民党在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在其新家实行一党专政，加快经济发展。

“紧急事态法”，虽然名字冠冕堂皇，但实质上就是一部戒严法，直到1986年10月15日，也就是在强制实施37年后，才被废除。1996年3月，在其离开大陆47年后，“中华民国”在台湾举行首次中国总统、副总统民选。这是一次合法性可疑的大选。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的2100万人举行地方选举，选出其“总统”，这纯粹是开民主政治的玩笑。事实上，地方选举只是选出了中国一个省的领导人，而他却自欺欺人地自封为中国总统。


在台湾的整个历史中，包括1949年至1996年国民党统治下的47年，自由和民主从未存在过，这不是该时期美国支持台湾的理由，也不能将该时期的台湾“经济奇迹”归因于自由和民主。台湾经济奇迹是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和近乎独裁的地方自治的产物。

两岸军队之间的残酷战争继续维持，它们有1949年古宁头的金门战役和1954年至1955年的大陈岛战役。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了一江山岛，清除了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双方在金门、马祖、中国大陆沿海，甚至延伸到大陆一些沿海港口继续交战。这是第一次“台海危机”。

为推动朝鲜停战谈判，1953年2月2日，也就是停战协定签署前5个月，美国第7舰队所属125艘舰船撤走了。这个命令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下的，他称，“第7舰队不应再用来保护共产党中国”免受“中华民国”军队的可能攻击，并补充说：“我们当然没有义务保护一个正在朝鲜与我们作战的国家。”

1958年8月23日，在台湾海峡冲突期间，第7舰队再次进入台湾海峡，支援国民党军队对抗人民解放军，因为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5年后，国民党军队又一次丧失了主动权。台湾当局为在1958年8月至1963年6月的金门、马祖和台湾海峡作战行动中有功的美军官兵授予荣誉勋章。台湾海峡冲突后，虽然零星的小冲突和小规模海战不断，但在1965年后，因没有结束的内战造成的两岸关系紧张逐渐缓和，双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频率降低。


 二、美国维系了台湾的外交生命

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华民国”（台湾）得以维系其外交，与大多数西方阵营国家继续维持了20年的官方关系；工党治下的英国除外，它在1949年迅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直到1971年，尽管已是一种虚幻，“中华民国”还是继续被承认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1971年，美中关系改善，台湾随之被逐出联合国。之后，流亡的“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最终与现实相符，与台北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数量急剧下降。承认台湾的国家一度由100多个，现减少到为数不多的若干小国。在外交上无关紧要的小国的承认，都是台湾用金钱买来的。

“中华民国”官方的历史编纂都认为，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威权主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是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一项普遍而自然的战略。根据定义来看，一个威权政府不能容忍对其权力和政策的任何挑战。当然，威权体制在服务社会目标时，必须在合理的限制内运行。“中华民国”领导人指出，为了促使日本走上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日本现代化早期阶段运行的威权政治体制和产业政策证明是极端有效的。同样，“中华民国”在台湾建立威权体制，以促进“现代化”。这个时期，台湾经济增长一直是全球的成功发展范例之一，人均年收入从1949年的不到100美元增长到1952年的186美元，到1977年增长到了1193美元，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多。

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对台湾的经济成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大韩民国历史学家声称，紧急事态法对日常生活和与政治无关的个人自由只有极小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在维护台湾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紧急事态法带来看得见的好处。在经济繁荣之后，专政转变为民主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为了防止多党政治竞争将分化国家的力量和政治意志，台湾对组建新政党设置了限制。这些限制措施不仅防止了党派间的冲突和党内的派系权力斗争，而且使政府可以维持统一和和谐。紧急事态法禁止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严禁大规模的示威和抗议，允许政府维持如国民党支持者所描述的“一个有序的社会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事实上，国民党支持者至今还声称，台湾还有许多人留恋紧急事态法治下的那种稳定。

由于紧急事态法限制组建政治反对党，国民党在一党专政体制下治理台湾。唯一合法的非反对党是青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和中国民主社会党（China Democratic Socialist Party），这两个党派都势单力薄，没什么影响力。还有独立候选人，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党外人士，他们有时在地方选举中挑战国民党的较低层候选人，并偶尔获得胜利。

一党专政体制对台湾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国民党变成了一个逐渐能够凝聚各种社会经济力量的强大机构。国民党牢固控制了关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使它可以有序地将新的群体吸收进政治体制，它长期掌权维持了其政党机制和人员的稳定。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保证了长期的、面向未来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国民党从不同的文化群体和各个社会阶层招募新的有才能的党员，整合了大陆人、本地台湾人、客家人和原住民，把所有人都视为中国国民，并在党内政治中实行民主。

经济发展自然地导致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寻求解决新兴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紧张与冲突。经济繁荣丰富了政治和社会资源，也把许多为经济成果而竞争的人吸引进入政治活动。迅速的经济增长还导致台湾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许多学生和年轻工人涌进大城市。这种移民现象削弱了传统的社会制度，打破了封建桎梏。其结果是，城市人口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并表达出对威权封建政治的不满。


 三、台湾的新贵要求政治权利

高速经济发展造就了新的富裕阶层。为了保护其财富，他们开始参与政治，其社会地位也随着其需要更多的政治权力而提高。由于国民党政府实施的9年制义务教育政策的推动，台湾的全民教育提高了台湾人的政治觉悟和市场经济技能。

当发现政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政治要求时，这些新兴社会力量抓住每一个机会，加强其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向具有惰性的政府施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高速经济发展急剧提高了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反过来，政府发现其越来越难以做出回应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从而造成政治不稳定。
 在这一经济逐步繁荣的时期，民众期望不断提高的现象主导了台湾岛内的政治气候。

直到1986年，国民党一直有效地控制着台湾政治，国民党领导人也是“中华民国”领导人。许多政府高官也是国民党党员。该党声称有2百万积极分子，其净资产据说超过了612亿新台币（以1986年汇价计算，约合25亿美元），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1986年10月15日，也就是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5年后，为了谋求美国的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寻求除反共之外的新策略——它首先废除了紧急事态法，开放了党禁。

10个月前，1986年2月25日，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通过戒严法主政数十年后，在群众突然起义后与他的妻子艾美达（Imelda）被迫逃离在马尼拉的总统官邸，在60个随从的护卫下流亡到夏威夷。他的下场对台湾“总统”蒋经国起到了警醒作用。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已牢固确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如果美国愿意牺牲像菲律宾的马科斯这样一个长期的反共盟友，蒋经国若不进行政治改革和没有美国的庇护，在台湾还有什么机会吗？

台湾一系列的政治改革随之而来，它们包括：废除在新闻出版许可方面的限制；通过了准许集会与游行的法律；允许民众前往大陆探亲；重新选举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成员；终止动员勘乱时期；修订宪法允许本土直选、民选总统和副总统、台湾省长、台北和工业城市高雄的市长。

然而，没有全体中国人的投票参与，国家公职选举仍然是一个宪政难题。直到那时，为了保护他们自统治大陆以来残存的合法性，“中华民国”国家公职人员无限期地任职。“中华民国”修订“中华民国宪法”，允许地方选举新的国家公职人员，就此走上废除其法理合法性的自杀之路；在国民党放弃大陆37年后，“中华民国”又丧失事实上的合法性。

已故“总统”蒋介石在其专政任期内，允许台湾举行象征性的地方选举，以此平息美国自由主义者对他独裁的指责。但是，由于蒋介石在冷战中的反共角色，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从未动摇过。蒋介石是美国自身独裁的“私生子”。他的儿子及继任者、已故“总统”蒋经国，为减弱美中地缘政治接近对美台关系的负面影响，加速了政治改革，并开放了地方政治制度。蒋经国这样做，主要是针对美国已实行新的战略，即抛弃受庇护的独裁盟国，支持由亲美的地方金融精英控制的买办民主国家。


在他的晚年，蒋经国听从美国顾问的建议，废除了紧急事态法，取消了党禁，在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内部开始本土化计划。蒋经国还采纳了美国亲台势力的建议，一个“民主的”台湾将更容易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继续支持。虽然由于冷战降温，台湾对于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下降，但美国通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现的霸权已形成。


 四、台湾打民主牌赢得美国的支持

道义需求被认为是一种有效平衡地缘政治需求的力量。如果以色列能够通过声称自己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锁定美国的支持，那么台湾也能打民主牌。李登辉是一个从未在大陆生活过的台湾本地人。他是在日本对台湾的军事占领下十分快乐地成长起来的，并有一个日本名字——岩里正男。美国顾问精心挑选出李登辉，认为他作为蒋经国的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是一位新生的民主人士。



他们向蒋经国提出了一个不能拒绝的建议：要么实行政治改革，要么失去美国至关重要的支持。
 冷战后，美国以美国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为框架，以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地化为条件，继续支持台湾。

不过，蒋经国旨在通过引入民主，维持美国对台湾的实际支持，但决不容忍任何台湾独立的倾向。蒋经国统治下的国民党将可能与中国共产党达成政治和解，因为很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蒋经国年轻时期的亲密同志。但是，由于美国的坚决反对，这种积极的和解变得不可能。美国旨在阻止中国大陆重新控制台湾，以免大陆由此挑战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利益。

在朝鲜战争期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清楚地勾划出台湾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重要性。这项政策曾被美国官方否定，并一再否定，但后来在冷战时期的遏制共产主义和促进台湾民主的伪装下付诸实施。美国认为，台湾民主是永保台湾被控制在友好人士手中的途径。美国为中国重新控制台湾开出的价码是，中国必须由实行市场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亲美买办阶级来统治。讽刺的是，这样的政权在中国的政治图景中将不可避免地失败，正如国民党的历史证明的那样。


中国不是弱小的台湾；它不可能为美国强权所操控，不论美国有多么强大。对美国来说，一旦亚洲发生战事，为了减少美军人员的伤亡，也就是掩盖其作为超级大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华民国”军事力量还可以作为美国代理作战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战略在缅甸首次得到测试，在朝鲜战争期间被麦克阿瑟提升到军事理论水平，已深刻地嵌入五角大楼领导层的思想。

1988年，蒋经国病逝于任上，李登辉继承了“总统”职位。李登辉公开表示对非民主的日据殖民岁月的怀念，开始在民主的名义下把台湾政治引向台独。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了首次总统职位本地直选。前8届“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都是由无限期任职的80多岁的代表在国民大会上选出的。作为重任在身的执政党国民党领导人，李登辉取得了60%选票的重大胜利，打败了民进党（DPP）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国民党在这场非法选举中赢得的却是，在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高官中安插了一支第5纵队。

民进党党员主要是台湾本土人。民进党主张，台湾是一个与大陆分离的实体。它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将之写入其党章。近来，民进党对台独问题的立场缓和，这导致该党的强硬派分裂出去，于1996年12月组建台湾独立党。经济在独立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殖民占领时期的政策强调，在台湾发展农业，在朝鲜和满州发展工业。国民党制定了有效的产业政策，推动了台湾制造业的发展。


 五、台湾对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保持警惕


至今，制造业和金融业仍然为外省人控制，但土地所有权掌控在台湾本地人手中
 ，他们从城市化和工业用地带来的地价飙升中获益颇丰。这些土地所有者担心，如果允许台湾的产业部门从跨海峡的工资套利中获益，抢夺他们的新繁荣和政治权力，台湾的地价会下降。工厂和银行可以迁往大陆，为其所有者带来利润，但土地不能。工资套利造成高工资地区的失业问题。鉴于人口分布，在台湾，工资套利主要造成台湾本地人的失业。地价下降和失业人数上升，是台湾本地人对台湾与大陆经济一体化缺乏热情背后的首要经济担忧。


北京的决策者似乎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北京对香港不动产价值的支持，向台湾的土地所有者表明，他们可以依靠北京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迄今为止，在香港还是没有示范性很强的充分就业计划，可以向台湾人展示，台湾公司利用大陆的低工资劳动力不会导致台湾失业率的提高。

台湾本地人控制土地部门，是台湾主要的工薪族。为了赢得台湾本地人，中国需要表明，国共两党的政治和解不会转化为台湾本地人的经济损失。北京对香港和台湾的充分就业保证，将极大地有助于解除台湾本地人心里的担忧。不幸的是，大陆学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排除了引入任何充分就业计划。但是，一个国家不论信奉什么经济意识形态，均将意识到充分就业是一种政治需求，充分就业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有些台湾人错误地主张，台湾人有自决权。台湾本地人都是中国人。唯一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是原住民。自决包括政治的、法律的程序和结构。

联合国大会在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重申了反对分离和分裂的现有国家领土完整原则，并引起所谓的“盐水试验”（saltwater test），即将自决权仅限于现有殖民国家的海外殖民地。按照自决原则和盐水试验，联合国支持欧洲和美国在非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海外殖民地独立，它们都不是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来的。

当今，全世界的许多本土社群都称其有自决权，例如，美洲土著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他们是“最早的居民”，在这片土地被欧洲人等征服和占领之前，他们及其祖先就生活于此。“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和“美洲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为原住民提供了在所在国进行自治或自组政府的权利。

但是，自决权不适用于台湾。


 第十六章 台湾问题统独之争
[28]



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两岸不存在统一问题。台湾问题是两个政党内战的产物，而不是两个政府斗争的结果。需要解决的不是台湾与中国的统一，而是国共两党达成结束内战的新政治和解。


 一、台湾不具备任何行使自决权的条件


虽然联合国宣言和国际法准则都支持某些原住民和殖民地人民的自决和独立，但这些不适用于台湾。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台湾现正谈论进行公投，它仍然一直是，并将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论是“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还是“美洲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都不承认完全的领土和政治独立。例如，联合国宣言草案规定，“原住民以他们行使自决权的特定形式，有权针对其内部及当地事务进行自治或自组政府。”

虽然行使自决权包括脱离现有国家，组建一个新国，但它还包括一些非分裂性的选择。联合国大会1970年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解释说，实施自决权不能与一国的领土主权或政治统一相冲突。该宣言提出，一个民族行使自决权，可以选择与其所在国组建一个联邦，可以选择作为一个自治区与其所在国结合，或采取“这个民族自由决定的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就是没有分裂的说法。

该宣言继续解释了在何种条件下人们从一个主权国家寻求分裂和独立是不正当的。它规定，独立国家具有有效代表其全体人民（包括少数民族）的政府，就可以认为是在符合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的原则下进行自我管理。比如，如果原住民和少数民族的所在国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进行他们的宗教和文化活动，那么他们就是在行使自决权，没有理由要求分裂。台湾没有任何条件符合关于自决的论述。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凡尔赛会议上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授予日本，而不是交还给中国。这个无耻的决定得到了英国和俄国的支持。英国通过英日密约换取了日本对英国在西藏利益的承认；俄国通过俄日密约换取了日本对俄国在外蒙古利益的承认。授予日本特权，加上中国军阀政府承认日本在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激起了北京学生领导下的遍及全中国的强烈抗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它是一个触动革命力量释放的分水岭事件。

借助于“五四运动”激发的国民觉悟势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民族主义者政党。在学生抗议时，毛泽东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在“五四学生”抗议运动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维护中国领土完整背后的政治动力是中国所有革命运动的根源。

在台湾2000年的大选中，李登辉利用他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和国民党主席的权威，暗中支持有独立倾向的民进党，并策划把国民党分裂为几个争吵不休的派别，从而确保了陈水扁仅以39.2%的得票率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在“赢者通吃”的选举中，他没有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赢得这场选举，而只是小赢已故蒋经国前秘书、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30万票。宋楚瑜被李登辉逼出国民党后，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宋楚瑜和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共赢得59.9%的选票，但两人均输给得票率不高的陈水扁。


 二、国民党在2000年大选失败是因为出了叛徒

如果不是因为党领导人中出了叛徒，国民党会轻而易举地赢得这场选举。在大选后，遭受重创的国民党把李登辉开除出党。但是，2000年大选最大的问题是，它是违宪的，因为台湾的地方选举不能合法地选出中国国家公职人员，不管中国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的民主化应归功于蒋经国。1925年，当他还是个16岁的青年时，蒋经国来到莫斯科，学习共产主义。他非常投入，是那个时代十分典型的爱国青年。他是邓小平在莫斯科的同班同学。从领导层看，国共两党的斗争更是如同家庭内部事务。

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蒋介石最初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1927年，在国民党极右派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进行了反共清洗。年轻的蒋经国当时在莫斯科，公开指责他的父亲是一个反动分子，后来去西伯利亚工作，在那里遇到蒋方良（Fenna Epatcheva Vahaleva），一个土生土长的俄国人，并与她于1935年3月结婚。1937年4月，蒋经国在苏联生活12年之后，回到中国。

1949年，蒋经国跟随他的父亲来到台湾。1950年，他成为秘密警察（蓝衣社）的头领，并一直做到1965年。蒋经国的蓝衣社高姿态的行动之一是针对孙立人将军的。孙立人是经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培养的将军。他曾率领其拥有美式装备的善战部队，与美国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缅甸并肩抗击日本人。孙立人是第一个向外界展示只要给予现代化的武器和训练，中国士兵就能成为最具战斗力的士兵的国军将领。史迪威非常赏识孙立人，但他曾对蒋介石公开地表示强烈不满。在朝鲜战争期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计划让孙立人担任入侵中国大陆的部队司令。孙立人在他部属中的威望以及部属对他的忠心，使他不经意地成为蒋介石的一个政治竞争对手，导致他一直被软禁到1986年戒严法的废止。

1955年至1960年，蒋经国负责环岛高速公路的修建工作。环岛高速公路是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它整合了岛内经济，并促进了北方的台北对南方的行政控制。1965年，他开始担任“国防部长”，直到1969年被任命为“副总理”。1972年，他被任命为“总理”，并一直做到1978年。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于任上，蒋经国以“总理”身份继承了他父亲的最高权力。1978年，在“副总统严家淦”任满蒋介石的余下任期后，蒋经国登上了“总统”宝座。1984年，经国民大会的选举，蒋经国开始了第二个任期。国民大会代表大多是由不限任期的“千年”议员组成，他们都是在“中华民国”逃离大陆前被选出来的。蒋经国是最后一位合法的、经宪法规定的合法程序选举出的“中华民国”总统。

1987年，蒋经国废除了戒严法，允许去大陆探亲，逐渐放松了政治控制，允许民进党等反对党合法地运作。他启动了“14大建设项目”、“10大建设项目”和“12个新发展项目”，为“台湾奇迹”做出了贡献。不足为奇的是，因为他受过共产主义训练，蒋经国的发展计划与毛泽东在大陆领导的国家建设计划相似，区别在于台湾不需要面对美国敌视的遏制和全面的经济禁运，而且，台湾面临的问题在规模和复杂性上远远小于大陆。


 三、蒋经国政权的特点

在蒋经国逝世时，他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给台湾带来了13%的年增长率，460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以及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之一。1988年，蒋经国因心脏病逝于任上，享年78岁。与他父亲的政治角色相比，蒋经国留下的遗产是，他是亲民的领导人，主要是以他年轻时完美的共产主义干部模式行事。在当今台湾的选民中，他仍然总体上保持了亲民的、受欢迎的形象，尤其是在那些支持国共两党最终和平结束内战的人中间广受欢迎。国民党官员经常以他的事迹和形象，批驳李登辉反党的、主张独立的政治言论。

1947年，“中华民国”统治大陆和台湾时，制定一部宪法。直到1991年，“中华民国”都是根据这部宪法进行治理。

历史上，国民党与共产党共有两次合作，第一次是1920年至1927年国民党把苏联作为榜样时；第二次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张扬抓住，被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91年，“中华民国”对其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为与代表全中国的声明一致，国民党1949年逃到台北后，重组了一系列在战时首都南京就已存在的中央政治机构。

虽然这个政府架构大体原封未动，但李登辉总统1991年非正式地抛弃了“中华民国”主权包括大陆的主张，声称台湾当局不“怀疑共产党控制中国大陆的事实”。然而，国民大会从未正式变更国家边界，因为这样做将会招致“中华民国”在法理上的灭亡，并被视为台湾独立的前奏。国民大会议员虽然反共，但他们不是叛国者。他们无意于允许中国的任何一部分分离出去。

台湾问题是两个政党内战的产物，而不是两个政府斗争的结果。国共两党应达成新的政治和解，结束持续的内战。双方以前有过两次合作，没有理由不能安排第三次合作。在国民党控制下，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综观中国近代史，在中华大地上，虽然有不少政府同时并存的例子，但始终只有一个中国。

1947年，“中华民国”在大陆选出国民大会，执行选举总统和修改宪法的任务。随着“中华民国”政府逃离大陆，国民大会也迁移到台湾。因为在1949年后继续举办能够代表大陆选民的选举已不可能，在预期的重返大陆之前，只能由1947年选出的议员无限期地任职作为一个临时措施。


1990年6月，等同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议承认了现实，即已没有重返大陆的前景，从而，要求国民大会、立法院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所有“不限任期”成员在1991年12月辞职。



1991年选出的第二届国民大会，是一个省级立法机构，而不是国家级机构。它没有合法的授权去决定国家事务，包括选举一国总统。1994年，第二届国民大会非法地、违宪地修改了宪法，为违宪的“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直选铺平了道路。随后，1996年3月，台湾举行了本土选举。违宪的第二届国民大会保留了进一步修改宪法、罢免或弹劾“总统”和“副总统”、批准“总统”对高级官员的任命等权力。


2000年4月，国民大会议员投票表决，允许他们的任期届满不再进行新的选举，事实上取消了这个常设机构。议员们还决定，若需要国民大会对罢免总统或修改宪法做出决定，可以再召集国民大会选举。近几年，国民大会将其大部分权力移交给立法院，包括弹劾权。国民大会实质上已经消亡。


 四、台湾同夏威夷一样，无权修改宪法

这类似于在没有得到必需的法定数量的州批准下，夏威夷州议会投票决定，修改美国宪法，取代美国国会。夏威夷州议会解散合法选举的美国国会，并宣布美国的领土此后仅限于夏威夷岛，而且最终改名为夏威夷共和国。台湾的政治和立法图谋就类似于此。根据台湾设定的逻辑来看，美国大陆将被新的夏威夷共和国视为一个外国。换言之，就是非法分裂。

1994年，国民大会通过立法，允许本土直选台湾国家公职，与此同时，立法院也通过立法，允许直选台湾省长和台北、高雄市长。同年12月，这些选举举行，国民党赢得台湾省长和高雄市长职位，民进党赢得台北市长职位。1998年，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打败反对党民进党的著名人物陈水扁，重新夺回台北市长一职。

1998年底，台湾发布“总统”令，撤销了选举产生的省长职位和其他台湾省政府职位。官方对此举措的公开解释是，为了简化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但事实上是有意削弱省长宋楚瑜的政治基础。在1997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民进党赢得23个县、市职位中的12个，国民党只得到8个。民进党首次在重要的大选中超过了国民党。

1989年至1993年，宋楚瑜担任国民党秘书长。尽管宋楚瑜来自大陆，他还是被广泛视为李登辉的忠实支持者以及大陆派、新国民党联盟和新党的对手。很明显，与拥戴地方候选人的原则一致，在所有地方选举中，当地选民自然地偏向当地候选人。如果得克萨斯的选民能够通过得克萨斯的地方选举单独选出总统，一个得克萨斯人将在总统宝座角逐中胜出，尽管这样选出的总统是违背宪法的。

1993年，宋楚瑜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经直选的台湾省长。他是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省长竞选中的优秀表现，以叶利钦效应终结了民进党的希望。所谓叶利钦效应，就是地方选出的不满国家政治结构的首长，将比不受当地人欢迎的中央政府具有更大的影响力。1996年，“国家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建议“中华民国”的政府结构应简化，为了裁除冗余行政机构，应取消台湾省政府。1998年，宋楚瑜的省长位置被撤销。

这是时任“总统”李登辉为消除宋楚瑜的权力基础而做出的政治安排，与此同时，也把台湾的地位从中国的一个省提升到了“一中一台”。然而，没有任何民主原则支持台湾的地方选民有权决定这件事或其他国家事务，这些事情只能由全中国的选民来决定。在台湾，人们普遍认为，李登辉扶持民望颇低的“副总统”连战，压制民望颇高的宋楚瑜，处心积虑地破坏国民党的当选机会。

在台湾当地的选民中，连战民望不高，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大陆人，同样在地方的省级选举中面临不利。但是，连战或者其他竞逐国家公职的候选人，如果在最初的国民大会没有被非法解散的情况下，就完全没必要面临任何地方选举。熟悉台湾政治的其他人相信，李登辉害怕宋楚瑜当选后，会揭露其当政时期的腐败，破坏其精心打造的作为台湾民主促进者的政治遗产。

美国对台湾的官方立场是维持所谓台湾现状、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应是国民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控制台湾。因为地方选举国家公职，已被违宪地、根本性地、单方面地改变了现状。

2003年，经非法选出的“总统”陈水扁，建议在2006年举办公投，就2008年5月20日执行一部全新的宪法进行表决。这个日期正好是“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的就职典礼日暨蒋介石的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54周年纪念日。支持公投者，也就是民进党领导的泛绿阵营，迎合美国的反共偏执，称现有宪法认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它是由国民党创立者孙中山提出的，是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立党立国原则。

他们认为，只是在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社会主义原则才有先例可循。此外，当前的宪法明确地表述，“应优先满足国家统一的需要……”，直截了当地反对泛绿阵营在任何情况下分裂台湾的图谋。

事实上，关于台湾地位的公投，撇开其是否合宪的争议，只有在包括大陆的全中国范围内举办，而不只是在中国台湾举办，才是正当有效的。



 第十七章 公投问题
[29]



不合宪的台湾政府正冷酷地推动一场不合宪的“防御性”公投。虽然这次公投表面上是征询选民对中国大陆的飞弹瞄准台湾一事的意见，但它对中美台关系具有不祥的影响。下次公投可能就独立问题征询意见。

在台湾2000年不合宪的国家公职地方选举中，在争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败给了时任“副总统”连战后，宋楚瑜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国民党对此做出反应，把宋楚瑜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党。在为2000年大选做准备的最后几个月里，李登辉领导下的国民党，以盗窃罪起诉宋楚瑜，声称他担任国民党秘书长期间，以照顾已故“总统”蒋经国家属的名义，偷走了数百万国民党党产资金，并将这笔钱藏在中兴票券金融公司。

宋楚瑜最初在民调中领先，但以得票率36.84%的些微差距败给了民进党的陈水扁。陈水扁的得票率也没过半，只有39.3%。连战只有23.1%的得票率，以较大差距列第三位。如果不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两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之间的决赛必将把宋楚瑜送到冠军领奖台上。人们普遍认为，李登辉暗中支持陈水扁，打压所有其他候选人，逆民意而动。

选举失利后，宋楚瑜及其支持者组建了亲民党（PFP），从国民党分离出一支力量。亲民党分化选票造成失败，是推动国民党转而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和解以及引发随后开除李登辉的关键因素。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一国内部的党际之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大陆一直很活跃。最初由宋庆龄和何香凝领导。宋庆龄是孙逸仙的遗孀、蒋介石夫人的姐姐。何香凝是孙逸仙的左膀右臂、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的遗孀。1925年，廖仲恺被右派暗杀引起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员之间的第一次分裂。

刘少奇，33年后也就是1959年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廖仲恺被暗杀后的一周年纪念日写道：“为了把大多数愿意为革命竭尽所能战斗的工人和农民吸引进革命，革命就必须反映他们的切身利益。工人和农民是不能哄骗参加革命的。如果我们真诚地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不断地帮助他们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热情地为他们的解放工作，我们自然地会赢得他们热情地加入革命。有了他们的参与，革命成功当然就不远了。廖（仲恺）先生是贯彻工农政策的第一人。尽管有很多困难和诽谤，他还是积极促进和坚持工农运动。廖先生是真正理解了中国民族革命的进程以及作为革命的一部分的工人和农民。因此，他的伟大与模范作用是属于全体国民党员的。”


 一、所有中国人都寻求国家统一

全体中国人的国家目标是实现由单一政府领导的国家统一，全面恢复领土完整。现在，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台湾问题就立刻变得突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台湾国民党和亲民党，都支持走向国家重建的政治和解。在台湾政坛，这个群体称作泛蓝阵营。

1957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根据宪法授权，派联邦军队到阿肯色州小石城，执行美国最高法院根据宪法关于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中国具有与艾森豪威尔所做的同样的权利，重建对台湾的控制，更不用提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保护联邦不被南方蓄奴州分裂的权利了。

在国民党内部，用军事手段重新夺回大陆的可能性在20世纪70年代最终被承认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尤其是在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逝世后。两党政治和解的前景在蒋经国时期呈现了短暂的希望，他年轻的时候曾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不幸的是，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建议下，美国的反对阻止了蒋经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关系缓和举措。随着独裁统治在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以及国民党内部权力从大陆人手中的转移，国民党开始与自己代表中国政府的主张渐行渐远。

直到90年代中期，台湾“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者还在苦苦地反对共产主义。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相当大的升温，在他们之间，“一个中国”原则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与大陆更紧密的联系，不可否认是符合台湾利益的。

2000年大选，违宪地让有独立倾向的民进党上台执政。此后，国民党面临了亲民党的派系出走，开除了叛徒李登辉。2001年，李登辉帮助组建了台湾团结联盟（TSU）。李登辉的主要动机是阻止国民党偏离他的台湾分离主义思想，阻止国民党转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用了经济激励政策，鼓励台湾商人来大陆投资，在台湾的选民中培养了一个支持与大陆和解的阵营。

在台湾内部，支持与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和解的人一般不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宣布，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国名以及国旗和国歌的选择。国民党在台湾甚至可以维持独立的军事力量。另外，政治和解的支持者不反对本土化和台湾认同，而是将台湾认同视为广泛的中国认同的组成部分——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认同。政治和解的支持者真正反对的是去中国化，反对在分离主义的背景下培养台湾国家认同的努力。

2000年后，尽管国民党主席连战与新成立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之间存在派系竞争，国民党和亲民党还是保证在将来的选举中进行合作，以阻止选票分化，因为他们共享选举基本盘。国民党与亲民党联盟，也就是泛蓝阵营，带来了轰动性效应，但迄今为止，他们只是取得较小的成功，因为他们仅联合了应团结的力量，虽然他们在台湾每次选举中都有更大的取胜机会，但台湾本地人在每次选举的选民中占了压倒性的多数。

虽然泛蓝阵营在2001年的立法院选举失利，使民进党成了立法院第一大党，但泛蓝阵营对泛绿阵营还是维持较弱的多数。2003年4月，经国民党与亲民党的讨论后，宋楚瑜宣布将作为连战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2004年的大选。当时有谣言广为流传，说宋楚瑜之所以同意接受副总统职位，是因为连战保证给他很重要的权力，包括连战政府的行政院长作为交换的。许多国民党员反对与亲民党的联姻以及给予他们政治报酬，因为他们认为宋楚瑜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二、宋楚瑜的提议

关键的困难在于国民党对地方选举国家公职的默许。在他的计划中，宋楚瑜主张，首先与大陆签订不侵犯条约，然后在双方之间以类似欧盟的跨海峡模式逐步建立一个联盟。这个建议毫无成功的希望，因为双方都不是独立的国家，不可能建立任何联盟。

宋楚瑜在政策声明中，把大陆与台湾关系的特点描述成既不是外国也不是国内。虽然他被广泛视为对大陆最友好的候选人，但宋楚瑜格外努力地反驳认为他会“出卖”台湾的看法。他的支持者包括：与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和解的坚定支持者、对他任省长期间精心制定的经济发展措施仍存感激的农村选民、认为他是一个比国民党保守派更清廉的选择的城市中产阶层。宋楚瑜是台湾独立的坚定反对者，曾公开抨击过陈水扁举办独立公投的提议。

2004年3月将举办的公投没有具体地列出独立问题。除其他问题外，选民们被要求回答：是否要求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撤出近500枚瞄准台湾的导弹；如果北京拒绝，“中华民国”是否应提高自己防御导弹的能力。

1988年1月，蒋经国死后，李登辉继任，但不是没有遭到抵制。国民党内的强硬派，以郝柏村将军为首，对李登辉非常不信任，威胁要发动政变。在宋楚瑜的帮忙下平息了强硬派后，李登辉才能畅通无阻地行使职权。李登辉在强调全球改革大势的同时，誓言要保护国民党的路线方针，这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李登辉及其政府盟友把强硬派施加的压力变成了开展潜在的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工具。1991年12月，在1947年选出的代表大陆选民的立法院创始议员被强迫辞职，新当选的议席大部分分配给了本地议员，也就是本省人。选举结果迫使郝柏村从行政院长位置上退下来，这个位置是李登辉为了让郝柏村不再反对他，作为交换给出的。


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植根于日据时期建立的自治组织，他们强调把台湾作为政治商议中心，反对固有的中国中心。在两蒋统治时期，中国作为意识焦点，拔高到台湾之上，以此向台湾人灌输中国国家认同观，他们在50年的日据时期曾把自己视为日本殖民地居民。

鉴于这个中国中心观，台湾只是大陆人等待从共产主义手中夺回大陆的一个暂住地。在支持国民党的历史书中，通常把台湾归类为中国一个落后的省。人们研究台湾受到阻拦，本地的老风俗习惯也被中国大陆的主流风俗习惯所淹没。


 三、李登辉支持台湾独立

与此对比，李登辉寻求把台湾变成一个国家，而不是大陆的一个附属物。李登辉通过宣扬本土主义，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主持了台湾社会和政府的民主化。在他的任期内，李登辉一直没有摆脱人们对其暗中支持台湾独立的猜疑。李登辉卸任后的所作所为，证明这些猜疑是有根有据的，这最终导致他被驱逐出国民党。他随后变成了强烈主张独立的台湾团结联盟的精神领袖。自离开公职后，李登辉为支持泛绿阵营候选人积极活动，同时积极反对他原来所属政党的候选人。此外，李登辉公开支持把国号从“中华民国”改为台湾共和国，反对增强与大陆的经济联系。

2003年11月29日，陈水扁公开宣布，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导弹瞄准台湾，他有权根据防御性公投条款，命令就主权进行公投，尽管他不会那样做。这一声明受到北京和泛蓝阵营的强烈批评。作为替代，陈水扁提议就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撤出瞄准台湾的导弹进行公投。

在中国总理温家宝2003年12月访美期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明确地声明：“反对”可能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任何形式的公投。如果陈水扁推动独立的赌博引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的兵戎相见，美国担心陈水扁的行为会把华盛顿推到不受欢迎的位置上，而不得不对近十年采用的模糊政策亮出底牌。冲突会把美国卷进去。


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的含糊规定，美国有帮助台湾自卫的隐性义务。这是美国的一项国内法，打着保卫民主的旗号，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但是，民主在台湾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台湾独立。
 美国不愿在东亚与中国对抗，特别是在它陷入伊拉克泥潭，还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平壤的核扩散问题也悬而未决。尽管美国公开反对，陈水扁还是继续坚持在2004年3月20日与总统选举一起举办公投。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尼克松总统时期中美关系缓和的总设计者，1999年10月25日就美国的中国与台湾政策在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避免对抗的途径”的文章。概言之，其主要观点是避免中美对抗的危险，通过让台湾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来推迟中国“统一”台湾。

基辛格写道：“今年（1999年）的美中关系是1971年建交以来最紧张的……在这个氛围下，台湾突然单方面地挑战台湾海峡现有政治谅解……中国认为是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达到了顶点。中国可能做出军事反应的警告，让我们想起了1950年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前奏也是如此。”


 第十八章 中美之间应努力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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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岸关系“经热政冷”

在台湾2200万居民中，现在每年超过百万人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他们经商、探亲和观光旅游，还有的从事学术、文化和体育交流。自10年前跨海峡的接触解禁以来，台湾居民去过大陆的超过1000万人次。

除非台湾人进行自我介绍，否则，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将他们与中国大陆人区分开来。

2003年，美国向台湾出口价值200亿美元，进口价值300亿美元的商品。台湾在几个关键的信息技术领域是世界领先者，如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和相关技术等。在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等新兴领域，台湾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大陆经济高科技产业的形成过程中，台湾扮演了关键角色。根据台湾的官方统计，台湾对大陆的私人投资每年超过50亿美元。根据中国的统计，台湾的投资超过200亿美元。两岸统计的差额与台湾资金从香港甚至是从美国流入大陆有关。直接从台湾流入的资金占大陆全部外来投资的8%，仅次于香港的60%，超过日本和美国的投资额。

2003年，大陆与台湾的双边贸易额超过500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25%。跨海峡的电话交流每年超过1.8亿次。这相当于每个台湾人打了9次电话。随着中国进入信息时代，通信量将继续显著增长。大陆每年因文化、教育活动到台湾旅行的人数超过13000人，并可以预期，只要政治问题一解决，大陆人来台观光旅游一开放，这个数字就会跳跃性地增长，就像近期在香港出现的情况一样。

1991年2月，为了方便两岸磋商，“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了半官方的海峡交流基金会（SEF）。由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承认，海基会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处理政府不便直接处理，但又需要公权力的两岸事务。10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与海基会对等的单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ARATS）。1993年4月，这两个机构在中立的新加坡举行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签署4个协定。在另外8轮的事务性对话中，它们继续讨论了阻碍海峡两岸交流的问题。

1995年6月，李登辉以“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身份访美，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引发北京搁置了全部跨海峡对话。作为回应，台北对赴大陆的私人投资采取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除了有许多严格限制的例外情况外，台北当前不允许与中国大陆有任何直接的交通联系。这给往返于台北与上海的台湾旅行者增加了很大的额外成本，在上海有成百上千的商人定居，因为他们不能直飞，必须在香港中转停留，这延长了他们的奔波时间，提高了旅行成本。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表示，如果他当选，他的政府将立即推动实施“三通”——海峡两岸直接通商、通航和通邮。不过，民间的跨海峡交流在不需要政府批准的各个领域都持续增长。

北京长期主张，如果台湾接受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前提，那么，正如2000年第2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问题白皮书》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判”。反之，在北京看来，如果台湾拒绝这个先决条件，就没有什么可谈的。因此，1999年，当李登辉称台湾与中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时，北京认为这就是拒绝“一个中国”原则，随后，中国搁置了半官方的跨海峡谈判。2000年，陈水扁当选后，北京要求他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以此作为重启跨海峡对话的前提。陈水扁政府给予拒绝。


 二、台湾版图虽小但经济强大

与大陆占全球陆地面积1/15的960万平方公里相比，台湾只有3.62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台湾仅有2200万人口，与之相比，大陆有13亿人口。尽管台湾陆地面积很小，人口密度很大，且缺乏自然资源，台湾还是创造了一年贸易总额2200亿美元，人均年收入超过12000美元的经济奇迹，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台湾稳定的政治环境。在过去的40年，台湾很少有动乱。在《紧急事态法》废除之前，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也很少。维持良好的公共秩序、稳定的政府和政治氛围，这一切使台湾成为便于投资的低政治风险地区，从而吸引了国际投资者来台湾创业。

台湾利用美国道德帝国主义的上升，在台湾采取政治攻势，走向永久的事实分离或者更进一步走向正式独立，可能激起大陆军事反应的情况下，紧紧抓住美国帮助民主资本主义的台湾进行防御的承诺。美国从未正式做出这样的承诺，但台北依赖美国在冷战后的霸权来追求其分离目标，这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正式认可，不过，只要台湾还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即阻止中国势力有可能扩展进入太平洋，美国暗地里不会反对。

《与台湾关系法》（TRA）1979年4月10日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成为美国国会公共法律96－8号，它是为了平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而通过的，是安抚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中国不妥协的右翼而出台的一部国内法。作为美国的一部国内法，它比三个外交公报更有法律权威，外交公报只是国家之间达成谅解的外交表达，没有法律权威，只有外交义务。历届美国政府都承认，美国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是基于三个公报——《1972年上海公报》、《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公报》和《1982年八一七公报》。中国曾一度拒绝与那些和台湾保持官方往来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及与那些和台湾有着贸易往来的公司发生贸易关系。对于台湾在大陆投资的大幅度增大，美国表示祝贺，认为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台湾资本主义的战略是成功的。

《与台湾关系法》，为后来的对台军售提供了法律保障，在美国参众两院都以避开总统否决权的多数票得到了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持坚决、顽固的反华态度的确凿证据，而不论历届美国行政当局表现出怎样的地缘政治灵活性，也不论美国总统还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总指挥。该法案保护台湾的言词与美国在三个公报中宣布的立场是相抵触的。《与台湾关系法》授权美国政府在合法的框架内，与台湾建立一种比三个公报考虑到的更密切的安全关系。为了双方“保持并促进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与台湾关系法》确立了美国与台湾之间准官方的持续联系——只是没有得到官方承认。


 三、美国法案挑战中国主权

《与台湾关系法》还表示，美国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然而，国内法是不能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对中国而言，《与台湾关系法》是一部美国法律，非法地将其治外法权强加于中国的领土，是对中国主权的直接挑战。这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部中国国内法，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到阿肯色州小石城执行学校种族隔离政策“表示严重关切”，一样是不合理的。

美国众议院在2000年2月1日以341票对7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加强台湾安全法》（TESA），它使美国增加对台援助和军售合法化，严重威胁美中关系。参议院随后勉强否决了该法案。但法案中的军售内容大部分被付诸实施，只是没有得到正式的行政许可。


中国可以理性地推论出，在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真的直接干预台海，或动用美国军队保护台湾，如果这样的干预意味着美国要冒沉重的人员损失风险的话。尽管有《与台湾关系法》和被挫败的《加强台湾安全法》，美国仍然受制于其国内法和国际法，不能合法地干预中国内政。在美国，只有极端分子，才会对台湾是中国内政这一看法提出异议。


但是，美国为绕开合法性与合宪性问题，在历史上也有不宣而战的做法。美国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波斯尼亚冲突、索马里冲突和科索沃冲突中的表现，表明在利害关系不是很大的冲突中，美国缺乏冒损兵折将风险的最终决心。在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压倒性力量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态，尽管这也给美国的国内政治带来了后续问题。美国行政当局宣称，入侵行动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入侵行动后所设想的和平已经不可否认地失败。

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两个候选人在第一次辩论中都宣称，他们只在能够确保以压倒性力量实现速胜的情况下，才决定把美国军队送上战场。这个前提，就是广为人知的（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主义，它在台湾海峡中并不存在。


 四、中国为台湾愿意付出重大代价，而美国不会


台湾是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所在，中国已明确表明，为统一台湾愿意付出重大代价；而对美国来说，台湾并不是一个等量齐观的重大利益。
 在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协助其反恐战争的需求上升之际，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仍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台湾对美国的利害关系更是如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准备做出可与中国相比的牺牲。

因此，中国有理由针对阻止美国干预台湾来制定战略，向美国说清楚，这样的干预将会使其蒙受巨大的人员损失和高昂的外交代价。诚然，冲突不会只限定在台湾海峡。中国不会对美国军队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历史已经表明，珍珠港一类的攻击只会增强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决心。但为了避免美方做出任何误判，选择以有限军事冲突的方式主动干预台湾，那么中国就必须不让美国对巨大人员伤亡的前景有任何怀疑。


在战略上，美国还未明白，台湾问题缺乏进展是阻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原因，而中美的良好关系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也使得中国国内政治不能全神贯注于中国的发展需求，扭曲了整个国家的优先目标，把不足的资源都用于军事开支。台湾问题的失控升级，将使中国政治更为激进，其长期的溢出效应将影响整个地区的稳定。它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更加复杂，或者甚至偏离正常的轨道。


此外，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将加剧美国与其所剩无几的冷战盟友之间的分崩离析。尤其是在伊拉克问题和美国通常的霸权式单边主义问题上，它们之间已经有了裂痕。大多数亚洲政府开始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向中国倾斜。欧洲人一点也不赞成美国干预台湾问题，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刚刚结束对法国的成功访问，已表明这点。2004年1月26日，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双方共同关注的重大国际问题，并达成广泛共识。

希拉克对他来访的同行表示强烈支持，警告称，台湾2004年3月举行公投将是一个“严重错误”，会破坏地区稳定。在招待中国国家主席的国宴上，希拉克再次强调，支持中国反对台湾“总统”陈水扁的公投计划。希拉克称，“实施单方面影响稳定的行动来破坏现状，不管是何种形式，包括公投，都是有利于分裂，不利于统一”。“那将是个严重错误。那是要负巨大责任的。”胡锦涛在随后的讲话中，对希拉克“反对台湾当局通过公投实现独立的行动这一清晰的原则立场”表示感谢，并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不会允许任何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第十九章 误判悲剧的可能性
[31]



美国近来的政策基于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的愚蠢误判，这种头脑发昏的推理将导致军事冲突，由于美军驻日基地，日本将卷入其中。


 一、美国对台政策影响日本对华政策

美国对军事干预台湾的考量，还停留于战略思考的水平。麦克阿瑟主义强调台湾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亚洲利益至关重要，它是为冷战地缘政治环境中必定敌对的中国设计的。在新的后冷战地缘政治环境中，美国插手台湾的军事好处比不上其带来的恶果：导致出现一个敌对而非友好的中国，丧失让中国成为一个维护亚洲稳定的战略伙伴的前景。对美国来说，友好的美中关系比美国控制台湾能够带来更多的安全。


因此，美国在台湾没有内在的战略利益，只是涉及外交信誉，影响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战略防御承诺。美国的台湾政策，貌似保护民主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沦为日本传统观点的人质。日本的传统观点认为，台湾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台湾是亚洲唯一的亲日本领土，是日本未来向东南亚扩张的第一个目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指出，如果美国根据日本的安全利益界定台湾问题，就像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暗含的那样，后来又未能保护好这个重要的战略利益，将会引起日本重整军备。不过，日本对台湾的利益是由来自亚洲以外的威胁，而不是由来自中国的威胁塑造的，中国接近日本的领土是更为靠北。

美国对台湾的实际占领不利于日本长远的国家利益。日本更有兴趣的是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核问题，不会为了反对中国控制台湾使朝核问题复杂化。

另一方面，如果台湾滑向独立，即使没有日本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激起日本对它的野心，更不用提还有中国的迅即反应。从而，对美国来说，最佳的解决方法可能是，在美日利益分歧上升之前，尽早与中国妥协。这样，日本就可能根据其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将台湾回归中国视为一个中立的发展。

美国对台海任何武装冲突的干预，都将牵涉美军驻日基地。这会迫使日本在中日交恶、美日现有同盟关系和日台战略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日本如何选择是没有办法搞清楚或者做出预测的，美国可能会跌破眼镜，就如同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安卡拉不允许美国使用美军驻土耳其的基地，而使华盛顿大为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日贸易争端不断强化，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似乎越发遥远。日本现一直试图通过发展与亚洲（特别是与中国）和欧洲的其他市场和经济关系，逐渐从令人不快的对美经济依赖中摆脱出来。


 二、日本将卷入台湾冲突


日本免不了认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果不是美国一手策划的话，也是由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和美元霸权引起的。日本是间接的受害者，而美国是个幸灾乐祸的受益者。


在冷战时期，苏联是日本的直接威胁，苏联的解体使美日防御同盟的基础发生变化。如果美国的军事存在减少，日本与朝鲜和中国之间的安全问题事实上可能更简单，因为日本的反美情绪已被转移。在日本政坛，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反对美日防御同盟。左翼不希望看到日本仅仅为了保护美国利益，卷入一场亚洲战争，而右翼反对防卫条约，是因为他们将之视为日本重整军备的主权面临的侮辱性障碍。日本现在利用美国的压力向伊拉克派兵，以此作为日本军事自主的开端。正如北约的实质在冷战后发生变化一样，美日防御同盟也面临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


台湾很可能是日本表达其未来安全选择的窗口。因此，对中国来说，考虑到有必要与独立于美国对台立场的日本达成谅解，这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开始与欧洲所做的那样。

美国、日本和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和朝鲜核问题，阻止打破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上具有共同利益。这些问题会导致中美之间一场无休止的争斗，就像美国与古巴、伊朗和伊拉克一样甚至是更糟，会导致美日同盟的崩溃，会导致中日在该地区重新形成敌意的对抗。美国在中东和波斯湾遭遇巨大的难题，还面临一个问题不断出现的俄罗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欧洲共同体和一个平民主义兴起的拉丁美洲。由于这些全球范围的紧迫问题，由于在要求美国控制其单边主义和一场无尽头的全球“反恐战”方面，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传统盟友对美国的支持变得更有条件，美国不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新的敌人。

美国坚持以自己的模式塑造中国，将之作为发展双方建设性关系的前提，这是蛮横无理的。而且，美国领导层一直没有胆量，来引导公共舆论不要妖魔化中国。
 美国根深蒂固的反华倾向迫使自1949年以来的美国历届行政当局在处理涉华事务时，不得不绕开正常的外交和制度渠道，有时就以大权在握的白宫为主，甚至连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排除在外，更不用提美国国会和新闻媒体了。

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风格不幸地使美国对华政策缺乏基础广泛的支持，甚至理解。因此，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一直沦为美国独有的国内政治变动和精力充沛的政客策士们奇谈怪论的牺牲品，
 最近的例子就是新保守派。对于中国在与美国国会、公共舆论和宗教团体打交道时的不足，许多美国分析家提出了正确的批评。但是，造成中国在这方面问题的责任，可以追溯到白宫的自大，白宫把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其帝王似的特权。在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中国成为一个政治足球。现任美国政府，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受到反对党的攻击：在外交和经济政策上对中国太软弱。



 三、推动对中国的肢解会削弱这个地区

美国企图通过秘密支持中国分离主义势力，打压崛起的中国国家实力，这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中国会不惜任何代价来抵制这方面的演变。美国试图分裂或肢解中国的政策，怂恿中国瓦解为独立的几个地区或省份，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一个能够被肢解的虚弱的中国，对每个人都是威胁。从而，以减少所谓的中国威胁为目的的分裂政策，不仅不必要，事实上还会造成混乱，威胁地区稳定甚至全球稳定。事实上，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势必激发中国某种狂热的民族主义，而这点是中国的敌人都尽量避免的。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已经检验了这个逻辑。

新中国的国家目标之一是纠正西方帝国主义及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残余衍生力量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迫害。除非残余的帝国主义剥削这种现有秩序得以纠正，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政府能够接受这种现状，并期望长期执掌政权。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合理地实现中国的天定命运，以现代的科学技术平衡它丰富的传统文化。这不仅包括中国文化和社会价值在“大同”这一社会主义前景下的复兴，而且包括无可非议地收复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时代丢失的领土。

从政治逻辑和它的幅员和悠久历史来说，中国有资格获得大国身份，并得到所有国家的承认。中国正寻求在为地区和世界发展做出经济和战略决定的国际组织与论坛中，扩大自己应有的影响。民族主义的复兴和源自自身文化遗产的信心重建，使中国的前途命运获得新的活力。任何政府不对这些国家目标做出反应，就不能长期治理中国。任何外国政府如果不承认中国的这个天命，就不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美国遏制中国的新政策是无用和无效的。这个政策将不必要地使中国成为一个敌对国家，迫使它再一次扮演拥兵自重的角色。后冷战时期，亚洲各国政府不会再支持美国的这种政策。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是基于一个无把握的目标：通过“和平演变”，改变中国。该政策要求和平的军事化，把贸易作为道德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其旨在通过对华贸易，按照美国的模式来改变中国。最终，该政策既不利于贸易，又不利于和平。乔治·W.布什总统自美国发动“反恐战”后，放弃了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的立场。


现在，美国民主党正在妖魔化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将之视为美国失业率的原因，而没有看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结构缺陷。正如美国国内政治造成朝鲜战争的大错，并引发随后对中国半个世纪的敌对围堵一样，美国国内政治将决定未来一个世纪美中关系的方向以及亚洲和世界的命运。


在一个多极世界中，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会减少。主要威胁现已转变为民族分裂运动，这主要是美国在利益驱使下打着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幌子策划的，至少在美国发动如今的“反恐战”之前一直这样。这就是收复台湾是中国实现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的原因所在。中国日益认识到，经济发展，而不是政治打压，是与民族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历史上，一个繁荣的中国吸引了边缘民族群体，他们为了明显的利益寻求加入中央；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央会助长支持分裂主义的离心力量。中国在其很长时期的历史中，都是致力于抗拒犯红眼病的邻近民族群体的入侵。

华盛顿和北京的当前政策都锁定于一条冲突的轨道。美国对中国和台湾问题都采取一种过分敌对和好战的立场，将促使中国得出中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结论。美国与台湾近期正式的官方和军事接触，被中国视为是直接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他就职典礼后不久的电视直播新闻发布会上，小布什称台湾为“中华民国”，这是不可否认的挑衅。另一方面，中国当前部分领导人过分姑息地对待美国的好战立场，这只会强化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所认为的无助的中国现无计可施的观点，引起美国推行更强硬的反华政策。在双方的首都，误判的危险都是非常真实的。若台湾独立，亚洲甚至是世界也不可能有和平。


与华盛顿忽视了中国在1950年一再发出的将加入朝鲜战争造成各方俱损的信息一样，台湾问题正被塑造为一场可能由误判造成的悲剧。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美国近来的对台政策似乎是基于对这个事实的重大误判。这是一个会导致军事冲突又没有赢家的误判。

阻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误判的办法，在于中国实行可信的边缘政策。中国加强与俄罗斯、欧盟、日本、埃及、利比亚、伊朗、委内瑞拉、印度和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向美国霸权发动新一轮的外交进攻，应足以警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实施的地缘政治反华政策是适得其反的。

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一系列复杂又充满挑战的外交和防御政策问题，台湾和朝鲜局势是其中两大危险的军事冲突点。没有中国的合作，朝鲜核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四、美台防御关系破坏美中关系

在美中关系中，没有比台湾问题更敏感的问题。进言之，美台防御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具争议的方面。小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至少在其第一任期，明显不同于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的立场。在防御问题上，小布什总统的政策明显地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甚至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共和党2000年8月在费城批准的该党竞选纲领就表示：“我们的政策基于这个原则，中国必须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我们不承认北京具有将其统治强加给自由的台湾人民的权利。有关台湾未来的所有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并攻击台湾，那么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做出适当反应。美国将帮助台湾自卫。”

该竞选纲领还单独附加了一部分：“台湾需要美国的强力支持，包括及时出售防御性武器，以加强台湾安全。”2001年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声称：“美国将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安全的任何强制形式的能力。”

在上任之初，小布什总统阐明了美国防御台湾的承诺。2001年4月25日，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电视节目中，小布什总统声明，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台湾，美国有义务保护台湾人。他声称，美国将“为帮助台湾自卫采取任何措施”。2003年11月2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首次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称：“中国人民愿意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付出任何代价。”

“付出任何代价”与“采取任何措施”针锋相对。2002年2月，美国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举行的美台商会会议上发言指出，“正如布什总统和其他人所说，美国承诺将采取任何措施帮助台湾自卫。我们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我们反对使用武力。”在这次会议上，沃尔福威茨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都会见了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

这是自1979年美台中断官方关系以来台湾“国防部长”首次访美。这次会议确立了美台防务关系中新的优先考虑，并公开宣布美国对台湾安全相关事务的强烈兴趣。此后，又有了其他高级别的防务访问。在台湾防务问题上，小布什政府在政策上明显地表现出不像以前那样的模棱两可。

与其长期坚持的政策相比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当局认为，履行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2年对台湾秘密做出的“六项保证”，是美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六项保证”是作为中美1982年《八一七公报》的结果传达给台湾的，在《八一七公报》中，美国保证，它“不寻求实施长期的对台军售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不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将都不超过近年提供的水平……它打算逐渐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有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美国根本不应再向台湾出售武器。


 第二十章 中美关系仍处于混乱状态
[32]



一个早熟的跛脚鸭总统正领导着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他的第二任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任期中，在步入中期国会选举时，其支持度处于30%的低位。

2006年5月8日，政治专栏作家吉姆·鲁腾博格（Jim Rutenberg）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任何人，只要怀疑白宫在今年中期国会选举中承受的风险，不妨考虑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小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 Jr）的呼吁，若其政党重新掌握众议院，他将成为司法委员会主席，他呼吁深入调查是否有可能弹劾”美国总统。

据报道，甚至小布什总统所属共和党的资深人士也建议小布什，抛弃其违法的新保守派副总统和做得过火的鹰派国防部长，加强完全疲惫不堪的白宫工作班子，以力图保持共和党在11月国会选举中的多数席位，挽回共和党在2008年下一次总统大选中逐渐减少的机遇。

承蒙政治化的最高法院的照顾，小布什赢得了进驻白宫权。在其执政近9个月后，为了应对恐怖主义者的袭击，小布什发起了基于信念的“反恐战争”，此上帝送来的使命塑造了其第一任期。小布什也因而成为一位紧要的战争领导人，即便不是战争英雄，该光环还是帮助他扫清了与另一位不成功的对手竞争的障碍，赢得了连任。

在无止境的反恐圣战中，伊拉克战争是继阿富汗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军事行动，它以“灾难性的成功”赢得胜利，但随后的和平同样灾难性地丧失了。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经过三年的占领，美国在被占国陷入持续的困境，这一失败是如此灾难性的，以致小布什由一个占领军总司令变为一个在全世界仅有少数同盟国的领导者，在国内也成为一个早熟的跛脚鸭总统。


 一、恐怖分子与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袭击是具体恐怖分子的具体行为，而恐怖主义是一种广泛的、抽象的精神狂热，它没有特定的、预先可以确认的战场和战士，只有在恐怖主义行为发生之后才能确认。

大多数袭击者自己并不了解他们何时将跨越从精神兴奋到自杀式行动的界限，以及他们将选择什么目标与何处目标。恐怖主义的通行定义是不明确的、多方面的且存在争议。不同政府对恐怖主义有不同的定义，更重要的是，恐怖主义集团只能以不同的贬义标准来确认。有些人所认为的恐怖主义，另一些人认为是解放神学。有些人眼里的恐怖主义者，在另一些眼里是争取自由的英勇战斗者。正是恐怖主义袭击，拉开了美洲殖民地反对英国统治的序幕。

起义者在不对称战争中使用的粗糙的爆炸装置（路边炸弹）与常规战争中所用的远程巡航导弹一样在实施者眼里是合法的。一方面，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在美国宪法背景下的一场官方不宣之战；另一方面，伊斯兰圣战，甚至是动用武力的伊斯兰圣战，当它由一个公认的神职人员宣布时，在后者看来就是一场合法的圣战，是神职机构的训导。《韦伯斯特辞典》将恐怖主义定义为：“1.使人恐怖的行为；2.以恐吓寻求统治的政府制度；3.有组织地试图推翻政府的非法暴力活动。”恐怖主义者就是以行动实施或支持恐怖主义政策的人。国家恐怖主义频繁地成为恐怖主义暴动的助产婆。

从理论上说，只要投入战争的资源，尤其是人力充沛，以及战争升级的代价可以接受，以军事手段打一场针对特定恐怖主义者的战争似乎是可行的。但是，反恐战争是一项需要全方面支持的事业，即使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具备充足的资源来实施，更何况该超级大国实质上执行了一种强迫他人接受恐怖主义的、具有很大缺陷的政策。美国反恐战争是一场没有明确的交战期限的战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战场上越是取得胜利，在目标人口中越是失去民心和民意。

2006年5月25日于华盛顿，在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争行动”已结束，“使命已完成”，对于“向人民发出错误信号”的伊拉克暴动者，他威武地表示“将他们带上正轨”，并在随后公然地承认未来三年将是美好的。

正如越南战争破坏了美国的全球反共外交政策，让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失去了国际认可和国内政治支持，从而使其“大社会计划”的国内政策陷入瘫痪一样，小布什发起的对伊拉克战争破坏了其在“传教士”总统任期内对国内外做出的神圣诺言，并显而易见地证明了其“反恐战争”日渐缓慢地走向失败。


 二、新手

在地球的另一边和意识形态领域相反的另一端，一个政治新手，至少根据中国传统的标准是这样的，正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胡锦涛主席受过精心设计的循序渐进的培养，以确保中央领导集体有序地更新换代，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说也是最复杂的政党选出其各派意识形态团体都可以接受的普遍公认的法定继承人。

文化大革命后，为了有序地解决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系统中的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物质利益冲突，为建设性的争论和行动妥协留出空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实现领导层平稳交替的方法和手段。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当前构成都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政治环境中运作的民主。

2002年，胡锦涛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003年3月15日，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2004年9月，他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美峰会”最初预定在2005年春天举行时，胡锦涛正式地全面掌握中国领导权还不到一年时间，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探索正确的意识形态发展和恰当的未来政策的十字路口。

20多年前，中国冒险地闯入从独立自主的中央计划经济向有限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转型，如今，胡锦涛领导的国家正就如何最有效、最平稳地走向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着决定性的辩论。独立自主政策从来不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发政策，而是冷战时期外部强加的制裁造成的。

在过去的25年，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不是离开世界趋势孤立发生的。在1979年冷战接近尾声时，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这是对沉迷于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夸大其辞的承诺的世界的合理反应。25年之后，改革开放政策在将中国带入现代相互依赖的世界方面硕果累累，但过分依赖进口、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发展鸿沟、猖獗的官员腐败、严重的环境危机及几近全盘崩溃的社会服务和保障系统等由此而来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失衡问题，正日益增多地要求反思迷恋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空头承诺的智慧。


年轻一代注定要肩负起迈向经济繁荣和文化复兴的国家重建的持续重任，他们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并无异议。他们的分歧在于改革开放的正确定义和路线：是向新殖民主义开放和朝着社会不平等和道德沦丧的方向进行改革，还是向作为一个和平强国，在自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一席合法之地开放，并朝着基于人人平等、公正和自由的创造性科学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进行改革。



 三、中美峰会

今年的中美峰会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举行的，要面对一系列迫在眉睫和正在演变的摩擦和缓解在意识形态上根本性对立的一个日趋衰落的超级大国和一个日益崛起的地区大国之间日益显现的长期矛盾，这需要新立场和雄才大略。

2005年，由于卡特里娜飓风危机，中美峰会曾顺延举行，从而为解决双方的外交僵局赢得更多必要的时间，但2006年4月恢复举行的峰会结果证明是一次内容乏味而没有实际意义的事件，美国领导人处于其最后一次任期，在国内已不受欢迎，而中国领导人正主持着国内一场不可预知结果的基本政策讨论。

为了缓和美国弥漫的反共敌意，中国被认为有必要假装已经放弃其意识形态。美国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和平演变”将中国引向前苏联的悲惨道路，使中国内部分裂并走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按照战后美国霸权下日本和德国作为附属盟国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向新殖民主义开放。


另一方面，中国部分人对美国抱有如下的幻想：美国的善意和根本友谊只是暂时地被误解所掩盖。实际上，美国决策层的对华现实主义者并不预期共产主义会衰退，从而也就认为中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和解都不可能是根本性的，
 它们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例如，出于当前美国反恐战争的合作需要。事实是共产主义将继续演变为一种政治制度，而那些等待中国共产主义崩溃的人将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甚至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天。

从而，虽然反恐战争吸引了其大部分注意力，但美国仍继续将中国视为其主要的威胁和敌人。那些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中国决策圈人士将为其白日梦付出高昂的代价。
 以姑息政策回应好战的美国道德帝国主义，尤其是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问题，最突出的是美国以加强民主为借口介入台湾问题，只会阻止两国关系的根本性改进。最好的可能前景是在和平竞争中管理双方的根本性对抗，以避免双方公开的军事冲突。亚洲的和平是以美国愿意与共产主义的中国和平共处为前提的。

就双方是以国事访问的方式取得外交突破，还是通过工作会议的形式处理棘手的争端，中美经过激烈的谈判，直至拖到最后一刻才敲定四月份峰会的官方类别和外交协议细节，双方更关心的是对外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不是在改善双边关系上取得真正的进展。

峰会陷入短期问题和争端无法自拔，实际上，除非澄清双方关系的长远构想——这才是决定性因素，否则这些短期问题和争端是无法解决的。可叹的是，如此的长远构想在公开报道的官方讨论中一无所见。

虽然两国领导人都公开表示，需要基于双方国家利益的交汇面，扩大战略合作共识，但两国不论是在具体问题上，还是在宽泛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仍然具有巨大的分歧。美国声称，扩大民主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也声称有意加强民主。但是，对于民主在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两国存在分歧。美国文化支持极端个人主义，而中国文化优先考虑孔子的等级制社会和谐。

只要美国是其他国家的市场，它就会促进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对美国来说，自由贸易并非自由地进行贸易，而只是进行与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一致的贸易。中国也承诺进行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只是出售廉价劳动力和环境污染，以挣得在中国境内不能使用的美元。至于公平的双边贸易和全球贸易标准，中美两国径直持有互不妥协的分歧。由于美国国内反对通过外包和逐步攀升的贸易赤字造成失业和中国国内反对外国控制中国企业及美国在市场上的霸权力量，日益兴起的经济民族主义正在改变两国的国内政治。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开始从根本上认识到，美国对自由贸易的定义是其干预其他国家经济主权的借口。
 从地缘政治上看，第三世界国家正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模式，将之视为一种替代不诚信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的发展道路。美国正竭力游说中国成为美国霸权体系中后来的“利益相关者”。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是一个日趋衰落的体系，在其中，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地位低下，仅持有微不足道的利益。

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声望开始日渐升高，而美国的形象近些年一直稳步、快速地下降。中国与其他国家唯一有问题的领域是其贸易出口部门，该部门受到外资的支配，美国对之一直具有强大的塑造能力。


 四、不扩散

除了在贸易和经济关系中的分歧之外，一系列的国家安全议题既是中美领导层的共同关切，又是他们走近的机遇。其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议题是所有议题中的重中之重。

各国都支持不扩散原则，但美国定义的不扩散体制存在致命的缺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国际原子能机构（隶属于联合国系统的政府间组织）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形象、生动地描述了该问题：一个核超级大国拥有数以万计的弹头，可以不受阻碍地将其投送到全球各个角落，以此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发展核武器，这种做法“就好比手持一支从你的嘴里夺走的已点燃的香烟，然后告诫其他人停止抽烟”。


全世界核不扩散必须从那些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采取销毁核武器的实际行动开始。不扩散要求以不可逆的裁军为第一步。尽管核弹头在冷战后有所削减，美国和俄罗斯在其军火库中总共还是持有约20000枚核弹头，而且美国还在开发新型武器。虽然全世界各地用于军事目的的浓缩铀和钚已日益过剩，但“核国家”还是继续生产得越来越多。

美国以其所谓的中国军事建设证明美国军事开支增长的合理性。然而，中国空军没有一架远程轰炸机，根据《时代》1999年6月的一篇报道，中国的整个核武库“也只能填满美国塞进其1艘三叉戟式潜艇的爆炸力”。

2005年1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外交政策》上发文称，“获得核武器技术40年之后，中国只有24枚能够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即使超越战略战争的范围，在发生有限战争之前，一个国家也必须具备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能力。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较易遭到美国的封锁和孤立的情况下，中国会推动实现其政治目标。一旦发生冲突，中国的海上贸易将完全中止，石油运输将中断，中国经济将陷于瘫痪境地。”这是中国主动退让，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根据，当前，这一危险完全来自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

巴拉迪认为，美国对不扩散的立场是伪善的，要实现真正的裁军，“需要出现20或30个具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将是终结不扩散的开始”。他表示，将无核国家逼到毫无防备的角落，增强其对国际不公正和国家蒙耻的认知，这一方式只会见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核扩散。

有人可能补充说，先发制人的打击只会加快非核国家进行核武装的速度，并提高该行为的合理性。然而，《纽约时报》白宫事务报道记者大卫·桑格（David Sanger）6月6日从得克萨斯州小布什总统克劳福德农场发来的报导称，布什“指示其首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制定针对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和恐怖组织的先发制人行动原则，将其作为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

为了清除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继续设法召集其他核国家，强制朝鲜和伊朗停止和终结其核计划。朝鲜从伊拉克的命运中吸取了教训，它发现，为了消除任何先发制人打击的威胁，与其否认具备核能力，不如宣称已拥有核武器，这样，它在应对美国时将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朝鲜表示，它需要发展核武器，以防止可能发生的美国入侵。华盛顿一方面否认有任何攻击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图，另一方面威胁将使用武力。核专家相信，朝鲜已有至少足以制造半打原子弹的放射性原材料。朝方谈判代表宣称，朝鲜已有可以使用的核武器，但尚无侦察出任何试验，可以证实这样的核武库的存在。

许多防扩散专家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向全部非核国家提供防止外国常规和核武器攻击的保证，并向这些国家提供燃料，以帮助他们建立和平经济发展所需的核电站，而不是继续进行经济和军事制裁，美国针对那些有核能力的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已持续几十年，却没有任何威摄效果。

进言之，紧要的是逐步消除美国在世界安全体制中对军事解决办法的偏好。核大国对非核国家的安全保证是防扩散的一个必备条件。
 非核国家并非对以下事实熟视无睹：自进入核时代以来，只有那些没有核报复能力的国家才受到核大国的常规战争攻击。至于核威胁，如果日本1945年就具有原子弹的话，那么一枚原子弹也不可能落到其国土上，更不用说两枚了。作为有史以来唯一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且不是1颗而是2颗）的国家，美国披着令人生疑的光环，却依旧拒绝遵循“不首先使用”的原则。



 五、军控与裁军

军控是裁军的致命敌人。当裁军被视为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时，军控于是成为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但是，军控意味着裁军是不必要的，军控可以建立使军备安全和良性的体制。

作为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联合国裁军大会成立于1979年，它是1978年举办的联合国大会首次裁军特别会议的产物之一。联合国裁军大会涉及的条款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军控和裁军问题。

当前，联合国裁军大会主要关注：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防止核战争；防止太空军备竞赛；进行有效的国际安排，确保非核国家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包括放射性武器）的新系统；拟订全面的裁军和军备透明度计划。经过近三十年，裁军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在2002年1月21日至3月29日于日内瓦召开的由66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裁军大会全体会议上，美国代表埃里克·贾维茨（Eric Javits）发言称，美国将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首要目标，但国家安全也同样必要和不可或缺，似乎二者是相互对立的。2002年2月7日，贾维茨表示，任何军控条约要想生效的话，所有国家的安全，也称为互利，是至关重要的。


 六、“9·11”事件的效应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者对纽约和华盛顿附近进行的袭击，对美国的国家精神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美国国内外政策规划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冲击。

在国内政策方面，美国以国土安全为由，对其一个世纪以来的公民自由和个人隐私传统进行了严格限制。美国很大程度上已经抛弃其无罪推定的优秀传统。天平现已错误地倒向国土安全一边。种族打压已经急剧复苏。

外交政策方面，美国在基于新保守主义信念的极端主义者的绑架下，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树立为新敌人，以之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前共产主义敌人——苏联和中国。

最终，历史可能将“9·11”事件引用为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转折点，此后，以前相互敌对的大国政府具有了史无前例的合作模式。这是因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免于外来攻击的安全避风港（见“超级大国的脆弱性”，《亚洲时报》2005年12月14日）。从而，2002年联合国裁军大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首次作为一个受攻击国家，提出了其在“9·11”后对待裁军的立场。

2001年11月14日，也就是恐怖袭击仅仅两个月之后，小布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在该声明中，他们宣布，美国和俄罗斯“已抛弃冷战遗产”，并补充说“两国都不会将另一方视为敌人或威胁”。世界上两个主要核大国元首均表示，他们对于促进国际安全具有共同责任，并进而说，美国和俄罗斯“已决定与其他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并肩工作，促进安全，提高经济福利，建立一个和平、繁荣、自由的世界”。

虽然未提及“恐怖主义”一词，但双方的意图是明显的：反恐是新的共处精神得以形成的推动因素，尽管两位领导人都明白两国官方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并不一致。

然而一个月之后，也就是2001年12月13日，布什宣布，美国将退出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布什的这项决定将在6个月后正式生效。这是完全颠覆了冷战时期演变形成的核威慑理论，该理论成功地阻止了两个超级大国在长达50年敌对中可能发生的核浩劫。两个超级大国达成的如下思想，即禁止发展防御性措施从而使第一次核打击的优势在核反击中丧失殆尽，是确保核战争不会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

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美国现在宣称，它确切地了解到：有些国家，包括不少过去一直支持恐怖主义袭击的国家，为了获得能够用来对付美国及其盟国和保护国的弹道导弹，正投入巨资，这一态势还伴随着以下事实，上述许多国家并不满足于获得弹道导弹，它们还正寻求发展核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正如我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前所写的（“战争和军事—工业联合体”，《亚洲时报》2003年1月31日）：

既然一小瓶的生物制剂能够以微不足道的成本造成更大的破坏，为什么恐怖分子还会采用既昂贵又难以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呢？北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以1969年美元的价格计算，若要造成每平方公里50%的人员伤亡，需要使用价值2000美元的常规武器，或800美元的核武器，或600美元的化学武器，它们远远超过了廉价的生物武器，使用后者，只需1美元。

我们只有通过消除不公正，才能战胜恐怖主义，依靠反弹道导弹和智能炸弹是无济于事的。坚持原则，拒绝对恐怖主义者的要求做出让步，这纯粹是以稻草人看守庄稼的观点。除非恐怖主义行为停止，否则，就拒绝与恐怖主义者谈判，这只是一种自取灭亡的政策，因为所有恐怖主义的政治目标是为了迫使其强大的对手在新的条件下开始新的谈判，处理恐怖主义者的不满。


解决办法在于：确保恐怖主义在破坏时得不到任何利益，在对话时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当经济体是包容性的，世界秩序是公正的，就可以做到那一点，
 因为很明显，恐怖主义者对世界任何地区的破坏都将使整个世界遭殃，包括恐怖主义者试图帮助的地区。美国可以通过采取同其宣称的面向所有人的和平和公正价值观相一致的外交和贸易政策，加强其自身安全和全世界安全。


换言之，美国只有在抛弃单边主义和霸权政策，赢得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之后，才能战胜阿尔凯达（al－Qaeda，即基地组织）这样的祸害组织。“9·11”事件之后，许多国家自发地支持美国，但小布什在附带伤害的名义下将其暴怒的单边主义杀戮强加于无辜的平民身上，糟蹋了上述良机。

2001年掌权后，小布什政府就反对与中国和朝鲜维持合作关系，取而代之的是许诺根本性地重新定位自冷战时期以来的美国安全政策，寻求与一直作为苏联盟国的印度建立紧密的新型伙伴关系，并冷漠地对待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区域机构。

2002年，在其首次“国情咨文”中，小布什在将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之后，有力地宣布：“我们必须防止寻求获得核生化武器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政权威胁美国和全世界。”他还接着称，“在这个面临机遇的时刻，一个共同的危险正在消除夙怨。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合作，以实现和平与繁荣。”

这是一种急剧的政策转变。《时代》杂志2002年6月报道，在2001年1月的第一周，比尔·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和反恐副手里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向伯杰的继任者赖斯及其班子介绍了移交报告，提到基地组织是克林顿离任后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赖斯并不认同这一点，她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小布什随后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像即将离任的克林顿政府一样，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


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就可以开发防御导弹攻击的新手段，这增强了美国考虑首先打击其他核国家的诱惑。美国宣称，它需要更新“劝阻手段”，主要是为了减小敌对国家以导弹作为胁迫和侵犯美国的工具的可能性，而不只是针对偏离方向的导弹和意外的发射。

这样的“劝阻手段”也是挫败潜在的对手寻求获取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这一战略的必备要素，因为它已确切地排除了这些武器具有军事效用的可能性。随着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基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理论已成为历史，打赢核战争的观念于是成为美国的政策。


2001年12月中旬，美国技术专家与中国同仁会晤时解释称，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并非针对中国，尽管早期的反华言论伴随着退出该条约的考虑。美国现希望，在基于“反恐战争”的新的美国战略政策背景下，与中国讨论重新启动广泛的战略对话的可能性。

2002年2月21日，小布什应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访问北京，美国进一步探讨了在美中合作关系日渐增进的背景下加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战略问题和适当方式。这次访问正值尼克松总统历史性地访华、以利用因中苏分裂而带来的地缘政治机遇三十周年之际。遗憾的是，小布什2002年的访问没有取得任何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尽管美国意识到其“反恐战争”需要中国的合作。

在某些方面，例如，关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预中国内政问题，与尼克松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三十年前就美国撤出台湾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作的承诺相比，布什的访问表现出倒退。除非这些承诺得到认真地兑现，否则，美中关系将继续缺乏坚实的基础。


 第二十一章 中美如何避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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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而不是台湾，对于美国在亚洲和在“反恐战争”中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从而，美国对台北的支持正在减弱，对美国而言，就台湾问题向中国做出让步，以最好地运用超级大国外交和国务活动，是时候了。

最后，美国的政策鼓励大陆政治自由化，这当然是和平演变形式的纯粹道德帝国主义。中国的政治发展只会在中国内部需要的情况下才会有所回应，不会为了促进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进行。这种道德帝国主义政策不经意地起了阻止中国政治自由化的反作用，它把中国政治自由化设计成一场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运动。

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据报道，华盛顿对台湾为独立而战的决心正逐渐丧失信心。随着与大陆经济的整合，台湾经济日益加深地依赖大陆。因为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口从台湾流向大陆，台湾经济的制造业正被挖空。可是，全岛的政党都热心于执行早先的直接联系政策，这进一步弱化了台湾寻求政治独立和美国保障的安全的意愿。

小布什政府对台湾的强力支持被减弱，主要是因为台湾未能明确地承诺接受现状不惹事，其次是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后的全球反恐战中、在解决朝鲜核僵局中，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寻求支持（或者说不反对）时，需要中国的帮助。美国的这种立场转变是战术性的，远不是战略性的。美国仍然认为，维持台湾的现状是其地缘政治利益所在。
 普林斯顿著名的汉学家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教授最近被任命为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和副总统迪克·切尼班子的政策规划主任，就意在支持这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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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认为，现代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对美国的安全构成潜在的长期危险，并撰文论述美中冲突的必然性。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攻击后，全球地缘政治变得高度不稳定。美台关系在国际关系的变动中也没能幸免。在中国总理温家宝2003年11月21日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期间，与温总理在白宫举行秘密会议后，小布什告诉媒体：“我们反对中国或台湾做出任何改变现状的单方面决定。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单方面决定改变现状，这是我们所反对的。”由此，在台湾独立问题上，“反对”正式代替了“不支持”。

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动，美台利益的汇合领域不断收缩。唯一最重要的考虑仍然是美国的关切：如果允许台湾在武力或高压下倒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可能有损美国在东亚的领导权，特别是对美国与盟国的安全安排，尤其是与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安排。然而，维护安全的考验在于美国避免战争的外交技巧，而不是它赢得战争的能力。
 美国在东亚的盟国都知道，虽然一场战争的胜利可以保住美国的声誉，但它将让相关各国成为废墟。


防止战争的外交技巧，要求美国在中国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问题上向中国作出让步，比如台湾问题。正如美方盛行的话所说，台湾是一个破坏性因素。把台湾问题推向军事解决，将是美国外交在亚洲的巨大失败。
 即使美国第7舰队携其两个航母编队再加上驻日美军基地压倒性的武力投放能力，能设法阻断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但当硝烟散尽后，台湾所能留下的就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保卫了。


 附录


 《纽约时报》社论热衷于臆想对港历史与现实评说失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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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读者来信寄自美国。据说在这个地方有言论自由，但《纽约时报》却拒绝刊登这封实事实说的读者来信，读者只好转投本报，现予译成中文刊出，以偿读者之愿。

——编者

编辑先生：

《纽约时报》社论：《再见了香港的自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包含了对香港历史与现实的不准确的评说，因而得出对其未来非建设性的结论。

自从十三年前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一项双边协定（而非该报社论所宣称的一项“国际协定”）以来，中国一直坚定且仔细认真地履行其条款。双方在此协定中承诺，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由英国统治的过渡时期及恢复主权实行地方自治后的五十年内，将不改变香港行政主导的政府结构和自由市场经济。

英国最后一任港督，为了在一九九七年之后继续在香港维持英国殖民主义影响的明显目的，单方面且无视中国的反对，下令“民主改革”，公然违反了联合声明的条款和精神。中国先通过私下磋商而后又公开不止一次地警告英方，一九九七年后中方不会承认这种在英国殖民者监护下“选出”的特洛伊木马式的立法机关，但英方置若罔闻。

为了避免回归中国之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现法律空缺，和在一种无殖民统治残余的真正自治的中立气氛下，有充裕的时间建立新的立法机构，中国被迫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选举产生了香港临时立法会。这一曲折过程是英国不负责任地违反联合声明的直接后果。

另外，中国宣布限期为一年的“临时”一词表明了中国的意愿和对香港自治的坚定承诺。中国在各种场合都表示不会干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包括民主机构有条不紊地发展，只要这种发展不受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干扰，渐进的改革有利于香港今后的稳定和繁荣。尽管香港有一小部分自称为民主人士但效忠于香港以外的人吵吵嚷嚷，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一国两制”政策将在新香港良好地运行。《纽约时报》社论热衷于纯民主的臆想，并给香港的这些所谓的民主团体打上了令人尴尬的标记：他们成为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愚蠢的工具。

英国统治的一百五十年间，香港当局从未容忍过任何与英国利益相冲突的政治、出版甚至经济自由。香港许多专制法律至今仍白纸黑字地写在书上，其中包括授予敕封的港督限制出版自由和处治紧急状态的权力。直到现在，英国政府才姗姗来迟，绝望地企图在其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最后几个月解除这些法律。直至最近几年，在电影院里，最后播放《上帝保佑我王》（英国国歌）时观众仍不能享有坐着不动的自由。若有违犯，可被判入狱。对于这种压迫，美国人也应感到反感。

综观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将成为有能力的领导人，他了解未来香港作为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的需要。他得到绝大多数香港人民的支持，因为就其性格和背景而言，他不会成为企图继续把香港作为反华基地的人的傀儡。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能以自由和地方自治为名与他人轻易妥协。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也不例外。

关于经济自由，英国公司历来从香港当局那儿享受不应有的优惠。直到现在，来自政府控制的公基金的耗资上百亿美元的款项的新公共设施建设项目，都给了英国承包商。在历史上，连美国公司也受到港英政府的歧视对待。例如，美国汽车缴纳高额关税，而英国则可自由地向香港出售汽车。这种举措连列为贸易保护主义都不够资格，因为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不制造汽车。这一现象直到英国被迫允许美国货物自由进入香港才结束。

美国的外交政策应以国家长远利益为基础，而不能建立在误导的幻觉之上。香港殖民政权来自从走私鸦片而起家的英帝国主义，它行将就木。良好的中美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重大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它将使两国获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读者廖子光，许安结译）


 香港经济政策的重塑
[36]



香港去年七月一日的游行，清楚说明政府与市民间严重欠缺沟通。

示威打着抗议草拟中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旗号……《纽约时报》星期三在头版报道这次示威时承认：“草拟中的安全法，部分比英国殖民时代制定的仍在执行的法例如分裂罪等还要宽松。”

当地连串民意调查，都显示大众最关注的问题中，如失业率飙升、小企业破产、负资产、教育改革、罪案和公共医疗等民生问题远重于民主和公民自由。

由于守法的香港市民不会直接受草拟中的安全法影响，故这问题只是如《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所形容的“是对董建华政府的广泛不满”的导火线。

毛病主要在经济

香港的毛病主要在经济，但未能被迅速察觉。新的特区政府把理论锁死在新自由市场基本主义，它的公仆队伍又重视传统多于创新。联系汇率政策令香港的泡沫经济爆破后通缩和经济收缩接踵而至。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以来，香港的危机一个接一个。首先是亚洲金融危机，然后是对冲基金通过操控股市和期货市场来冲击币值过高的港元，之后是禽流感、新机场开幕混乱，直至最近的非典型肺炎，伴随着经济的一直下滑，又没有社会安全网。

六年以来，市民越来越盼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层和果断的政府行动去解决经济困难，而政府则只在吹嘘市场基本优势和小政府。在公司和个人收入均大幅下跌的同时，政府却吹嘘其低税率和简单税制。


在自称是自由市场卫士的同时，政府又以帮助负资产中产阶层为借口，公开支持地产市场，帮助过分扩张的大地产商。地产价格高，物价竞争力便会下跌。在一个自由市场，重振经济的最佳途径就是让物价下跌。抬高土地成本去帮助陷困境的大地产商，只会令少数享特权的市民受惠，却令经济受损。


失业率继续攀升，但政府的立场是坚持香港在经济重整的过程中失业无可避免。更糟的是，重整将是漫长的过程。失业对香港的损害是双重的，因为它没有失业保险或其他社会安全网。香港公司可以随意裁员，就像关上窗门般容易。

公关招数不治本

当香港的未来明显地系于跟祖国更紧密结合之上时，董建华政府却向西方寻求指导，成立一个成员对香港的认识不会多于一般当地导游的国际顾问小组。董建华政府用了六年时间才与内地达成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例子还有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对政府广泛不满何足为奇？

政府倾向以“推销香港”等错误的公关招数来代替解决问题的经济措施，似乎经济可以像牙膏那样推销。香港浪费了数十亿元引入迪士尼乐园，带来虚假的希望，但其实现时早已有数据证明，开办迪士尼乐园能替东道主带来的经济利益很少。香港不能依靠外国投资和外国公司的地区总部来令它更具竞争力，香港必须首先变得具竞争力来吸引它们。投资经理和公司行政总裁们是一群不易被缤纷宣传品和官方推销团说服的顽固分子，他们会着眼于租金水平、工资、市场潜力尤其是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些基本成本因素。美国的跨国商人不特别关注基本所需以外的公民自由，他们着眼东道政府能否提供安全和社会秩序令他们的生意受最少的干扰。

危机不在失自由


香港暂时陷入危机，非因守法的市民将要失去任何公民自由，而是因为外来势力试图否定中国对香港的基本主权。这些势力欲以自由之名及利用对董建华政府的不满，来达到继续利用香港作反华基地的目的。


董建华要做的是开始像个平民主义领袖，采取措施照顾香港市民，提供全民就业、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良好的居住环境、优质的教育、优裕的退休生活和一个清洁的环境。董建华需建立起一个坚定、自信和仁爱的政治领袖形象，不要向外国人寻求没用的意见和含糊的指引。他必须真诚面对当地的情况，勇敢地探求适合当地情况的解决办法。

对香港大部分市民来说，危机是失去工作，不是失去公民自由。

（廖子光　文）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何以席卷全球金融体系
[37]



几年前，当美国的债务泡沫蔓延至房产业时，各方面的警告声四起，次级抵押贷款将危及整个体系，其中就包括廖子光先生。华尔街的欢呼者却直接驳斥称，这些警告是“天要塌下来”的歇斯底里。如今，金融男巫们终于迟缓地意识到，他们早期的不理性已造成一种正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严峻伤害的现象。这篇文章以及本文中引用的廖前几年中的大量文章都准确地预见了美国次贷危机必然发生，证明了廖子光先生在金融领域的识见富有真理性和前瞻性，值得重视。

几年前，当债务泡沫蔓延至房产业时，各方面关于次级抵押贷款
[38]

 危及整个体系的警告声四起。狄克·利特尔（Chicken Little）等华尔街赞成派却直接驳斥称，这些警告是“天要塌下来”的歇斯底里。甚至就在前几周，有关房产信贷业的坏消息逐渐成型，危险已经清楚浮现，迫在眉睫。强硬的反对声依旧高涨，足以淹没人们的理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掌管美国货币政策的两位高官，继续向焦虑的美国公众坚决保证：在紧张不安的市场面前，美国的经济基础健康无恙。美国“新世纪”公司是一家亏本的次级抵押放贷公司，新近倒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取消该公司挂牌资格的前几天，其股票被华尔街一家大型经纪事务所推荐为“买点”。
 目前，该事务所正接受刑事和管制方面的调查。


过去两年，我在《亚洲时报在线》网页上，曾对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必然性提出了理论解释，指出与人们普遍认识到的相比，由此而来的金融崩溃为何会影响更广泛、更严重。


2005年9月14日，我在《泡沫大陆的男巫》的第一部分“格林斯潘：泡沫大陆的男巫”
[39]

 中写下：

历史已经证明，美联储凡是做出错误的决策，多半是基于错误的预测。人们正确地批评指出，格林斯潘纵容了房价“泡沫”的膨胀，该泡沫可与最终在2000年破裂的、将科技股席卷至创记录点数的泡沫相媲美。
 格林斯潘争辩道，美联储的职责是做好泡沫爆裂后的善后工作，因为这些泡沫不易发现，而且能安全地收缩。但是，一些突发事件也很难预测，这种困难并不是反对购买保险的好托词。毫无疑问，每一项政策的实施，都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比起任由泡沫膨胀直至不可控制地爆裂，提前遏止债务泡沫的代价必定小多了。在金融业，如同在卫生业，预防甚至比最佳的治疗都更为有效。市场参与者都知道，懒惰失财。金融上的懒惰会招致经济的失控。

20世纪九十年代，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没有控制住股市泡沫的蔓延，尽管他不承认自己负有责任。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之后，格林斯潘在2004年事后聪明地说：“我们不是以过激行动力图抑制假定的泡沫，从而带来巨大且不可预知的结果。我们的选择是，正如我们在1999年中期国会听政会上所指出的，将政策焦点集中在平息泡沫发生时带来的影响，从而富有希望地轻松过渡到下一次扩张。


格林斯潘所谓的“下一次扩张”，是指下一个泡沫，它就是房产业泡沫。“平息”政策就是向美国银行体系注入巨大的流动性。
 房产泡沫取代高科技泡沫有其结构性原因。房屋无法像制成品那样进口，尽管房子里的大部分构造，例如家具、硬件、窗户、厨房设备和洗浴装置可以在国外生产。建筑工作不可能外包给海外，以利用工资套利。相反，一些非技术性工作都是由低收入的非法移民来做的。1999年，未清偿的房屋抵押贷款是4.45万亿美元，到2004年，这个数字增长到7.56万亿美元，大部分资金被用于以较低的利率为较高的房价融资。1987年，格林斯潘接手美联储主席时，未清偿的房屋抵押贷款只有1.82万亿美元。在他的监管下，未清偿的家庭抵押贷款翻了两番。其中的大部分货币是美联储新印发的，通过贸易赤字输出，又作为债务重新输入。

在所有金融衍生品中，最受欢迎的是利率掉期
[40]

 。实质上，利率掉期就是允许参加者赌定利率的走向。根据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0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OCC）的统计，1999年年底，利率掉期在商业银行持有的衍生品合约中占了四分之三。这些利率掉期的名义价值总计近25万亿美元，其中的2%～3%（5000亿～7500亿美元）反映了银行在这些产品中的真实信贷风险。对于名义价值究竟是否货币供应的一部分，其贴现率是多少，货币经济学家们一无所知。当前，从经验来看，伪造账目已合法和非法地把债务收益改变成收入。

货币监理署《2005年商业银行的状况和表现报告》显示，2005年第一季度，贷款的需求以11%的速度增长，而核心存款增长率为7%，仍存在4%的差距。这就意味着银行贷款的增长并不全是来自于存款。报告提出可能出现的风险包括：贷款增长速度减缓，住房市场随之降温；过去的地区房价低迷持续存在；房贷的质量问题外溢到其他贷款形式。这不是一幅令人舒服的画面。

各类金融衍生品在银行的资本结构中举足轻重。但是，利率增长时，利率掉期可能带来极大的危害。1999年初，投资收益率实际提高了25%，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商业经济学家预测到，该年上半年利率会上升。从而，到2000年，这些机构发现自己赌定的利率走势错了。此外，随着利率的增长，银行从按揭贷款等与利率相关的经营中获得的收入逐渐减少。2000年，受利息影响的收入来源令人大失所望，如同1999年衍生品的交易一样。银行的回应是降低贷款要求，以增加利率的利差。

在格林斯潘18年来的监管下，政府资助的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GSE）的总资产飞涨了830%，从3460亿美元上升到28720亿美元。政府资助的企业是美国议会设立的筹资实体，向中低收入的房主、农场主和学生等特定借款人群体提供补贴贷款。房产抵押贷款担保证券上扬了670%，增至35500亿美元，未清偿的资产担保证券（ABS）从750亿美元暴涨至27000亿美元。格林斯潘领导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投机金融扩张，包括1万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行业，华尔街公司近2万亿美元的、高度膨胀的资产负债，市值达到3.3万亿美元的回购协议（Repo），以及名义价值超过令人咂舌的220万亿美元的全球衍生品市场。当然，名义价值并不具有真正意义的风险。但是，利率哪怕只有1%的起落，220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就是2.2万亿美元，接近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按照银行业术语，这种以低利率借入短期贷款，再以高利率借出长期贷款的行为，叫做“套利交易”。在没有管制的跨国界资金流动的推动下，这种套利行为全球化，最终导致了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利率和汇率波动成为新的范式。现在，不可否认的是，仍有迹象表明：最近几年，在房地产泡沫中，同样的利率风险大量滋生。为了应对快速的资产价格通胀现象，美联储以往的渐进主义现兴起为“按部就班”地提高联邦基金率（FFR）目标，但对遏制银行放贷资助猖獗的投机收效甚微。

最近几个月，格林斯潘援引传统智慧，声称美国住房市场在地理位置上高度分散，一再地否认全国住房泡沫的存在。他所说的倒是事实。分散的市场通常不易于相互传染。传染这一术语是指，投机者为了防止损失过大，以良币追逐劣币，从而造成在相同的市场上，贱卖交易拖垮健康交易的过程。但是，房产市场的泡沫是由创造性的房产信贷造成的。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没有管制的全球信贷市场应运而生，创造性的房产信贷也就成为可能。抵押贷款的低成本抬高了所有的房价，使之超出了其他分散市场上家庭收入的可承受限度。


在跨国界金融自由化之下，资产价值的回落所产生的财富负效应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例如，2005年7月27日发布的《达拉斯联储银行棕皮书》称：“合同表明，房地产投资的成本极为高昂，部分是因为该地区具有竞争力的高价市场正吸引进成本更高的东西两岸市场的投资资本。”在全国范围内，无收入证明、纯利息、零资产和现金转出的贷款激增，而在市场上升期培养的金融意识在市场下滑期具有致命的危害。由于为美国房产泡沫融资的资金来自于全球，此次房产泡沫的迸裂必将可怕地影响到全球。

通过发行房产抵押贷款担保证券，银行现在不过是贷款中介机构，其风险贷款不承担长期的风险。银行将其风险贷款作为风险不封顶的证券化债务，出售给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具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不同的更高投资回报需求。但是，机构投资者又是谁呢？它们大多是管理美国工人退休金的养老基金。换言之，工人的全部退休金面临工人自己拖欠住宅抵押贷款的风险。房主由于拖欠抵押贷款，失去房产，也就失去了投资于证券化抵押贷款金的退休储蓄金，而从技术上看，银行依然保持偿还能力。这就是由相连的金融地雷组成的隐蔽网络，它们存在于由房产抵押贷款担保证券融资的房产泡沫，却没有人给予重视。房产泡沫的迸裂将引爆巨大的养老金危机。

2005年9月29日，我在《泡沫大陆的男巫》第2部分“回购协议是定时炸弹”
[41]

 中写道：

通过将低利率的回购协议
[42]

 收益投入高利率的“次级”抵押贷款，如信用卡贷款、家庭财产贷款、汽车贷款等，商业银行从中获取高利。高信贷风险的借款者每月以两位数的利率按复利还贷。为了降低其资本要求，银行然后向大批寻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者出售风险不封顶的抵押按揭贷款权益（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s，CMO），从其资产负债表中移除了他们的贷款额。换个年代，这种高风险、高利率的贷款形式就是众所周知的放高利贷。然而格林斯潘公开声称，系统风险可以很好地斧正空前的经济扩张。

回购协议现在是美国货币市场上最大、最活跃的交易之一。确切地说，银行似乎在积极地管理其所有资产，以应对顾客需求的变化和库存现金的机会成本。银行还改革了一些方法，绕过储备金的需求。在无限制信贷扩张的恶性循环中，信贷标准的不断降低推动了顾客对新贷款需求的日益上升，后者反过来进一步压低了信贷标准，并扩大了利率的利差。

2005年10月27日，我在《泡沫大陆的男巫》第3部分“美国的货币市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43]

 又写下：

资产价格的上升，反映了货币供应和资产关系之间的变化，这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货币获取同值的资产。因此，资产价格的上升并不一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这说明在麻烦重重的条件下，追加的货币没有创造出相应的更多资产。对于经济学者来说，把资产价格增值看作经济增长，纯属自欺欺人。房产泡沫就是一例。

当前，货币印发，尤其是虚拟货币，完全由美联储独力掌控。货币印发对于利率波动的敏感度越来越小。这解释了为什么美联储按部就班地提高联邦基金率，对房产泡沫没什么直接或立即的影响。

2006年1月11日，我在《债务、通货紧缩和烂苹果》
[44]

 中写道：

在美国，贷款的证券化十分普遍，银行倾向于通过债务证券化，向非银行投资者转嫁长期风险，以此推动风险贷款。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是一种相对新型的衍生合约，允许投资者对冲证券化的抵押贷款资金。这种合约，又叫资产担保证券，局限于公司的债券市场、传统的房屋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去年六月，一种新型标准合约开始进入交易，对冲基金以之赌定次级借款人以可调整利率的贷款担保的家庭财产证券，这不是作为一种保值策略，而是作为一种赢关键。当看跌的交易有利可图时，通过发起一轮下行的恶性循环，对冲基金的看空就能轻易地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1999年，美国未清偿的家庭抵押贷款总计4.45万亿美元，到2004年底，这个数字增至8.13万亿美元。大部分资金被用于以低廉的利率为更高的房价融资。
 1987年格林斯潘接手美联储时，美国未清偿的房屋抵押贷款只有1.82万亿美元。在他18年来的监管下，到2005年第三季度末，未清偿的家庭抵押贷款翻了两番，高达8.821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货币是美联储新印发的，通过贸易赤字输出和作为债务（以资本账户盈余的形式）输入。考虑到美国每年的新增套房占其住房总量的5%，也就是以每年两百万套的速度增加，美国住宅总量在18年中增长了100%，而未清偿的抵押贷款提高了400%。

日本银行的零利率政策，连同日元经济总资产的通货紧缩，使日本保险公司陷入财政困境。新的贷款利率和资产价值不足以承担之前向顾客许诺的长期获利。与美国不同，日本没有对债务人友好的破产法。在美国，无论如何，保险公司与银行一样，都不能申请破产。作为受到管制的部门，保险公司由各州保险委员会管理。各州保险委员会通常都有再保险基金，以帮助无力偿还债务的机构。这笔基金怎么也不足以应对体系性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FDIC）也行使同样职能。

美联储再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并在很长时期里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此举会给美国的保险业带来严肃的问题。保险业的几个部门，例如人寿险、平安险等，都由于种种原因处在濒危之际。由于一些工业巨头出现问题，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拖欠养老金，还有一些航空公司也跟风行事，政府承诺的养老金计划更是压力重重。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低利率是种激励。但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对债务不再持恐惧心理，降低利率会产生错综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大部分大额借款人按惯例实行利率套期保值时。对他们来说，甚至当短期利率突降或突升时，在贷款期限内的成本仍然保持不变，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向不同的团体付费。当债务人有偿还能力时，证券化贷款投资者才会破产。如沃伦·巴菲特警告的那样，信用衍生品在大部分金融公司中一直是炙手可热的获利源，将是金融体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6年2月16日，我又在《泡沫大陆的男巫》第4部分“全球货币与通货市场”
[45]

 写下：


在美国，房价在不到十年内长了三倍，这证明同一时期内，美元贬值了三倍。消费品价格涨幅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制造业向海外低工资经济体的外包保持了美国国内工资的稳定。
 经济不平衡显得工资及收入似乎没有与商品价格同步增长。

房产的市场价格增长了300%，而房主的收入仅仅增长了30%。房主不仅没有变得更富，而且成了不平衡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他可以享受一次不顾后果的奢侈生活，也就是申请新的抵押贷款以转出现金，但如果利率上升，其收入维持不了新抵押贷款的支付，他就可能丧失房产。而如果收入增长，利率就会增长，因为这就是美联储所谓的通货膨胀。因此，房主收入增长时，其房产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这刺激他不再进行大额的抵押贷款，他也就没有什么财产积压其中。对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业来说，这可能成为系统问题。

亲爱的读者，上述就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会扩散并沉重打击全球金融体系的原因。

（廖子光著，曹宏译，查君红校）

　　

　　


[1]原载《亚洲时报》2003年12月9日。



[2]指本书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一章志10篇系列文章，该系列各为“美中关系：寻求和平”（China－US：The Quest for Peace）——译者注



[3]Jefferson Himself， edited by Bernard Mayo， page 81，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4]Jefferson’s Notes on Virginia， 2：229－30.



[5]指2001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第43位总统的小布什。——译注



[6]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被基督徒视为当代最大的圣者之一，他使12世纪的西多会（Cistercian）大为兴旺。伯尔纳1115年在克勒维斯（Clairvaux）办了修道院，并终身为此院院长。在基督徒看来，伯尔纳“彻底的献身是基于对基督的爱，所以他那充满福音性的信仰博得路德和加尔文的赞扬”。——译者注



[7]拉丁教区（Latin patriarchate）指用拉丁文举行宗教礼仪的天主教区，拉丁文原为罗马帝国官方语言。——译者注



[8]原载《亚洲时报》2004年1月7日。



[9]原载《亚洲时报》2004年1月8日。



[10]质证（cross.examination）是指在庭审过程中的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材料提出质疑和询问，以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作出判断的诉讼行为。在美国，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是通过交叉询问进行的，即采用主询问（direct examination）和反询问（cross examination）。双方当事人在法庭调查中均有询问和反询问的权利。对当事人来说，由其同律师询问己方提出的证人是主询问。反询问是对方当事人和律师对该证人进行的询问。在反询问之后，主询问双方当事人和律师还可以对己方提出的证人进行再询问（reexamination），再询问限于对方当事人反询问中所提出的事实。参见常怡、刘艳军：“民事庭审中的质证问题研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2期。——译者注



[11]“The leader who led，”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1997.



[12]Xiao Jinguang’s Memoirs， Beijing：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1990， p 26.



[13]Zhou Jun，“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Reasons Why the PLA Failed to Carry 0ut the Taiwan Cam－paign Plan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PRC”， Zhonggong Dangshi Yanjiu（The CPC History Study）， No 1，1991， p 72.



[14]He Di，“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The CCP’s Unmaterialized P1an to Liberate Taiwan，1949～1950”， Chinese Historians， Vol V， No 1， 7－8.



[15]Nie， Nie Rongzhen Huiyilu， p 743－744.



[1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Department of State Pub1ication 7187， Washington， 1961， p 448.



[1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Department of State Pub1ication 6199， Washington， 1955， pp 770，984；Harry S Truman， Memoirs， Vo1Ⅱ：Years of Trial and Hope， New York：Doub1eday and Co Inc， 1956， pp 316－17.



[18]David M Glantz， August Storm：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Fort Leavenw－orth，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February 1983.八、强大的苏军与不堪一击的日军



[19]原载《亚洲时报》2004年1月9日。



[20]Roshchin cab1e to Moscow， Ju1y 13， 1950， Arkhiv vneshnei po1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 AVP RF.



[21]The Communists：The Story of Power and Lost I11usions：1948－1991， New York and Toronto：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2， 81－82.



[22]Handwritten Note， June 30， 1950，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s.



[23]I. F. Stone，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52.



[24]Papers of Harry S Truman：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



[25]“Princeton Seminar”comment from contemporaneous note， February 13， 1954 Papers of Dean Acheson.



[26]Rise to Globa1ism：American Foreign Po1icy Since 1938.



[27]原载《亚洲时报》2004年1月29日。



[28]原载《亚洲时报》2004年1月30日。



[29]原载《亚洲时报》2004年1月31日。



[30]原载《亚洲时报》2004年2月10日。



[31]原载《亚洲时报》2004年2月11日。



[32]原载《亚洲时报》2006年6月23日。



[33]原载《亚洲时报》2004年2月12日。



[34]参见Henry C K Liu，“Part 1：Myths and realities about China，”and“Part 2：Imagined danger，”of“The Struggle for Harmony，”in Asia Times， June 13－14， 2003。



[35]原载《人民日报》1997年2月24日第11版“海外来信”栏。



[36]原载《香港快讯》2003年4月。



[37]原载《亚洲时报》2007年3月17日。



[38]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s），又称次级按揭贷款。美国人一般都有个人的信用评级，以660分为及格线，大于660分的被视为优质（prime）受贷者，而低于660分的则是次级（subprime）受贷者。由于次级贷款者的信用评级较低，放贷机构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大，从而，此类贷款者一般都会被收取更高的利息，该项业务也吸引了不少放贷机构。——译者注



[39]见“Greenspan，the Wizard of Bubbleland，”part 1 of The Wizard of Bubbleland，Asia Times Online，September 13， 2005， avai1ab1e at http：//atimes01. atimes. com/atimes/Global_Economy/GI14Dj01. ht－ml.



[40]利率掉期（interest rate swap）又称“利率互换”，是交易双方将同种货币不同利率的资产或者债务相互交换。由于运用利率掉期可以对冲利率风险，而且能够降低筹资成本，在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利率掉期发展迅猛。——译者注



[41]见“The repo time bomb，”Part 2 of The Wizard of Bubb1eland，Asia Times Online，September 29，2005，avai1ab1e at http：//www. atimes. com/atimes/Global_Economy/GI29 Dj01. html.



[42]回购协议（repurchase agreement，repo），也称再购回协议，是指商业银行进行短期融资的一种方式，其含义是指出售证券等金融资产时签订协议，约定在一定的期限后按原定价格或约定价格购回所卖证券，从而获得即时可用资金。回购协议通常只有一个交易日。回购协议所涉及的证券主要是国债。——译者注



[43]见“How the US money market really works，”Part 3 of The Wizard of Bubb1eland，Asia Times 0n－line， 0ctober 27， 2005， availab1e at http：//www. atimes. com/atimes/Global_Economy/GJ27 Dj01. html.



[44]见“0f debt，deflation and rotten app1es，”Asia Times 0n1ine，January 11，2006，available at ht－tp：//www. atimes. com/atimes/Global_Economy/HA11 Dj01. html.



[45]见“Greenspan，the Wizard of Bubb1eland，”Part 4 of The Wizard of Bubb1eland，Asia Times 0n1ine，Febru ary 16， 2006， avai1ab1e at hup：//www. atimes. com/atimes/Global_Economy/HB16Dj01. html.


OEBPS/Image00000.jpg
EBERRER (CIP) &g

< I GEREETERBL (36) BT /NS5
JLEVR ISR, 2008. 4

e @i~ KRR - BT
IV. F827.12 F832.6
PR A5 CIP BRET (2008) 45 041194 5

SRS P E 0T RAEE TR

AR A ROB

RER/E i B R

RS 7O

HARZAT PR A

Moo b AESCPERPYRHE 36 45(100032)

B 3E (010)66509360 (B4§%)  (010)66509366( 4k )
(010)66509364 (A7) (010)66509618 (5 55 )
hitp://wws. cetpbook. com

A A

787 x 1092 %K 1/16

385 T

23.75

2008 44 JI45 15 1 UEDRI
38.00 7

A3 NHHIBE
SHRENHIEE

A4 B R L RRTRB RS EERARE ik
RAEGERERSE A# A%, #i5.(010)66509618






OEBPS/Image00002.jpg
xEAAS| | grne | wgn HEHA i
1913 4, % B fh A A B R H
“RERE L, B, RR
WA A3 19 B KB
LR i LRWARLAK, B TERS
waEn| s | Az | #ow i
il oS HABAHTR, AREABE
REXESHMELAE, £E
RREA M A B3 T
—A.
EAAXEALRAE, AR
R 8 FAOBHE £ AR T 0
o] o fwesea|, o fanexeseranne,
(e AESA ARRE, MEL AR T
) R KB W
xt.
K AP KRS USRS
AR TR S ELA,
W, RSB
Cm s — HTEFLMEARART AN 38 (4
L LI el PTEE A P P e
) b AEBEXMERR, HE | 0KS

AMBTERBRBARLE X
L, RH RTBREXAK, T
Wa M & T BB R,






OEBPS/Image00001.jpg
XERFE| B | RERF | RFEH HEMHA E2:3
EBFELE, AMN-EANE
FRATHERASEERIAR
LHAW, BT, SHLERE
(€= 30 2002 11 NP RRITHE, REF RS
WAH | 9 | AE 200 [A15F | BEGHE, TRRHAE-EE
By #6 A FNRTER, KRAXEAE
ERIE (UXE, KB, BE
AH) BB, AR RBAT
BB T RGHA.
(HRAR AEAXERE, LTERETF
R (ARG E| L E ERERESXRHAE,
EREF® AEW0A | HATEFHAB EARER
H£X) B,
AAAXEREALF ARG
- e EAKEARRIRAARA | ERA
F: 3%k | 10 |AZE2004 | H9F :
RAMZSHEROHTRER | *P
) #2A .
Foi s,
MBRFEFTE, AEFATH
M, PERRMEMELLER
(it # B 2004 4 10
4 #9.6 7 &, RMEHHEEA
) REDN # TR HR, K&

REAM, HEtFREAEY
Bty HaeR A,






OEBPS/Image00004.jpg
=ERecME  EEASRLan

R EEN ST M 0w

THAMSEH IS ER

FINANCIAL WaAR

L STTTRTYS





OEBPS/Image00006.jpg
EER

FERERENRRE






OEBPS/Image00003.jpg
KEAAL| BE | RAHE | nFH HEMS #i
7 3 408 AT R B
HEHARM, THAY LT

(RE# RAFENYH, SRS TRY

BAGK| 206 E 2| R LR
ShuE AE3A [ NRMARTEEAR “HRA
a1y T H RREFEBTH

#H, TREFFHA, AR
FRREF,

; ESVEe TIL T ES RN
;ﬂj"; 205 % 9 LIPS RS TS N
G| 4 | AE06| BT | REMER T HANEE R
o~ %24 W LI, HAET R

THEH,

REFAHEBEES, REEE

EEEPRARA A, AFHL
(Haw B, ARRARTLE, #4%

EXHI| 4 ?;f; #5837 | RELFMK. EEFLEKN 2)\1‘;

#) PESS 3T TR PPN ™
W R R RTR,
AFRLE,
B R
RHAEFETEAT S8, 3t
2006 % 6 FERCEEAST WA —
(:;;)* u | As 4, AR K E S ARAE, 1\1‘:
= AEH A-EAHFRHXR, B

RERBAE, TWELAFAR
HHERAE.






